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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布、需求引致创新与经济增长

孙　 巍　 夏海利∗

　 　 摘要: 本文将帕累托收入分布、等级偏好以及与创新产品效用不可分的同质

产品引入创新驱动增长模型ꎬ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经由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ꎮ 理论模型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机制ꎬ其中帕累托收入分布的

形状参数直接决定了创新产品的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ꎮ 数值模拟发现:鉴于

较大的收入差距ꎬ市场规模效应对需求引致创新发挥主导作用ꎬ更加均等的收入分

布有助于经济体跨入更高的增长轨道ꎻ对于既定的收入分布ꎬ调整居民消费结构将

经由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产生影响ꎻ基尼系数与社会效用呈

非线性递减关系ꎬ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ꎮ 本文为扩大内需、实现

消费和产业“双升级”以及构建“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理论借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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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与跨国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２００９)ꎮ 蔡跃洲和付

一夫(２０１７)对经济增长核算发现ꎬ１９７８—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约 １ / ３ 源于

技术进步ꎮ 从因果关系来看ꎬ人均产出的一切增长都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Ａｇｈ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ｉｔｔꎬ２００７)ꎮ 鉴于此ꎬ探究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就显得格外重要ꎮ 由于专利保护和技术壁

垒ꎬ经济学家大都将技术创新的事后垄断利润作为创新活动的主要驱动力ꎬ认为潜在的创新

激励是理解技术进步的关键(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ꎬ１９６６ꎻ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２００９)ꎮ 然而ꎬ采用代表性消费者

与位似偏好假设的经典创新驱动增长模型对创新激励的分析是不充分的:首先ꎬ在代表性消

费者假设下无法引入居民收入分布ꎻ其次ꎬ在位似偏好假设下居民的产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

平而与收入分布无关ꎬ难以说明收入差距与消费结构的关系(Ｒｏｍｅｒꎬ１９９０ꎻ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ꎬ１９９２)ꎮ 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伴随着产品潜在利润的动态调整:创新产品在

由奢侈品转变为必需品过程中潜在利润曲线是倒 Ｕ型的ꎮ 收入差距以及收入消费关系不仅

直接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ꎬ也折射出不断引入新产品才是保持高利润的必要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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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０)、Ｈａｔｉｐｏｇｌｕ(２０１２)以及 Ｆｏｅｌｌｍｉ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 (２００６ꎬ２０１７)在内生增长模型

框架下分析了收入差距通过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然而这些文献普遍采用

收入二分法ꎬ对居民收入状况过于简化ꎬ与现实相差甚远(安同良、千慧雄ꎬ２０１４)ꎮ 与上述文

献不同ꎬ本文不仅引入了连续型的帕累托分布ꎬ而且基于创新厂商优化行为将创新产品价格

内生化ꎬ这种定价机制不同于收入二分法采用的无利润套利条件ꎮ
当消费者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时ꎬ技术创新的垄断利润必然使创新厂商面临市场规模与

市场价格的两难抉择:任一价格水平必然受到市场规模的制约ꎮ 由于消费者之间存在收入

差距ꎬ市场规模由满足一定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组成ꎬ而高于支付意愿的产品价格必将一部分

消费者排除在市场规模之外ꎮ 一方面ꎬ市场规模效应表现为收入差距限制了低收入群体的

购买能力ꎬ缩小了购买创新产品的人口比重ꎻ另一方面ꎬ收入差距扩大也有利于创新厂商对

高收入群体索取更高的产品价格ꎬ即价格效应ꎮ 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都是通过消费需

求对技术创新发挥激励作用ꎬ即需求引致创新(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ꎬ２００２)ꎮ 需求引致创新作为技术

创新的激励机制不仅直观地揭示“需求牵引供给”ꎬ而且包含创新产品自动地创造消费热点

或新需求等内容ꎮ 如果创新产品能够被非创新产品或者已有产品无限地替代ꎬ那么创新产

品的垄断利润将难以保证ꎬ需求引致创新也将难以发挥ꎮ 因此ꎬ需求引致创新还应以“供给

创造需求”为前提ꎮ 本文基于最终产品创新增长模型分析了居民收入差距通过需求引致创

新内生决定经济增长的机制ꎮ 特别是ꎬ本文为“构建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

平动态平衡”提供了理论借鉴ꎮ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居高不下(罗楚亮等ꎬ２０２１)ꎬ改善居民收入分布状况能否确保

社会经济预期发展目标的实现? 实现机制又是什么? 转换经济增长动力需要持续激发创新

活力、促进消费和产业升级(郭凯明等ꎬ２０２０)ꎬ需求引致创新机制不仅解决了创新活动的动

力问题ꎬ而且为实现更加协调、匹配的消费和产业“双升级”提供了内在机制ꎮ 根本上ꎬ收入

分布决定了创新产品的需求结构和时间路径(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０)ꎬ从而决定了对技术创新的

激励程度ꎬ而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和努力程度(不考虑研发过程的不确定性)内生地决定了

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ꎮ 但当前国内有关需求引致创新的文献多集中于实证方面(张同斌、陈
婷玉ꎬ２０２０ꎻ欧阳峣等ꎬ２０１６ꎻ范红忠ꎬ２００７ꎻ康志勇、唐杰ꎬ２００８)ꎬ基于微观基础的理论模型比

较少见ꎮ 需求引致创新的关键在于确定创新产品的价格与市场规模ꎬ但同时刻画市场规模

效应和价格效应的文献很少ꎮ 在理论上ꎬ本文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机制ꎬ将创新产品

价格和市场规模内生化ꎬ并得到了创新产品价格是其边际成本加成这一垄断竞争定价的基

本结论ꎬ其中加成成数依赖于帕累托形状参数ꎮ 通过参数校准ꎬ模型均衡确定的经济增长率

和投资率与已有研究较为吻合ꎮ

二、文献综述

将技术进步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需要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是ꎬ技术创新是如何驱动

的ꎮ 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创新成功后的潜在利润是创新活动的主要动力ꎬ由创新需求形成的

利润激励是理解技术进步的关键(Ｓｃｈｍｏｏｋｌｅｒꎬ１９６６ꎻ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２００９)ꎮ 未来潜在的市场需求

不仅是企业从事研发创新的“纯激励机制”ꎬ还可以降低预期利润的不确定性和经营风险ꎬ间
接地促进技术创新(欧阳峣等ꎬ２０１６)ꎮ 张同斌和陈婷玉(２０２０)发现最终需求是技术创新的

主要驱动力ꎬ“面向市场、贴近现实”的有效供给可以显著地提高创新效率ꎮ 当居民收入存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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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时ꎬ技术创新的事后垄断权必然使创新厂商面临产品价格与市场规模的两难抉择ꎬ两者

的权衡决定了收入分布对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Ｆｏｅｌｌｍｉ ａｎｄ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６ꎬ２０１７)ꎮ 价格

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都从需求端对技术创新发挥激励作用ꎬ即需求引致创新(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ꎬ
２００２)ꎮ 安同良和千慧雄(２０１４)认为需求引致创新是收入分布影响经济增长的中介变量ꎮ
然而ꎬ在代表性消费者和位似偏好假设下ꎬ经典内生增长模型(Ｒｏｍｅｒꎬ１９９０ꎻ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ｅｌｐｍａｎꎬ１９９２)对需求引致创新的分析是不充分的ꎮ

技术进步要求研发创新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ꎬ需求引致创新需要消费者具有等级偏

好与之适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ꎬ消费者应不断扩大消费品的种类(即消费者偏好产品多

样性)而不是购买更多的已有产品(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９)ꎮ 从市场规模效应看ꎬ等级偏好意味

着市场规模并不受经济体总收入影响ꎬ而是由经济体中支付意愿高于产品价格的居民数量

构成的ꎻ从价格效应看ꎬ消费品之间是互补的ꎬ高优先级商品(如必需品)价格的相对下降会

诱导居民转向次优先级商品(如奢侈品)(Ｍａｔｓｕｙａｍａꎬ２００２)ꎮ 在实证研究中ꎬ等级偏好对应

的是恩格尔定律(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０ꎻＦｏｅｌｌｍｉ ａｎｄ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８)ꎮ 当消费者具有等级偏好

时ꎬ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和产品价格都与居民收入分布密切联系(Ｈａｔｉｐｏｇｌｕꎬ２０１２):随着居

民收入增长ꎬ产品的收入弹性不断降低ꎬ创新产品由奢侈品转化为必需品ꎬ从而收入分布决

定了创新产品的需求结构和消费动态(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００ꎻＢｏｐ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ｅｉｓｓꎬ２０１３)ꎮ Ｆｏｅｌｌｍｉ
等(２０１４)认为当产品按照消费优先级进行排序时ꎬ消费等级决定了技术创新的顺序ꎬ因此收

入分布决定了研发创新的水平和结构ꎮ 正是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能够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和价

格效应对技术创新产生激励作用ꎬ收入分布状况才由此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技术创新也可能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ꎬ近期文献强调创造性破坏(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ｉｍꎬ２０１８)、有偏技术进步(郭凯明、罗敏ꎬ２０２１ꎻＢｕｅｒ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自动化和人工智能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ꎬ２０１８ꎻ郭凯明ꎬ２０１９)等机制ꎮ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０)在动态背景下分析了收入分布通过需求引致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机

制ꎬ但只考虑了市场规模效应ꎮ Ｆｏｅｌｌｍｉ 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６)将等级偏好引入创新驱动增长

模型中研究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ꎬ发现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政策属于帕累托改进ꎮ
该文献除了忽略市场规模效应外还存在下述缺陷:(１)由于无限期限的专利权以及缺少与创

新技术相互竞争的生产技术或产品ꎬ导致创新厂商具有无限的垄断定价能力ꎬ后果是创新产

品的价格随时间趋于发散ꎻ(２)创新产品由高收入群体转向低收入群体时ꎬ市场价格会出现

跳跃式下降ꎮ 为克服上述模型中创新产品的价格发散问题ꎬＨａｔｉｐｏｇｌｕ(２０１２)引入专利期限

来约束创新厂商的垄断能力ꎬ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门限值ꎬ当收入差距

过高或过低时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ꎮ 然而ꎬＨａｔｉｐｏｇｌｕ(２０１２)模型仍不完善ꎬ首
先是该模型只考察了市场规模效应ꎬ更为严重的是研究结论表明最优专利期限是无限的ꎮ
以上文献均将居民收入划分为高低不等的两类群体ꎬ这种收入二分法无法刻画居民收入的

连续变化ꎬ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有限ꎮ 安同良和千慧雄(２０１４)将帕累托收入分布引入创新竞

赛模型ꎬ论证了收入差距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ꎬ但属于局部均衡分析ꎮ Ｆｏｅｌｌｍｉ 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７)在创新驱动增长模型中引入连续型收入分布ꎬ并采用相互竞争的两种生产

技术(创新技术与传统技术)来限制创新厂商的垄断定价能力ꎬ但因未明确收入分布的具体

形式而无法直接刻画收入差距ꎬ也无法研究收入再分配的政策效应ꎮ
本文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了 Ｆｏｅｌｌｍｉ 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６ꎬ２０１７)模型ꎬ具体是将等级偏好、

５



孙　 巍　 夏海利:收入分布、需求引致创新与经济增长

帕累托收入分布以及同质产品引入创新驱动增长模型ꎬ在理论上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

新机制ꎮ 本文引入帕累托收入分布ꎬ创新厂商优化行为的一阶必要条件在于选择某一临界

收入ꎬ临界收入以上的居民数量构成了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ꎬ而临界居民的支付意愿确定了

创新产品的价格ꎬ从而完整地刻画了市场规模效应和价格效应ꎻ但在收入二分法下ꎬ由于收

入不连续ꎬ创新厂商只能采用无利润套利条件定价ꎬ后果是排除了市场规模效应ꎬ所以

Ｆｏｅｌｌｍｉ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６)只研究了价格效应ꎮ 本文引入与创新产品在效用上不可分的同

质产品ꎬ通过消费需求来约束垄断定价ꎬ创新产品价格仍被创新厂商利润最大化行为内生

化ꎮ Ｆｏｅｌｌｍｉ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７)采用两种竞争性技术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思路来限制创新产

品价格ꎬ结果是传统技术通过竞争边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ｒｉｎｇｅ)外生决定了创新产品的价格ꎬ因
而该文献仅考察了市场规模效应而未能刻画价格效应ꎮ 本文的创新之处和边际贡献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点:(１)在理论上ꎬ本文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的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ꎬ
弥补了现有文献分析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不完整性ꎮ (２)引入连续型的帕累托收入分布ꎬ不
仅可以反映居民收入的连续变化ꎬ还克服了收入二分法产生的创新产品价格间断式跳跃问

题ꎮ (３)引入与创新产品竞争的同质产品来限制创新厂商的垄断定价能力ꎬ解决了现有文献

采用有限专利权和竞争性生产技术等限价方式导致的创新产品价格被外生的弊端ꎮ

三、理论模型

本部分将等级偏好、帕累托收入分布和与创新产品效用不可分的同质产品引入创新驱

动增长模型ꎬ通过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分析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ꎮ 在理论上ꎬ本文完整

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的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ꎬ这一理论目标依赖于偏好、收入分布以

及垄断产品限价的具体设定ꎮ (１)居民对创新产品存在等级偏好ꎬ此时居民收入决定了创新

产品的支付意愿ꎬ收入分布由此决定了创新产品的需求结构与创新激励ꎮ 而创新产品的不

断引入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ꎬ而且是供给侧技术创新维持高利润的前提ꎮ (２)在连续型的

帕累托收入分布下ꎬ创新厂商的优化行为可通过一阶必要条件选择某一临界收入(即临界居

民)表达ꎬ临界收入以上的居民构成了购买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ꎬ临界居民的支付意愿设定

为创新产品的价格ꎮ 在此设定下ꎬ创新产品的价格是其边际成本的加成ꎬ成数依赖于帕累托

收入分布的形状参数ꎮ (３)引入与创新产品效用不可分的同质产品ꎮ 一方面ꎬ通过消费需求

来限制创新厂商的垄断定价能力ꎻ另一方面ꎬ可根据同质产品总需求间接地测算创新产品总

需求和生产所需的劳动投入ꎮ 因为不同收入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差异ꎬ尤其是对创新产品

的消费先后不同ꎬ直接计算创新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和劳动需求存在较大困难ꎮ
(一)居民收入分布

居民收入分布的相关研究指出ꎬ经济体的收入分布具有明显的右尾特性并遵循幂律定

律ꎬ表明收入分布函数服从帕累托分布而不是正态分布(Ｂｌａｎｃｈｅ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２)ꎬ帕累托分布

也是国内研究收入分布的主要形式(孙巍、苏鹏ꎬ２０１３)ꎮ 假设经济体中居民收入水平 ｙ( ｔ)
为随机变量ꎬ ｙ^( ｔ)代表某临界收入ꎬ则收入分配状况服从如式(１)所示的帕累托分布(Ｊｏｎｅｓꎬ
２０１５ꎻＪ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Ｋｉｍꎬ２０１８)ꎮ 按照大数定律ꎬ频率会收敛到概率ꎬ此时超过临界收入的人口

比重与超过临界收入的概率相等ꎮ 外生参数 ζ 直接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相关ꎬζ 值越大

表明收入分布不平等程度越严重ꎮ

Ｐｒ{ｙ( ｔ)>ｙ^( ｔ)} ＝ ｙ^( ｔ)
－１
ζ (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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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来源于劳动收入和资本租赁收入ꎮ① 在完全竞争的要素市场上ꎬ所有居民面

临相同的工资与资本租赁价格ꎬ全部居民工资收入与资本租赁收入之和组成了经济体总收

入ꎮ 此时ꎬ刻画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简便方式是居民对经济体总收入拥有不相等的索取权ꎬ将
索取权记为变量 θ∈(０ꎬ１)ꎬθ 也就是个体收入占经济体总收入的份额ꎮ 由于居民间差异只

在于收入水平不同ꎬθ 值与居民收入一一对应ꎮ② 为叙述方便ꎬ用“居民 θ”代表个体收入占

经济体总收入比重为 θ 的居民类型ꎮ
(二)居民部门

将经济体中居民数量记为 Ｌꎬ由于不考虑人口增长ꎬ所以居民数量 Ｌ 在任一时刻都固定

不变ꎮ 居民通过消费同质产品 χ 和创新产品 ｊ( ｊ＝ １、２􀆺􀆺Ｎ( ｔ))获得效用ꎬ其中 Ｎ( ｔ)为市场

在 ｔ 时刻能够提供的创新产品种类的最大数目ꎮ 居民效用函数的关键特征是居民对创新产

品存在等级偏好ꎬ即居民对比较迫切的创新产品给予较大的优先级或者等级权重ꎮ 当居民

具有等级偏好时ꎬ收入分布与经济增长才产生紧密联系ꎬ此时收入分布决定了创新产品的价

格和市场规模ꎬ进而决定了技术创新的激励程度ꎮ 自然数 ｊ 取值越大表明创新产品 ｊ 被较晚

纳入居民消费序列ꎬ在居民偏好中排序较后ꎬ居民给予的等级权重也越小ꎮ 由于收入水平决

定了消费支出ꎬ将居民 θ 购买同质产品的数量记为χ
θ( ｔ)以及能够负担的最大创新产品种类

记为 Ｎθ( ｔ)ꎮ 居民 θ 的瞬时效用函数如(２)式所示:

Ｕθ( ｔ)＝
[χθ( ｔ)] ν􀅰 ∫Ｎθ( ｔ)

０
ｊ－γｃ( ｊꎬｔ)ｄｊ[ ]{ }

１－σ

１－σ
(２)

(２)式表明技术进步源自最终消费品种类的不断扩张ꎮ 其中ꎬｃ( ｊꎬｔ)为 ｔ 时刻居民 θ 对

第 ｊ 种创新产品的消费量ꎬ其对应的等级权重为ｊ－γꎬ常数 γ∈(０　 １)代表等级参数ꎮ 易知 ｊ
取值越小ꎬ则等级权重越大ꎬ可代表必需品ꎬ而 ｊ 取值越大可理解为奢侈品ꎮ σ 为跨期替代弹

性的倒数ꎬν 为份额参数ꎮ 假设 ｃ( ｊꎬｔ)取值为 ０或者 １ꎬ分别对应家庭能否购买产品 ｊꎬ这便于

处理收入差距如何影响创新厂商的创新激励ꎮ 一单位的创新产品带给居民一定需求ꎬ居民

效用却决于有多少种需求被满足ꎬ即效用取决于创新物品的种类ꎮ
由于存在收入约束ꎬ居民 θ 只允许消费 Ｎ( ｔ)的一个子集ꎬ即居民 θ 对创新产品的消费集

为:{ ｊ∈[１ꎬ２ꎬ􀆺Ｎθ( ｔ)]ꎬＮθ( ｔ)≤Ｎ( ｔ)}ꎬ消费集中每种创新产品的消费量 ｃ( ｊꎬｔ)＝ １ꎬ因此居

民效用函数可等价变形为:

Ｕθ( ｔ)＝
{[χθ( ｔ)] ν􀅰[Ｎθ( ｔ)] １

－γ} １－σ

(１－σ)􀅰(１－γ) １－σ
(３)

居民 θ 的预算约束是消费支出与资本投资不能超过其收入ꎮ 为简便起见ꎬ假设资本不

存在折旧ꎮ 既然居民按索取权对经济体总收入进行分配ꎬ那么居民也理应按资本收益进行

投资ꎬ即居民 θ 的投资占经济体总投资 Ｋ􀅰( ｔ)的份额也为 θꎮ 居民 θ 的预算约束如下所示:

Ｐχ( ｔ)χθ( ｔ)＋ ∫Ｎθ( ｔ)
０

Ｐ( ｊꎬｔ)ｃ( ｊꎬｔ)ｄｊ＋θ Ｋ􀅰( ｔ)≤θ[ｗ( ｔ)Ｌ＋ｒ( ｔ)Ｋ( ｔ)] (４)

７

①

②

实际上居民收入还包括垄断利润ꎬ但研发活动的自由进入条件使得技术创新的价值(垄断利润折现

之和)恰好等于研发成本ꎬ结果均衡路径下的垄断利润为零ꎮ
本质上ꎬθ 也是随机变量ꎮ 因为居民收入等于 θ 与经济体总收入之乘积ꎬ而居民收入为随机变量ꎬ经

济体总收入为确定变量ꎬ变量 θ 与居民收入具有一一对应关系ꎬ同为随机变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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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式中:Ｐχ( ｔ)和 Ｐ( ｊꎬｔ)分别表示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 ｊ 在 ｔ 时的产品价格ꎬｗ( ｔ)为工资水

平ꎬｒ( ｔ)为资本收益率ꎬＬ 为劳动投入ꎬＫ( ｔ)为资本投入ꎮ 将同质产品作为计价物ꎬ其价格标

准化为 １ꎮ 居民 θ 的消费支出满足 Ｅθ( ｔ)＝ χθ( ｔ)＋ ∫Ｎθ( ｔ)
０

Ｚθ( ｊꎬｔ)ｄｊꎬ其中 Ｚθ( ｊꎬｔ)为居民 θ 对创

新产品 ｊ 的支付意愿ꎮ 居民 θ 的需求函数为:

χ
θ( ｔ)＝

ν Ｅθ( ｔ)
ν＋(１－γ)

ꎻ Ｎθ( ｔ)＝
(１－γ)Ｅθ( ｔ)

[ν＋(１－γ)]􀅰Ｐ^( ｔ)
(５)

将技术进步率定义为Ｎ􀅰θ( ｔ) / Ｎθ( ｔ)＝ ｇ( ｔ)ꎬ由下文知任一创新产品的价格都相同且保持

不变ꎬ将其记为 Ｐ^( ｔ)ꎬ同时居民 θ 对创新产品的 ０－１ 选择会使其支付意愿恰好等于 Ｐ^( ｔ)ꎮ

将(５)式中的两式相除ꎬ易得 χ􀅰
θ(ｔ) / χθ(ｔ)＝ ｇ(ｔ)ꎬ即同质产品的消费增速与技术进步速率相同ꎮ

居民 θ 的跨期问题是在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消费和投资路径来实现终生效用最大化ꎬ
其中最优消费(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和最优投资满足现值汉密尔顿函数的一阶必要条件

(推导见附录 Ａ)ꎮ 将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的一阶必要条件相除ꎬ可得创新产品与同质产品

的价格关系ꎬ即:
Ｚθ( ｊꎬｔ)
Ｐχ( ｔ)

＝
(１－γ) ｊ－γ􀅰χ

θ( ｔ)
ν􀅰[Ｎθ( ｔ)] １

－γ (６)

(６)式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求导:

Ｚ􀅰θ( ｊꎬｔ)
Ｚθ( ｊꎬｔ)

＝
χ􀅰

θ( ｔ)
χ
θ( ｔ)

－(１－γ)􀅰ｇ( ｔ)＝ γ􀅰ｇ( ｔ) (７)

(７)式表明:随着经济增长ꎬ居民 θ 对创新产品 ｊ 支付意愿的增长率为 γ􀅰ｇ( ｔ)ꎬ因此在将

来时刻该居民的支付意愿会超过产品价格 Ｐ^( ｔ)进而购买该产品ꎮ 居民支付意愿按γ􀅰ｇ(ｔ)增

长与 Ｆｏｅｌｌｍｉ和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０６)的结论相同ꎬ但本文中居民对创新产品支付固定的价格Ｐ^( ｔ)

(此时居民 θ 对创新产品 ｊ 的支付意愿不再变动ꎬ从而 Ｚ􀅰θ( ｊꎬｔ)＝ ０)ꎬ这解决了上述文献中存在

的价格发散问题ꎮ 根据现值汉密尔顿函数的一阶必要条件还可以推出消费欧拉方程:

Ｚ􀅰θ( ｊꎬｔ)
Ｚθ( ｊꎬｔ)

＝ ｒ( ｔ)－ρ＋ν
χ􀅰
θ( ｔ)

χ
θ( ｔ)
－ σ
１－σ
􀅰

Ｕ􀅰θ( ｔ)
Ｕθ( ｔ)

(８)

(８)式中:ρ 为时间折现率ꎮ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由欧拉方程推出资本收益率ꎬ这对求解居民

收入增速和确定创新价值至关重要ꎮ (３)式通过简单计算可求得居民效用增长率ꎬ①然后代

入(８)式可得资本收益率:
ｒ( ｔ)＝ ρ＋[(１－σ)􀅰(γ－ν)＋σ]􀅰ｇ( ｔ) (９)

为看清价格效应与收入分布的关系(下文的(１６)式)ꎬ可通过创新产品价格对收入分布

形状参数求导反映ꎮ 然而依据下文的参数校准值、模型均衡值以及收入分布形状参数与基

尼系数的关系ꎬ通过数值模拟可更加直观地将价格效应表达出来ꎮ 如图 １－１所示ꎬ随着收入

差距的扩大ꎬ创新厂商索取的垄断价格会相应提高ꎬ所以价格效应对技术创新具有正向激

８
①(３)式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ꎬ可得 Ｕ􀅰θ( ｔ) / Ｕθ( ｔ)＝ (１－σ)􀅰[ν χ􀅰

θ( ｔ) / χθ( ｔ)＋(１－γ)􀅰 Ｎ􀅰θ( ｔ) / Ｎθ( ｔ)]ꎮ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

励ꎮ 某种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由支付意愿超过产品价格的居民数量构成ꎬ产品价格越高会

导致市场规模越小ꎮ 比如起初时ꎬ中高收入群体可以消费某种创新产品ꎬ但收入差距扩大后

可能只有高收入群体才能购买该产品ꎮ 市场规模效应因收入差距扩大而缩小了购买群体的

范围进而对技术创新产生负向激励ꎬ市场规模效应可表示为 Ｌ􀅰Ｐｒ ｙ( ｔ)>ｙ^( ｔ)[ ] ＝ Ｌ ｙ^( ｔ) －
１
ζ ꎬ

其中 Ｌ 为经济体中居民数量ꎬ它在任一时刻均为固定常数ꎻｙ^( ｔ)为购买某创新产品所需要的

最低收入ꎬ即临界收入ꎬ可知收入差距与市场规模存在负向关系ꎬ如图 １－２所示ꎮ

　 图 １－１　 收入差距与创新产品价格　 　 　 　 图 １－２　 收入差距与创新产品市场规模

(三)生产部门

１.同质产品的生产技术与单位生产成本

生产部门包括两类厂商:生产同质产品的完全竞争厂商和生产创新产品的垄断厂商ꎮ
假设同质产品使用资本和劳动作为生产投入ꎬ由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技术进行生产ꎬ生产函

数设定如下:
Ｙχ( ｔ)＝ Ａ( ｔ)[Ｋ( ｔ)] β [Ｌχ( ｔ)] １－β (１０)

(１０)式中:Ｙχ( ｔ)、Ｋ( ｔ)、Ｌχ( ｔ)和 Ａ( ｔ)分别为同质产品在 ｔ 时刻的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

和技术水平ꎬβ 为资本产出弹性ꎮ 根据同质产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可得:①

Ｋ( ｔ)＝
β Ｌχ( ｔ)􀅰ｗ( ｔ)
(１－β)􀅰ｒ( ｔ)

(１１)

由完全竞争厂商的零利润条件可得ꎬ同质产品的价格在任何时刻恒为 １ꎬ即:

１≡Ｐχ( ｔ)＝
１

Ａ( ｔ)
ｗ( ｔ)
１－β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β ｒ( ｔ)
β

é

ë
êê

ù

û
úú

β

(１２)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同质产品的价格与其平均成本相等ꎬ所以同质产品

的平均生产成本也为 １ꎮ②

９

①

②

同质产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必要条件为:ｗ( ｔ)＝ (１－β)Ａ( ｔ)Ｐχ( ｔ)(Ｋ( ｔ) / Ｌχ( ｔ)) β 和ｒ( ｔ)＝ βＡ( ｔ)

Ｐχ( ｔ)(Ｋ( ｔ) / Ｌχ( ｔ)) β－１ꎬ将 ｗ( ｔ)除以 ｒ( ｔ)即可得到(１１)式ꎮ
同质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也可以通过利润最大化一阶必要条件计算ꎬ即将(１１)、(１２)式代入(１０)式

可得 Ｙχ( ｔ)＝ ｗ( ｔ)Ｌχ( ｔ) / (１－β)ꎮ 由此可知生产 Ｙχ( ｔ)单位的同质产品需支付的劳动成本为(１－β)Ｙχ( ｔ)ꎬ需
支付的资本成本为 βＹχ( ｔ)(由完全竞争厂商的零利润条件得出)ꎬ将总成本(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之和)除

以产出 Ｙχ( ｔ)可得同质产品的平均成本为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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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创新产品的生产技术与单位生产成本

每一种创新产品由垄断厂商提供ꎬ生产要素仅需劳动投入ꎮ 创新厂商必须通过研发活

动取得该产品的“生产专利”才能进行生产ꎮ “生产专利”的排他性和永久使用权确保了创

新厂商的垄断地位ꎮ 创新产品 ｊ 的生产函数为:
Ｙ ｊ( ｔ)＝ Ａ( ｔ)Ｌ ｊ( ｔ) (１３)

由(１３)式可知ꎬ创新产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为常数 ωꎬ且 ω 与创新产品指标 ｊ 无关ꎮ①

３.研发自由进入条件

创新产品包括研发和生产两个阶段ꎬ假定只有研发成功后才从事生产ꎮ② 在研发阶段ꎬ
厂商的决策包含两方面:首先ꎬ厂商决定是否进行研发ꎻ其次是研发成功后ꎬ创新产品应如何

进行定价ꎮ 因此ꎬ只要存在某个价格使得创新价值能够弥补研发成本ꎬ创新厂商将从事研发

并生产该产品ꎮ
创新厂商 ｊ 的定价策略是实现创新产品在无限期限内折现利润的最大化ꎮ 由于居民收

入存在差异ꎬ高收入居民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ꎬ从而创新厂商可以向其索取更高的市场价

格ꎮ 然而ꎬ较高的市场价格将产品需求限定在具有较高支付意愿居民的范围内ꎬ所以市场规

模也将较小ꎮ 因此ꎬ创新厂商面临以下权衡:高价格、小市场规模与低价格、大市场规模ꎬ即
创新厂商需要权衡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给垄断利润和创新价值带来的综合影响ꎮ 对

此ꎬ创新厂商的决策问题是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选择某个临界居民ꎬ将市场价格定为该临界

居民的支付意愿ꎮ
首先ꎬ考虑创新厂商如何对创新产品定价ꎮ 创新厂商 ｊ 的目标是制定实现 ｔ 时刻利润最

大化的价格Ｐ^ ｊ( ｔ)ꎬ该价格与临界居民的支付意愿相等ꎮ 由于居民收入以 ｇ( ｔ)速率增加ꎬ第 ｊ
种创新产品的市场规模也将以速率 ｇ( ｔ)扩张ꎬ它独立于垄断厂商 ｊ 的最优行为ꎮ 因此ꎬ创新

厂商在 ｔ 时刻制定的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在未来的无限期限内仍然是最优的ꎮ 创新厂商 ｊ 在 ｔ
时刻的利润为:

πｊ( ｔ)＝ Ｐｒ[ｙ( ｔ)≥ｙ^( ｔ)]􀅰Ｌ􀅰[ Ｐ^ ｊ( ｔ)－ω] (１４)
(１４)式中:Ｐｒ[ｙ( ｔ)≥ ｙ^( ｔ)]􀅰Ｌ 为 ｔ 时刻的市场规模ꎬ即能够支付得起该产品的居民数目

(每个居民只消费一单位创新产品)ꎬＰ^ ｊ( ｔ) －ω 为每单位创新产品产生的收益ꎬ记投资率为

ｓ( ｔ)ꎮ③ 将(１４)式对 ｙ^( ｔ) 求导ꎬ可得最优定价:④

０１

①

②

③

④

由创新产品 ｊ 的生产函数知其平均生产成本 ＡＣｊ ＝ ｗ( ｔ)􀅰Ｌｊ( ｔ) / Ｙｊ( ｔ)＝ ｗ( ｔ) / Ａ( ｔ)ꎮ 由于工资水平

ｗ( ｔ)与技术水平 Ａ( ｔ)具有相同的增长率 ｇ( ｔ)ꎬ所以在任一时刻 ｗ( ｔ) / Ａ( ｔ)恒为常数ꎬ将该常数记为 ωꎬ它
满足 ω＝ｗ( ｔ) / Ａ( ｔ) (Ｆｏｅｌｌｍｉ ａｎｄ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０１７ꎻＦｏｅｌｌｍ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将创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都由同一个厂商完成主要是为了避免设定单独的研发部门ꎬ这样便于模型
叙述ꎬ这意味着不存在创新技术专利权的交易市场ꎮ 但这与单独设置研发部门并且购买专利权的结果是无
差异的ꎮ

因为 ｙ^( ｔ)－θ^ Ｋ􀅰( ｔ)为临界家庭的消费支出ꎬθ^ Ｋ􀅰( ｔ)为临界家庭的投资ꎬ所以投资率可表达为:ｓ( ｔ)＝

θ^ Ｋ􀅰( ｔ) / ｙ^( ｔ)＝ Ｋ􀅰( ｔ) / [ｗ( ｔ)􀅰Ｌ＋ｒ( ｔ)􀅰Ｋ( ｔ)]ꎬ表明全体居民拥有相同的投资率ꎮ

(１４)式对 ｙ^( ｔ)求导可得:ｙ^( ｔ)＝ θ^ Ｋ􀅰( ｔ) / (１－ζ)＋(１＋ν)􀅰Ｎ θ^( ｔ)􀅰ω / [(１－γ)􀅰(１－ζ)]ꎬ即临界收入

存在ꎮ 将前式两边同除以 ｙ^( ｔ)ꎬ并代入临界家庭的投资率和消费支出即可得(１５)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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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ｔ)≡Ｐ^ ｊ( ｔ)＝
１－ｓ( ｔ)
１－ｓ( ｔ)－ζ

ω (１５)

(１５)式等号右边与创新指标 ｊ 无关ꎬ表明所有创新产品均具有相同价格ꎬ将其记为

Ｐ^( ｔ)ꎮ 同时ꎬ(１５)式反映了垄断竞争市场定价的基本结论ꎬ即创新产品的最优价格是其边

际成本的加成ꎬ其中加成成数依赖于形状参数 ζꎮ
其次ꎬ计算创新产品 ｊ 由全部居民能够购买所需要的时间ꎮ 每期个体居民对每种创新产

品只消费一单位ꎬ考虑从不低于临界收入 ｙ^( ｔ)的居民在 ｔ 时刻开始购买直到最低收入ｙＬ( ｔ)
居民也能够购买该创新产品所经历的时间段ꎬ将这段时间记为 Δꎬ它满足ｙＬ( ｔ)􀅰ｅｇ( ｔ)􀅰Δ ＝

ｙ^( ｔ)ꎬ定义 ｎ＝ ｙ^( ｔ) / ｙＬ( ｔ)ꎬ①则 Δ＝ ｌｏｇｎ / ｇ( ｔ)ꎮ
创新厂商是否从事新产品的研发取决于创新价值是否能够弥补研发成本ꎮ 新产品的研

发属于自由进入领域ꎬ结果是在均衡时创新价值恰好等于研发成本ꎮ 创新价值等于创新产

品在无限期限内所产生的折现利润之和ꎮ 创新产品的利润来源于两类群体的市场需求:其
一为在 ｔ 时刻收入不低于临界收入 ｙ^( ｔ)的居民需求ꎬ其二为在 Δ 期内收入能够超过 ｙ^( ｔ)的

居民所形成的市场规模ꎮ 在均衡时资本收益率为常数((９)式)ꎬ记为 ｒ－ꎬ则创新价值为(推
导见附录 Ｂ):

Ｖ( ｊꎬｔ)＝ ζωＬ

ｒ－[１－ｓ( ｔ)－ζ][ ｙ^( ｔ)] １ / ζ
ζ

ｇ( ｔ)－ ｒ－ζ
(ｎ１ / ζ－ ｒ

－ / ｇ( ｔ) －１)＋１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６)

从事新产品研发只需要劳动投入ꎬ不区分生产劳动与研发劳动的差异ꎬ这意味着所有劳

动是同质的并获得相同的工资率ꎮ 研发具有知识外溢特征ꎬ即已发明的创新产品能够提高

新产品的产出ꎬ创新产品的研发生产函数为:

Ｎ􀅰( ｔ)＝ ηＮ( ｔ)􀅰ＬＲ( ｔ) (１７)

(１７)式中:Ｎ􀅰( ｔ)为创新产品种类数目 Ｎ( ｔ)在 ｔ 时刻的瞬时增量ꎬＬＲ( ｔ)为研发劳动力的数

量ꎬ正常数 η 为研发创新的成本参数ꎮ (１７)式表明:一单位研发劳动能够生产 ηＮ( ｔ)单位的

创新产品ꎬ进而创造的创新价值为 ηＮ( ｔ)􀅰Ｖ( ｊꎬｔ)ꎬ而付出的研发成本是一单位劳动的工资

ｗ( ｔ)ꎮ 研发自由进入条件要求创新价值恰好等于研发成本ꎬ即 ηＮ( ｔ)􀅰Ｖ( ｊꎬｔ)＝ ｗ( ｔ)ꎮ 由

于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 Ａ( ｔ)与创新产品的种类数量 Ｎ( ｔ)相等(Ｆｏｅｌｌｍｉ ａｎｄ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６ꎻＦｏｅｌｌｍ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ꎮ 将(１６)式代入研发自由进入条件ꎬ并利用 Ｎ( ｔ) ＝ Ａ( ｔ)和 ω ＝
ｗ( ｔ) / Ａ( ｔ)ꎬ可将研发自由进入条件进一步整理为:

ηζＬ
ζ

ｇ( ｔ)－ ｒ－ζ
ｎ１ / ζ－ ｒ

－ / ｇ( ｔ) －１( ) ＋１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ｒ－[１－ｓ( ｔ)－ζ][ ｙ^( ｔ)] １ / ζ (１８)

４.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

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力是同质的ꎮ 在 ｔ 时刻劳动力配置在三个领域:同质产品的生产

Ｌχ( ｔ)、创新产品的研发ＬＲ( ｔ)和创新产品的生产ＬＩ( ｔ)ꎮ
经济体对同质产品的总需求为所有个体需求的总和ꎬ由此可得 ｔ 时刻经济体对同质产

品的总需求为(推导见附录 Ｃ):

１１
①由于所有居民的收入都具有相同增长率ꎬ所以 ｎ 为常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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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ｔ)＝ ν[１
－ｓ( ｔ)]
１＋ν－γ

[Ｌ􀅰ｗ( ｔ)＋Ｋ( ｔ)􀅰ｒ( ｔ)] (１９)

在(１９)式基础上ꎬ使用同质产品市场出清条件、同质产品资本劳动比以及零利润条件等

关系式ꎬ可得同质产品部门的劳动力需求 Ｌχ( ｔ)(推导见附录 Ｃ):

Ｌχ( ｔ)＝
ν(１－β)[１－ｓ( ｔ)]

(１＋ν－γ)－νβ[１－ｓ( ｔ)]
Ｌ (２０)

由式(５)知同质产品与创新产品的消费支出存在一个比例关系ꎬ即常数 ν / (１－γ)ꎬ结合

(１９)式可得经济体对创新产品的总需求 ＤＩ( ｔ):

ＤＩ( ｔ)＝
(１－γ)[１－ｓ( ｔ)－ζ]
(１＋ν－γ)ω

[Ｌ􀅰ｗ( ｔ)＋Ｋ( ｔ)􀅰ｒ( ｔ)] (２１)

创新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要求供需平衡ꎬ因此生产创新产品所需的劳动投入 Ｌχ( ｔ)满
足:ＬＩ( ｔ)＝ ＤＩ( ｔ) / Ａ( ｔ)ꎮ 利用同质产品的资本劳动比消除(２１)式中的 Ｋ( ｔ)􀅰ｒ( ｔ)ꎬ可得生

产创新产品所需的劳动力 ＬＩ( ｔ):

ＬＩ( ｔ)＝
(１－γ)􀅰[１－ｓ( ｔ)－ζ]
(１＋ν－γ)－νβ[１－ｓ( ｔ)]

Ｌ (２２)

从事研发创新产品的劳动力可根据研发生产函数((１７)式)计算ꎬ即ＬＲ( ｔ) ＝ Ｎ􀅰( ｔ) /
[ηＮ( ｔ)] ＝ｇ( ｔ) / ηꎮ 整个经济系统的劳动总供给为 Ｌꎬ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条件要求 Ｌχ( ｔ) ＋
ＬＩ( ｔ)＋ＬＲ( ｔ)＝ Ｌꎬ进一步可整理为下式:

ν􀅰ｓ( ｔ)＋(１－γ)􀅰[ ｓ( ｔ)＋ζ]
(１＋ν－γ)－νβ[１－ｓ( ｔ)]

Ｌ＝ｇ( ｔ)
η

(２３)

四、数值模拟

(一)参数校准

模型中需校准的参数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１)现有文献对某些参数的校准值具有

高度一致性ꎬ如效用函数中的时间折现率 ρ(取 ０.０２)和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σ(取 ２)、同质

产品生产函数中资本产出弹性 β(取 ０.３３)、将居民(或劳动力)总数 Ｌ 标准化为 １等ꎮ (２)对
于不常见的参数ꎬ我们参考了具体研究中相应参数的校准值ꎮ 如效用函数中等级参数 γ 取

值为 ０.３以及份额参数 ν 取值为 ０.８(Ｆｏｅｌｌｍｉ ａｎｄ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 ２００６)ꎮ (３)除以上两种情况

外ꎬ还有一部分参数的校准值需要借鉴对微观主体的实证或统计研究ꎮ 其一ꎬ关于收入分布

中的参数ꎬ我们参考了罗楚亮等(２０２１)对中国近几年收入差距的研究ꎮ 具体做法是 ２０１８ 年

中国实际人均收入十分组统计数据中第六组与最低组人均收入比为 ５.７７ꎬ我们取该值作为

临界收入与最低收入比值 ｎ 的校准值ꎻ将第六组实际人均收入的对数值(为 １０.１２)作为临界

收入 ｙ^( ｔ)的校准值ꎻ人均收入经地区加权测算的基尼系数为 ０.４５ꎬ由帕累托收入分布的形状

参数与基尼系数的关系(Ｋｌｅｉｂ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ｔｚꎬ２００３)①ꎬ将形状参数 ζ 设定为 ０.６２ꎮ 其二ꎬ在中国

工业行业间研发产出溢出效应研究中ꎬ朱平芳等(２０１６)发现人力资本投入对专利申请数量

的弹性在０.１４~０.１６之间ꎬ我们取中间值 ０.１５作为研发创新成本参数 η 的校准值ꎮ
上述参数的校准值如表 １所示ꎮ

２１
①基尼系数与帕累托形状参数存在如下关系:Ｇｉｎｉ＝ ζ / (２－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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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参数校准值
参数 含义 校准值
ρ 效用的时间折现率 ０.０２
σ 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 ２
γ 效用函数等级参数 ０.３
ν 效用函数份额参数 ０.８
ζ 收入分布的形状参数 ０.６２
β 同质产品生产函数中资本产出弹性 ０.３３
η 研发创新的成本参数 ０.１５
Ｌ 经济体居民总数 １
ｎ 临界收入与最低收入之比 ５.７７

ｙ^( ｔ) 临界收入 １０.１２

(二)模型均衡分析与社会福利分析

１.模型均衡分析

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ꎬ由(１８)式和(２３)式组成的二元方程组可通过数值模拟方法求

解ꎮ 如图 ２－１所示ꎬ实曲线代表研发自由进入条件ꎬ点线代表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ꎬ交点 Ｅ０
为模型的均衡解ꎮ 均衡条件确定了经济增长率为 ０.０６６ 而投资率为 ０.２３８ꎬ这与中国 ６％的

经济增长下限和 ２９.９９％~３５.８３％投资率存在较好的吻合(朱天等ꎬ２０１７)ꎮ
２.社会福利分析

收入分配更加均等是否属于帕累托改进? 分析角度需要从分散经济转向社会计划者经

济ꎮ 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实现全体居民效用最大化ꎬ记社会福利函数为 ＳＷꎬ其表达式如下

(推导见附录 Ｄ):

ＳＷ＝ λＬ
１－ζ(ν－γ＋１)

[ｙＨ( ｔ) ν－γ＋１－ １ζ －ｙＬ( ｔ) ν－γ＋１－ １ζ ] (２４)

(２４)式中:λ 为常数ꎬｙＨ( ｔ)和ｙＬ( ｔ)分别为经济体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ꎮ (２４)式反映了居

民收入差距与社会福利函数的关系ꎬ其数值模拟如图 ２－２ 所示ꎮ 可以清晰地发现收入差距

与社会福利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基尼系数小于 ０.１５ 时ꎬ过小的收入差距不会造成社会福利

损失ꎻ当基尼系数位于 ０.１５~０.３ 时ꎬ较为平等的收入会引起社会福利损失ꎬ但两者呈较缓的

凹函数关系ꎻ当基尼系数位于 ０.３ ~ ０.５ 时ꎬ收入差距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ꎬ两者几乎呈现

出陡峭的负向线性关系ꎮ 因此ꎬ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看ꎬ缩小收入差距属于帕累托改进ꎮ

图 ２－１　 模型均衡解 图 ２－２　 社会福利分析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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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准结果

本部分考察收入分布通过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实现内生经济增长的含义ꎬ从收入分配更

加均等和收入差距扩大两种情况进行讨论ꎮ (１)如果经济体更加关注居民收入分配均等化ꎬ
例如通过转移支付或实施更为激进的收入税缩小收入差距ꎬ将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当前

的 ０.４５下降到国际警戒线 ０.４水平(这对应于收入分布的形状参数 ζ 从 ０.６２ 减少到 ０.５７)ꎬ
那么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能否助力经济体跨入更高增速的快车道? 图 ３－１显示收入分配更加

均等会引起模型均衡条件左移ꎬ模型均衡点从Ｅ０ 转移到Ｅ１ꎬ表明收入分配更加均等会促使

经济体跨入更高的增长路径ꎮ (２)相反ꎬ如果居民收入分配状况恶化ꎬ是否对经济增长产生

抑制作用? 比如基尼系数从当前的 ０.４５上升到 ０.５(这对应于 ζ 从当前 ０.６２ 提高到 ０.６７)ꎬ
图３－２揭示了此种情景下数值模拟的结果ꎮ 图 ３－２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均衡条件右移ꎬ模
型均衡点由Ｅ０ 转移到Ｅ２ꎬ经济体处于更低的经济增长路径上ꎬ因此收入差距扩大阻碍了经

济快速增长ꎮ
收入分布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是需求引致创新机制ꎮ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于创新产品种

类的不断扩张ꎬ收入分布决定了居民对创新产品的支付意愿和市场规模ꎬ进而决定了创新厂

商从需求侧可得潜在利润的大小ꎮ 虽然收入分配更加均等会因价格效应降低技术创新的价

格((１５)式)进而抑制了创新激励ꎬ但也会通过市场规模效应对产品创新产生正向激励作用

(同理ꎬ收入差距扩大则恰好相反)ꎮ 然而ꎬ在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权衡中后者起支配

作用ꎬ此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对创新激励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ꎬ从而加速经济增长ꎮ

　 图 ３－１　 缩小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 ３－２　 扩大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敏感性分析
１.帕累托形状参数与产品消费

收入分布可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体总消费:在消费水平上ꎬ不同收入居民的边际(或平
均)消费倾向存在差异ꎬ消费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度不同ꎬ结果是(在每期)每一收入分布状

态下存在特定的总消费水平ꎻ在消费结构上ꎬ由于居民具有非位似偏好ꎬ不同收入居民随收

入变动不断地调整消费支出的配置ꎬ所以收入分布塑造了消费结构ꎮ 比如ꎬ收入分配从相对

合理(基尼系数处于 ０.３~０.４区间)转移到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处于 ０.４ ~ ０.５ 区间)时ꎬ
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如何随收入差距做出相应调整ꎮ 首先ꎬ根据帕累托形状参数 ζ 与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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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的一一对应关系ꎬ将基尼系数(区间为 ０.３ ~ ０.５)转化为帕累托形状参数(区间为 ０.５７ ~
０.６７)ꎮ 其次ꎬ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实际消费分别由(１９)式和(２１)式表示ꎬ但投资率和经

济体总收入是内生变量并随 ζ 变动ꎮ 为此将两个均衡条件转化为投资率与 ζ 的隐函数ꎬ根
据资本收益率方程((９)式)和同质产品的劳动资本比((１１)式)将总收入 Ｔ( ｔ)转化为投资

率的函数ꎬ最终可得到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实际消费为(推导见附录 Ｅ):
Ｘ( ｔ)＝ ν[１－ｓ( ｔ)]􀅰Ｔ( ｔ) / (１＋ν－γ)　 　 　 　 　 　 　 　 　 　 　 　 　 (２５)

ＤＩ( ｔ)＝ (１－γ)[１－ｓ( ｔ)－ζ]􀅰Ｔ( ｔ) / [(１－β)(１＋ν－γ)(β ｒ－) β / (１－β)] (２６)
图 ４－１展示了居民收入差距与实际消费的关系ꎬ可以发现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实际

消费均与收入差距正相关ꎮ 其中缘由是随着收入差距不断扩大ꎬ居民投资率 ｓ( ｔ)逐渐下降、
消费率 １－ｓ( ｔ)不断升高ꎬ结果提高了对两类产品的实际消费ꎮ 根据理论模型ꎬ对于每期给定

的总收入ꎬ收入差距扩大(ζ 提高)导致临界收入以上的居民获得更多收入、而临界收入以下

的居民收入减少ꎬ由于假定每期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消费率ꎬ这实际上是提高了整个经济体

的消费率①ꎬ故 １－ｓ( ｔ)与 ζ 正相关ꎬ最终导致两类产品的实际消费随收入差距扩大而提高ꎮ
此外ꎬ根据创新产品定价方程((１５)式)ꎬ随着收入差距扩大ꎬ创新产品定价会越高ꎬ引致供

给侧研发和生产更多的创新产品ꎬ表现为图 ４－１ 中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同质产品消费曲线平

缓而创新产品消费曲线愈发陡峭ꎮ
图 ４－２展示了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名义消费的结果ꎬ它揭示了消费配置与收入差距的

关系:一方面ꎬ随着收入差距扩大ꎬ经济体总消费支出增加ꎬ所以两类产品消费支出也随基尼

系数的扩大不断增加ꎻ另一方面ꎬ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下ꎬ两类产品消费支出之比是固定常

数((５)式)ꎬ从而图 ４－２中两条名义消费曲线呈平行关系ꎮ

图 ４－１　 收入差距与产品实际消费　 　 　 图 ４－２　 收入差距与消费支出

２.消费结构参数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结构调整或消费升级可通过调整效用函数外生参数实现ꎬ比如居民对创新产

品更加偏好或者创新产品的边际效用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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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凯恩斯理论认为高收入居民比低收入居民拥有更高的储蓄率、更低的消费倾向ꎬ而本文假设所有居

民具有相同的消费率ꎬ所以实际上是提高了整体消费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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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分析居民对创新产品更加偏好(份额参数 ν 减少)的经济效应ꎮ 居民消费支出的配

置由(５)式决定ꎬ其中同质产品与创新产品的消费支出比为 ν / (１－γ)ꎮ 因此较小的 ν 反映了

相对于同质产品ꎬ居民更加偏好创新产品ꎮ 例如 ν 从起初的 ０.８减少到 ０.６ꎬ图 ５－１展现了此

种情形下数值模拟的结果ꎮ 模型由起初均衡Ｅ０ 转移到新均衡Ｅ３ꎬ新均衡表明经济增长率略

微降低而投资率大幅减少ꎬ这些结果源自需求引致创新ꎮ 一方面ꎬ对于给定的收入分布ꎬ居
民的消费结构更加倾向创新产品ꎬ实际上是提高了居民对创新产品的支付意愿((６)式)ꎬ创
新厂商可以向居民索取更高的价格ꎬ进而对创新厂商产生更大的利润激励ꎮ 另一方面ꎬ份额

参数 ν 减少也提高了资本收益率((９)式)ꎬ进而降低了创新价值((１６)式)ꎮ 正负作用的相

互权衡最终使得创新激励稍微减少ꎬ以及经济增长略微下降ꎮ 其次ꎬ投资率大幅减少是因为

产品需求牵引自身供给ꎮ 当居民对同质产品消费支出减少时ꎬ如果投资率没有相应减少ꎬ同
质产品将会出现资本过剩和供过于求ꎬ这有悖于经济主体的最优行为ꎮ

(２)需求引致创新还会因效用函数中等级参数 γ 的变化对创新激励产生影响ꎮ 如份额

参数一样ꎬ等级参数变化也反映了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ꎮ 等级参数变大表明居民消费一单

位创新产品获得效用水平更低(等级权重为ｊ－γ)ꎬ进而降低了创新产品的购买吸引力ꎮ 从图

５－２看出ꎬ当等级参数 γ 从初始的 ０.３ 提高到 ０.４ 时ꎬ模型均衡将从Ｅ０ 转移到Ｅ４ꎬ新均衡Ｅ４
显示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均提高ꎮ 无论从居民消费支出配置还是资本收益率上分析ꎬ等级

参数 γ 与份额参数 ν 都具有相反的作用机制ꎬ从而两种情境下的最终稳态也截然相反ꎮ 但

相比份额参数 νꎬ等级参数 γ 额外的作用机制是能够直接提高居民对创新产品的支付意愿

((７)式)ꎬ临界收入以下的居民购买创新产品的时间间隔 Δ 必将缩短ꎮ 市场规模的迅速扩

张导致由临界收入以下居民产生的折现利润会增加ꎬ最终提高了技术创新的正向激励ꎮ 实

际上ꎬ由于居民收入分布未变ꎬ则 ｎ 保持不变ꎬ结果是 Δ的减幅完全由 ｇ( ｔ)的提高来抵消ꎮ

图 ５－１　 效用份额参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 ５－２　 效用等级参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需求引致创新这一视角ꎬ将帕累托收入分布和等级偏好引入创新驱动增长模

型ꎬ考察收入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ꎮ 由于居民对创新产品具有等级偏好ꎬ居民收入对

６１



　 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

需求结构存在非线性恩格尔效应ꎬ此时只有不断引入新产品才能实现消费需求随收入同步

增长(Ｆｏｅｌｌｍｉ ａｎｄ 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ꎬ２０１７)ꎬ进而保证需求引致创新得以实现ꎮ 在理论上ꎬ本文较为

完整地刻画了需求引致创新机制ꎬ实现了创新产品价格和市场规模内生化ꎮ 其中ꎬ帕累托分

布的形状参数直接决定了市场规模效应ꎬ进而也决定了价格效应ꎮ 此外ꎬ引入与创新产品效

用不可分的同质产品有效解决了创新厂商无限的垄断定价能力ꎮ 在参数校准基础上ꎬ模型

均衡确定的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与已有研究较为吻合ꎮ 通过数值模拟ꎬ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１)通过更加完善的收入分配政策塑造更加均等的收入分布ꎬ有助于经济跨入更高的增长轨

道ꎮ (２)在居民具有相同投资率(或消费率)的假设下ꎬ收入差距扩大低估了高收入居民的

投资率ꎬ进而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消费率ꎬ对消费产生较大刺激作用ꎮ (３)在收入分布给定

的情况下ꎬ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如份额参数变小或等级参数变大)也会通过需求引致创新

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ꎮ (４)基尼系数与社会福利函数呈非线性的递减关系ꎬ意味着跨过收入

差距的门限值ꎬ扩大收入差距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ꎮ
(二)政策启示

首先ꎬ本文扩展了需求引致创新的内涵ꎬ它不仅意味着创新需求是研发与生产的激励机

制ꎬ而且包含新产品能够创造消费热点或新需求等内容ꎮ 一方面ꎬ依赖于产品种类而不是数

量的等级偏好保证了创新产品的潜在需求ꎻ另一方面ꎬ创新产品由奢侈品向必需品的转变也

是创新利润不断减少的过程ꎬ只有引入新产品才能获得更高利润ꎮ 因此ꎬ需求引致创新机制

为当前 “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提供了理论解释ꎮ
其次ꎬ共同富裕意味着收入分配的改善ꎬ同时扩大内需的根本前提在于完善收入分配体

制ꎮ 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 ０.４５左右)ꎬ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会扩大创新产品

的市场规模ꎬ对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ꎮ 提高“已有产品”的生产率不

能促进经济增长ꎬ经济增长只有依靠连续不断地引入新产品才能维持(Ａｏｋｉ ａｎｄ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ꎬ
２００２)ꎮ 因此ꎬ需求引致创新为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经济内生增长的机制提供了理论预期ꎮ

附录:
附录 Ａ:现值汉密尔顿方程的一阶必要条件以及欧拉方程
居民 θ 的现值汉密尔顿方程为:

Ｈ(χθ( ｔ)ꎬｃ( ｊꎬｔ)ꎬθＫ
􀅰( ｔ)ꎬｔ)＝

(χθ( ｔ)) ν􀅰∫Ｎθ( ｔ)
０

ｊ －γｃ( ｊꎬｔ)ｄｊ[ ]
１－σ

１ － σ
＋

ｑ( ｔ) θ[ｗ( ｔ)Ｌ ＋ ｒ( ｔ)Ｋ( ｔ)] － Ｐχ( ｔ) χθ( ｔ) ＋ ∫Ｎθ( ｔ)
０

Ｐ( ｊꎬｔ)ｃ( ｊꎬｔ)ｄｊ ＋ θＫ􀅰( ｔ)[ ]{ } (Ａ１)

(Ａ１)式中:ｑ( ｔ)为现值汉密尔顿乘子ꎮ 为找出家庭 θ 的最优消费和投资路径ꎬ需要对现值汉密尔顿函数求
解一阶必要条件:

　 　 　 　 　 ∂Ｈ(􀅰)
∂ｃ( ｊꎬｔ)

＝ ０⇒ χ
θ( ｔ)[ ] ν ｊ－γ􀅰 (１－σ)Ｕθ( ｔ)[ ]

－σ
１－σ ＝ ｑ( ｔ)􀅰Ｚθ( ｊꎬｔ) (Ａ２)

∂Ｈ(􀅰)
∂χθ( ｔ)

＝ ０⇒ν χ
θ( ｔ)[ ] ν－１ ｊ－γ􀅰 (１－σ)Ｕθ( ｔ)[ ]

－σ
１－σ􀅰 ∫Ｎθ( ｔ)

０
ｊ－γｄｊ＝ ｑ( ｔ)􀅰Ｐχ( ｔ) (Ａ３)

∂Ｈ(􀅰)

∂θＫ􀅰( ｔ)
＝ ０⇒ｑ( ｔ)􀅰ｒ( ｔ)＝ － ｑ􀅰( ｔ)＋ρｑ( ｔ) (Ａ４)

以及横截条件:
ｌｉｍ
ｔ→¥
[ｑ( ｔ)􀅰ｅ －ρｔ􀅰θＫ( ｔ)] ＝ ０ (Ａ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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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Ｚθ( ｊꎬｔ)为居民 θ 对创新产品 ｊ 的支付意愿ꎬ因为只有Ｚθ( ｊꎬｔ)不小于 Ｐ( ｊꎬｔ)时ꎬ居民才购买 １单位
创新产品 ｊꎬ在均衡时 Ｚθ( ｊꎬｔ)与 Ｐ( ｊꎬｔ)相等ꎮ

将(Ａ２)式除以(Ａ３)式可以得到创新产品与同质产品的价格关系ꎬ即:
Ｚθ( ｊꎬｔ)
Ｐχ( ｔ)

＝
χ
θ( ｔ)􀅰ｊ －γ

ν ∫Ｎθ( ｔ)
０

ｊ －γｃ( ｊꎬｔ)ｄｊ
＝
(１ － γ) ｊ －γ􀅰χ

θ( ｔ)
ν[Ｎθ( ｔ)] １

－γ (Ａ６)

对(Ａ６)式取自然对数ꎬ然后对时间求导:

Ｚ􀅰θ( ｊꎬｔ)
Ｚθ( ｊꎬｔ)

＝
χ􀅰
θ( ｔ)

χ
θ( ｔ)

－(１－γ)􀅰ｇ( ｔ)＝ γ􀅰ｇ( ｔ) (Ａ７)

对(Ａ２)式取自然对数并对时间求导ꎬ然后将(Ａ４)式代入ꎬ可得欧拉方程ꎬ即正文中(８)式:

Ｚ􀅰θ( ｊꎬｔ)
Ｚθ( ｊꎬｔ)

＝ ｒ( ｔ)－ρ＋ν
χ􀅰
θ( ｔ)

χ
θ( ｔ)

－ σ
１－σ
􀅰

Ｕ􀅰θ( ｔ)
Ｕθ( ｔ)

(Ａ８)

附录 Ｂ:创新价值
将帕累托收入分布和创新产品价格代入垄断利润表达式((１４)式)可得创新产品 ｊ 的垄断利润为:

πｊ( ｔ)＝ Ｐｒ ｙ( ｔ)≥ｙ^( ｔ){ }􀅰Ｌ􀅰 Ｐ^ｊ( ｔ)－ω[ ] ＝[ ｙ^( ｔ)] －１ / ζ􀅰Ｌ􀅰 (１－γ)􀅰( ｙ^( ｔ)－θ^ Ｋ􀅰( ｔ))
(１＋ν)􀅰Ｎ θ^( ｔ)

－ω[ ]
(Ｂ１)

第 ｊ 种创新产品的创新价值定义为该产品在无穷时间区间上垄断利润的折现和ꎬ即:

Ｖ( ｊꎬｔ)＝ ∫¥
ｔ

{ Ｐｒ[ｙ( ｔ) ≥ ｙ^( ｔ)]􀅰Ｌ􀅰( Ｐ^ｊ( ｔ) － ω) ＋ ∫ｔ＋Δ
ｔ

ｅ － ｒ－􀅰( ｓ－ｔ)􀅰Ｐｒ[ｙ( ｔ)􀅰ｅｇ( ｔ)􀅰( ｓ－ｔ) ≥ ｙ^( ｔ)] 􀅰

Ｌ􀅰( Ｐ^ｊ( ｔ)－ω)ｄｓ}􀅰ｅ－ ｒ
－􀅰(τ－ｔ) ｄτ

＝ ζωＬ

ｒ－[１－ｓ( ｔ)－ζ]􀅰[ ｙ^( ｔ)]
１
ζ

􀅰
ζ

ｇ( ｔ)－ ｒ－ζ
(ｎ(

１
ζ －

ｒ－

ｇ( ｔ)) －１)＋１é

ë
êê

ù

û
úú (Ｂ２)

(Ｂ２)式中:大括号内第一项为创新产品在 ｔ 时刻刚出现时ꎬ由临界收入以上居民立即购买产生的利润ꎻ大括
号内第二项为在 ｔ＋Δ内由临界收入以下居民购买产生的并折现到 ｔ 时刻的利润ꎻ大括号外一项将无穷时间
区间上利润折现到 ｔ 时刻ꎮ

附录 Ｃ:同质产品的总需求与同质产品部门的劳动力需求
(１)同质产品的总需求 Ｘ( ｔ)
同质产品的总消费支出(也为同质产品总需求ꎬ因为同质产品价格已标准化为 １)为经济体中个体消费

支出χ
θ( ｔ)的加总ꎬ其表达式为:

Ｘ( ｔ) ＝ ∫１
０
χ
θ( ｔ)ｄθ (Ｃ１)

利用式(５)ꎬ将居民 θ 对同质产品的消费支出 χ
θ( ｔ)转化为居民 θ 的消费支出 Ｅθ( ｔ)ꎬ然后利用投资率

ｓ( ｔ)将 Ｅθ( ｔ)转化为居民 θ 的收入 θ[ｗ( ｔ)􀅰Ｌ＋ｒ( ｔ)􀅰Ｋ( ｔ)]ꎬ则(Ｃ１)式可变形为:

Ｘ( ｔ)＝ ν[１ － ｓ( ｔ)]
１ ＋ ν － γ ∫

１

０
ｄ{θ[ｗ( ｔ)􀅰Ｌ ＋ ｒ( ｔ)􀅰Ｋ( ｔ)]} ＝

ν[１－ｓ( ｔ)]
１＋ν－γ

[ｗ( ｔ)􀅰Ｌ＋ｒ( ｔ)􀅰Ｋ( ｔ)]

(Ｃ２)
(Ｃ２)式即为正文中(１９)式ꎮ
２.同质产品部门的劳动力需求 Ｌχ( ｔ)
同质产品市场出清要求供需平衡ꎬ即 Ｙχ( ｔ)＝ Ｘ( ｔ)ꎬ同时将正文中(１１)、(１２)式代入(１０)式可得Ｙχ( ｔ)＝

[ｗ( ｔ)􀅰Ｌχ( ｔ)] / (１－β)(详见同质产品平均生产成本的推导)ꎬ从而同质产品总需求可整理为:

Ｘ( ｔ)＝
ｗ( ｔ)􀅰Ｌχ( ｔ)]

１－β
(Ｃ３)

根据同质产品资本劳动比关系((１１)式)可知资本收入:

ｒ( ｔ)􀅰Ｋ( ｔ)＝
βｗ( ｔ)􀅰Ｌχ( ｔ)]

１－β
(Ｃ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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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Ｃ３)、(Ｃ４)式代入(Ｃ２)式即可得同质产品部门的劳动需求 Ｌχ( ｔ)ꎬ即正文中(２０)式ꎮ
附录 Ｄ:社会福利函数
将消费支出((５)式)代入居民效用函数((２)式)ꎬ并利用投资率 ｓ( ｔ)将消费支出转化为居民收入ꎬ最

终将居民 θ 的效用函数整理为:

Ｕθ( ｔ)＝
νν 􀅰(１－γ) γ

(１－σ)􀅰(１－γ)
１－ｓ( ｔ)
１＋ν－γ( )

１＋ν－γ

[ｙθ( ｔ)] １
＋ν－γ (Ｄ１)

用ｙＨ( ｔ)、ｙＬ( ｔ)表示经济体中的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ꎬＦ(ｙ)表示帕累托收入分布ꎬ则 Ｌ􀅰ｄＦ(ｙ)表示微
小收入区间 ｄｙ 内居民的数量ꎬ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对居民收入进行 Ｒｉｅｍａｎｎ－Ｓｔｉｅｌｔｊｉｅｓ积分:

ＳＷ ＝ Ｌ􀅰∫ｙＨ
ｙ
Ｌ

Ｕθ( ｔ)􀅰ｄＦ(ｙ) ＝ λＬ
１ － ζ􀅰(ν － γ ＋ １)

[ｙＨ( ｔ) ν－γ＋１－ １ζ － ｙＬ( ｔ) ν－γ＋１－ １ζ ] (Ｄ２)

附录 Ｅ:同质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实际消费
根据同质产品生产函数((１０)式)ꎬ由利润最大化对资本的一阶必要条件(正文脚注)ꎬ可得资本收入:

ｒ( ｔ)􀅰Ｋ( ｔ)＝ ｒ( ｔ) β / (１－β) [βＡ( ｔ)] １ / (１－β) Ｌχ( ｔ) (Ｅ１)
通过同质产品资本劳动比((１１)式)消除(Ｅ１)式中的 ｒ( ｔ)􀅰Ｋ( ｔ)ꎬ则由(Ｅ１)式可得工资水平:

ｗ( ｔ)＝ (１－β)[β􀅰ｒ( ｔ)] β / (１－β)Ａ( ｔ) １ / (１－β) (Ｅ２)
经济体总收入 Ｔ( ｔ)为资本收入 ｒ( ｔ)􀅰Ｋ( ｔ)和劳动收入 ｗ( ｔ)􀅰Ｌ 之和ꎬ结合(２０)、(Ｅ１)和(Ｅ２)式可得

经济体总收入:
　 Ｔ( ｔ)＝ ｒ( ｔ)Ｋ( ｔ)＋ｗ( ｔ)Ｌ＝[(１－γ)－β(１＋ν)＋νβ(１－ｓ( ｔ))(１－２β)](β􀭰ｒ) β / (１－β)Ａ( ｔ) １ / (１－β) Ｌ (Ｅ３)
通过(Ｅ３)式替换掉(１９)式和(２１)式中的经济体总收入ꎬ即可得正文中(２５)式和(２６)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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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市场一体化下的企业竞争

策略调整:广告优先还是创新优先?
卿　 陶　 黄先海∗

　 　 摘要: 本文分析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广告和创新两种竞争策略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１)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广告行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ꎬ企业更多的创新行

为会导致更多的广告行为ꎬ反之亦然ꎻ(２)当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企业会出现有

偏于创新的市场竞争策略调整ꎻ(３)异质性检验发现ꎬ中东部地区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的竞争策略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都会偏向于创新ꎬ而西部地区企业和国有

企业不受其影响ꎻ(４)机制分析表明ꎬ广告和创新当期都能提高企业销售额和加成

率ꎬ但广告的动态衰减速度明显快于创新ꎬ企业基于最优市场绩效的考虑ꎬ会采用

有偏于创新的竞争策略调整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ꎬ国内市场一体化能够推动企业

内资源配置优化ꎬ促进企业创新ꎬ对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ꎮ
关键词: 国内市场一体化ꎻ创新ꎻ广告ꎻ企业竞争策略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０ꎻＦ７１３

一、引言

中国正处在以创新驱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ꎬ«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强调ꎬ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ꎬ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ꎬ可见

提升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着力点ꎮ 企业在创

新发展中居于主体地位ꎬ但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寻者ꎬ通过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只是企

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策略之一ꎻ通过大量投放广告ꎬ提升产品受众范围ꎬ以此来实现销售额和

利润增加也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ꎮ 虽然广告和创新都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

要方式ꎬ但二者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ꎮ 首先ꎬ就其作用时期来看ꎬ广告见效快但有效作用时

期短ꎬ广告通过信息传递功能和说服功能在较短时期内对消费者购买行为产生影响ꎬ但广告

一旦停止ꎬ或者受到其他企业广告的影响ꎬ就可能很快失去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ꎻ而创

新见效慢但有效作用时间长ꎬ创新活动本身需要较长时间积累ꎬ形成市场美誉度也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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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ꎬ但在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后更容易维持ꎮ 其次ꎬ从两种竞争策略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来

看ꎬ广告行为本身不能提升企业生产率或产品质量等市场绩效ꎬ更多的是通过信息传递功能

或者说服功能使消费者产生购买冲动ꎻ而创新则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生产率或产品质量等市

场绩效ꎬ从而实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ꎮ 因此ꎬ就其实质而言ꎬ广告行为对提升企业市场竞争

力的影响较小ꎬ更多的是一种短期营销行为ꎻ而创新则是一种企业增强内力的修炼过程ꎬ是
长期中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方式ꎮ

创新和广告作为企业两种主要的市场竞争策略ꎬ都需要企业投入大量资源ꎬ但二者并不

是完全对立的关系ꎬ为了避免“酒香也怕巷子深”的问题出现ꎬ广告和创新之间具有较强的互

补性(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寇宗来等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对于企业而言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
如何在广告和创新之间最优配置资源、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是企业在实践中不得不权衡的

选择ꎮ 不同于已往文献在单独研究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ꎬ主要关注企业竞

争资源投入的绝对变化ꎬ本文纳入企业多种市场竞争方式ꎬ考察企业在多种竞争策略之间的

资源配置效应ꎬ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进一步理解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ꎮ 研究发

现ꎬ在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后ꎬ企业竞争策略会有偏于创新ꎬ产生更多的创新行为ꎬ并减

少广告行为ꎬ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能够通过企业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ꎬ促进企业创新发展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和放大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ꎬ凸显了畅通国内大

循环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ꎬ对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二、相关文献综述

本文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相关文献:
一是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ꎮ 市场需求带来的利润是企业创新的内在动

力ꎬ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２)提出的“需求拉动说”认为需求导向变化是新产业兴起最有效的内在激

励ꎬ大量重要创新都是受需求拉动而产生ꎻＡｏｋｉ 和 Ｙｏｓｈｉｋａｗａ(２００２)也发现需求所引致的创

新是推动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ꎻＺｗｅｉｍüｌｌｅｒ 和 Ｂｒｕｎｎｅｒ(２００５)基于微观数据的

检验发现企业销售市场扩张能有效推动企业创新ꎮ 企业销售规模受到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

的影响ꎬ市场分割会抑制企业销售市场扩张ꎬ这既是导致中国地区创新差异的重要原因(白
俊红、刘怡ꎬ２０２０ꎻ李雪、陈瑜ꎬ２０２０ꎻ周文韬等ꎬ２０２１)ꎬ也是导致中国企业创新水平较低的重

要原因(吕越等ꎬ２０２１ꎻ卞元超、白俊红ꎬ２０２１)ꎮ
二是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广告的影响ꎮ 由于广告行为可以通过传递产品信息

(Ｂａｇｗｅｌｌꎬ２００７)或改变消费者认知偏好(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Ｍｕｒｐｈｙꎬ１９９３)对企业销售量(Ｂｒｉａｎꎬ
２００３)和利润率(Ｇｉｓｓｅｒꎬ２０１０)产生促进作用ꎬ因此广告已然成为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现有文献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广告影响的文献较少ꎬ与本文

研究内容最为相关的是关于市场势力与企业广告的相关研究ꎬ但这方面的研究结论一直存

在争论ꎬ比如 Ｆａｌｌａｈｉ等(２０１１)认为更强的市场势力会产生更多的广告ꎬ国内市场一体化会

加剧市场竞争ꎬ削弱企业市场势力ꎬ因而会抑制企业广告行为ꎻ但 Ｎｅｌｓｏｎ(２０１５)则认为市场

势力与广告密度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ꎮ
三是企业创新和广告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ꎮ Ｃｈｕ 和 Ｋｅｈ(２００６)发现广

告和创新都会提升企业资产回报率ꎬ并且广告的作用更大一些ꎻ孙维峰和黄祖辉(２０１３)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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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支出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ꎬ而广告支出对企业绩效没有显著影响ꎮ 创新和广告作为

企业常采用的市场竞争策略ꎬ很多企业并不是单独采用ꎬ大量研究表明ꎬ二者之间具有很强

的互补性(Ｋｗｏ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ｏｎꎬ２００７ꎻＳｒｉｎｉｖａｓａ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９ꎻ寇宗来等ꎬ２０２０)ꎬ在资源有限的情

况下ꎬ二者的权衡是实现企业最大化经营绩效的关键ꎮ Ｇｒｅｖｅ(２００３)发现当市场搜索成本很

低时ꎬ企业创新会增多ꎻ宋铁波等(２０１８)发现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经营期望水平时ꎬ经营期

望落差与创新投入负相关ꎬ与广告投入正相关ꎮ
本文的主要工作和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１)相较于前置研究中多关注哪些

因素会单独影响企业创新行为或者广告行为ꎬ忽略了企业创新和广告策略本身具有的互补

性和替代性ꎬ本文同时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和广告两种竞争策略的影响ꎬ研究的

视域更加宽广ꎬ能够较为准确地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竞争策略选择是否具有资源再

配置效应ꎻ(２)相较于前置研究中多为实证研究ꎬ缺乏理论分析ꎬ本文通过构建包含创新和广

告行为的异质性企业模型ꎬ分析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两种市场竞争策略的影响ꎬ既证实了

创新与广告之间的互补关系ꎬ又发现了国内市场一体化下的企业竞争策略偏向性调整特征ꎬ
并且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具有较好的一致性ꎬ有
助于从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角度ꎬ进一步证实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市场竞争策略的偏向性

影响特征ꎻ(３)相较于前置研究中多关注总体影响ꎬ缺乏机制刻画ꎬ本文通过分析广告和创新

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ꎬ以及加入国内市场一体化与企业两种竞争

策略的交互项后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影响ꎬ发现广告和创新当期都会显著提升企业销

售额和加成率ꎬ但长期看广告的动态效应衰减速度明显快于创新ꎬ并且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

强的情况下ꎬ广告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影响都不显著ꎬ而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ꎬ从
而能够较好地解释为什么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企业会出现偏向创新的竞争策略调整ꎮ

三、广告与创新:一个理论框架

本部分将在 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异质性企业模型基础上ꎬ将企业创新和广告行为纳入该分析

框架ꎬ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两种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ꎮ
(一)消费者行为

代表性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Ｕ ＝ ∫
ω∈Ω

ｑ(ω) ρｄω[ ]
１
ρ (１)

式(１)中:０<ρ<１ꎬ为消费者多样化偏好程度ꎬ其值越小说明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程度越大ꎬΩ

为所有产品的变体集合ꎮ σ＝ １
１－ρ

为产品间的替代弹性ꎬ其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替代弹性越大ꎬ

产品竞争程度越激烈ꎮ Ｒ 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总消费量ꎬ由消费者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

可得消费者对每种产品的需求为:

ｑ(ω)＝ Ｒ
Ｐ

ｐ(ω)
Ｐ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

＝Ｒ Ｐσ－１ｐ(ω) －σ (２)

式(２)中: Ｐ ＝ ∫
ω∈Ω

ｐ(ω) １－σｄω[ ]
１
１－σ

为价格指数ꎬｐ(ω)为产品价格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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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广告行为

遵循 Ｉｓｈｉｇａｋｉ(２０００)思路ꎬ企业可以通过广告提升消费者受众面ꎬ从而扩大企业销售市

场ꎬ并且广告投入越多ꎬ市场覆盖面越广ꎮ 同时ꎬ本文将国内市场一体化因素考虑进来ꎬ当国

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时ꎬ企业面临的市场是由许多细碎的小市场构成ꎬ企业通过大量广告

投放带来的销售促进作用应当越明显ꎻ而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时ꎬ企业进入各个市场

的难度将会下降ꎬ较少的广告投入就能使企业的产品销售覆盖整个市场ꎮ 因此ꎬ结合广告的

作用机制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广告行为的影响ꎬ假定企业销售覆盖面与广告投入满足

如下关系:

ＲＦ ＝
Ｒ０(ξ)＋[Ｒ－Ｒ０(ξ)] ｚｉ

ξ
(３)

式(３)中:ξ 为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ꎬ其值越大ꎬ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越高ꎻＲＦ为企业实

际的销售覆盖面ꎻＲ０(ξ)代表企业在没有广告行为时拥有的基础市场ꎬ该值与国内市场一体

化程度(ξ)相关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ꎬ企业拥有的基础市场规模越大ꎬ即∂Ｒ
０(ξ)
∂ξ

>０ꎻＲ

为名义的最大市场规模(即全国总市场)ꎬ则[Ｒ－Ｒ０(ξ)]为企业 ｉ 可以通过广告来争取的市

场规模ꎻｚｉ∈ ０ꎬ１[ ] 为企业 ｉ 广告投入努力程度ꎬ根据式(３)的设定ꎬ企业最大的广告投入努力

程度为 １ꎬ即通过广告将全部市场覆盖ꎮ 此外ꎬ考虑到国内市场一体化虽然降低了每个企业

进入市场的难度ꎬ但在行业所有企业都扩大覆盖范围的情况下ꎬ企业的实际竞争程度会增

加ꎮ 即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ꎬ企业产品的实际覆盖面可能会缩小ꎬ因此ꎬ通过除以 ξ
刻画国内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ꎮ 成本方面ꎬ随着企业广告投入的增多ꎬ广告的效

用会越来越弱ꎬ即广告存在边际递减效应ꎬ广告投放的边际成本随着广告投入努力程度增大

而增大ꎬ因此假设每一单位广告投入努力程度的成本为
１
２
ｚｉ ２ꎮ

(三)企业创新行为

企业生产的总成本函数为:

ＴＣ(φ)＝ Ｆ＋ｑ(φ)
φ

(４)

式(４)中:Ｆ 为固定成本ꎬφ 为企业生产率ꎮ 在垄断竞争条件下ꎬ可以求得企业的最优定价

为:

ｐ(φ)＝ σ
σ－１
􀅰 １

φ
(５)

由企业产品的需求函数、单位价格、生产率和企业实际的市场覆盖面ꎬ可以求得企业的

利润函数为:

π(φ)＝ Ｒ
Ｆ

σ
Ｐφ σ－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１

－Ｆ (６)

遵从 Ａｔｋｅｓｏｎ和 Ｂｕｒ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０)设定的思路ꎬ企业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生产率提升ꎮ 如

果企业创新成功ꎬ则能够将生产率从φｉ０提升到φｉꎮ 生产率的提升程度取决于创新投入努力

程度Ｉｉꎬ且满足如下关系: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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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φｉ

ｄｔ
＝λＩｉ (７)

式(７)中:Ｉｉ为企业 ｉ 的创新投入努力程度ꎬＩｉ∈[０ꎬ１]ꎮ 同样ꎬ随着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多ꎬ创
新的难度也越大ꎬ为了刻画创新的边际效用递减ꎬ假设每一单位创新投入努力程度的成本为

１
２
Ｉ２ｉ ꎮ λ 为创新的产出系数ꎮ 企业在基期的生产率为φｉ０ꎬ在有创新情况下ꎬ企业 ｔ 期的生产

率为:
φｉ( ｔ)＝ φｉ０ｅλＩｉ (８)

将企业创新和广告行为代入企业利润函数(式(６))ꎬ综合的企业利润函数为:

π(φｉ( ｔ))＝
Ｒ０(ξ)＋ Ｒ－Ｒ０(ξ)[ ] ｚｉ

σξ
Ｐφｉ０ｅλＩｉ

σ－１
σ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１

－Ｆ－ １
２
Ｉ２ｉ －
１
２
ｚ２ｉ (９)

通过对式(９)求ｚｉ偏导ꎬ能够得到企业的最优广告投入努力程度为:

Ｒ－Ｒ０(ξ)[ ]

σξ
Ｐφｉ０ｅλＩｉ

σ－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１

＝ ｚｉ (１０)

通过对式(９)求Ｉｉ偏导ꎬ可以求得企业的最优创新投入努力程度为:

Ｒ０(ξ)＋ Ｒ－Ｒ０(ξ)[ ] ｚｉ
σξ

Ｐφｉ０ｅλＩｉ
σ－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１

λ(σ－１)[ ] ＝ Ｉｉ (１１)

为了表达式简化ꎬ令
Ｒ０(ξ)＋ Ｒ－Ｒ０(ξ)[ ] ｚｉ

σξ
Ｐφｉ０

σ－１
σ

æ

è
ç

ö

ø
÷

σ－１

＝ ψꎬ并对ｅλ(σ－１) Ｉｉ进行线性化处

理ꎬ可将式(１１)化简为:
ψ λ(σ－１)[ ] ＋ψ λ(σ－１)[ ] ２Ｉｉ ＝ Ｉｉ (１２)

对式(１２)做进一步化简ꎬ可得企业最优创新投入水平为:

Ｉｉ ＝
ψ λ(σ－１)[ ]

１－ψ λ(σ－１)[ ] ２
(１３)

由式(１３)的性质可得
∂Ｉｉ
∂ψ
>０ꎬ由于 λ 和 σ 都是外生系数ꎬ因此影响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

都包含在 ψ 当中ꎬ比如企业基期生产率(φｉ０)和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ξ)ꎮ
(四)企业竞争策略关系及其变动特征

１.企业创新与广告行为的互补关系分析

当给定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时ꎬ其为外生参数ꎮ 根据企业最优广告投入努力程度(式

(１０))ꎬ对其求创新投入努力程度( Ｉｉ)的偏导ꎬ可得
∂ｚｉ
∂Ｉｉ
>０ꎬ即企业创新投入越多ꎬ广告投入也

越多ꎮ 根据企业最优创新投入努力程度(式(１３))ꎬ对其求广告投入努力程度( ｚｉ)的偏导ꎬ可

得
∂Ｉｉ
∂ｚｉ
＝
∂Ｉｉ
∂ψ
∂ψ
∂ｚｉ
ꎬ其中

∂Ｉｉ
∂ψ
>０ꎬ且∂ψ

∂ｚｉ
>０ꎬ综合可得

∂Ｉｉ
∂ｚｉ
>０ꎬ即企业广告投入越多ꎬ创新投入也越多ꎮ

可见ꎬ当给定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时ꎬ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广告行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ꎮ
命题 １:给定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ꎬ企业的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互补性ꎬ更多的

广告投入会带来更多的创新投入ꎬ同样更多的创新投入也会带来更多的广告投入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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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市场一体化变动时企业竞争策略的变动特征①

在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情形下ꎬ企业创新相对于广告行为会有怎样的变动特征呢? 将

式(１１)除以式(１０)ꎬ经过化简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Ｒ０(ξ) λ(σ－１)[ ]

Ｒ－Ｒ０(ξ)[ ]
＝

Ｉｉ
ｚｉ
－ λ(σ－１)[ ] ｚｉ (１４)

由式(１４)ꎬ根据函数性质可以看出ꎬ等式右边
Ｉｉ
ｚｉ
－ λ(σ－１)[ ] ｚｉ随着Ｉｉ单调递增ꎬ随着ｚｉ单

调递减ꎮ 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时ꎬＲ０( ξ)增大ꎬ使得等式左边
Ｒ０(ξ) λ(σ－１)[ ]

Ｒ－Ｒ０(ξ)[ ]
增大ꎬ

这样等式右边
Ｉｉ
ｚｉ
－ λ(σ－１)[ ] ｚｉ也必须增大ꎮ 要满足该条件ꎬ有三种可能:一是企业广告增加

( ｚｉ↑)且企业创新增加 ( Ｉｉ↑)ꎬ且必须满足创新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广告增长幅度 (即
ΔＩｉ≫Δｚｉ)ꎻ二是企业广告减少( ｚｉ↓)且企业创新增加( Ｉｉ↑)ꎻ三是企业广告减少( ｚｉ↓)且企

业创新减少( Ｉｉ↓)ꎬ且必须满足创新减少程度远远小于广告下降幅度(即ΔＩｉ≪Δ ｚｉ)ꎮ 不论

何种情形ꎬ都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会使得企业资源配置更倾向于创新而不是广告ꎮ
命题 ２: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时ꎬ企业的竞争策略会偏向于创新ꎬ企业创新行为相

对于广告行为会明显增加ꎮ

四、数据来源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ꎮ 该数据库包含了中国所有

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多个数据ꎬ其中本文主要关注的企业广告和创新相关

数据都包含其中ꎮ 之所以选择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间的工业企业数据ꎬ主要基于两点原因:一是

这段时期数据质量最高ꎬ各种数据最齐ꎬ同时包含了企业的“研究开发费”和“广告费”支出ꎬ
便于同时考察企业的创新行为和广告行为ꎬ分析本文的研究命题ꎬ而其他时段的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相关指标都有缺失ꎬ无法验证本文命题ꎻ二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是企业在国内市场

一体化情形下的竞争策略调整问题ꎬ是一个相对一般的经济现象ꎬ对于数据的时效性并没有

特别要求ꎬ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的大样本数据能够分析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体化情形下的竞争

策略调整状况ꎬ其结论具有一般性ꎬ对于当前的政策选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ꎮ 因此ꎬ本
文选择该时段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分析相关命题ꎮ

本文对数据库进行了如下清理:一是删除了企业核心控制变量缺失的样本ꎻ二是删除了

工业总产值 １ ０００万元以下、工业销售额 ５００万元以下、用工人数小于 １０ 人的样本ꎻ三是针

对核心变量“研究开发费”和“广告费”ꎬ删除有缺失值或负值的样本ꎬ最终得到 ３１３ ４４４ 个企

业的 ７０４ ４２２个样本ꎮ
(二)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测量

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测量主要有三种思路:(１)贸易法ꎬ通过采用省际贸易流量变化来衡

６２

①根据式(１０)和式(１１)ꎬ可以解出企业最优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的解析式ꎬ但由于无法化简ꎬ不利于

判断企业竞争策略的变动趋势ꎮ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量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赵永亮、才国伟ꎬ２００９)ꎻ(２)相对价格法ꎬ通过求解各地区商品价格

差异度量市场分割程度ꎬ并选取市场分割的反向指标得到市场一体化程度(张学良等ꎬ
２０２１)ꎻ(３)综合指数法ꎬ王小鲁等(２０１７)通过构建综合指数来刻画各地的市场化指数ꎬ也是

度量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方式(魏楚、郑新业ꎬ２０１７)ꎮ 第二种方法运用更为普遍ꎬ因
此ꎬ本文同样采用这一方法ꎬ并结合王小鲁等(２０１７)的市场化指数作为稳健性检验ꎮ

根据一价定律ꎬ如果商品流动没有障碍ꎬ同样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应该相同ꎬ则相对

价格等于 １ꎻ而当商品流动有障碍时ꎬ相对价格不等于 １ꎬ并且会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ꎬ其
波动区间取决于商品跨地区流动的成本ꎮ 采用“冰山贸易成本”来衡量贸易障碍时ꎬ假设每

单位价值商品在交易过程中的损耗比例为 ｃ(其中 ０ < ｃ <１)ꎬｃ 表示所有阻碍交易的贸易壁

垒和成本总和ꎬ某种商品在 ｈ 地与 ｆ 地的价格分别为 Ｐｈ 和 Ｐ ｆꎬ则两地该种商品的长期均衡

价格一定满足 Ｐｈ(１－ｃ)≤Ｐ ｆ或 Ｐ ｆ(１－ｃ)≤Ｐｈꎬ即相对价格会在[１－ｃꎬ１ / (１－ｃ)]区间内波动ꎬ
一旦相对价格在此区间外ꎬ套利行为会使得相对价格回到该区间ꎮ 当 ｃ 变大时ꎬ相对价格波

动更加发散ꎬ表明两地间的贸易壁垒提高ꎬ反之ꎬ则降低ꎮ 因此ꎬ相对价格波动范围与 ｃ 正相

关ꎬ由两地间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即可知两地间的一体化程度和贸易壁垒的变化情况ꎮ 采

用相对价格法计算地区一体化程度具体步骤为:(１)计算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ｍ 和 ｎ 之

间的相对价格绝对值ꎬ ｜Ｐｗ
ｍｎｔ ｜ ＝ ｜ ｌｎ(Ｐｗ

ｍｔ / Ｐｗ
ｎｔ) －ｌｎ(Ｐｗ

ｍｔ－１ / Ｐｗ
ｎｔ－１) ｜ ꎬｗ 表示第 ｗ 类商品ꎻ(２)消除

固定效应导致的系统偏差ꎬ即 ｜ Ｐｗ
ｍｎｔ ｜ － ｜ Ｐｗ

ｔ ｜ ꎻ(３)计算相对价格方差ꎬ即ＶＰｍｎｔ ＝ Ｖａｒ( ｜ Ｐｗ
ｍｎｔ ｜ －

｜Ｐｗ
ｔ ｜ )ꎻ(４)按地区求均值ꎬ得到该地区的市场分割程度( ｓｅｇｍｍｔ)ꎻ(５)取反向指标衡量地区

市场一体化程度ꎬ即 ｌｎｉｎｔｅｇｍｔ ＝ ｌｎ(１ / ｓｅｇｍｍｔ)ꎮ
(三)实证策略

基于本文理论分析提出的研究命题ꎬ企业的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之间存在互补性(命题

１)ꎻ同时在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时ꎬ企业会产生有偏于创新的竞争策略调整(命题 ２)ꎮ
其中ꎬ企业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间的互补性已经得到大量前置文献的证明(Ｋｗｏｎｇ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ｏｎꎬ２００７ꎻ寇宗来等ꎬ２０２０)ꎬ本文特别感兴趣的是命题 ２ꎬ即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是

否会导致企业竞争策略偏向于创新ꎮ 但由于广告和创新两种行为之间存在明显互补性ꎬ直
接采用 ＯＬＳ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ꎬ因此ꎬ本文基准回归主要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检

验相关结论ꎬ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多项式选择模型常被用于多个离散被解释变量的分析ꎬ由于多项式选择模型无法估计

边际影响ꎬ因此在使用该模型时ꎬ本文采用企业是否有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作为被解释变量

的确定标准ꎮ 在创新和广告之间ꎬ企业面临着 ４ 种选择方案ꎬ分别是无创新－无广告、有创

新－无广告、无创新－有广告、有创新－有广告ꎬ并且四种方案是相互排斥的ꎬ各方案的概率之

和为 １ꎮ 在实证中ꎬ当企业没有创新、也没有广告时ꎬ用Ｓ００ ＝ １表示ꎻ当企业有创新、没有广告

时ꎬ用Ｓ１０ ＝ ２表示ꎻ当企业没有创新、有广告时ꎬ用Ｓ０１ ＝ ３表示ꎻ当企业既有创新、又有广告时ꎬ
用Ｓ１１ ＝ ４ 表示ꎮ 在多值选择模型中ꎬ需要将某种方案作为参考方案(ｂａ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ꎬ则企业

选择 ｋ 方案的概率为:

Ｐ(Ｓａｂ ＝ ｋ)＝

１
１ ＋∑ ４

ｋ ＝ ２
ｅｘｐ(ｘ′ｉ βｋ)

　 (ｋ ＝ １)

ｅｘｐ(ｘ′ｉ βｂ)
１ ＋∑ ｂ

ｋ ＝ ２
ｅｘｐ(ｘ′ｉ βｋ)

　 (ｋ ＝ ２ꎬ３ꎬ４)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５)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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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式中:ｋ＝ １为参考方案ꎬＰ(Ｓａｂ ＝ ｋ)表示企业选择策略 ｋ 相对于参考方案的概率变动ꎬｘ′ｉ
为影响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主要控制变量ꎬ包括本文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国内市场一体化

程度(ｌｎｉｎｔｅｇ)以及其他控制变量ꎮ 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１)企业生产率对数值(ｌｎｔｆｐ)ꎮ 生产率是企业市场竞争力重要指标ꎬ一般来讲ꎬ企业生

产率越高ꎬ企业创新会更多ꎮ 企业生产率测量的常用方法有 ＯＰ 法、ＬＰ 法和 ＡＣＦ法ꎬ本文采

用 ＯＰ 法计算得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ꎮ
(２)企业生产规模(ｌｎｋ)ꎮ 生产规模越大ꎬ企业广告收益和创新收益就越多ꎬ从而对企业

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产生影响ꎮ 一般采用企业劳动力投入或资本投入衡量企业生产规模ꎬ
本文选取企业“固定资产合计”对数值衡量ꎮ

(３)企业中间产品投入程度( ｉｎｐｕｔ＿ｒ)ꎮ 中间品的技术溢出效应会显著影响企业创新行

为ꎬ从而对企业市场竞争策略产生影响ꎮ 为了克服由于企业规模不同带来的横向不可比性ꎬ
本文采用“中间品合计”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衡量企业中间产品投入程度ꎮ

(４)企业获取补贴情况(ｌｎｓｕｂ)ꎮ 创新补贴会显著影响企业创新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市场

竞争策略的选取ꎮ 本文采用企业“补贴收入”对数值衡量ꎮ
(５)企业出口情况(ｅｘｐ)ꎮ 出口也是影响企业市场竞争策略的重要因素ꎬ一方面出口的

“市场扩张效应”会增加企业创新收益ꎬ影响企业创新ꎻ另一方面ꎬ出口对国内市场的“替代效

应”会影响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的动力ꎮ 本文中如果企业出口交货值大于 ０ꎬ该值为 １ꎬ反之为 ０ꎮ
(６)企业性质( ｓｏｅ)ꎮ 由于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超越行政边界特性ꎬ使得国有企业

的广告和创新行为明显异于非国有企业ꎮ 国有企业为 １ꎬ非国有企业为 ０ꎮ
(７)市场竞争程度(ｈｈｉ)ꎮ 市场竞争会产生“逃离竞争效应”和“气馁效应”ꎬ从而影响企

业市场竞争策略ꎮ 本文通过计算 ４位码测量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衡量市场竞争程度ꎮ
(８)企业年龄(ａｇｅ)ꎮ 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市场竞争策略ꎮ 本文采

用企业存续年限衡量企业年龄ꎮ
表 １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ꎮ

　 　 表 １ 　 　 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ｎｎｏ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１１ ０.３１ ０ １
ｇｇｙｘ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１７ ０.３８ ０ １
ｌｎｒｄ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６１ １.９０ ０ １５.７８
ｌｎｇｇｙｘ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７１ １.７７ ０ １５.３３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７０４ ４２２ ８.３８ ０.５５ ６.５４ ９.３５
ｌｎｔｆｐ ７０４ ４２２ ４.１２ ０.８９ －１.７６ １１.５７
ｌｎｋ ７０４ ４２２ ４.８１ １.０６ ２.３０ １３.２５
ｌｎｓｕｂ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７４ ２.０３ ０ １４.１４
Ｉｎｐｕｔ＿ｒ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５５ ０.０９ ０ １.１８
ｅｘｐ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２７ ０.４５ ０ １
ｈｈｉ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０２ ０.０３ ０ １
ａｇｅ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６１ ６.８５ １ ４０
ｓｏｅ ７０４ ４２２ ０.０６ ０.２３ ０ １

五、计量结果与说明

(一)基准结果分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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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为采用多项式选择模型的基准回归结果ꎮ 其中ꎬ第(１)—(３)列是以企业没有创新

没有广告作为参考方案的检验结果ꎬ从第(１)列可以看出ꎬ在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情况

下ꎬ企业同时选择创新和广告策略相对于参考方案会显著下降ꎬ计算可得其相对风险系数为

－０.０３１％ꎬ表明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 １％ꎬ企业同时选择创新和广告的概率会下降

０.０３１％ꎻ从第(２)列可以看出ꎬ在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时ꎬ企业选择有创新没有广告的

相对概率显著为正ꎬ其相对风险系数为 ０.９１２％①ꎬ表明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升 １％时ꎬ企
业选择有创新没有广告的概率会增加 ０.９１２％ꎻ从第(３)列可以看出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

选择无创新有广告策略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综合第(１)—(３)列的结果可以看出ꎬ在国内市场

一体化程度提高的情形下ꎬ企业创新和广告行为并不是同步调整的ꎬ因为相对于无创新无广

告的参考方案ꎬ企业选择有创新无广告(Ｓ１０)的概率显著增加ꎬ而选择无创新有广告(Ｓ０１)的
概率没有显著增加ꎬ说明总体上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竞争策略的影响是偏向于创新的ꎬ并
且根据企业选择有创新有广告(Ｓ１１)的概率明显下降ꎬ表明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后ꎬ企业不

但没有增加广告ꎬ反而减少了广告行为ꎬ否则在企业创新行为总体增加的情形下ꎬ企业同时

选择创新和广告的概率不应当下降ꎮ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Ｂａｓｅ(Ｓ００) Ｂａｓｅ(Ｓ１０) Ｂａｓｅ(Ｓ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１０ Ｓ０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０１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３１∗ ０.０８７∗∗∗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８
(－１.９５) (５.３７) (－０.２８) (－５.５９) (－４.７５) (－１.４９)

ｌｎｔｆｐ ０.４３３∗∗∗ ０.２５９∗∗∗ ０.１７６∗∗∗ ０.１７４∗∗∗ －０.０８３∗∗∗ ０.２５７∗∗∗
(６７.９２) (３８.１４) (３７.６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５８) (３４.９０)

ｌｎｋ ０.５９２∗∗∗ ０.３５２∗∗∗ ０.３０６∗∗∗ ０.２４１∗∗∗ －０.０４５∗∗∗ ０.２８６∗∗∗
(１１０.３１) (５９.０６) (７２.７５) (３２.８５) (－６.６３) (４６.０９)

ｅｘｐ ０.３３０∗∗∗ ０.３３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０８ －０.２４２∗∗∗ ０.２３４∗∗∗
(２６.１１) (２４.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８) (－１５.１０) (１５.９１)

ｌｎｓｕｂ ０.１４６∗∗∗ ０.１０３∗∗∗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６８∗∗∗
(７１.９３) (４２.３５) (４３.１９) (１５.５８) (－９.１３) (２９.０２)

ｉｎｐｕｔ＿ｒ １.８２４∗∗∗ １.０７１∗∗∗ １.４８３∗∗∗ ０.７５３∗∗∗ ０.４１２∗∗∗ ０.３４１∗∗∗
(２４.９１) (１４.００) (２６.３３) (７.６３) (４.５６) (３.９５)

ａｇｅ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１７.７８) (５.１４) (１０.０９) (８.６２) (１.７５) (８.２３)

ｈｈｉ ２.９０２∗∗∗ ２.２８４∗∗∗ １.５３８∗∗∗ ０.６１８∗∗∗ －０.７４６∗∗∗ １.３６４∗∗∗
(１８.５０) (１３.１６) (１０.７３) (３.０２) (－３.６５) (７.３５)

ｓｏｅ ０.７６１∗∗∗ ０.９４８∗∗∗ ０.２２９∗∗∗ －０.１８８∗∗∗ －０.７１９∗∗∗ ０.５３１∗∗∗
(３７.９９) (４４.３６) (１２.５０) (－７.３４) (－２８.０３) (２２.１１)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ｏｂｓ.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注:括号里为 ｚ 值ꎬ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ꎬ∗∗∗、∗∗、∗分别表示在 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ꎬ下同ꎮ

第(４)—(６)列是更换参考方案后的检验结果ꎮ 第(４)、(５)列是以企业有创新无广告

９２
①限于篇幅ꎬ相对风险系数的完整回归结果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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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１０)作为参考方案ꎬ由于 Ｓ００ ｜ Ｓ１０与 Ｓ１０ ｜ Ｓ００是镜像关系ꎬＳ１０ ｜ Ｓ００系数为 ０.０８７ꎬ则 Ｓ００ ｜ Ｓ１０的系

数为－０.８７ꎬ因此不再汇报ꎮ 在以有创新无广告(Ｓ１０)作为参考方案后ꎬ企业选择有创新有广

告(Ｓ１１)和无创新有广告(Ｓ０１)相对于参考方案显著下降ꎬ进一步说明在国内市场一体化提高

后ꎬ企业广告行为会绝对下降ꎮ 第(６)列是以企业无创新有广告(Ｓ０１)作为参考方案的结果ꎬ
可以看出ꎬ相对于无创新有广告策略ꎬ企业同时选择创新和广告的策略虽然会下降但是不显

著ꎮ 通过比较第(２)、(５)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ꎬ国内市场一体化会明显促进企业创新ꎬ没
有创新和广告行为的企业会增加只选择创新的概率(第(２)列)ꎬ有广告无创新企业也会向

有创新无广告方向转变(第(５)列)ꎻ通过比较第(３)、(５)、(６)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ꎬ国内

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没有促进企业偏向广告的竞争策略增加ꎬ并且第

(１)、(４)列说明ꎬ有广告有创新的策略在企业创新行为增多背景下还会相对下降ꎬ表明当国

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企业的广告行为事实上是绝对下降了ꎮ 因此ꎬ综合表 ２ 的回归结果ꎬ
可以证明本文的核心观点: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会导致企业竞争策略偏向创新ꎬ企业会有更

多创新、更少广告ꎬ其更深层次含义是国内市场一体化具有资源再配置效应ꎬ可以通过优化

企业内的竞争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ꎮ
(二)稳健性检验

首先ꎬ国内市场一体化指标是否准确是本文结论是否稳健的关键ꎬ本文继续选取王小鲁

等(２０１７)的市场化指数对数值(ｌｎｍａｒｋｅｔ)作为核心解释变量ꎬ检验基准回归结果是否依然成

立ꎮ 由表 ３可以发现ꎬ在使用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后ꎬ除了第(３)列结果

以外ꎬ回归结果与表 ２的基准回归结果一致ꎮ 第(３)列结果与表 ２ 的基准回归结果不一致ꎬ
并不是否定了基准回归结果ꎬ而是进一步强化了基准回归结果ꎬ因为企业选择无创新有广告

(Ｓ０１)的概率显著下降ꎬ说明企业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后ꎬ先前有广告行为的企业退出广

告行为的概率会显著增加ꎬ企业越来越不倾向于通过广告参与市场竞争ꎬ由此进一步强化了

国内市场一体化下企业竞争策略偏向创新的调整程度ꎮ

　 　 表 ３ 　 　 基于市场化指数的检验结果
Ｂａｓｅ(Ｓ００) Ｂａｓｅ(Ｓ１０) Ｂａｓｅ(Ｓ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１０ Ｓ０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０１

ｌｎｍａｒｋｅｔ
－０.７６３∗∗ １.２４９∗∗∗ －１.０５７∗∗∗ －２.０１３∗∗∗ －２.３０６∗∗∗ ０.２９３
(－１.９６) (２.９３) (－３.７２) (－３.７２) (－４.７３) (０.６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ｏｂｓ.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其次ꎬ由于“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资源型垄断行业的企业与

其他制造类企业行为差别较大(聂辉华等ꎬ２０１２)ꎬ删除这些行业之后再次检验相关结论ꎮ 由

表 ４ 可以发现ꎬ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ꎬ除第(６)列外ꎬ其余各项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

致ꎮ 第(６)列的负向关系其实也是进一步强化了本文的结论ꎬ即国内市场一体化会促使企业

增加创新行为ꎬ减少广告行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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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删除特殊资源型垄断行业的检验结果
Ｂａｓｅ(Ｓ００) Ｂａｓｅ(Ｓ１０) Ｂａｓｅ(Ｓ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０１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２８∗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３∗∗∗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４∗
(－１.７２) (５.１４) (０.５２) (－５.２５) (－４.０５) (－１.８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ｏｂｓ. ６５２ １５６ ６５２ １５６ ６５２ １５６ ６５２ １５６ ６５２ １５６ ６５２ １５６

再次ꎬ内生性问题处理ꎮ 本文采用两种方式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１)借鉴大

多数使用多项式选择模型的处理方法(寇宗来等ꎬ２０２０)ꎬ采用核心解释变量前一期作为解释

变量ꎮ 从表 ５可以看出ꎬ相关检验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ꎮ (２)借鉴吕越等(２０１８)做法ꎬ
采用各省份平均海拔作为国内市场一体化的工具变量ꎮ 海拔高度会影响交通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难度ꎬ客观上增加省份间的贸易成本ꎬ阻碍地区市场一体化进程ꎬ而地理因素并不会明

显受到经济行为本身的影响ꎬ因此是一个较好的工具变量ꎮ 由于多项式选择模型没有现成

的工具变量实现命令ꎬ本文分步实施工具变量法ꎬ即先将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作为被解释变

量与省份海拔高度和其他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ꎬ得到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拟合值ꎬ
再将第一阶段得到的拟合值作为解释变量代入多项式选择模型ꎬ回归结果见表 ６ꎮ

　 　 表 ５ 　 　 滞后一期的检验结果
Ｂａｓｅ(Ｓ００) Ｂａｓｅ(Ｓ１０) Ｂａｓｅ(Ｓ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０１

Ｌ.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３３∗∗ ０.１１６∗∗∗ －０.０１９ －０.１４８∗∗∗ －０.１３５∗∗∗ ０.０１３
(－１.９７) (６.８０) (－１.６０) (－６.７５) (－６.８５) (０.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１３
ｏｂｓ.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表 ６ 　 　 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

变量
Ｂａｓｅ(Ｓ００) Ｂａｓｅ(Ｓ１０) Ｂａｓｅ(Ｓ０１)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１０ Ｓ１１ ｜ Ｓ０１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２６２∗∗∗ ０.５０９∗∗∗ －０.４１２∗∗∗ －０.２４８∗∗∗ －０.９２２∗∗∗ －０.６７４∗∗∗
(－７.６６) (１３.５０) (－１６.５５) (－５.２１) (－２１.５０) (－１７.１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第一阶段回归系
数

－０.０５５∗∗∗
(－２５.１３)

第一阶段 Ｆ值 ３ ２６０.４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１１２
ｏｂｓ.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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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　 陶　 黄先海:国内市场一体化下的企业竞争策略调整:广告优先还是创新优先?

　 　 可以看出ꎬ在使用工具变量后ꎬ表 ６ 第(１)—(５)列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是一致

的ꎬ唯一的区别是第(６)列ꎬ当以企业无创新有广告(Ｓ０１)作为参考方案时ꎬ企业同时选择创

新和广告的概率会显著下降ꎬ与表 ４结果相似ꎬ这其实是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

业广告行为的抑制作用ꎬ使得企业竞争策略偏向创新的程度更高ꎮ
最后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作进一步分析和检验ꎮ 由于多项式选择模型以企业不同选择

策略作为被解释变量ꎬ无法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和广告行为投入程度的边际影

响ꎮ 虽然理论模型中推导了二者具有互补性ꎬ但仍无法从前面的多项式选择模型中得到直

接证据ꎬ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作进一步分析ꎮ 表 ７ 中ꎬ第(１)—(４)列的被解释变量

是企业是否有创新行为( ｉｎｎｏ)和广告行为(ｇｇｙｘ)的哑变量ꎬ可以发现ꎬ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

度提高后ꎬ企业的创新参与行为显著增加ꎬ而企业的广告参与行为显著下降ꎬ这与基准回归

结果是一致的ꎮ 第(３)、(４)列考察企业创新与广告行为之间的互补关系ꎬ可以发现ꎬ与理论

分析一致ꎬ企业有创新行为时ꎬ企业广告参与的概率越大ꎬ而当企业有广告行为时ꎬ企业参与

创新的概率也更高ꎬ说明企业创新和广告之间确实有互补性ꎮ 第(５)—(８)列是以企业创新

和广告投入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ꎬ其中采用企业“研究开发费＋１”对数值( ｌｎｒｄ)
衡量企业创新投入程度ꎬ采用企业“广告费＋１”对数值( ｌｎｇｇｙｘ)衡量企业广告投入程度ꎮ 由

第(５)—(７)列可以发现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投入程度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ꎬ而
对广告投入程度的影响不显著ꎬ主要是由于企业创新和广告之间的互补性ꎻ第(８)列在加入

企业创新影响后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广告支出的影响也显著为负ꎬ回归结果同样表明市

场一体化会导致企业竞争策略创新偏向ꎻ从第(７)、(８)列来看ꎬ企业广告和创新投入程度之

间同样具有互补性ꎮ

　 　 表 ７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ｉｎｎｏ ｇｇｙｘ ｉｎｎｏ ｇｇｙｘ ｌｎｒｄ ｌｎｇｇｙｘ ｌｎｒｄ ｌｎｇｇｙｘ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１∗∗∗
(７.３５) (－１.７１) (７.８１) (－３.２６) (１１.４３) (－０.３８) (１１.７０) (－２.７５)

ｇｇｙｘ ０.１５４∗∗∗
(７７.８１)

ｉｎｎｏ ０.２４９∗∗∗
(８１.３１)

ｌｎｇｇｙｘ ０.２０４∗∗∗
(６５.５６)

ｌｎｒｄ ０.１８８∗∗∗
(６５.５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２
ｏｂｓ.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７０４ ４２２

六、机制探讨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探讨

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ꎬ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的情况下ꎬ企业的竞争策略会出现创新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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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ꎬ企业会有更多创新ꎬ更少广告ꎮ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这样的选择呢? 从模型分析可

以看出ꎬ销售额变动是企业决定选择何种策略的重要因素ꎮ 当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后ꎬ一方

面ꎬ企业通过广告能够扩张的市场份额有限ꎬ加上市场竞争效应ꎬ削弱了广告提升企业销售

额的促进作用ꎻ另一方面ꎬ基础市场份额增加会增强企业创新动力ꎬ并且由于市场竞争的倒

逼机制ꎬ使得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ꎬ维持生存ꎮ 为了检验这一机制是否存在ꎬ
本文主要考察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的情况下ꎬ企业创新和广告对两个核心绩效指标的影

响:一是对企业销售额的影响ꎬ采用企业销售总额对数值( ｌｎｓａｌｅ)衡量ꎻ二是对企业竞争力的

影响ꎬ选择企业加成率(ｍａｒｋｕｐ)衡量(诸竹君等ꎬ２０１８)ꎬ加成率代表了企业的市场势力ꎬ其值

越高ꎬ表明企业市场竞争力越强ꎬ加成率计算采用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和 Ｗａｒｚｙｎｓｋｉ(２０１２)方法ꎮ
表 ８中ꎬ第(１)—(３)列是以企业销售额为被解释变量的计量结果ꎮ 其中ꎬ第(１)列主要

考察当期企业创新和广告投入对企业销售额的影响ꎬ可以看出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销售

额的影响显著为负ꎬ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国内市场一体化带来了更强的市场竞争ꎬ从而降低

了企业销售额ꎻ而企业的两种市场竞争策略不论是创新还是广告都会显著促进销售额增加ꎬ
并且从系数看ꎬ广告对企业销售额的促进作用要更大一些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总体上企业的

广告行为要多于创新行为ꎮ 第(２)列主要考察企业前一期创新和广告投入对企业销售额的

影响ꎬ可以看出ꎬ虽然企业创新和广告都仍然会促进企业销售额的增加ꎬ但影响大小却出现

了显著变化ꎬ并且前一期广告投入对企业销售额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小于前一期创新投入对

企业销售额的促进作用ꎬ说明广告效应的衰减速度更快一些ꎬ也印证了广告对企业销售额的

影响是相对短期的ꎬ随着时间推移ꎬ广告效应下降更快ꎮ 第(３)列为了进一步解释国内市场

一体化增强为什么会导致企业竞争策略的创新偏向ꎬ本文引入广告和创新与国内市场一体

化程度的交互项检验相关机制ꎬ可以发现在加入交互项后ꎬ企业创新对销售额的影响仍然显

著为正ꎬ并且系数明显增大ꎬ而广告行为对企业销售额的影响不再显著ꎮ 这表明国内市场一

体化增强后ꎬ创新更有利于企业提升销售额、增加利润ꎬ因此ꎬ企业会偏向于选择创新而不是

广告ꎮ 第(４)—(６)列是以企业加成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检验结果ꎬ考察创新和广告对企业

市场竞争力的影响ꎮ 其中ꎬ第(４)列可以发现ꎬ国内市场一体化会降低企业加成率ꎬ而创新和

广告会提升企业加成率ꎬ并且从影响系数看ꎬ广告和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是相当的ꎻ第
(５)列考察前一期创新和广告行为对企业加成率的影响ꎬ可以发现ꎬ创新和广告对企业加成

率的影响都不显著ꎬ说明在市场竞争加剧背景下ꎬ企业的创新和广告行为并未促进企业长期

竞争力的形成ꎬ企业必须持续地投入创新和广告ꎻ第(６)列加入了创新和广告与国内市场一

体化程度的交互项ꎬ考察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会对企业创新和广告的市场加成绩效产生怎

样的影响ꎬ可以发现在引入交互项以后ꎬ创新对企业加成率的促进效应仍然存在ꎬ而广告并

不会提升企业加成率ꎬ可见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的背景下ꎬ企业能够通过创新提升市场竞

争力ꎬ而广告则不能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ꎮ
机制分析可以看出:(１)就创新和广告的当期效应看ꎬ创新和广告都能增加企业销售额

和加成率ꎬ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两种竞争策略都是有效的ꎻ(２)就创新和广告的长期效应看ꎬ广
告对企业销售额的促进作用随时间衰减很快ꎬ而创新对企业销售额的促进作用衰减速度明

显小于广告ꎻ(３)当引入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交互影响后ꎬ广告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影

响都不显著ꎬ但创新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影响仍然显著ꎬ说明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背

景下ꎬ广告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减弱ꎬ而创新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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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则进一步增强ꎮ 因此ꎬ从动态效应和交互影响都可以看出ꎬ不论是单纯地从市场占有角

度考虑ꎬ还是从长期市场竞争角度来看ꎬ企业都会偏向于创新ꎬ而不是广告ꎬ这就解释了为什

么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企业竞争策略会出现创新偏向ꎮ

　 　 表 ８ 　 　 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ｓａｌｅ ｌｎｓａｌｅ ｌｎｓａｌｅ ｍａｒｋｕｐ ｍａｒｋｕｐ ｍａｒｋｕｐ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１４.５１) (－１４.００) (－１４.１０) (－３.１３) (－１.６５) (－３.１０)

ｌｎｒ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１３.２８) (２.００) (４.８８) (１.７９)

ｌｎｇｇｙｘ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１５.９４) (０.０２) (３.６０) (－０.７８)

Ｌ.ｌｎｒ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３.７３) (１.２３)

Ｌ.ｌｎｇｇｙ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０.０１)

ｌｎｒｄ×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０.７７)

ｌｎｇｇｙｘ×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６１) (１.１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Ｒ２ ０.７３８ ０.６３０ ０.７３８ ０.７４６ ０.７６２ ０.７４６
ｏｂｓ. ７００ ２６６ ３８７ ７３５ ７００ ２６６ ６９６ ５３７ ３８６ ５４５ ６９６ ５３７

(二)异质性分析

１.分要素密集度的异质性检验

前述理论模型表明ꎬ不同要素密集度企业的创新行为和产品替代弹性存在显著差异ꎬ这
会使得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产生差异化影响ꎮ 参照阳立

高等(２０１４)分类ꎬ本文将所有企业区分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ꎮ 表 ９ 的相

关检验结果具有以下特点:从第(２)、(５)、(８)列和第(３)、(６)、(９)列来看ꎬ不论是何种要素

密集型企业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都会显著地增加企业选择有创新无广告策略(Ｓ１０)的
概率ꎬ而对企业选择有广告无创新策略(Ｓ０１)的影响不显著ꎮ 从系数来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

程度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创新促进作用最大ꎬ说明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带来的市场竞

争效应导致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创新维持企业生存的需求更加迫切ꎮ 从第(１)、(４)、(７)列
来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会显著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选择有创新有广告策略(Ｓ１１)的
概率ꎬ而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不显著ꎮ 由此可见ꎬ在国内市场一

体化增强后ꎬ劳动密集型企业会显著减少广告行为ꎬ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ꎻ而
对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对其广告行为的抑制作用较

小ꎬ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对这些企业产品并不熟悉ꎬ企业在创新增加的同时ꎬ还会保持一定的

广告宣传力度ꎬ以发挥广告的信息传递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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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基于要素密集度差异的异质性检验
技术密集型企业 资本密集型企业 劳动密集型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８１∗∗ ０.１４５∗∗∗ －０.０２９
(０.２６) (２.２７) (０.４５) (－０.８３) (２.９５) (０.８４) (－２.５４) (４.５５) (－１.４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９５７ ０.１０３２０ ０.１０３０ ０.１０３０
ｏｂｓ. ９５ ７８５ ９５ ７８５ ９５ ７８５ ３２５ ７９３ ３２５ ７９３ ３２５ ７９３ ２８２ ８４４ ２８２ ８４４ ２８２ ８４４

２.分地区的异质性检验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ꎬ不同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因此对企业竞争策略的

选择也会呈现差异化影响ꎮ 表 １０ 是相关检验回归结果ꎬ有以下特征:从第(２)、(５)、(８)列
来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会显著提升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选择有创新无广告策略

(Ｓ１０)的概率ꎬ但不会显著影响西部地区企业选择该策略ꎬ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主

要会促进中东部地区企业创新ꎬ对于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显著ꎮ 从(３)、(６)、
(９)列来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对中东部地区企业选择无创新有广告策略(Ｓ０１)的概率没

有显著影响ꎬ但对西部地区企业却有显著的抑制作用ꎬ说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会降低

西部地区企业的广告行为ꎮ 从第(１)、(４)、(７)列来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会显著降

低中部地区企业选择有创新有广告策略(Ｓ１１)的概率ꎬ但对东部和西部地区企业的影响不显

著ꎮ 总体而言ꎬ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竞争策略都会偏向创新ꎬ
并且中部地区企业创新偏向程度更大ꎻ而西部地区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只会减少

广告行为ꎬ并不会显著增加创新行为ꎮ 之所以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不同地区企业的竞争策略

产生如此大的差异ꎬ可能与不同地区的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关ꎮ 在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

较低的西部地区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带来的竞争效应会加剧企业生存风险ꎬ企业用于市场竞争

的资源更加紧张ꎬ导致企业不但不会增加创新行为ꎬ还会减少广告行为ꎻ而对于一体化程度

较高的中东部地区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边际递减现象ꎬ因此ꎬ中部

地区企业的创新偏向相较东部地区企业更大一些ꎮ

　 　 表 １０ 　 　 基于地区差异的异质性检验
东部地区企业 中部地区企业 西部地区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４ －０.２７７∗∗∗ ０.３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７４∗
(０.４５) (３.４９) (１.０３) (－５.７１) (６.４１) (－１.１５) (－０.９６) (－１.５５) (－１.８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１９０ ０.１１９０ ０.１１９０ ０.１５２６ ０.１５２６ ０.１５２６
ｏｂｓ. ５０７ ２８１ ５０７ ２８１ ５０７ ２８１ １２４ ４０３ １２４ ４０３ １２４ ４０３ ７２ ７３８ ７２ ７３８ ７２ ７３８

３.分企业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不同性质企业用于市场竞争的资源丰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这会使得国内市场一体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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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不同性质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产生差异化影响ꎮ 从表 １１回归结果可以看出ꎬ对于国有企

业而言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提高对企业竞争策略的选择影响都不显著(第(１)—(３)列)ꎬ可能

的解释是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导致其用于市场竞争的资源并不具有稀缺性ꎬ国有企业的创新和

广告行为较少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ꎬ因此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其影响也不显著ꎮ 而国内市场

一体化程度提高对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策略选择都会产生创新偏向(第(４)—(９)列)ꎬ并
且民营企业的创新偏向程度更大ꎬ可能的解释是民营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ꎬ其用于市场竞争的

资源更加稀缺ꎬ因此ꎬ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其竞争策略选择的创新偏向影响更大ꎮ

　 　 表 １１ 　 　 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Ｓ１１ ｜ Ｓ００ Ｓ１０ ｜ Ｓ００ Ｓ０１ ｜ Ｓ００

ｌｎｉｎｔｅｇ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７３∗∗∗ ０.１８５∗∗∗ －０.０２３ －０.２５９∗∗∗ ０.４８２∗∗∗ ０.０１５
(－１.４７) (－０.１１) (－０.９８) (－３.５４) (８.６２) (－１.５５) (－３.０２) (４.５１) (０.３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行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４７６ ０.１４７６ ０.１４７６ ０.１０４５ ０.１０４５ ０.１０４５ ０.０９３１ ０.０９３１ ０.０９３１
ｏｂｓ. ８８ ２４２ ８８ ２４２ ８８ ２４２ ４３８ １８８ ４３８ １８８ ４３８ １８８ １７７ ９９３ １７７ ９９３ １７７ ９９３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广告和创新行为的异质性企业模型ꎬ分析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

业两种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ꎮ 理论分析发现:给定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ꎬ企业的创新和广告

策略之间存在互补关系ꎬ更多的创新会导致更多的广告ꎬ更多的广告也会导致更多的创新ꎻ
但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强时ꎬ企业会出现有偏于创新的竞争策略变动ꎬ即企业会有更多

的创新和更少的广告ꎮ 基于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１)企业创

新和广告两种市场竞争策略之间确实存在明显的互补关系ꎬ企业创新增加会导致广告增加ꎬ
反之亦然ꎮ (２)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的情况下ꎬ相对于没有创新没有广告的参考策略方

案ꎬ企业选择有创新没有广告策略的概率会显著增加ꎬ选择有创新有广告策略的概率会显著

下降ꎬ而选择没有创新有广告策略的概率没有明显变化ꎬ证明国内市场一体化会导致企业竞

争策略偏向创新ꎬ增强创新ꎬ同时减少广告ꎮ (３)异质性考察发现ꎬ从要素密集度差异看ꎬ国
内市场一体化对所有企业竞争策略选择的影响都是显著偏向创新的ꎬ但对劳动密集型企业

的影响最大ꎻ从地区差异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中东部地区企业会产生有偏于创新的影响ꎬ
而西部地区企业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只会减少广告行为ꎬ并不会显著增加创新行为ꎻ
从企业性质差异看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非国有企业会产生有偏于创新的影响ꎬ但对国有企业

影响不显著ꎮ (４)影响机制分析表明ꎬ企业广告和创新当期都会显著提升企业销售额和加成

率ꎬ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ꎬ但是长期来看ꎬ广告的动态效应衰减速度明显快于创

新ꎬ并且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的情况下ꎬ广告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的影响都不显著ꎬ不
能显著提升企业销售额ꎬ也不能增强企业市场势力ꎻ相反ꎬ企业创新对企业销售额和加成率

的促进作用仍然存在ꎮ 因此ꎬ基于最优市场绩效的考虑ꎬ企业会选择有偏于创新的竞争策

略ꎮ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ꎬ国内市场一体化会推动企业内的竞争资源再配置ꎬ企业会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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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用于创新活动ꎬ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文研究的政策启示如下:
１.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ꎬ充分释放其资源再配置功能ꎬ促进企业创新发展ꎮ 本文研究表

明即使企业用于市场竞争的资源不变ꎬ国内市场一体化也能通过引导企业竞争资源重新配

置ꎬ促进企业创新ꎬ由此进一步放大了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ꎬ更加凸显了

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对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意义ꎮ 因此ꎬ不断推进国内市

场一体化是促进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着力点ꎮ
２.引导企业采取合理市场竞争策略ꎬ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ꎮ 本

文在机制分析中发现ꎬ虽然企业的广告行为和创新行为都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手段ꎬ
但是ꎬ广告行为的影响较为短期ꎬ而创新行为的影响更加长期ꎬ相比较而言ꎬ将更多资源用于

创新是一种更加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ꎮ 因此ꎬ通过提高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等政策手段ꎬ引
导企业采取更加长期化的市场竞争策略ꎬ进而协调企业的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ꎬ鼓励企业进

一步通过创新参与市场竞争ꎬ将有利于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ꎬ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ꎮ
３.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要补齐短板ꎬ重点推动西部地区市场整合ꎮ 本文异质性分析表

明ꎬ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增强时ꎬ西部地区企业只是单纯地减少广告行为ꎬ并未显著地增加创

新行为ꎬ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竞争资源的再配置功能较弱ꎮ 因此ꎬ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建

设的重点和难点在西部地区ꎬ只有补齐西部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短板ꎬ才能真正建成国内统一

大市场ꎮ 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既要求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ꎬ也要求地方政府转变观念ꎬ主动

作为ꎬ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推进国内市场一体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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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效率还是创新:产业政策

工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作用效果的研究

李　 娅　 官令今∗

　 　 摘要: 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实施以来ꎬ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

策ꎬ整体上推动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ꎮ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企业样本构建面板数据ꎬ细分四种产业政策工具并探讨其对七大战略性

新兴产业在不同维度上的影响ꎮ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１)当前政府补贴仍然是促进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ꎻ(２)宽松的市场准入是下一步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的政策需求ꎻ(３)税收优惠和信贷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主要反映为

规模效应而非对效率和创新的提升ꎻ(４)产业政策在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间存在较

大的政策效果差异ꎮ 因此ꎬ有针对性地应用产业政策工具ꎬ提高政策工具的针对性

和精准性是保障产业政策有效性的内生要求ꎮ
关键词: 产业政策ꎻ战略性新兴产业ꎻ政策工具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９

一、引言

自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
布至今ꎬ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保持年均 １０.４％的增速ꎬ较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高 ４.３ 个百分点ꎻ２０１９ 年全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接近 １３％ꎬ比 ２０１４年提高 ４－５个百分点ꎮ① 战略性

新兴产业已成为促进新旧动能转换、落实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抓手ꎮ 随着«决定»的发布ꎬ国
家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综合性政策和针对具体产业的支持政策作为配

套和补充ꎬ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中

央部委及地方政府发布了细分领域专题规划、产业发展指导意见、重点产品和服务目录、产
业分类指导、产业结构调整规划、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等宏观指导政策ꎬ以及服务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金融、财税等相关政策ꎬ发挥了规划及政策引领作用ꎮ “十二五”时期ꎬ国务院及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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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政策对产业升级的有效性研究”(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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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委出台的政策多达 ５５０多条ꎬ各省级政府以及计划单列市、省辖市也发布了培育与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ꎬ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保障ꎮ “十三五”时期ꎬ针对战略

性新兴产业细分领域ꎬ先后有 ２０多项政策文件相继出台①ꎬ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政策体

系ꎮ 在新一轮全球竞争态势下ꎬ各国已将政府引导产业发展作为一种策略导向和政策工具

加以使用(韩超等ꎬ２０１７)ꎮ 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工具对微观经济进行调控ꎬ改变产业间资源分

配ꎬ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为主的产业政策体系和政策工具成为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重

要制度安排(陈强远等ꎬ２０２０)ꎮ
从特征事实来看ꎬ规模层面ꎬ“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关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规模ꎬ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８％ꎬ“十三五”时期进一步上升至 １５％ꎻ
“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的要求ꎬ在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的发

展理念下ꎬ实现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于 １７％②ꎮ 在效率层面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

实现规模扩张的同时ꎬ产业盈利能力也同步提升ꎮ 根据微观企业数据ꎬ我国上市企业中ꎬ战
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间实现了 ７.７％的年平均利润ꎬ相比去除金融行业

上市企业的总样本高 １个百分点③ꎮ 在创新层面ꎬ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激励ꎬ研发投入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和企业层面都有显著增长ꎬ根据上市企业数据ꎬ２０１８年企业平均研发

投入达 ２.２亿元ꎬ较上一期增长 １９.４％ꎻ２０１８年企业研发强度为 ６.８８％ꎬ较 Ａ股总样本高１.８２
个百分点ꎮ 其中ꎬ研发强度较高的产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９.０７％)、新能源汽车(８.５５％)、
高端装备制造(７.３２％)ꎮ④

与此同时ꎬ从现实情况来看ꎬ产业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和优化ꎮ 首先ꎬ虽然世界主要经

济体都将新兴产业政策视为重要的政策选择ꎬ但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实际发展状况之间的

“匹配偏差”仍要求对产业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Ｓｈａ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１)ꎻ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价值

链中仍处于低端位置ꎬ缺乏自主创新、核心技术、自主产权和品牌打造ꎬ产品仍多受限于跟踪

仿制ꎮ 部分领域产业结构不合理ꎬ产业链接不顺畅ꎮ 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暴露出“高端产

业、低端环节、重复建设、低层次竞争”的产业发展矛盾ꎮ 其次ꎬ由于政策分层指导不足ꎬ政府

在确定重点扶持产业时缺乏精准的市场需求判定和完善的准入制度支持ꎬ致使部分行业中ꎬ创
新产品因达不到最低规模有效需求而无法投入市场ꎮ 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机制没有形

成ꎬ技术创新成果转化机制亟待完善ꎮ 最后ꎬ产业政策工具介入机制不清晰ꎬ虽然国家从宏观

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ꎬ但政策工具介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ꎮ
因此ꎬ研究如何更好地利用产业政策助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ꎮ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实施的针对性和政策工具运用的精准性ꎮ 上述现实情况

要求产业政策设计更加清晰ꎬ产业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实施更加精准ꎬ从而更有针对性地支持

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ꎮ 因此ꎬ本文关心的问题是:从微观企业视角ꎬ不同的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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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在规模、效率和创新三个维度上ꎬ是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了差异化的作用? 本文将

通过细分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来发现不同产业的政策需求ꎬ以期更综合地认识当前我国战

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ꎬ并得到相应的政策启示ꎮ

二、文献综述

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中ꎬ政策扶持是一个重要的考察视角ꎬ同时也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韩超等ꎬ２０１７)ꎮ 自«决定»发布后ꎬ众多文献都开始关注如

何通过产业政策激励和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Ｌｕ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ꎻＤａｎꎬ２０１６ꎻ白恩来、赵玉

林ꎬ２０１４ꎻ逯东、朱丽ꎬ２０１８ꎻ邢会等ꎬ２０１９ꎻ陈文俊等ꎬ２０２０)ꎮ
第一ꎬ从政策工具来看ꎬ不同的政策工具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效果存在差异ꎮ

根据现有文献ꎬ财政补贴在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Ｌｅｅ ａｎｄ Ｃｉｎꎬ２０１０)ꎻ补贴最

广泛地应用于促进产业发展ꎬ因此也受到学界关注(余东华、吕逸楠ꎬ２０１５)ꎮ 资金的直接注

入对企业研发新产品具有激励作用ꎬ可以提升新兴产业的创新能力ꎬ税收优惠则是间接影响

企业现金流ꎮ 余明桂等(２０１６)提出通过降低税负减少企业现金流出ꎬ增强企业的内源融资

能力ꎻ袁海等(２０２０)指出税收的调节能通过影响销售收入和营业利润进而影响企业的绩效ꎮ
也有研究指出ꎬ除了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产生“资源效应”的政策工具ꎬ产业政策还可以通

过产生“竞争效应”的环境型政策工具发挥鼓励企业创新的作用(王海、尹俊雅ꎬ２０２１)ꎮ 一

些研究文献表明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优于政府补贴(耿强等ꎬ２０１１ꎻ桂黄宝、李航ꎬ２０１９)ꎻ另
外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的效果高于税收优惠(宋丽颖、钟飞ꎬ２０１９)ꎻ同时也有学者认为ꎬ由
于政策扶持可能加剧产能过剩或引致寻租ꎬ从而可能产生严重的负向社会效应(张同斌、高
铁梅ꎬ２０１２)ꎬ或是在企业绩效方面存在负向激励(周燕、潘遥ꎬ２０１９)ꎮ

第二ꎬ从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来看ꎬ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技术创新、全要素生产率、生
产率等方面的评估:Ａｇｈｉｏｎ等(２０１５)通过中国工业企业数据ꎬ观察到了利率调整、补贴、关税

政策等产业政策工具对企业 ＴＦＰ 的促进作用ꎻ桂黄宝和李航(２０１９)分析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发现ꎬ现阶段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ꎬ且政府补贴对企

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不同存在异质性ꎻ宋凌云和王贤彬(２０１３)研究发现产业政策

工具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ꎮ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ꎬ产业规模的扩张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立足国内市场ꎬ拓展国际市场的阶段性基础(申俊喜、叶春梅ꎬ２０２０)ꎬ规模化集聚发

展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摆脱低端化的重要路径(申俊喜、匡倩ꎬ２０２０)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效

率关系到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转型升级(蔡伟等ꎬ２０２１)ꎻ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有显著正向

的空间溢出效应(毛炜圣等ꎬ２０２０)ꎬ然而其整体创新能力尚且不足ꎬ且存在区域短板ꎬ受到

“木桶效应”的限制(邵云飞等ꎬ２０２０)ꎮ 也有部分文献认为产业政策的效果微乎其微(王昀、
孙晓华ꎬ２０１７)ꎮ

第三ꎬ从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来看ꎬＬｕ等(２０１４)认为ꎬ作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的主要手段ꎬ政府对这些产业进行了巨额补贴ꎬ为研究这种补贴的效果如何ꎬ建立了一

个包含溢出效应的超越对数 ＣＤＭ 模型ꎬ采用迭代三阶段最小二乘法( ＩＴ３ＳＬＳ)估计了 ２０１０
年以来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创新补贴对产出绩效的影响ꎬ认为 Ｒ＆Ｄ溢出和补贴创新对

企业绩效都有正向影响ꎬ且企业治理机制和财务状况与创新补贴绩效显著相关ꎮ Ｄａｎ
(２０１６)基于经济分权理论ꎬ对截至 ２０１０年中央政府新指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各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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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定量指标进行分析ꎬ认为大部分省份在实施追赶策略时采用了推行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战略ꎬ但却也很难判定这些战略中存在的风险及战略本身的有效性ꎮ 韩超(２０１３)认为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ꎬ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帮助企业在创新层面降低风险和提高收

益ꎮ 邢会等(２０１９)将“寻租”的概念引入“产业政策－企业创新”框架中ꎬ将企业创新按动机

划分ꎬ采用 ＤＩＤ模型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有效性ꎬ得出产业政策显著正向有效

的结果ꎮ 还有一些研究ꎬ如逯东和朱丽(２０１８)发现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政府补贴→创

新”的传导路径ꎬ但其只是基于总量进行分析ꎬ没有区分产业的异质性ꎮ 陈文俊等(２０２０)ꎬ则
关注一个独立且明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所作用的企业的影响ꎬ采用 ＤＩＤ 和 ＰＳＭ－
ＤＩＤ方法ꎬ将所研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作为政策实验ꎬ分析其对所作用企业的创新的

影响ꎬ均得到显著正向的结果ꎮ 袁海等(２０２０)认为产业政策工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激励

效应会因产业而异ꎬ并运用陕西省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数据得出研究结论:税收优惠在新材料、
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ꎬ政府补贴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和生物产业

激励效应为正且显著ꎬ但目前还没有基于全国层面的研究ꎮ 余长林等(２０２１)在研究产业政

策对数字经济行业的影响时ꎬ对产业政策工具进行了区分ꎬ并探讨了这些政策在不同行业中

的异质性作用效果ꎬ为本文的研究思路奠定了基础ꎮ
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第一ꎬ学界对于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促进作用的观

点是基本一致的ꎬ但对作用效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创新和企业绩效ꎬ而忽视了产业政策

工具对企业规模和企业效率的影响ꎻ第二ꎬ在研究方法的选取上ꎬ一些文献采用 ＤＩＤ 模型进

行政策效果的评价ꎬ研究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ꎬ基于政策实验思想的 ＤＩＤ模型的

研究结论可以对产业政策效果做出整体的判断ꎬ但没有区分具体产业政策工具ꎬ因而无法辨

析出不同政策工具可能存在的作用效果的差异ꎻ第三ꎬ多数文献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一个

大类进行分析ꎬ缺乏深入地探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受产业政策影响的异质性ꎬ不同的产业

政策工具在不同的产业是否都存在规模、效率和创新促进效果ꎬ针对不同产业应当如何选择

政策工具ꎬ如何“因业施策”ꎬ尚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本文提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工具实施的准确性ꎮ 大量特征

事实表明ꎬ同样的政策工具对于不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的效果大不相同ꎮ 产业政策工

具的复杂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异质性的叠加是从理论上探讨产业政策实施效果面临

的难题ꎮ 从理论上厘清产业政策及其政策工具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需求的适应性ꎬ明确

在规模、效率和创新三个维度上ꎬ不同政策工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作用效果的差异性具有重

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综上ꎬ本文首先将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维度从单一目标扩展到规模、效率、创新三

个维度ꎬ以期更符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特征和政策促进其发展的基本要求ꎻ其次ꎬ
基于对政策工具自身复杂性和政策工具间差异性的考虑ꎬ对政策工具进行区分ꎬ选择实践中

常用的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机制、准入制度四个政策工具作为解释变量ꎻ第三ꎬ由于政

策工具作用于不同产业可能因产业特征存在结果上的显著差异ꎬ本文分别对样本企业按七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ꎬ呈现出不同产业下政策工具介入的有效性和作用效果差异性ꎬ对精

准施政、“因业施策”提供一个系统的参照系以供参考ꎮ 第四ꎬ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ꎬ以微观

企业为样本ꎬ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中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ꎬ首先采

用 ＤＩＤ模型验证产业政策与规模、效率、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ꎬ为后文的实证研究奠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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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ꎬ然后采用动态面板的系统 ＧＭＭ模型对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进行异质性检验ꎬ并
以 ＫＬＳ估计作为对系统 ＧＭＭ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ꎬ以进一步规避可能出

现的内生性问题ꎬ从而得到更为科学准确的估计结果ꎮ

三、政策工具作用原理分析

借鉴 Ｒｏｔｈｗｅｌｌ和 Ｚｅｇｖｅｌｄ(１９８５)的产业政策分析框架ꎬ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体系

分解为三种基本政策类型:需求型、供给型、环境型ꎮ 其中ꎬ需求型政策工具指向市场和需

求ꎬ以政府采购、用户补贴、价格指导等方式降低市场风险ꎬ拓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ꎬ从
而激励企业研发和创新ꎮ 供给型政策工具旨在从产业供给层面ꎬ以人才培养、资金技术支持

等方式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直接驱动力ꎬ从生产角度促进企业投入研发ꎮ 环境型政策工具

主要影响企业的生产环境ꎬ包括法规规范、目标规划、税收优惠、准入制度、公共服务和基础

设施建设等影响科技发展的环境因素ꎬ从而间接影响并促进产业发展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我国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工具分布中ꎬ环境型政策工具所占比例为 ５２％ꎬ供给型政策工具占比

３２％ꎬ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 １６％ꎬ说明中央政府的政策着力点主要在于改善产业环境和调整

产业供给①ꎮ 总的来看ꎬ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对新兴产业分别起到直接推动、
市场拉动和环境间接影响的作用ꎮ

上述三种基本政策类型通过相互关联又存在阶段性差异的政策工具影响和促进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ꎮ 作为产业政策“工具箱”的重要政策工具ꎬ以税收优惠、财政补贴为核心的

一揽子激励政策为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性的重要制度安排(陈强远等ꎬ２０２０)ꎮ 税

收优惠、信贷供给、技术支持、人才培养旨在为企业扩大生产要素供给ꎬ进而激励企业开展核

心的研发创新活动ꎬ并在产品商业化过程中获得收益ꎬ从而发挥政策的激励作用ꎮ 环境型政

策主要参与约束调节ꎬ任何产业的发展总会面临着企业竞争有效性和总体资源有限性之间

的权衡取舍ꎬ众多企业的进驻可能会使产业产生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ꎬ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受

资源容量的限制造成资金分散不利于产业整体水平提升ꎮ
本文选取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机制和准入制度四个常用政策工具作为重点分析对

象ꎬ考察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原理(如图 １):

图 １　 政策工具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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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中最为直接的政策工具ꎬ具有明确的“资金增加效应”(刘立刚、
肖志武ꎬ２０２１)ꎮ 企业在政府补贴的加持下ꎬ具备了更强的资金周转和抗风险能力ꎬ企业家信

心也会因政策补贴的导向而增加ꎬ进而加大投入、扩张规模、提高经营效率ꎮ 此外ꎬ政府补贴

为微观主体技术创新提供了激励性的重要制度安排(陈强远等ꎬ２０２０)ꎮ 战略性新兴产业自

身技术方向选择难度大、投资回报期长、投资风险高ꎬ政府补贴可以熨平市场风险ꎬ为企业经

营活动注入资金ꎬ鼓励企业从事新产品的研发ꎬ促进企业创新ꎮ 基于此ꎬ预期政府补贴在规

模、效率和创新三个维度上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更直接和更具效能的促进作用ꎮ
税收优惠、信贷机制与企业的经营活动本身具备更密切的关系ꎬ旨在为企业扩大生产要

素供给ꎬ进而激励企业投资项目、采用先进设备、增加出口和开展研发ꎮ 然而ꎬ作为一种事后

激励ꎬ税收优惠的适用性集中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和产业门类上ꎬ由于进入门槛高ꎬ税收优惠

事实上排除了大量不能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ꎮ 与此相对ꎬ信贷机制更加指向市场ꎮ 信贷支

持政策一方面为企业降低了融资成本ꎬ放松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ꎬ促使企业扩大规模和提

升效率ꎻ另一方面有助于改变企业研发活动的外部经营环境(唐荣ꎬ２０２０)ꎮ 因此ꎬ预期信贷

机制要比税收优惠表现出更好的规模、效率和创新促进作用ꎮ
准入制度属于约束调节机制ꎮ 政府放松准入条件会激励产业内企业新进ꎬ加强市场竞

争ꎬ减少资源错配ꎬ企业在这一激励下会更积极地投入生产、提升效率和增强自身创新能力

(余明桂等ꎬ２０１６)ꎮ 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先导性、高技术的产业代表ꎬ具有其特殊性ꎬ宽松的

市场环境有利于这些具有未来战略意义、代表了高技术高生产水平的企业开展竞争、活跃市

场ꎬ而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也促使这些具有产业带动能力的企业间相互拉动、相互促进ꎬ从
而提高其经营和创新能力ꎮ 因此ꎬ预期宽松的准入制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的规模、效
率和创新也会表现出较强的促进作用ꎮ

然而ꎬ以上四类政策工具是否对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发挥了相同的促进效果、不同政

策工具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产业异质性以及如何“因业施策”ꎬ则需要设计实证研究ꎬ对产业

政策的差异性作用效果进行检验ꎬ以期提供一个系统的参照系ꎮ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１)企业规模(ｌｎａｓ)ꎮ 参考李震林等(２０２１)以及众多相关文献的一般做法ꎬ选取最具代

表性的企业总资产(元)ꎬ取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变量ꎮ
(２)企业效率(ｌｎｂｃ)ꎮ 企业效率一般用企业 ＴＦＰ 衡量ꎬ其估计一般采用 ＯＰ 法、ＬＰ 法、

数据包络分析(ＤＥＡ)法和随机前沿(ＳＦＡ)法ꎮ Ｇｕｏ等(２０２１)认为 ＳＦＡ方法在估计中考虑了

企业无效率的影响ꎬ在误差和统计干扰处理方面具有优势ꎮ 基于此ꎬ本文采用企业收入作为

产出代理变量ꎬ企业员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净额作为投入要素ꎬ采用时变 ＳＦＡ 模型估计企业

ＴＦＰꎬ并取对数表示企业效率ꎮ
(３)创新指标ꎮ 参考余明桂等(２０１６)、Ｈａｌｌ 和 Ｈａｒｈｏｆｆ(２０１２)、Ｄｏｓｉ 等(２００６)ꎬ取企业专

利总数的对数(ｌｎｐａｔ)衡量企业创新ꎮ 同时ꎬ为进一步探讨产业政策工具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影响ꎬ在分产业分析时ꎬ借鉴唐松等(２０２０)ꎬ将专利指标拆分为发明专

利总数的对数(ｌｎｐａｔｉ)ꎬ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数之和的对数( ｌｎｐａｔｕｄ)ꎬ以表示产业政策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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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对不同类型创新的影响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１)双重差分变量ꎮ 借鉴逯东和朱丽(２０１８)ꎬ选取“十二五” 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作为

政策冲击ꎬ以是否持续得到产业政策支持作为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区分标准ꎮ 当企业所属战

略性新兴产业在“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中都得到政策支持ꎬ即被提及“鼓励”、“支
持”、“推动”等支持性表述ꎬ则将该企业归入处理组ꎬｔｒｅｄ ＝ １ꎻ当企业于“十二五”期间得到政

策支持ꎬ但“十三五”期间不再得到支持ꎬ则归入对照组ꎬｔｒｅｄ ＝ ０①ꎮ 分期变量以“十三五”规
划开始实施的 ２０１６年为界ꎬ２０１６ 年之前 ｐｏｓｔ ＝ ０ꎬ２０１６ 年及之后 ｐｏｓｔ ＝ １ꎮ 根据上述设定ꎬ构
造 ＤＩＤ交互项 ｔｖａｒꎬ该交互项的系数是模型关注的核心ꎮ

(２)政府补贴(ｌｎｓｕｂ)ꎮ 借鉴余长林等(２０２１)的做法ꎬ用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总额(元)
的对数来表示ꎮ

(３)税收优惠(ｌｎｅｔｒ)ꎮ 税收政策主要通过直接减免等方式扩大企业现金流ꎬ刺激企业生

产经营(Ｄｕｃｈｉ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选取企业实际税率(所得税费用除以息税前利润)的对数作为

税收优惠政策的度量指标ꎮ 该指标为反向指标ꎬ越小说明税收优惠政策越强ꎮ
(４)信贷机制(ｌｎｌｇｒａ)ꎮ 信贷机制主要通过作用于企业可获得的贷款规模影响企业的

生产经营决策ꎮ 参考余长林等(２０２１)ꎬ采用企业长期贷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对数作为信贷机

制的衡量指标ꎮ 指标越大ꎬ说明信贷机制越宽松ꎮ
(５)准入制度(ｌｎｈｈｉ)ꎮ 参考余长林等(２０２１)ꎬ用行业竞争程度来反映和衡量准入水平ꎬ

行业准入限制越宽松ꎬ市场竞争程度越高ꎻ准入限制越严格ꎬ市场竞争程度越低ꎮ 计算企业

赫芬达尔指数: ＨＨＩ ＝∑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Ｘ) ２ ＝∑

Ｎ

ｉ ＝ １
Ｓ２ｉ ꎮ 其中ꎬＸ ｉ 表示企业 ｉ 的规模ꎻＸ 反映市场总规

模ꎻＳｉ ＝Ｘ ｉ / Ｘ 反映企业 ｉ 的市场占有率ꎻＮ 表示该产业的企业数量ꎮ 此处进一步采用赫芬达

尔指数的对数反映准入制度ꎮ 该指标是一个反向指标ꎬ越小对应越宽松的准入制度ꎮ
３.控制变量

(１)企业年龄(ａｇｅ)ꎮ 经营时间更长的企业倾向于拥有更多资本、经验和技术积累ꎬ对应

于拥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效率和更强的创新能力ꎬ因此对企业年龄加以控制ꎮ 具体以企业

注册成立到取样点之间经历的年份表示ꎮ
(２)产权性质(ｐｒｏｐ)ꎮ 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在经营目标、经营能力和决策倾向上存在差

异ꎬ进而对自身的规模、效率和创新要求有所不同ꎬ因此对企业产权性质加以控制ꎮ 构建民

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三种产权性质的企业虚拟变量(分别赋值为:ｐｒｏｐ ＝ ０ꎬ１ꎬ２)
来表示ꎮ

(３)净利润(ｎｐ)ꎮ 净利润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ꎮ 盈利能力的强弱影响企业对未来的判

断ꎮ 对未来不同的预期会影响企业对未来经营模式的判断ꎬ同时也会促使企业调整当期存

量和当期研发投入ꎮ 故将净利润作为控制变量ꎬ用企业年净利润(元)表示ꎮ
(４)资产结构( ｔａｎｇ)ꎮ 不同的资产组合形式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风险和流动性影响ꎬ对

５４

①此处以企业是否持续得到产业政策支持作为区分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依据ꎬ故“十二五”规划中没有得

到政策支持ꎬ但“十三五”规划中得到政策支持的企业ꎬ将和两次规划中都未得到政策支持的企业一样不再

纳入样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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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流动性的判断影响着企业的经营决策ꎬ使得企业在不同的规模、效率和研发强度上进行

权衡取舍ꎮ 因而控制企业资产结构ꎬ用企业固定资产净额和存货净额之和占总资产比重表示ꎮ
(５)现金量(ｃａｓｈ)ꎮ 现金量能反映企业是否正常经营及其收益质量ꎬ经营状况良好且收

益质量高的企业通常具有更高的效率ꎬ同时倾向于维持较大的规模和研发投入ꎮ 因此对企

业现金量加以控制ꎬ用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占总资产比重表示ꎮ
(６)行业虚拟变量( ｉｎｄ)ꎮ 除企业的个体特征以外ꎬ由于样本企业来自不同行业ꎬ受行业

特征的影响ꎬ企业会反映出行业固有的规模、效率和创新能力ꎬ因此ꎬ需要对企业的行业固定

效应加以控制ꎬ用样本企业所在行业的代码作为虚拟变量来表示ꎮ
变量定义归纳如表 １ꎮ

　 　 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变量意义 变量计算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ａｓ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ｌｎｂｃ 企业效率 ＳＦＡ方法估计的企业 ＴＦＰ
ｌｎｐａｔ 企业创新 企业专利总数的对数
ｌｎｐａｔｉ 发明创新 企业发明专利的对数

ｌｎｐａｔｕｄ 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创新 企业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之和的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ｔｒｅｄ 实验分组 同时得到“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支持的企业
记为 １ꎻ只得到“十二五”规划支持的企业记为 ０

ｐｏｓｔ 实验分期 ２０１６年之前记为 ０ꎻ２０１６年及之后记为 １
ｔｖａｒ 交互项 ｔｒｅｄ×ｐｏｓｔ
ｌｎｓｕｂ 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总额的对数

ｌｎｅｔｒ 税收优惠 实际税率的对数

ｌｎｌｇｒａ 信贷机制 企业长期贷款占总资产比重的对数

ｌｎｈｈｉ 准入制度 企业 ＨＨＩ的对数

控制变量

ａｇｅ 企业年龄 从企业注册成立到取样点经历的年份

ｐｒｏｐ 产权性质 民营企业、地方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三种产权性
质的企业虚拟变量

ｎｐ 净利润 企业年净利润
ｔａｎｇ 资产结构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和存货净额之和占总资产比重
ｃａｓｈ 现金量 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占总资产比重
ｉｎｄ 行业虚拟变量 以企业行业代码作为虚拟变量

(二)模型设定

１.ＤＩＤ因果效应检验

在讨论产业政策工具的分产业作用效果前ꎬ先确定产业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

规模、效率和创新上发挥作用的因果效应ꎬ同时为了规避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ꎬ构建

ＤＩＤ模型如(１)式:
ＦＩｉｔ ＝α０＋β１ ｔｖａｒｉｔ＋β２ｐｏｓｔｉｔ＋β３ ｔｒｅｄｉｔ＋φ１Ｘ ｉｔ＋λ ｔ＋ｕｉ＋εｉｔ (１)

(１)式中:ＦＩｉｔ表示企业规模(ｌｎａｓ)、企业效率(ｌｎｂｃ)、企业创新(ｌｎｐａｔ)①ꎮ Ｘ ｉｔ为模型一系列控

６４

①(１)式重点关注产业政策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微观企业三个维度总体上的影响ꎬ故暂不对创新进行更

细致的区分ꎮ 而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和“新兴”的性质ꎬ决定了对其发展的引导要十分注重企

业创新ꎬ故在对政策工具作用效果进行分行业探讨时ꎬ进一步将创新区分为发明创新、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创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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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量ꎻλ ｔ 和 ｕｉ 分别控制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ꎻεｉｔ为扰动项ꎮ
２.系统 ＧＭＭ模型

基于(１)式的结果ꎬ再具体分析四种产业政策工具在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作用效

果ꎮ 按七大产业将企业进行分类ꎬ将四个政策工具分别放入模型中回归ꎮ
模型设定上ꎬ为了提高识别效率ꎬ避免可能出现的内生性问题ꎬ同时为了规避静态面板

模型可能产生的估计偏误和组内估计量非一致性(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ａｎｄ Ｂｏｎｄꎬ１９９１)ꎬ采用动态面板

的系统 ＧＭＭ模型ꎬ具体形式如下:
ＳＩｉｔ ＝α０＋γ１ＳＩｉꎬｔ－１＋β１ＰＴｉｔ＋φ１Ｘ ｉｔ＋φ２ＩＶｉｔ＋λ ｔ＋ｕｉ＋εｉｔ (２)

(２)式中:ＳＩｉｔ为被解释变量:企业规模( ｌｎａｓ)、企业效率( ｌｎｂｃ)、发明创新( ｌｎｐａｔｉ)、实用新型

和外观设计创新(ｌｎｐａｔｕｄ)ꎻＳＩｉꎬｔ－１为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ꎻＰＴｉｔ表示四类政策工具:政府

补贴(ｌｎｓｕｂ)、税收优惠(ｌｎｅｔｒ)、信贷机制(ｌｎｌｇｒａ)、准入制度( ｌｎｈｈｉ)ꎻＸ ｉｔ为控制变量ꎻＩＶｉｔ为工

具变量ꎻλ ｔ 和 ｕｉ 分别为时间固定效应和个体固定效应ꎬεｉｔ为扰动项ꎮ
针对(２)式ꎬ采用两阶段系统 ＧＭＭ进行估计ꎮ 此外ꎬ采用较 ＳＩｉꎬｔ－１更高阶的滞后项作为

模型工具变量ꎬ具体来说ꎬ即令 ＩＶｉｔ ＝ＳＩｉꎬｔ－２、ＳＩｉꎬｔ－３ꎮ 根据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 和 Ｂｏｎｄ(１９９１)ꎬＳＩｉꎬｔ－２、ＳＩｉꎬｔ－３
为有效的工具变量ꎮ 系统 ＧＭＭ方法的一致性依赖于扰动项 εｉｔ不存在自相关ꎬ为此在模型

估计后进行“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Ｂｏｎｄ”二阶序列相关检验ꎬ在扰动项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ꎬ不存在二阶

自相关的情况下ꎬ可接受原假设“扰动项 εｉｔ无自相关”ꎮ 此外ꎬ为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ꎬ同
时考虑可能出现异方差的情况ꎬ采用异方差稳健的 Ｈａｎｓｅｎ 检验进行过度约束识别ꎬＨａｎｓｅｎ
统计量不显著时接受原假设“工具变量有效”ꎮ

３.ＫＬＳ估计

为验证系统 ＧＭＭ 方法的稳健性ꎬ同时进一步规避可能的弱工具变量问题ꎬ引入

Ｋｒｉｐｆｇａｎｚ和 Ｋｉｖｉｅｔ(２０２１)提出的 ＫＬＳ 估计ꎮ ＫＬＳ 方法对解释变量内生性相关程度做出假

设ꎬ通过将内生变量的内生性相关程度限制在合理范围内ꎬ在无须工具变量的情况下即可实

现对回归系数的有效识别ꎮ 此外ꎬＫＬＳ估计得到的置信区间比工具变量法更窄ꎬ包含更多的

信息ꎬ通过设定内生性相关程度范围可以将结果的置信区间与工具变量法估计的置信区间

进行对比ꎬ对弱工具变量进行检验ꎮ
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ＳＩｉｔ ＝γ１ＳＩｉꎬｔ－１＋β１ＥＶｉｔ＋φ１Ｘ ｉｔ＋φ２ＩＶｉｔ＋λ ｔ＋ｕｉ＋εｉｔ (３)
(３)式与(２)式形式相似ꎬ但在处理时采用非正交条件:Ｅ[ＥＶｉｔεｉ] ＝ ρσＥＶσεꎬ其中 ＥＶｉｔ为

所关注的政策工具变量ꎬ将其视为内生解释变量ꎬεｉｔ为扰动项ꎬσＥＶ和 σε 分别为二者的标准

差ꎻ与内生性相关的 ρ 未知ꎬ但假设 ρ∈[ ｒｌꎬｒｕ]ꎬ且受如下可行性限制:

｜ ｒ ｜ < １ －
σ^′ｃΣ^

－１
ｅ σ^ｃ

σ^２ＥＶ
≤１ (４)

(４)式中:σ^ｃ 为内生解释变量和外生解释变量的协方差估计值ꎻΣ^ｅ 为外生解释变量协方差矩

阵估计值ꎮ 那么在显著性水平 α 的条件下ꎬＫＬＳ置信区间至少有 １－α 的渐进覆盖率ꎮ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选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中属于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为样本ꎬ同
时:(１)剔除 ＳＴ和∗ＳＴ企业ꎻ(２)剔除企业年龄不超过 ５年的企业ꎻ(３)剔除缺失核心变量的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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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ꎻ(４)在微观连续变量 ２.５％和 ９７.５％分位水平进行 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 处理ꎮ 所涉及的企业财务

数据和专利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ꎮ
特别地ꎬ(１)式的回归采用了所有样本ꎬ而在(２)式和(３)式中ꎬ由于假设处理组样本才

是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样本ꎬ故先根据七大产业将企业样本分组ꎬ再保留 ｔｒｅｄ ＝ １ 的企业ꎬ删
除 ｔｒｅｄ＝ ０的企业ꎮ

表 ２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ꎮ

　 　 表 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ｒｅｄ ４ ９３２ ０.６１３ ０.４８７ ０ １
ｐｏｓｔ ６ ３１８ ０.４４４ ０.４９７ ０ １
ａｇｅ ６ ３１８ １６.８７ ４.７７４ ７ ３６
ｐｒｏｐ ５ ２１８ ０.４４７ ０.７０３ ０ ２
ｎｐ ５ ３２１ ４.８ｅ＋０８ ２.１ｅ＋０９ －１.１ｅ＋１０ ４.８ｅ＋１０
ｔａｎｇ ５ ３７３ ０.３３３ ０.１５５ ０ ０.８７７
ｃａｓｈ ５ ３７３ ０.１８７ ０.１３５ ０ ０.９８４
ｉｎｄ ６ ３１８ ３８.１８ １４.０３ １ ９０
ｔｖａｒ ４ ９３２ ０.２７３ ０.４４５ ０ １
ｌｎａｓ ５ ３１７ ２２.１６ １.２８４ １６.１６ ２７.４７
ｌｎｂｃ ５ ３１７ －２.２６６ ０.５８４ －３.７５１ －０.０１７１
ｌｎｐａｔ ２ ９５８ ４.６７５ １.５８５ ０ １１.２１
ｌｎｐａｔｉ ２ ８０４ ３.１８２ １.５６４ ０ １０.００
ｌｎｐａｔｕｄ １ ５５０ ３.６２０ １.６０２ ０ ８.７８５
ｌｎｓｕｂ ５ ２３９ １６.６２ １.６１３ ７.３０５ ２２.２７
ｌｎｅｔｒ ４ ９４３ －１.６９８ ０.７４９ －９.８６９ ５.３１１
ｌｎｌｇｒａ ２ ４９５ －３.４９１ １.５９１ －９.２１０ －０.３１５
ｌｎｈｈｉ ６ ３１８ －２.６１４ ０.３９１ －３.５６２ －１.９９２

五、产业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效果———企业层面的讨论

(一)ＤＩＤ 模型估计

表 ３呈现了(１)式 ＤＩＤ模型估计结果ꎮ 其中ꎬ列(１)、(３)、(５)为不带控制变量的回归ꎬ
列(２)、(４)、(６)则加入了控制变量ꎮ 关注 ｔｖａｒ 的估计系数ꎬ在 ６ 个回归中ꎬ该系数都是正且

显著的ꎬ说明产业政策对样本内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在规模、效率和创新上都产生

了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考虑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ꎬ控制变量基本都呈显著ꎬ而 ｔｖａｒ 的显著性

却没有因为控制变量的加入而改变ꎬ因此可以初步认为 ＤＩＤ的结果是稳健的ꎮ
再从数值上来看ꎬ伴随控制变量的加入ꎬ产业政策对 ３个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度都有所

下降ꎬ但这些系数仍然反映出产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规模增

长ꎬ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其效率的提高和创新的增长ꎮ 这也符合“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ꎬ
在各级各类产业政策的支持下ꎬ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规模迅速扩大ꎬ经营能力和创新能力平

稳较快发展的观察事实ꎮ 表 ３的结果为分产业检验产业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提供了实证依

据ꎬ以产业政策对处理组企业在三个维度有效为前提ꎬ分析政策工具的分产业作用效果ꎬ就
能更好地回答本文提出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工具实施的准确性”问题ꎮ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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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ＤＩＤ 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ａｓ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

ｔｖａｒ ０.７４５∗∗∗ ０.４５８∗∗∗ ０.１７３∗∗∗ ０.１１７∗∗∗ ０.３５９∗∗∗ ０.２４６∗

(７.８３) (６.６３) (４.１３) (２.９９) (２.８１) (１.９２)

ｔｒｅｄ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９５∗∗∗ ０.４９６∗∗∗ ０.４５３∗∗∗

(０.０１) (１.５９) (－２.１４) (－３.０４) (４.８９) (４.３７)

ｐｏｓｔ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５ －０.０２１ －０.０７２∗∗ ０.３９９∗∗∗ ０.２４０∗∗

(－０.６６) (－１.２４) (－０.５７) (－２.０２) (３.８７) (２.１７)

ａｇｅ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３∗∗∗

(１２.２２) (７.５７) (４.４０)

ｐｒｏｐ ０.５８１∗∗∗ ０.１８２∗∗∗ ０.１３９∗∗∗

(２２.８５) (１５.２１) (３.２７)

ｎ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８.６５) (７.６５) (４.５８)

ｔａｎｇ ０.０７５ －０.５１０∗∗∗ －１.６８９∗∗∗

(０.５７) (－７.９７) (－７.０２)

ｃａｓｈ －１.５０９∗∗∗ －０.３７０∗∗∗ －１.２４２∗∗∗

(－１１.００) (－５.５０) (－４.６１)

ｉｎｄ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８.７７) (５.０８) (－３.３３)

常数项
２１.９８２∗∗∗ ２０.６９７∗∗∗ －２.２４６∗∗∗ －２.４４９∗∗∗ ４.１１４∗∗∗ ４.６５２∗∗∗

(３２１.０５) (１７６.５８) (－７３.３０) (－４０.９４) (４７.５６) (２０.７５)
观测值 ４ １３８ ４ ０５４ ４ １３７ ４ ０５３ ２ ４０６ ２ ３５３
Ｒ２ ０.０６４ ０.４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１８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４８

　 　 注:∗∗∗、∗∗、∗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１％、５％、１０％ꎮ 系数下方报告了 ｔ 统计量ꎮ 时间固定效应、
个体固定效应已控制ꎮ 下同ꎮ

(二)平行趋势检验

ＤＩＤ模型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ꎬ故进行平行趋势检验ꎮ 具体来说ꎬ采用事件研究法ꎬ
以 ２０１６年作为政策冲击时点ꎬ估计以下模型:

ＦＩｉｔ ＝α０＋δ ｊ ｔｒｅｄｉ×ＹＥＡＲ ｊ＋φ１Ｘ ｉｔ＋λ ｔ＋ｕｉ＋εｉｔ (５)
(５)式中:ＹＥＡＲ ｊ为样本考察期内的年份虚拟变量ꎻｔｒｅｄｉ×ＹＥＡＲ ｊ为实验分组变量与年份虚拟变

量的交互项ꎬ其余的变量设定与(１)式一致ꎮ 根据(５)式的回归结果绘制平行趋势检验图

(见图 ２—图 ４)ꎮ 从中可以看出ꎬ发生政策冲击前ꎬ交互项系数 δ ｊ 的置信区间内都包含 ０ꎬ说
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冲击发生前不存在显著差异ꎻ而在政策冲击后系数 δ ｊ 正向显著ꎬ表
明 ＤＩＤ模型满足平行趋势假定ꎬ可以得到无偏估计量ꎮ

图 ２　 ｌｎａｓ 平行趋势检验图 图 ３　 ｌｎｂｃ 平行趋势检验图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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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ｌｎｐａｔ 平行趋势检验图

(三)安慰剂检验

除了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外ꎬＤＩＤ模型估计结果还可能受到非观测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偏

误ꎮ 借鉴李青原和章尹赛楠(２０２１)ꎬ对处理组进行随机化处理ꎬ再考察随机化后 ＤＩＤ 交互

项系数的核密度图是否集中分布于 ０ 附近并显著偏离其真实值ꎬ以此来判断原模型的估计

是否受安慰剂效应影响ꎮ 具体来说ꎬ估计以下模型:
ＦＩｉｔ ＝α０＋β１ ｔｆａｋｅｉｔ＋β２ｐｏｓｔｉｔ＋β３ ｔｒｅｄｉｔ＋φ１Ｘ ｉｔ＋λ ｔ＋ｕｉ＋εｉｔ (６)

(６)式中:变量 ｆｔｒｅｄｉｔ是 １ 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生成的虚构的处理组变量ꎻ变量 ｔｆａｋｅｉｔ是 ｆｔｒｅｄｉｔ和

ｐｏｓｔｉｔ的 ＤＩＤ交互项ꎬ其系数的显著性是安慰剂检验的核心ꎻ其余变量设定与(１)式相同ꎮ 对

ＦＩｉｔ所代表的 ３个被解释变量分别做(６)式的回归ꎬ并分别绘制变量 ｔｆａｋｅｉｔ对 ３ 个被解释变量

的回归系数核密度图、ｔ 值核密度图以及 ｐ 值－系数散点图(如图 ５—图 ７)ꎮ

图 ５　 ｌｎａｓ 对 ｔｆａｋｅ 的系数、 ｔ 值、 ｐ 值检验

图 ６　 ｌｎｂｃ 对 ｔｆａｋｅ 的系数、 ｔ 值、 ｐ 值检验

图 ７　 ｌｎｐａｔ 对 ｔｆａｋｅ 的系数、 ｔ 值、 ｐ 值检验

系数核密度图中垂直于 ｘ 轴的虚线表示分布的均值ꎬ实线表示 ＤＩＤ 交互项系数估计的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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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值ꎻｔ 值核密度图中垂直于 ｘ 轴的实线表示 ＤＩＤ交互项 ｔ 值估计的真实值①ꎬ位于中间位

置的虚线为分布的均值ꎬ其两侧关于均值对称的虚线则表示 ｔｆａｋｅｉｔ系数的 ｔ 值在 ９０％置信度

下的置信区间ꎻｐ 值－系数散点图中平行于 ｘ 轴的虚线为 ｐ＝ ０.１ꎮ
由图 ５—图 ７可知:(１)在对 ３个被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回归中ꎬｔｆａｋｅｉｔ系数分布的均

值和 ｔ 值分布的均值都近乎为 ０ꎬ且距离其真实值都较远ꎻ(２)在 ３组安慰剂检验中ꎬｔ 值 ９０％
的置信区间内并没有包含其真实估计值ꎻ(３)３ 组安慰剂检验中ꎬｐ 值－系数散点图也反映出

ｔｆａｋｅｉｔ系数的估计值集中在 ０附近ꎬ且绝大部分散点都分布在 ｐ ＝ ０.１之上ꎬ即在 １０％的水平

上不显著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基于 １ ０００次随机生成的处理组得不出 ＤＩＤ 交互项显著的结果ꎮ 据此ꎬ

可以认为表 ３所呈现出的 ＤＩＤ交互项显著的估计结果不受非观测因素的影响ꎬ即表 ３ 的估

计结果通过了安慰剂检验ꎮ
(四)稳健性检验

ＤＩＤ方法还可能受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影响ꎬ造成表 ３ 的估计结果不稳健ꎮ 故引入 ＰＳＭ－
ＤＩＤ方法ꎬ对表 ３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具体来说ꎬ以研究的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协变量ꎬ对原

样本进行 １ ∶１最邻近匹配ꎬ得到 ＰＳＭ结果后ꎬ再对匹配后的样本进行(１)式 ＤＩＤ模型的估计ꎮ
ＰＳＭ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共同支撑检验以及核密度分别如图 ８—图 １１ꎮ 平衡性检

验结果反映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较匹配前有明显缩小ꎬ且都小于 １０％ꎻ共同支

撑检验结果反映处理组和对照组绝大部分样本均在共同取值范围内ꎬ不在范围内的样本倾

向匹配得分值较为极端ꎻ核密度图反映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均值和分布都更加接近了ꎮ
总体而言ꎬＰＳＭ方法得到了较好的匹配结果ꎮ

图 ８　 平衡性检验图 图 ９　 共同支撑检验图

图 １０　 匹配前核密度图 图 １１　 匹配后核密度图

１５

①此处 ＤＩＤ交互项系数估计的真实值和 ｔ 值估计的真实值ꎬ选用带控制变量的 ＤＩＤ 模型回归结果ꎬ即
表 ３第(２)、(４)、(６)列中变量 ｔｖａｒ 的系数和对应的 ｔ 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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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避不满足共同支撑样本的影响ꎬ以及单个对照组样本作为多个处理组样本

匹配对象的影响ꎬ分别采用满足共同支撑的样本以及频数加权回归进行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ꎬ所
得结果如表 ４所示ꎮ 其中ꎬ列(１)、(３)、(５)采用了满足共同支撑的样本ꎬ列(２)、(４)、(６)采
用了频数加权回归ꎮ 关注 ｔｖａｒ 的估计系数值与显著性ꎬ其在 ３ 个被解释变量上的回归结果

与表 ３的结果基本一致ꎬ由此可以认为表 ３得到的结果是稳健的ꎮ

　 　 表 ４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ａｓ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

ｔｖａｒ ０.４１４∗∗∗ ０.１８７∗∗∗ ０.１２６∗∗∗ ０.１０４∗∗ ０.２４３∗ ０.２２７∗∗
(４.８９) (２.６６) (２.６８) (２.２０) (１.８１) (２.０５)

ｔｒｅｄ ０.１９７∗∗∗ ０.３６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８∗∗∗ ０.４５５∗∗∗ ０.４９３∗∗∗
(２.９１) (７.０９) (－２.８６) (－４.３２) (４.２３) (６.０９)

ｐｏｓｔ －０.１２８∗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６７∗∗∗ ０.２３３∗∗ ０.２８６∗∗∗
(－１.７２) (０.８１) (－１.６７) (－３.１５) (１.９６) (５.６１)

ａｇｅ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６∗∗∗
(１０.５２) (１７.２６) (４.６７) (９.７３) (４.３２) (４.１６)

ｐｒｏｐ ０.５１５∗∗∗ ０.４９３∗∗∗ ０.１７７∗∗∗ ０.２０９∗∗∗ ０.１３０∗∗∗ ０.１９６∗∗∗
(１９.１９) (２５.７７) (１１.８５) (１７.０５) (３.０４) (６.５２)

ｎ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７.７３) (４１.７７) (１４.２８) (１５.７３) (１０.２２) (９.４５)

ｔａｎｇ －０.５３４∗∗∗ ０.２６１∗∗ －０.６２６∗∗∗ －０.０１０ －１.７７４∗∗∗ －１.０５４∗∗∗
(－３.４７) (２.４４) (－７.３０) (－０.１６) (－７.２７) (－６.２７)

ｃａｓｈ －１.８２３∗∗∗ －１.５４９∗∗∗ －０.５３８∗∗∗ －０.６４１∗∗∗ －１.２９３∗∗∗ －０.０３６
(－１１.００) (－１３.３５) (－５.８３) (－８.６１) (－４.９２) (－０.２０)

ｉｎｄ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８∗∗∗
(１.２２) (６.６９) (３.４７) (１.９１) (－３.１０) (４.６４)

常数项 ２０.９７６∗∗∗ ２０.０８４∗∗∗ －２.３７９∗∗∗ －２.７３１∗∗∗ ４.６１８∗∗∗ ３.７３０∗∗∗
(１３７.６５) (２２３.５６) (－２８.０４) (－５１.５１) (１９.１０) (２６.４１)

观测值 ２ ３４６ ３ ９３６ ２ ３４５ ３ ９３６ ２ ３４６ ３ ９３６
Ｒ２ ０.４９１ ０.５４７ ０.２１１ ０.１００ ０.１５１ ０.１１１

六、产业政策工具作用效果分析

基于表 ３结果ꎬ取持续得到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样本( ｔｒｅｄ＝ １)ꎬ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分组ꎬ采用(２)式和(３)式的模型对不同产业政策的作用效果进行回归分析ꎮ 针对(２)式的

系统 ＧＭＭ模型ꎬ在得到系数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扰动项自相关检验和工具变量有

效性的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ꎮ 针对(３)式的 ＫＬＳ模型ꎬ参考 Ｋｒｉｐｆｇａｎｚ和 Ｋｉｖｉｅｔ(２０２１)ꎬ假定内生性相

关程度的范围为(－０.７５ꎬ ０.７５)ꎬ内生性范围可行性限制在 ｒ∈[－０.４ꎬ０]ꎬ并以 ＫＬＳ模型的系

数和置信区间估计结果ꎬ作为对系统 ＧＭＭ模型的估计系数稳健性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ꎮ 结

果表明系统 ＧＭＭ模型能通过扰动项自相关检验ꎬ并且其工具变量只在估计系数不显著的结果

中表现出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此外ꎬ为了保证系数估计的稳健性ꎬ只有当系统 ＧＭＭ模型和 ＫＬＳ
模型的估计系数同时显著时ꎬ才认为该项政策工具对被解释变量产生了显著的作用效果ꎮ

受限于文章篇幅ꎬ详尽的模型估计及检验结果ꎬ读者可向作者索取ꎮ 下文仅汇报七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下ꎬ四类产业政策工具的系统 ＧＭＭ模型和 ＫＬＳ 模型核心系数估计结果ꎬ并对

各个产业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ꎮ
(一)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表 ５反映政府补贴和信贷机制对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规模、效率和创新都有显著的正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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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促进作用ꎮ 税收优惠则表现出了创新激励效应ꎮ 准入制度并没有表现出对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三个维度上显著的影响ꎮ

　 　 表 ５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１７８∗∗∗ ０.７９１∗∗∗ ０.１５９∗∗∗ ０.３１１∗∗∗ ０.３５９∗∗ ０.８９６∗∗∗ ０.７２８∗∗ ０.７０６∗∗∗
(４.７７) (１０.４４) (３.６７) (７.３９) (２.２６) (５.６７) (２.３４) (３.２４)

ｌｎｅｔｒ
(－)

－０.０３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 －０.３６６∗∗∗ －０.６９６∗ －０.９１７∗∗ －０.９３３∗∗∗
(－０.７７) (１.２８) (－０.５２) (１.４８) (－４.１４) (－１.７５) (－２.０３) (－２.７１)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１０２∗∗∗ ０.５３８∗∗∗ ０.０６６∗∗ ０.１５４∗∗∗ ０.２１９∗∗ ０.７９９∗∗ １.６６８∗ １.５３９∗∗∗
(４.５２) (６.９８) (２.４６) (３.８２) (２.１４) (２.３６) (１.７９) (２.５９)

ｌｎｈｈｉ
(－)

０.６４１ １.０１７ －０.００２ －０.５９８ ０.７２２ １.７６７ ２.１４０ １.９５１
(１.４４) (１.２３) (－１.５２) (－１.５１) (１.３６) (０.６８) (１.４７) (１.５９)

　 　 注:ｌｎｅｔｒ 和 ｌｎｈｈｉ 两个变量下标有(－)ꎬ表示这两个变量是反向指标ꎮ 由于分产业、分变量回归时ꎬ每组
回归所对应的样本容量有所不同ꎬ同时 ＫＬＳ估计不汇报 Ｒ２ꎬ故每组回归的观测值和系统 ＧＭＭ 估计结果的

Ｒ２ 保存在详尽的估计结果中备索ꎬ此处表格中将其省略ꎮ 下表 ６—表 １１同ꎮ

(二)节能环保产业

表 ６反映政府补贴对节能环保产业三个维度都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税收优惠和信

贷机制只促进了节能环保产业规模的扩大ꎬ对其效率和创新则没有影响ꎮ 与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相同ꎬ准入制度对节能环保产业也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ꎮ

　 　 表 ６ 　 　 节能环保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２６３∗∗ ０.７１３∗∗∗ ０.１０６∗∗∗ ０.２３５∗∗∗ ０.４４２∗∗ ０.８７０∗∗∗ ０.８０８∗∗∗ ０.８６０∗∗∗
(２.５５) (１０.８４) (３.５９) (６.３９) (１.９９) (５.１８) (６.４３) (７.４６)

ｌｎｅｔｒ
(－)

－０.０５２∗ －０.６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０９ －０.２３５
(－１.６７) (－５.０４) (－０.２５) (－０.８２) (０.４２) (－０.５３) (０.０５) (－１.１１)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０７１∗∗ ０.３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９３ －０.２０７ ０.１０１
(２.３０) (４.３３) (１.１６) (０.６０) (－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３９) (０.９３)

ｌｎｈｈｉ
(－)

０.１２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０９ －１.０４１ ３.３１０ －０.８９３ －０.９１５ －２.５３４
(０.２６) (０.０７) (０.７２) (－１.５５) (１.１９) (－０.２４) (－０.６５) (－０.８７)

(三)生物产业

表 ７反映政府补贴在三个维度上激励了生物产业发展ꎮ 税收优惠对生物产业具有发明

创新促进作用ꎮ 信贷机制对生物产业仅有规模促进作用ꎮ 准入制度对生物产业除了有规模

和效率促进作用ꎬ还促进了其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创新进步ꎮ

　 　 表 ７ 　 　 生物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０６４∗∗ ０.５３４∗∗∗ ０.０５２∗∗∗ ０.１７６∗∗∗ ０.１０２∗∗ ０.８３３∗∗∗ ０.１８３∗∗∗ ０.７９１∗∗∗
(２.１２) (１３.０７) (４.４２) (６.４９) (２.１６) (５.５９) (８.６４) (４.４５)

ｌｎｅｔｒ
(－)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０６∗∗ －０.８９８∗∗ －１.４８７ －０.３６７
(１.５３) (０.９１) (１.２８) (－０.２９) (－２.４５) (－１.９１) (－０.７０) (－１.５８)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０７１∗∗∗ ０.３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０.３７６ ０.２６０ ０.３１０ －０.１２２
(２.７０) (５.３８) (－１.５１) (－０.５９) (－１.１６) (０.９２) (１.４４) (－０.４５)

ｌｎｈｈｉ
(－)

－０.３４３∗ －１.４９５∗∗∗ －０.００５∗ －０.４６８∗∗ ０.２３２ －０.６２５ －１.９６９∗∗∗ －２.７１８∗∗
(－１.７４) (－４.８１) (－１.８１) (－２.３４) (０.３６) (－０.４３) (－８.５８) (－２.１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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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材料产业

表 ８反映政府补贴能在规模、效率和发明创新上促进了新材料产业发展ꎮ 税收优惠和

信贷机制并没有对新材料产业产生促进作用ꎮ 宽松的准入制度可以同时促进新材料产业规

模、效率和创新的发展ꎮ

　 　 表 ８ 　 　 新材料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１２２∗∗∗ ０.５４４∗∗∗ ０.１５１∗∗∗ ０.３１３∗∗∗ ０.７２７∗∗∗ １.０８４∗∗∗ ０.１９５ ０.２４８
(２.８７) (８.６０) (１０.６０) (４.３８) (３.０３) (５.９０) (０.８７) (０.６９)

ｌｎｅｔｒ
(－)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５ －０.６３２ －０.３２６ ０.１１２
(１.０８) (－１.１０) (－０.９７) (０.５９) (－０.０５) (－０.９８) (－０.４２) (０.２４)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０４７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０ －０.２４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２ ０.９８８
(１.０４) (－１.３４) (－１.０６) (０.９５) (－０.４５)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４８)

ｌｎｈｈｉ
(－)

－０.７２６∗∗∗ －１.６４３∗∗ －０.００５∗∗∗ －１.２９７∗∗ －４.５５４∗ －８.１３０∗∗ －５.４７８∗ －６.５３０∗∗
(－１６.８４) (－２.０６) (－３.８２) (－１.９９) (－１.７４) (－２.５５) (－１.８５) (－１.９９)

(五)新能源产业

表 ９反映政府补贴同时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规模、效率和创新ꎮ 税收优惠和信贷机制

对新能源产业的三个维度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ꎮ 准入制度则在规模、效率和发明创新三

个层面对新能源产业发挥了促进作用ꎮ

　 　 表 ９ 　 　 新能源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１０９∗∗∗ ０.４７４∗∗∗ ０.１５０∗∗∗ ０.２３７∗∗∗ ０.３４８∗∗ ０.６８６∗∗∗ ０.９３０∗∗∗ １.１２４∗∗∗
(６.５８) (１５.１６ ) (７.４１) (５.３６) (２.４８) (５.９５) (９.８２) (４.１４)

ｌｎｅｔｒ
(－)

－０.０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６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５ －０.３０３
(－１.２９) (－０.７５) (－１.１５) (０.０２) (１.３４) (１.０７) (－０.７５) (－１.１０)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０３６ ０.１９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 －０.１６２ ０.２９６ ０.１１７ １.７１６
(－１.０５) (１.２０) (－０.５４) (０.９３) (－１.２１) (１.５１) (０.３２) (１.３８)

ｌｎｈｈｉ
(－)

－５.４８１∗∗∗ －３.５２６∗∗∗ －０.２２９∗∗ －１.１３８∗∗∗ －３.７１７∗∗∗ －５.７７３∗∗∗ －０.７６３ －２.７８７
(－３.６８) (－４.７０) (－２.０１) (－２.７４) (－３.８２) (－３.０２) (－０.９７) (－１.０８)

(六)新能源汽车产业

表 １０反映政府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三个维度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税收优惠和信

贷机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分别只有规模促进作用和效率促进作用ꎮ 宽松的准入制度可以在

规模、效率和创新三个维度同时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产生促进作用ꎮ

　 　 表 １０ 　 　 新能源汽车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０９９∗∗∗ ０.６５５∗∗∗ ０.２０５∗∗∗ ０.２６６∗∗∗ ０.１４５∗∗∗ ０.６９８∗∗∗ ０.３５６∗∗∗ ０.７６６∗∗∗
(３.４５) (１０.６０) (３.３０) (６.５６) (２.０８) (５.７５) (８.８６) (５.０８)

ｌｎｅｔｒ
(－)

－０.０３５∗ －０.３４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６ ０.１４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６ ０.２６４
(－１.６７) (－４.９７) (－１.２４) (－１.３３) (０.７３) (０.２２) (０.１４) (１.２９)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７７ －０.２７２ －０.０３２
(－１.０８) (１.０３) (２.８０) (２.９９) (０.６９) (－０.５１) (－１.４８) (－０.３０)

ｌｎｈｈｉ
(－)

－０.８５１∗∗∗ －０.７９０∗∗∗ －０.１１９∗∗∗ －０.７０２∗∗∗ －１.７９３∗∗∗ －１.５５８∗∗∗ －２.１２６∗∗∗ －１.９５２∗∗∗
(－３.５５) (－３.０３) (－２.６２) (－５.２５) (－３.２０) (－３.６１) (－４.１２) (－２.６８)

４５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七)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表 １１反映政府补贴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三个维度上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ꎮ 税收优

惠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三个维度都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ꎮ 信贷机制可以促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的规模和发明创新增长ꎮ 准入制度在规模、效率和创新上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产生了显著的推动作用ꎮ

　 　 表 １１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系统 ＧＭＭ 和 ＫＬＳ 回归结果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系统 ＧＭＭ ＫＬＳ

ｌｎｓｕｂ
０.０８９∗∗∗ ０.４７３∗∗∗ ０.１９８∗∗∗ ０.２２４∗∗∗ ０.１１８∗∗∗ ０.８７３∗∗∗ ０.１９４∗∗∗ ０.６０１∗∗∗

(３.１８) (１２.７２) (５.６６) (５.８７) (３.０５) (７.４４) (３.１５) (４.９１)
ｌｎｅｔｒ
(－)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５ －０.１６２ ０.２４４ ０.２１３ ０.１２３
(１.０４) (－０.３９) (－０.１２) (０.３３) (－１.５０) (１.２０) (１.０７) (０.７６)

ｌｎｌｇｒａ
０.０５１∗∗∗ ０.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９ ０.２１６∗ ０.９１６∗∗∗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０
(４.２４) (４.７５) (－０.８９) (１.６１) (１.７３) (３.２３) (０.０１) (０.１６)

ｌｎｈｈｉ
(－)

－０.５６０∗ －１.７９０∗∗∗ －０.３４９∗∗ －０.５６９∗∗∗ －０.９８７∗∗∗ －２.８８１∗∗ －１.３１１∗∗∗ －１.７２３∗

(－１.９５) (－４.００) (－２.３４) (－２.５６) (－３.０４) (－２.３７) (－４.９２) (－１.８３)

(八)小结

基于表 ５—表 １１的回归ꎬ提取其中系数显著为正的结果ꎬ整理为表 １２ꎮ 表中的数字为

该产业政策工具在不同维度上所促进的产业的数量ꎮ 可以根据某一产业在表中出现的总次

数ꎬ即受到政策工具显著正向影响的总量反映产业政策在该产业上的作用力度ꎮ
由表 １２可知ꎬ政府补贴是在三个维度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发展最具效能的政策

工具ꎬ对七大产业的三个维度都有正向作用ꎮ 其次ꎬ宽松的准入制度在规模、效率和创新上

也表现出了较好的政策效果ꎬ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三

个维度上都反映出对宽松准入制度的需求ꎮ 政策效能次之的工具是信贷机制ꎬ可以发现其

政策效能多反映在对企业规模的促进作用ꎬ但并不能很好地促进企业效率提升和激发企业

创新ꎮ 税收优惠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微观企业层面反映出最弱的政策效果ꎬ只有高端装备制

造业和生物产业才能在税收优惠下表现出创新的增长趋势ꎬ其余政策效力只微弱地反映在

对规模的促进作用上ꎮ
从对产业政策作用效果在不同产业的作用力度上看ꎬ以各产业在表中出现的总次数从

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高端装备制造(１０)、新能源汽车(１０)、新一代信息技术(１０)、生物(９)、
新材料(７)、新能源(７)、节能环保(６)ꎮ 而从产业政策创新激励效果作用力度来看ꎬ以各产

业受到产业政策工具创新激励总量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高端装备制造(６)、新一代信息技

术(５)、生物(４)、新能源汽车(４)、新能源(３)、新材料(３)、节能环保(２)ꎮ 可见ꎬ产业政策在

各产业的作用力度不是均衡的ꎬ产业政策作用效果最集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受产业政策

影响最少的节能环保产业之间显然存在较大的政策效能差异ꎬ这就表明对七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因业施策”应该考虑政策工具的设计和产业之间的匹配ꎬ以弥合产业间受产业政策

激励效能的差异ꎮ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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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２ 　 　 政策工具作用效果总结
ｌｎａｓ ｌｎｂｃ ｌｎｐａｔｉ ｌｎｐａｔｕｄ

政府补贴
作用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生物
新材料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生物
新材料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生物
新材料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生物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合计(个) ７ ７ ７ ６

税收优惠
作用产业 节能环保

新能源汽车
－ 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 高端装备制造

合计(个) ２ ０ ２ １

信贷机制
作用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
节能环保

生物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

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制造

合计(个) ４ ２ ２ １

准入制度
作用产业

生物
新材料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新材料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
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生物
新材料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

合计(个) ５ ５ ４ ４

七、结论与启示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策工具实施的准确性ꎬ选择恰当的政策工具“精准发力”是
政策实施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ꎮ 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首先ꎬ在当前的发展阶段ꎬ
政府补贴仍然是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ꎬ对七大产业微观企业层面发展

的三个维度都有正向作用ꎻ其次ꎬ宽松的市场准入是下一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需

求ꎻ第三ꎬ税收优惠和信贷机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作用主要反映在对规模的促进上ꎬ对创

新和效率提升作用效果不是很显著ꎻ第四ꎬ产业政策的作用力度在各产业间不是均衡的ꎬ产
业政策作用效果最集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和受产业政策影响最少的节能环保产业之间显然

存在较大的政策效能差异ꎬ进一步表明了“因业施策”的重要性ꎮ
在现实的产业发展实践中ꎬ政府采购、用户补贴应用示范等政策工具可以用于熨平战略

性新兴技术所面临的市场化风险ꎬ为企业带来更高的赶超收益ꎬ助推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ꎻ
人才培养、公共服务、技术支持等政策工具可以引导创新要素流向企业ꎬ从而支持企业的技

术研发ꎬ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效率ꎻ通过目标规划、金融支持、税收优惠、产权保护、市场准

入等政策工具可以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赶超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ꎬ减少企业赶超过程

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成本和失败成本ꎬ引导企业将发展重点回归到技术追赶ꎬ激励企业投入

研发和创新ꎮ 同时ꎬ除了直接的政府补贴ꎬ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ꎬ应该同时从准入制度、退出

机制、金融环境和产业引导等角度搭建适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ꎻ通过信贷、税
收等政策放宽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资源约束ꎬ助推新兴技术的市场化进程ꎻ尤其是要突

出技术供给政策ꎬ例如基础技术研发支持政策、技术引进政策和研发资金支持政策ꎬ利用公

共研发投入为技术赶超进程中的龙头企业提供资金支持ꎬ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带动能力ꎮ 通

过运用恰当的政策工具体系助推新兴企业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ꎬ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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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升级与高质量发展ꎮ
进一步的研究展望是ꎬ现实中产业政策工具被广泛地使用ꎬ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不

是完全独立的ꎬ会有相互关联和重叠的部分ꎬ可能是作为一个政策组合或“一揽子的政策”来
发挥作用ꎮ 本文的工作是在区分政策工具的主要功能的基础上检验和厘清每种政策工具的

作用效果ꎬ为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ꎬ后续可以进一步研究各类政策工具与预期政策

目标之间的匹配度ꎮ 此外ꎬ本文发现产业政策作用力度在不同产业是不均衡的ꎬ这可能是由

于七大产业各自具有独特的内在产业特征ꎬ导致相同政策工具在不同产业发挥作用的内在

机制不同ꎮ 对于这类机制的探讨ꎬ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紧扣产业现实情况ꎬ深入分析不同产

业内在特征ꎬ从机制分析的视角对产业政策效能的差异性进行更深入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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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产业

结构的绿色转型:事实、逻辑与展望

王　 勇　 陈诗一　 朱　 欢∗

　 　 摘要: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ꎬ本文利用区域－行
业－年份与微观企业数据ꎬ对这一理论机制与产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事

实的整理与潜在逻辑机制的探讨ꎮ 将工业细分行业按照资本密集度和污染排放强

度交叉分为四大类ꎬ并从静态和动态视角考察四大类产业间和产业内的相关特征ꎮ
研究发现:四大类产业在绿色转型上存在较大差异性ꎻ相对资本密集度是影响绿色

转型的重要因素ꎻ从产业结构来看ꎬ中国整体上以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占

主导ꎬ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四大产业分布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ꎮ 最后ꎬ基于本文

所梳理的定量事实ꎬ对未来如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进一步研究产业绿色转型

的问题提出若干研究建议ꎮ
关键词: 新结构经济学ꎻ产业升级ꎻ绿色转型ꎻ有为政府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２ꎻＦ４２１ꎻＸ３２２

一、引言

伴随着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ꎬ我国的工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ꎮ 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计

算ꎬ工业增加值从 １９７９ 年的 １ ０３９.４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２ ３９４.０７ 亿美元ꎬ年均增速

达到 １０.３３％ꎮ 自 ２０１０年起ꎬ我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ꎬ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额在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２６.２６％ꎬ成为驱动全球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ꎮ① 但是ꎬ总体而言我国工业仍旧处于高

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阶段ꎬ资源能源消耗量过大ꎬ生态环境问题比较突出ꎮ 如何有效

促进我国产业的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已经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时代命题ꎮ 我国不同地区的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如何结合自己的发展阶段与

产业结构的特点ꎬ更好地发挥因势利导的“有为政府”作用ꎬ结合“有效市场”的力量ꎬ妥善处

理与解决在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绿色转型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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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ＡＪＬ０１７)、国家自科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中国经济发展规律与治理机制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７２１２１００２)的资助ꎮ 作者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ꎬ作者文责自负ꎮ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Ｄ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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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经济学领域自主理论创新的重要尝试ꎬ新结构经济学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

入点ꎬ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ꎬ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的内生性差异及其动态变

迁(林毅夫等ꎬ２０１２ꎻ林毅夫ꎬ２０１７ꎬ２０１９ａꎬ２０１９ｂ)ꎮ 在不同发展阶段ꎬ要素禀赋结构不同ꎬ反
映要素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也不同ꎬ从而具有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产业之间的构成亦不同ꎬ内
生的最适宜产业结构也不同ꎬ并且随着经济的增长ꎬ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动态变化ꎬ从而进一

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ꎬ这个机制被称为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机制( Ｊ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５ꎻ 王勇ꎬ
２０２１)ꎮ 例如ꎬ在较低收入阶段时ꎬ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是劳动力相对丰裕ꎬ资本相对稀缺ꎬ因
此工资利率比较低ꎬ对应最适宜的产业结构是较高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较低比重的资

本密集型产业ꎻ在较高收入阶段时ꎬ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是劳动力相对稀缺ꎬ资本相对丰裕ꎬ由
此对应的最适宜产业结构是较低比重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较高比重的资本密集型产业ꎮ 从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研究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ꎬ除了理解其驱动机制外ꎬ还需要明确地识别所

要考察的问题所涉及到的产业之间最为关键的异质性维度ꎮ 具体到环境经济学领域ꎬ学者

重点关注的是不同产业在污染排放强度、政府环境规制程度等维度上的异质性ꎮ 因此ꎬ按照

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ꎬ我们根据产业的资本密集度、污染排放强度和面临政府环境规制

程度这三个维度上的异质性ꎬ对产业进行交叉分类ꎬ然后研究不同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不同

企业之间的差异性ꎬ以及相应的动态特征ꎬ再根据这些结构化的定量事实ꎬ探求如何从禀赋

驱动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的机制中引申出动态内生的最适宜的绿色转型路径ꎬ以及政府

应该如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结构制宜地发挥好在绿色转型上的有为作用ꎮ
本文后续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已有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文献和新结构经济学视

角下环境问题文献的梳理ꎻ第三部分从静态角度ꎬ基于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环境污染排放强

度、环境规制强度三方面的异质性分析中国各个工业行业的具体特征和产业内企业的分布

特征ꎻ第四部分从动态角度分析中国工业的结构变迁、不同产业绿色转型的变化和产业内企

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ꎬ以及东中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的结构变迁ꎻ第五部分则基于前三部分

的特征性事实的相关分析提出新结构环境经济学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ꎻ第六部分为研究总

结ꎮ

二、文献综述

自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以下简称 ＥＫＣ)提出以来ꎬ新古典环境经济学致

力于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的研究ꎬ对 ＥＫＣ 假说的理论机制进行探讨、对其实证有

效性进行检验(Ｇｒｏｓ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Ｋｒｕｅｇｅｒꎬ １９９５ꎻＨｅ ａｎｄ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１２ꎻ包群、彭水军ꎬ２００６ꎻ王敏、
黄滢ꎬ２０１５)ꎮ 从供给角度来看ꎬ有三种效应影响环境污染: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

技术进步效应ꎬ而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降低环境污染ꎬ之所以会出现环境污染的倒 Ｕ型

曲线的原因在于ꎬ经济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生产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以

及政府的环境治理(Ｂ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Ｔａｙｌｏｒꎬ ２００５)ꎮ 从需求角度来看ꎬ消费者在一般消费品和环境

质量之间进行权衡取舍ꎬ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ꎬ消费者愿意减少一般消费品以增加对环

境治理的投资ꎬ从而使得 ＥＫＣ跨过拐点ꎬ达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红利阶段(马
本等ꎬ２０１７ꎻ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７)ꎮ 从政府治理角度来看ꎬ合理有效的环境治理不仅可以促使

ＥＫＣ拐点的尽早到来(王芳等ꎬ２０１９)ꎬ而且还可以通过“波特创新补偿效应”、“挤出效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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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增加效应”、“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等来影响企业、产业和宏观经济绩效(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２ꎻＣａｉ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ꎻＳｈｉ ａｎｄ Ｘｕꎬ ２０１８ꎻ童健等ꎬ２０１６ꎻ李虹、邹庆ꎬ２０１８ꎻ陈诗一、陈登

科ꎬ２０１８)ꎮ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不同发展阶段各种经济维度结构的内生性差异ꎮ 不同产业对应的能

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具有异质性ꎬ而在不同发展阶段各产业的比重构成ꎬ即产业结构ꎬ是内生

不同的ꎬ由此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呈现阶段性特征(王勇、汤学敏ꎬ２０２１)ꎮ 新结构经济学目前

在能源与环境经济学领域开展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１)关于赶超发展战略的概念在

能源效率、环境污染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运用ꎮ 例如王坤宇(２０１７)基于 １９８０—２００７年间 ５９
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ꎬ实证检验发现若一国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

略ꎬ则会导致经济体内的微观企业缺乏自生能力ꎬ因此政府需要采用补贴等措施来扶持这些

企业ꎬ从而扭曲了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并造成了能源使用效率的降低ꎻ郑洁等(２０１９)、郑洁

和付才辉(２０２０)等一系列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如果采取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ꎬ则会导致

严重的环境污染并造成环境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ꎮ (２)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对于环境污染的

最适宜政府治理应该内生决定于相应的发展阶段ꎬ并且研究经济增长对能源结构转型和二

氧化碳排放的关联等问题ꎮ 杨洲木等(２０１７)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框架分析了低碳绿色型

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干预机理ꎬ认为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扶持低碳绿色型产业发展时ꎬ应
遵循各区域的比较优势ꎻＷａｎｇ 等(２０１９)基于中国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了经济

增长与清洁能源转型之间的关系ꎬ发现从地区层面来看ꎬ人均 ＧＤＰ 与能源转型之间呈现 Ｕ
型的非线性关系ꎬ但是从分部门来看ꎬ居民部门中人均 ＧＤＰ 与能源转型呈现倒 Ｕ型关系ꎬ而
农业部门中二者的关系不明朗ꎬ在工业和服务业中人均 ＧＤＰ 则与能源转型无关ꎮ 沿着这一

逻辑ꎬ朱欢等(２０２０ｂ)考察经济增长对清洁能源转型和二氧化碳减排的异质性作用ꎬ并使用

全球 ６７个经济体 １９９０—２０１８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ꎬ人均 ＧＤＰ 与清洁能源发展呈现“Ｕ
型”关系ꎬ与二氧化碳排放呈现“倒 Ｕ型”关系ꎬ并且前者的拐点对应的人均 ＧＤＰ 小于后者ꎮ
以上文献侧重于从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分析地区或国家的能源结构转型与二氧化碳排放的

相关问题ꎮ 由于环境污染物排放的外部性等问题ꎬ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ꎮ 朱

欢等(２０２０ａ)利用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年中国 ２２１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ꎬ采用 ＳＢＭ－ＤＤＦ方法估算

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ꎬ作为环境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指标ꎬ然后结合地区要素禀赋结

构、环境承载力和中国五年规划数据ꎬ确定组内最适宜环境政策以及偏离最适宜环境政策的

程度系数ꎬ并结合多种计量模型检验了偏离最适宜环境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等ꎮ (３)
运用新结构经济学关于五大类产业划分以及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分析方法ꎬ对于与能源

环境直接相关的产业本身的发展进行学术梳理与研究ꎮ 例如ꎬ于佳和王勇(２０２０)对我国的

光伏产业进行了案例分析ꎬ发现光伏产业发展要获得成功ꎬ必须发挥禀赋比较优势ꎬ既需要

“有效市场”ꎬ也需要“有为政府”ꎮ
已有文献主要基于跨国或中国省际或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验证发展战略、发

展阶段等因素对能源转型与环境污染的影响ꎬ然而现有非常缺乏直接从新结构经济学关于

产业异质性的视角、内生产业结构的视角、以及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的视角直接切入去分析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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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与相关政策问题ꎮ 本文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ꎬ即给定时点要素禀赋结构

决定产业技术结构ꎬ而各个产业在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治理上存在异质性ꎬ环境结构的变迁

进一步会影响要素禀赋结构变迁ꎬ以此循环累积实现产业升级ꎮ 同时本文对我国产业绿色

发展进行了典型事实刻画ꎬ从微观企业、中观二位码行业分析产业在资本密集度、污染强度

和环境治理上的异质性ꎬ然后到相对宏观视角的四大类产业的静态和动态变化ꎮ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１)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目前学术文献中新结构经济学对于环境问

题的主要研究以及不足之处ꎻ(２)基于新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

理论ꎬ按照资本密集度和环境污染排放强度这两个维度的异质性将中国工业内部各个子行

业分组为四大类ꎬ即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劳动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ꎬ并结合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四大类产业内企业的污染强度、污
染治理等特征分布ꎬ为将来更好地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深入分析环境与产业升级的互动问

题提供定量特征事实ꎬ而这样的结构分类也是以往环境经济学重视不够的地方ꎻ(３)梳理了

中国这四大类产业在产出份额、污染排放强度和环境规制强度三个主要方面如何随发展阶

段的演变而发生动态变化ꎬ以及各产业中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动因ꎬ并且分析了东中西三大

区域中四大类产业结构的变迁ꎬ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解析其因果逻辑ꎻ(４)基于对行业－区
域与企业分布的特征性定量事实的系统梳理ꎬ对于未来如何更好地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对

这些事实与现象进行分析提出具体建议ꎬ尤其是对如何结合赶超发展战略、垂直结构、产业

升级、有为政府、发展阶段的结构性差异等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分析元素或崭新视角对环

境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ꎬ为中国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ꎮ

三、中国工业细分行业的异质性:静态视角

(一)各个细分行业的资本密集度

新结构经济学非常关注产业之间在资本密集度上的异质性ꎬ因此我们首先测算工业内

部每个细分行业的资本密集度 ｋｌｉｔ①ꎬ采用资本存量与劳动力的比值来表征ꎬ其中资本存量根

据固定资产价值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到ꎬ并且以 １９９０ 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平减(陈诗

一ꎬ２０１１)ꎬ劳动力采用各工业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用工人数衡量ꎮ 按照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
年中国 ３６个工业行业资本密集度均值的中位数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ꎮ

换言之ꎬ若ｋｌｉ<４.７６３９万元 /人ꎬ则该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ꎬ若ｋｌｉ≥４.７６３９ 万元 /人ꎬ则该产业

属于资本密集型ꎮ 从图 １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ꎬ皮革、毛皮、

２６

①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样本期为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ꎬ其中 ２００２年和 ２０１１年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

码出现了部分调整ꎬ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调整ꎬ一是删去部分行业ꎬ保留 ３６个细分行业ꎻ二是某些行业的名

称发生变化ꎬ其行业实质没有改变ꎬ此类行业不做处理ꎻ三是某些行业合并ꎬ如“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

业”合并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ꎬ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清洁型产业ꎬ对应下文提到的四大类产业的第

Ⅰ类产业“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ꎻ四是某些行业拆分ꎬ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拆分为“汽车制造业”
和“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ꎬ都属于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ꎬ对应下文提到的四大

类产业的第Ⅳ类ꎬ在本文的分析中以 ２０１１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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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ꎬ纺织服装、服饰业等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较低ꎬ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ꎬ
而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的资本密

集度相对较高ꎬ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ꎮ①

注:行业代码名称见表 １ꎮ

图 １　 工业细分行业资本密集度均值

(二)各个细分行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不同工业行业在污染排放强度上也存在较大差异ꎬ要厘清各行业的减排潜力ꎬ我们有必

要从行业特征着手ꎬ分析行业特征与污染排放的相关性ꎮ 我们对各行业的工业废水排放强

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数据进行线性标准化并通过等权加和法计算各个行业的无量纲污染

指数 ｎｐｉｉｔ②(沈能ꎬ２０１２)ꎮ 按照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中国 ３６个工业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均值的中位

数将行业划分为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ꎮ 换言之ꎬ当ｎｐｉｉ<０.０３３３时ꎬ该行业属于清洁

型行业ꎬ如ꎬ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ꎬ印刷和记录媒介复

制业等属于清洁型行业ꎻ而当ｎｐｉｉ≥０.０３３３ 时ꎬ该行业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ꎬ如ꎬ非金属矿物

制品业ꎬ造纸和纸制品业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等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③(见图 ２)ꎮ

３６

①

②

③

我们也分别对每年资本密集度指标进行划分ꎬ结果显示有的行业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如ꎬ专用

设备制造业ꎬ仪器仪表制造业ꎬ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等)ꎬ有的行业一直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如ꎬ汽车制造业ꎬ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ꎬ化学纤维

制造业等)ꎬ有的行业出现跳跃(如ꎬ农副食品加工业ꎬ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ꎬ食品制造业ꎬ黑色金属矿采选业)ꎬ对于出现跳跃的行业我们使用出现

次数为权重ꎬ加权以后我们的分类结果是稳健的ꎮ
我们以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作为行业污染属性的基础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受限

于数据可得性ꎬ分行业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 ２０１０年以后不再统计并且缺失分行业工业固体废物治理运行

费用ꎻ二是我们基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的三废排放强度进行测算ꎬ得到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ꎬ为了保证研究的

一致性我们使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年分行业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测算污染指数ꎮ
我们也分别对每年污染排放强度指标进行划分ꎬ发现有的行业一直是清洁型行业(如ꎬ专用设备制

造业ꎬ汽车制造业ꎬ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等)ꎬ有的行业一直是污染密集型行业

(如ꎬ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ꎬ化学纤维制造业等)ꎬ但是也有部分行业分类出现跳跃(如ꎬ农副食品

加工业ꎬ医药制造业ꎬ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ꎬ橡胶和塑料制品业ꎬ水的生产和供应业ꎬ煤炭开

采和洗选业ꎬ燃气生产和供应业)ꎬ对于出现跳跃的行业我们使用出现次数为权重ꎬ加权以后我们的分类

结果是稳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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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业代码名称见表 １ꎮ
图 ２　 工业细分行业污染排放强度均值

综上ꎬ根据行业资本密集度划分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根据污染指数

划分的清洁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ꎬ可以将行业的分类交叉重新划分为如下四大类ꎬ分别

是:Ⅰ类的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Ⅱ类的劳动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Ⅲ类的资本密集型且污

染密集型、Ⅳ类的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ꎬ见表 １ 所示ꎮ 平均来看ꎬ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对

应的污染指数也较高ꎮ 但是也有部分行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的产业(例如:非金

属矿采选业ꎬ纺织业ꎬ食品制造业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与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例如: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ꎬ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ꎬ烟草制品业ꎬ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ꎮ

　 　 表 １ 　 　 中国工业行业的再分类:四大类分法
类型 行业分类 行业名称

第Ⅰ类
劳动密集型且清

洁型产业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Ｃ２４)ꎻ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

业(Ｃ１９)ꎻ纺织服装、服饰业(Ｃ１８)ꎻ家具制造业(Ｃ２１)ꎻ木材加工和木、竹、
藤、棕、草制品业(Ｃ２０)ꎻ金属制品业(Ｃ３３)ꎻ仪器仪表制造业(Ｃ４０)ꎻ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Ｃ３８)ꎻ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Ｃ２９)ꎻ专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５)ꎻ
农副食品加工业(Ｃ１３)ꎻ通用设备制造业(Ｃ３４)ꎻ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Ｃ２３)ꎮ

第Ⅱ类
劳动密集型且污

染密集型产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Ｂ１０)ꎻ纺织业(Ｃ１７)ꎻ食品制造业(Ｃ１４)ꎻ非金属矿物制品

业(Ｃ３０)ꎮ

第Ⅲ类
资本密集型且污

染密集型产业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Ｂ０８)ꎻ有色金属矿采选业(Ｂ０９)ꎻ医药制造业(Ｃ２７)ꎻ酒、
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Ｃ１５)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Ｂ０６)ꎻ造纸和纸制品业

(Ｃ２２)ꎻ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Ｃ２６)ꎻ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Ｃ３２)ꎻ化学纤维制造业(Ｃ２８)ꎻ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Ｃ３１)ꎻ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Ｄ４５)ꎻ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Ｄ４６)ꎻ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业(Ｃ２５)ꎻ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Ｄ４４)ꎮ

第Ⅳ类
资本密集型且清

洁型产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Ｃ３９)ꎻ汽车制造业(Ｃ３６)ꎻ铁路、船舶、
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Ｃ３７)ꎻ烟草加工业(Ｃ１６)ꎻ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Ｂ０７)ꎮ

(三)各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ꎬ如何在环境治理领域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

也是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重点ꎮ 国家宏观政策层面相继提出了“五位一体”、“河长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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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攻坚战”等一系列相关政策ꎮ 然而ꎬ各个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具有差异性ꎬ污染排放量、污
染控制与治理投入息息相关ꎮ 相较于以单位产值为基础测度的污染治理投入相对指标ꎬ以
单位污染排放的治理投入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更加准确(朱金生、李蝶ꎬ２０１９)ꎮ 为了解决不

同污染物计量单位差异导致的不可直接相加性ꎬ我们对污染物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ꎬ并使

用分行业废水和废气设施运行费用表示污染治理投入ꎬ分行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作为主要

污染物ꎮ 最终ꎬ得到分行业的环境规制指数ꎬ即一单位标准污染物的治理投入ꎮ 具体计算公

式为 ｅｒｉｊｔ ＝ ｃｏｓｔｉｊｔ / ｐｉｊｔꎬ其中ꎬｃｏｓｔｉｊｔ、ｐｉｊｔ和 ｅｒｉｊｔ分别表示 ｉ 行业在 ｔ 时期 ｊ 污染物的治理投入、污染

排放和环境规制强度ꎮ 为了解决不同污染物计量单位差异导致的不可直接相加性ꎬ我们对

污染物进行无量纲标准化处理ꎬ得到 ｐ∗ｉｊ ꎮ 最终ꎬ得到分行业的环境规制指数: ｅｒ∗ｉｔ ＝

∑ ｊ
ｃｏｓｔｉｊｔ / ｐ∗ｉｔ ꎮ 根据该指数ꎬ我们分析了 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各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见

图 ３)ꎮ
图 ３显示ꎬ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相对

较低ꎬ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

环境规制强度较高ꎮ 换言之ꎬ各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行业污染属性存在非对称关

系ꎮ 相较于部分清洁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而言ꎬ一些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较低ꎮ
特别的ꎬ造纸和纸制品业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ꎬ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ꎬ化学纤维制造业这

些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仪器仪表制造业ꎬ通用设备制造业ꎬ家具

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ꎮ 这可以解释尽管部分行业的污染治理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ꎬ但中国工业企业的治理整体上仍然不足ꎮ 该图也启示我们ꎬ未来环境规

制方面的政策应该注重在不同行业间进行结构调整ꎬ尤其是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行业

可能需要增加投入力度ꎬ以期实现各个行业的绿色发展ꎮ

注:行业代码名称见表 １ꎮ

图 ３　 工业细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值

(四)四大类产业中企业的分布特征

即使在相同的地区和相同的行业ꎬ不同企业之间的污染排放强度也存在巨大差异(陈诗

一、林伯强ꎬ２０１９)ꎮ 为了进一步度量上述四大类产业内企业间污染排放强度的异质性ꎬ我们

分别检验了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异质性ꎮ 本文匹配了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年

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ꎬ匹配后的这套数据是中国

当前最全面、最可靠的环境微观经济数据(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８ꎻ徐志伟等ꎬ２０２０)ꎮ 同时ꎬ参照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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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ｎｄｔ等(２０１２)和聂辉华等(２０１２)的方法对其进行处理ꎮ 我们使用 ２００７ 年数据从静态视

角分析上述四大类产业内企业特征ꎮ 这样做是基于如下考虑: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

统计年份为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ꎬ而 ２００７ 年以后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存在较大误差ꎬ因此ꎬ我们

使用其中 ２００７年作为截面分析保障了可得数据的时效性ꎮ 此外ꎬ为了剔除异常值影响ꎬ我
们对企业相关特征变量处于 １％分位数以下和 ９９％分位数以上的数据进行缩尾处理ꎮ

借鉴 Ｓｙｖ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１)、陈钊和陈乔伊(２０１９)的做法ꎬ按照国民经济行业中类代码将企业

匹配到 １６９个细分行业ꎬ其中 ８２个属于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行业ꎬ２４ 个属于劳动密集型且

污染密集型行业ꎬ４６个属于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行业ꎬ１７ 个属于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

行业ꎮ 从表 ２中可以看出全样本中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标准差的均值分

别为 １.３９９４和 ０.５８４０ꎮ 由此可见ꎬ中国工业细分行业内在工业废水排放强度上的异质性非

常大ꎮ 与此同时ꎬ从四大类产业各自的标准差指标可以看出:在工业废水排放强度方面ꎬ行
业内企业异质性按照从高到低顺序依次为:第Ⅱ类、第Ⅲ类、第Ⅳ类、第Ⅰ类ꎮ 在废气排放强

度方面ꎬ则依次为第Ⅱ类、第Ⅲ类、第Ⅰ类、第Ⅳ类ꎮ 总体上ꎬ污染性行业(第Ⅱ类、第Ⅲ类)的
异质性都显著超过清洁型行业(第Ⅰ类和第Ⅳ类)ꎮ 考虑到四大类产业中产业数量从而企业

数量可能有较大差异ꎬ我们还使用每类产业内部的 ７５％分位数和 ２５％分位数之差的均值来

识别每个细分行业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异质性ꎮ 可以看到ꎬ位于行业废水排放强度分布

７５％分位数的工业企业比位于 ２５％分位数的企业废水排放量多出 ６.１４倍(ｅ１.９６５５－１)ꎻ而位于

行业废气排放强度分布 ７５％分位数的工业企业比位于 ２５％分位数的企业废气排放量多 ０.６５
倍(ｅ０.４９９５－１)ꎮ 此外ꎬ以这种指标衡量的四大类产业内部的企业异质性排序与之前按照总体

标准差的排序相比ꎬ对于废气排放强度而言ꎬ两种排序是完全一致的ꎻ对于废水排放强度而

言ꎬ虽然四大类产业的排序有所变化ꎬ但是依然是污染性行业(第Ⅱ类、第Ⅲ类)的异质性显

著超过清洁型行业(第Ⅰ类和第Ⅳ类)ꎮ

　 　 表 ２ 　 　 四大类产业内污染排放强度的企业异质性
ｌｎ(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总产值)

单位:吨 /万元
ｌｎ(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总产值)

单位:标立方米 /万元

全行业 第Ⅰ类 第Ⅱ类 第Ⅲ类 第Ⅳ类 全行业 第Ⅰ类 第Ⅱ类 第Ⅲ类 第Ⅳ类
行业内标准差

Ｍｅａｎ １.３９９４ １.２８０６ １.５６５０ １.５６９３ １.２７９５ ０.５８４０ ０.４８０１ ０.７９６６ ０.７２７９ ０.４１０３
Ｓｄ ０.３０４２ ０.２０６７ ０.３４０８ ０.３２２６ ０.２８９５ ０.２６４０ ０.２０９５ ０.２６７４ ０.２３５１ ０.１９４９
Ｎ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７５％分位数－２５％分位数

Ｍｅａｎ １.９６５５ １.７８５６ ２.２９２５ ２.２６２８ １.５６６８ ０.４９９５ ０.３０７４ ０.９５５８ ０.７３３０ ０.１７５５
Ｓｄ ０.７３７９ ０.４２１９ １.０１１０ ０.９０４７ ０.５４３２ ０.５０２９ ０.３２８４ ０.５５９２ ０.５４８５ ０.２４００
Ｎ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注: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７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ꎬ其中 Ｎ表示国民经济中
类行业个数ꎮ 表 ３同ꎮ

即便在同一产业内ꎬ企业在环保治理设施上的能力也具有差异性ꎮ 我们依然使用 ２００７
年数据中的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和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这两个单量指标衡量企业的环

境治理能力ꎮ 由表 ３可知ꎬ中国四大类产业在环境治理能力上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ꎮ 在废

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上ꎬ污染密集型产业内(第Ⅱ类和第Ⅲ类)企业差异巨大ꎮ 在废气治理

设施处理能力上ꎬ资本密集型且清洁产业内(第Ⅳ类)企业差异较大ꎮ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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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四大类产业内环境污染治理能力的企业异质性
ｌｌｎ(废水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单位:吨 /日
ｌｎ(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

单位:标立方米 /时
全行业 第Ⅰ类 第Ⅱ类 第Ⅲ类 第Ⅳ类 全行业 第Ⅰ类 第Ⅱ类 第Ⅲ类 第Ⅳ类

行业内标准差
Ｍｅａｎ ２.７４１２ ２.４７１０ ２.９４５０ ３.０７０１ ２.８６６５ ４.２３７２ ４.０３１８ ４.４１８４ ４.４０７８ ４.５３２４
Ｓｄ ０.５１０３ ０.３３２２ ０.４７９８ ０.５６４５ ０.４２９５ ０.５４４９ ０.５３６４ ０.３２２２ ０.５１４５ ０.５６９１
Ｎ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７５％分位数－２５％分位数

Ｍｅａｎ ４.５２５２ ３.７３９３ ５.４４１６ ５.２６８１ ５.０１２４ ６.７９９０ ５.９８７３ ８.３１８１ ７.６０４２ ６.４８５８
Ｓｄ ２.０５２２ １.６９８１ ２.３０１１ ２.２４０２ １.２７８４ ３.２７８４ ３.２９８６ １.５０１７ ３.３６８３ ３.７２０１
Ｎ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１６９ ８２ ２４ ４６ １７

四、中国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变迁

(一)中国工业结构变化的特征性事实一:时间

１.四大类产业产出份额的动态变化

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７年间中国工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图 ４所示)ꎬ以工业总产值占比

为例ꎬ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Ⅱ类和第Ⅲ类)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ꎬ而清洁型产业(第Ⅰ类和第

Ⅳ类)的占比呈现显著上升趋势ꎬ说明产业结构越来越符合绿色发展的趋势ꎮ 尤其是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工业总产值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８ ９９０.２５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９３ １７２.９亿元ꎮ 从工业增加值占比来看ꎬ上述结论大部分都成立ꎮ

图 ４　 中国工业行业Ⅰ类—Ⅳ类产出份额的变化①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ꎮ)

２.四大类产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变化

我们基于前文的分析ꎬ通过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线性标准化构建

无量纲的污染排放指数ꎮ 从图 ５可以看出ꎬ２００１年以来ꎬ四大类行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变化呈

现显著的差异性ꎬ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Ⅱ类和第Ⅲ类)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趋势明显ꎬ其下降

的年均速度超过 １０％ꎻ而清洁型产业(第Ⅰ类和第Ⅳ类)的污染排放强度虽然也在下降ꎬ但
是变化趋势较为平缓ꎮ

７６

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工业总产值指标统计到 ２０１１年ꎬ２０１２—２０１６年的工业总产值指标参考卢梅和王科

(２０１９)ꎬ采用如下方法进行估算:工业总产值＝工业销售产值×工业总产值(２０１１) /工业销售产值(２０１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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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期ꎬ政府出台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２００７〕１５ 号)ꎬ将污染物排放

的降低以及单位 ＧＤＰ 的能耗作为约束性指标ꎬ强调“十一五”期间ꎬ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

少 １０％ꎬ二氧化硫排放量由 ２００５年的 ２ ５４９ 万吨减少到 ２ ２９５ 万吨ꎬ化学需氧量由 １ ４１４ 万

吨减少到 １ ２７３ 万吨ꎬ相应的ꎬ各级政府也加强了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治理投入ꎮ 图 ６ 显

示ꎬ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第Ⅳ类)的环境规制强度明显高于其他三大类产业ꎬ劳动密集

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Ⅱ类)的环境规制强度最低ꎮ 事实上ꎬ２００１—２０１５ 年间四大类产业

在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治理上投入总额不断增加ꎬ尤其是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治理投入总额

远远高于清洁型产业ꎮ

图 ５　 四类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ꎮ)

图 ６　 四类产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ꎮ)

３.四大类产业内微观企业绿色转型的动态变化

上述分析使用产业层面数据ꎬ我们看到四大类产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下降趋势ꎮ 基

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种变化趋势(如图 ７)ꎮ

图 ７　 全行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异质性的动态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ꎮ)

一方面ꎬ企业废水排放强度均值不断下降ꎬ企业废气排放强度均值呈现先递增后递减

的趋势ꎬ尤其是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如图 ７( ａ)所示)ꎬ可能的原因在于 ２００６ 年

开始执行的“十一五”节能减排政策①(余泳泽等ꎬ２０２０)ꎻ另一方面ꎬ由图 ７( ｂ)可知ꎬ同行

８６

①此外ꎬ我们基于 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７年和 ２０１２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

数据刻画了四大类产业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核密度的动态分布图ꎬ也间接证实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企业

污染排放强度不断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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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企业废水排放强度的标准差不断变小ꎬ但是同行业内企业废气排放强度的标准差并

没有随着时间逐渐缩小ꎬ尤其是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期间以及 ２００９ 年之后标准差反而有所

增加ꎮ
同样ꎬ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ꎬ从新

结构经济学视角考察相对资本密集度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ꎬ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

产业实现绿色转型的根本动因ꎮ 企业的污染排放不仅会受到企业自身特征的影响ꎬ尤其是

企业自身的资本密集度是否与所处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ꎬ而且还会受到所在地区发

展阶段以及环境政策等方面的影响ꎮ 由此ꎬ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ｐｉｊｋｔ ＝α０＋α１ ｌｎｒｋｉｊｋｔ＋α２ ｌｎｒｋ２ｉｊｋｔ＋β􀅰Ｘ＋λ ｉ＋δｔ＋εｉｊｋｔ (１)

(１)式中:下标 ｉ、ｊ、ｋ、ｔ 分别代表企业、行业、省份和年份ꎻ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ｉｊｋｔ代表企业污染排放

强度的自然对数ꎻ核心解释变量 ｌｎｒｋｉｊｋｔ代表企业相对资本密集度的自然对数ꎬ用于衡量企业

的资本密集度是否与所在省份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ꎬ具体计算公式为:

ｌｎ ｒｋｉｊｋｔ ＝ ｌｎ
ｋｉｊｋｔ ｌｉｊｋｔ

Ｋｋｔ Ｌｋｔ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２)

(２)式中:ｋｉｊｋｔ表示企业资本存量ꎬ采用永续盘存法ꎬ以 １９９８ 年为基期ꎬ折旧率为 ９.６％ꎬｌｉｊｋｔ表
示企业从业人员ꎬＫｋｔ和 Ｌｋｔ分别由 ｋｉｊｋｔ和 ｌｉｊｋｔ加总而得ꎮ ｌｎｒｋｉｊｋｔ数值越大ꎬ表示企业的资本密集

度越偏离地区要素禀赋结构ꎬ那么也偏离给定时点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ꎬ换言

之ꎬ企业越不具备自生能力ꎮ Ｘ 是一组控制变量ꎬ包括企业层面的年龄 ( ｌｎａｇｅ)、规模

(ｌｎａｓｓｅｔ)、效率(ｌｎｔｐ)、出口(ｅｘｐｏｒｔ)、所有制类型( ｓｏｅ)和污染治理(ｌｎｓａ)ꎬ省份层面的环境规

制程度(ｌｎｇ)和经济发展阶段( ｌｎｐｇｄｐ)①ꎻλ ｉ 和 δｔ 分别为企业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

应ꎬεｉｊｋｔ为误差项ꎮ 若 α１<０ꎬα２>０ꎬ即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与相对资本密集度呈现“Ｕ”型关

系ꎬ即当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所在地区的要素禀赋相一致时ꎬ企业的环境绩效较好ꎬ否则企

业的环境绩效较差ꎮ
以废气为例ꎬ表 ４汇报了相应的估计结果ꎬ除了第(４)列ꎬ其结果显示相对资本密集度的

系数均显著ꎬ一次项为负数ꎬ二次项为正数ꎬ说明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与相对资本密集

度呈现“Ｕ”型关系ꎮ 从全样本的控制变量来看ꎬ企业规模、劳动效率、出口、企业环境治理投

入和政府环境规制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强度ꎬ而企业年龄、所有制类型和地区经济发

展阶段的估计系数不显著ꎮ 进一步计算发现全样本、第Ⅰ类、第Ⅱ类和第Ⅳ类产业相对资本

密集度对数的 Ｕ型拐点分别是 ０.８５５、０.５６８、１.０９１ 和 １.７８３ꎮ② 这表明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产

９６

①

②

控制变量指标度量说明:企业年龄( ｌｎａｇｅ)采用研究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加 １ 取对数表示ꎻ规模

( ｌｎａｓｓｅｔ)采用企业总资产加 １取对数表示ꎻ效率( ｌｎｔｐ)采用人均工业增加值加 １ 取对数表示ꎻ出口( ｅｘｐｏｒｔ)
采用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售产值的百分比表示ꎻ所有制类型( ｓｏｅ)采用 ０和 １虚拟变量表示ꎬ当企业为国有

企业时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污染治理( ｌｎｓａ)采用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加 １ 取对数表示ꎻ省份环境规制

( ｌｎｇ)采用环保机构数加 １取对数表示ꎻ经济发展阶段( ｌｎｐｇｄｐ)采用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对数表示ꎮ
拐点的计算公式分别为:０. ０５７３ / (２ × ０. ０３３５)ꎬ０. ０６９７ / (２ × ０. ０６１３)ꎬ０. ２３５９ / (２ × ０. １０８１)ꎬ０. ２９６４ /

(２×０.０８３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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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对应的最优相对资本密集度也越高ꎮ
　 　 表 ４ 　 　 资本相对密集度对企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５)
全样本 第Ⅰ类 第Ⅱ类 第Ⅲ类 第Ⅳ类

ｌｎｒｋ
－０.０５７３∗ －０.０６９７∗ －０.２３５９∗∗∗ －０.０１２６ －０.２９６４∗∗∗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４０３) (０.０７３８)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９４１)

ｌｎｒｋ２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６１３∗∗ ０.１０８１∗∗∗ ０.０３４８ ０.０８３１∗

(０.０１６７)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４４３)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４８)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１６５∗∗∗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２４１∗ －０.０４７９∗∗∗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４４)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９０)

ｌｎｔｐ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１７４∗∗∗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１１０)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ｓｏｅ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８３０∗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４５１)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４０８)

ｌｎｓａ
－０.０３３４∗∗∗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４１３∗∗∗ －０.０３５２∗∗∗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３)

ｌｎｇ
－０.１１９３∗∗∗ －０.０２３２ －０.１９４６∗∗∗ －０.１０９５∗∗∗ ０.０２９６
(０.０２２８)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４８７) (０.０３８６) (０.０６８６)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６３８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６６６ ０.３１８０∗∗

(０.０５４４) (０.０８３２) (０.１２７７) (０.０８５３) (０.１５３５)

常数项
１.２９３１∗∗ －０.０９１３ ２.３１１６∗ １.２０７４ －２.９１５８∗

(０.５５７８) (０.８５１０) (１.３１５０) (０.８７９７) (１.５６２１)
企业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时间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８７９６ ０.７７５８ ０.８８３５ ０.８３９９ ０.７３３０
观测样本量 ８１ ６５６ １９ ３２９ ２４ １３２ ３２ ０４６ ４ ７６１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ꎬ∗、∗∗、∗∗∗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ꎮ

(二)中国工业结构变化的特征性事实二:空间

中国工业产业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６年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ꎮ 在空间上集中布局于东部地区ꎬ
该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维持在 ５０％以上ꎬ但是这一比例从 ２００３ 年开

始稳步下降ꎬ而中西部地区工业总产值份额则有上升趋势(如图 ８(ａ)所示)ꎮ 此外ꎬ东部地

区的污染排放强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ꎬ从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结构视角可以解释这一

现象ꎮ 如图 ８(ｂ)—(ｄ)所示ꎬ尽管在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Ⅲ
类)占主导ꎬ但是区域间以及区域内存在显著的差异ꎮ 东部地区随着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不断

升级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出份额逐渐下降ꎬ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产出份额逐渐上升ꎬ尤其

是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第Ⅳ类)的产出份额有所上升ꎬ即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ꎮ
东部地区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Ⅲ类)主要集中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ꎬ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ꎬ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ꎬ分布地区主要是山东、江苏、广东和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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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ꎮ 中西部地区第Ⅲ类产业主要以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为主ꎬ地区集中于河南省、山西省、四川

省和内蒙古自治区ꎮ

图 ８　 中国工业结构的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ꎮ)

五、基于上述特征性事实的研究展望

基于上述特征性事实的梳理ꎬ我们可以更好地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去研究产业结构

的绿色转型ꎮ 由此ꎬ我们得到以下研究启发ꎮ
第一ꎬ重工业赶超战略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再解释ꎮ 已有新结构环境经济学的文献认为

违背比较优势的重工业赶超战略造成了环境污染的进一步恶化ꎮ 事实上ꎬ我们从行业异质

性角度的梳理分析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ꎬ重工业中的能源、钢铁、机械、化工等行业往往也是

重度污染型行业ꎬ对应前文的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第Ⅲ类)产业ꎬ因此大力发展这些产

业势必造成污染的加剧ꎬ从而不难理解重工业赶超战略为何会导致环境污染的加剧ꎮ
第二ꎬ从“垂直结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ꎮ 李系等(２０１４)、王勇(２０１７)较早提出了中国

经济发展的垂直结构ꎮ 我们按照 Ａｎｔｒàｓ 等(２０１２)的方法ꎬ基于中国 ２００５ 年 ４２ 个部门的投

入产出表计算出各个行业的上游度指数ꎬ按照每个大类产业的平均上游度指数从高到低依

次是: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Ⅲ类)、劳动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第Ⅱ类)、资
本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第Ⅳ类)、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第Ⅰ类)ꎮ 污染较为严重的地

区往往也是拥有较多上游行业、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地区ꎮ 那么ꎬ基于“垂直结构”的特点ꎬ如
何设计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手段? 例如ꎬ是否应该采用“上游征环境税、下游环保补贴”、
“上游强监管、下游弱监管”或者“上游行政规制、下游市场激励”等不同方式的组合来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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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重红利? 此外ꎬ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产业上下游

关联效应ꎬ所以制定环保政策时也应该考虑这些空间与产业间的外溢性ꎮ
第三ꎬ从绿色发展的角度对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禀赋驱动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机

制做出更加深入的探讨ꎮ 新结构经济学不仅关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结构ꎬ尤其是产业结构

的差异性ꎬ而且也非常重视经济结构的内生性与动态性(Ｌｉ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１９ꎬ２０２０)ꎮ 对于

不同产业ꎬ尤其是工业内部各子产业之间在环境污染与治理维度的异质性尚未从新结构经

济学的角度进行系统性的数理建模和对应的实证研究ꎮ 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ꎬ人均资本这

一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提高ꎬ内生驱动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密集型ꎬ如何分析产

业从污染密集型向清洁型升级的内在驱动力? 如果政府不干预ꎬ这样的绿色转型是否可以

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去实现? 如果可以ꎬ机制是什么? 主要是要素禀赋驱动ꎬ自然禀赋驱

动ꎬ还是制度禀赋驱动?
第四ꎬ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污染强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逻辑关联性ꎬ而不是完全独立与

外生的? 比如ꎬ对于产业中的一个具体企业来说ꎬ可能面临如下技术选择:一个是相对环境

友好但是相对昂贵的机器设备ꎬ另一个是较容易产生污染但是相对比较便宜的机器设备ꎮ
此时ꎬ如果外部的法律政策对于企业的环保要求比较弱ꎬ企业就会选择后一种技术ꎬ但是如

果外部法律政策足够严格ꎬ那么企业就会选择前一种技术ꎮ 因此ꎬ企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污染

强度都是内生的ꎬ加总到中观产业层面ꎬ资本密集度与污染强度之间也可能就是存在内生关

系的ꎮ 还有一种理论可能性是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对于环境规制比较严格的产业和

地区ꎬ更有可能加大对环境友好型的新技术的研发ꎬ并且会努力降低包含环保新技术的机器

设备的成本ꎮ 如果取得技术突破ꎬ那有可能让新的技术变成更加环保同时又更加劳动密集ꎬ
尤其是当经济体处于资本相对比较昂贵的发展阶段ꎮ 考虑了这些资本密集度与污染强度之

间的相反方向的内在逻辑关系之后ꎬ最终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与污染密集度之间究竟存在正

向为主还是反向为主的关系ꎬ将取决于哪些因素在定量上占主导地位ꎮ 这些重要问题都非

常值得深入探讨ꎮ
第五ꎬ在环境治理方面如何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ꎮ 一方面ꎬ环境污染问题具有显

著的负外部性ꎬ所以如何克服市场失灵ꎬ发挥“有为政府”的积极作用显然是需要研究的ꎮ 由

于不同产业的技术特点差异导致其在污染密集度上具有异质性ꎬ而且减排的治理成本也可

能存在行业异质性ꎬ市场失灵的具体机制与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ꎬ因此如何在不同产业上最

适宜地配置环境治理投入ꎬ就必须结合不同发展阶段下该地区的财政能力、产业结构及其变

动等一系列因素去动态设计ꎮ 除了局部均衡的政策分析以外ꎬ还应该尽量考虑一般均衡的

政策影响ꎮ 除了使用简约式的回归分析方法以外ꎬ还应该尝试使用结构型的方法做反事实

的分析ꎮ 由于禀赋结构可能发生动态变化ꎬ所以对于政策分析应该尽可能同时考虑短期与

长期的影响ꎮ 同时ꎬ除了应然的政策分析之外ꎬ我们还可以做实然的政策分析ꎬ包括更好地

考虑政府官员激励与行为ꎬ更加深入地分析现实中存在的各种政府“乱为”或者“不作为”的
原因与表现(王勇、华秀萍ꎬ２０１７)ꎮ

第六ꎬ在环境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对于微观企业－中观产业－宏观经济三个层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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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机制的结构性分析ꎮ 新结构经济学视所研究的具体问题分析不同层次的经济结构ꎮ
在分析某个经济体的宏观发展绩效时ꎬ为了更好地突出其结构特点ꎬ通常会至少深入到中观

的产业结构层次ꎬ分析产业间的异质性(比如资本密集度和污染强度的异质性)ꎬ以及不同发

展阶段禀赋结构差异所内生决定的最适宜产业结构的差异ꎮ 当重点分析某个产业的发展绩

效时ꎬ我们要深入到该产业的子产业层面ꎬ或者微观企业层面ꎬ分析这一层次上各主体之间

的异质性ꎬ以更好地分析结构性问题ꎮ 微观企业动态的加总得到内生的中观产业动态ꎬ而产

业动态的加总进一步得到宏观的经济体层面的绩效动态ꎮ 基于这种结构视角的分析ꎬ在制

定或者评估一项环境政策时ꎬ新结构经济学才可能真正结合不同发展阶段与禀赋结构去做

定量的结构性分析ꎬ让政策分析变得更加精准与到位ꎮ

六、研究总结

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ꎬ然而鲜有新结构经济学

研究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ꎮ 此外ꎬ已有的环境经济学文献中鲜有从新结构经济学所主张的

内生结构的独特视角去分析环境问题ꎬ因而未能充分有效地根据发展阶段的不同对相关环

境问题与政策进行分析ꎮ 因此ꎬ本文尝试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ꎬ基于中国工业行业

的数据梳理与刻画不同子行业在资本密集度、环境污染排放和环境规制强度等方面的异质

性特征ꎮ 本文将工业内部子产业划分为如下四大类产业:劳动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劳动密

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且污染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且清洁型产业ꎮ 研

究发现ꎬ在平均意义上ꎬ劳动密集型产业通常更加可能为清洁型产业ꎬ而资本密集型产业通

常更倾向于是污染密集型产业ꎬ并且不同产业在环境治理投入上也体现了差异性ꎮ 企业相

对资本密集度对污染排放强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考虑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同

的发展阶段ꎬ我们将四大类行业分成三大区域进行分析ꎬ发现西部地区尽管资本密集型且污

染密集型产业占比较高ꎬ但是这些产业大多聚焦在资源型产业和采矿业ꎬ这与该区域的自然

禀赋密不可分ꎮ 希望上述这些定量的特征性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ꎬ并且以

此为基础更好地引导我们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环境经济学分析ꎮ 为此ꎬ本文继而提

出了上述六点具体的研究思路与建议ꎬ包括如何更好地制定与评估环境政策ꎬ达到“改造世

界”的目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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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技术溢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检验研究
———基于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视角

陈　 岑　 张彩云　 沈扬扬∗

　 　 摘要: 工资作为劳动报酬的主要组成部分ꎬ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是从初次分

配领域着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ꎮ 本文就 ＦＤＩ技术溢出对我国内外资企业间

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了探讨:通过构建理论模型ꎬ将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

出效应对东道国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纳入统一理论框架ꎬ从而得出若干可供检

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ꎮ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ꎬ工资分解结果表明ꎬ水平溢出效

应和前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作用均由扩大变成缩小ꎬ后向关联

效应虽然对工资差距的贡献依旧为正ꎬ但贡献度已大幅下降ꎮ 机制检验结果表明ꎬ
ＦＤＩ技术溢出有助于强化生产率对企业工资的提升作用ꎬ但来自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效应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率水平进而提高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路径并不成

立ꎮ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如何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共同富裕的水平有所启发ꎮ
关键词: ＦＤＩꎻ水平溢出效应ꎻ垂直溢出效应ꎻ工资差距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１.３ꎻＦ２４４.２ꎻＦ２７３.７

一、引言

在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ꎬ如何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进而使人民

共享发展成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ꎮ 我国“十四五”时期利用外资的发展目标是:利
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ꎬ为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发挥更加积极作用①ꎮ
但需要特别重视的是ꎬ外商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同时ꎬ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东

道国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ꎮ 传统的开放经济理论诸如“两缺口模型”认为ꎬＦＤＩ 的流入可

改变东道国要素禀赋状况ꎬ从而提高东道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东道国福利ꎮ 然而ꎬ由于

外资企业在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ꎬ有能力且愿意支付比内资企业高得多的工资ꎬ这就造

成了东道国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改革开放以来 ＦＤＩ 流入所引起的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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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间工资差距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周云波等ꎬ２０１５)ꎮ 在此背

景下ꎬ研究和探讨 ＦＤＩ对我国收入分配的影响路径、寻找缩小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方法ꎬ
对进一步丰富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ꎮ

基于经验事实的研究显示ꎬ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要明显高于内资企业ꎮ 从统计层面讲ꎬ
可能外资大量流入的行业或地区本身工资水平相对较高ꎬ这就使得自选择效应影响到典型

事实的提炼ꎮ 但部分研究通过控制一系列可能干扰统计结果的因素ꎬ如地域、行业和个人特

征变量后ꎬ依旧发现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要高于内资企业(许和连等ꎬ２００９ꎻ陈岑、周云波ꎬ
２０１６)ꎮ 已有研究表明 ＦＤＩ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的渠道很多ꎬ包括挤出效应、竞争

效应、劳动力转移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等ꎮ 而随着技术创新越来越占据世界各国经济竞

争的焦点地位ꎬ中国也越发注重高技术水平 ＦＤＩ 的引入ꎬ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性愈发凸显ꎮ
所谓 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效应ꎬ是指随着外资企业的进入或扩张ꎬ本土企业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

所获得的技术水平提升ꎮ Ｃａｖｅｓ(１９７４)首次对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总结ꎬ他认为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可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产生的示范效应促使本土企业加快技术

进步ꎬ但其归纳的溢出途径主要是指同一行业内企业间的水平溢出ꎬ该溢出效应大小取决于

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开展研发活动的程度和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ꎮ 还有一种技术溢出途

径是不同行业的企业间通过产品买卖产生的垂直溢出ꎬ主要是指外资企业在产品的购买和

销售过程中与本土企业发生联系ꎬ继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ꎬ具体包括两方面:一是前向关

联效应ꎬ是指上游的外资企业通过为下游的内资企业提供中间品而产生的技术关联效应ꎻ二
是后向关联效应ꎬ是指下游的外资企业为购买到高质量的中间品ꎬ为上游内资企业提供技术

支持、购买生产设备、协助员工培训等等ꎬ从而提升其技术水平ꎮ
目前 ＦＤＩ技术溢出对工资差距影响的相关研究大多局限于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影响不同

技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ꎬ进而影响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ꎮ 从技术溢出的异质性角度来

看ꎬＷｕ(２００１)认为ꎬ当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属于技能偏向型时ꎬ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

差距会扩大ꎻ反之ꎬ如果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定位仅仅是为了出口ꎬ这种类型的 ＦＤＩ 大多会

投资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劳动力密集型部门ꎬ因而会缩小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ꎮ
此外ꎬ也有研究关注 ＦＤＩ对东道国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ꎮ 罗伟等(２０１８)将 ＦＤＩ 对企业工资

的影响分解为技术外溢和市场竞争两种途径ꎬ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影响工资因素的情况下ꎬ
ＦＤＩ对制造业企业工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ꎬ其中市场竞争途径所引起的负向工资溢出远

大于技术外溢途径ꎮ
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十分匮乏ꎬ仅有周云波等(２０１５)构建了一个两部门模型详细分

析了 ＦＤＩ通过劳动力转移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机

制ꎬ理论推导结果表明ꎬ水平溢出效应会缩小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ꎬ但该研究未涉及垂直

溢出效应的讨论ꎮ 有文献指出 ＦＤＩ的垂直溢出效应尤其是后向关联效应对东道国企业的技

术水平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ꎬ而水平溢出效应对东道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能无影响甚

至影响为负(Ｊｅｏ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ꎮ 这主要是由于为保持行业上的技术领先优势ꎬ外资企业会

采取尽可能多的手段来减少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的发生ꎬ但外资企业很难控制通过上下游

企业间的产品交换所产生的垂直溢出效应ꎮ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研究垂直溢出对微观企业工

资的影响更具现实意义ꎬ但已有文献鲜有涉及ꎮ 此外ꎬ理论分析方面ꎬ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

发展ꎬ构建包含技术进步变量的模型变得越来越普遍ꎬ很多学者的分析表明ꎬ无论是中性技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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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步还是偏向型技术进步都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Ａｃｅｍｏｇｌｕꎬ
２００２)ꎬ而 ＦＤＩ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如何通过改变不同部门的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工资差距是

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ꎮ 但目前尚未有一个完善的理论框架阐释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

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及其机理ꎮ
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可以发现ꎬ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的研

究存在进一步深化的可能性:第一ꎬ关于理论分析ꎬ多数理论研究针对的是高低技能劳动力

之间的工资差距或者 ＦＤＩ 的工资溢出效应ꎮ 第二ꎬ关于研究视角ꎬ相关实证研究仅测度了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对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ꎬ少数区分了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

的研究只是涉及了 ＦＤＩ的工资溢出ꎬ尚未有文献从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两个维度出发ꎬ对
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效应如何影响企业间的工资差距进行实证分析ꎮ 第三ꎬ关于异质性分析ꎬ多
数研究未涉及两个重要问题ꎬ一是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ꎬ因外资技术水平不同ꎬ其溢

出效应大小会不一致ꎻ二是产业链位置ꎬ即产业链异质性ꎬ在产业链上处于不同位置的企业

受 ＦＤＩ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不同ꎬ进而决定了工资差距的行业异质性ꎮ 鉴于此ꎬ本文的贡献

包含如下三个方面:(１)构建了包含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ꎬ从而

将两种效应纳入统一框架以推导分析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ꎬ并提出若干

可供检验的理论假说和推论ꎮ (２)使用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方法测算了基于不同来源地和

不同溢出方式等异质性 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贡献度ꎮ (３)
基于产业链异质性和工资分布的不同区间ꎬ从多角度、多层面实证检验异质性 ＦＤＩ 技术溢出

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ꎮ 本文拟基于上述几方面的工作ꎬ对该研究领域的理论分析基础

与实证研究做进一步的文献补充ꎬ进而在现实层面为未来引资政策的制定提供文献参考ꎮ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一)基本设定

在借鉴现有研究的基础上ꎬ本文构建一个包含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的

理论模型ꎬ以分析两种效应对东道国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机制ꎮ 模型的基本假设

如下:社会最终产品由内资和外资两个生产部门进行生产ꎬ总产出 Ｙ 等于内资部门产出 Ｙｄ

和外资部门产出 Ｙｆ 之和ꎬ即:

Ｙ＝(Ｙρ
ｄ＋γＹρ

ｆ )
１
ρ (１)

(１)式中:ρ≤１ꎬＹｄ 与 Ｙｆ 之间的替代弹性为 １ / (１－ρ)ꎬγ 为外资部门产出 Ｙｆ 对社会总产出 Ｙ 的

重要程度ꎬ为了简化分析ꎬ标准化 Ｙ 的价格为 １ꎮ Ｙｄ、Ｙｆ 的生产均服从 Ｃ－Ｄ生产函数ꎬ即:
Ｙｎ ＝ＡｎＫα

ｎＬβ
ｎ (２)

(２)式中:ｎ＝ ｆꎬｄꎬ表示部门类型( ｆ 表示外资部门、ｄ 表示内资部门)ꎬＡ 表示技术水平ꎬＫ ｆ 和

Ｋｄ 分别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ꎬＬｆ 和 Ｌｄ 分别为两部门所使用的劳动力ꎮ 内资

部门的平均工资为 Ｗｄꎬ外资部门的平均工资为 Ｗｆꎬ基于经验事实假设外资部门的技术水平

和工资水平均高于内资部门ꎬ即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 ｗ＝Ｗｆ / Ｗｄ>１ꎮ
(二)水平溢出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水平溢出主要是指行业内的外资部门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人员流动带来的技

术扩散效应等ꎬ对行业内内资部门的技术水平产生影响ꎮ 参照 Ｓａｇｌａｍ和 Ｓａｙｅｋ(２０１１)ꎬ内资

部门受到溢出效应影响后的技术水平可以表示为 τ１ＡｄＫδ１
ｆ ꎬ其中ꎬτ１ 表示外资部门对内资部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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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技术水平的影响系数ꎬ是一个常量ꎻδ１ 为水平溢出效应系数ꎬ表示内资部门受到外资水平

溢出的影响程度ꎮ
通过最大化外资和内资部门的利润水平可分别求出两部门的工资水平(推导过程略)ꎬ

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距可以表示为:

ｗ＝
Ｗｆ

Ｗｄ
＝
Ｋρ(α－δ１)

ｆ

γτρ
１Ｋαρ

ｄ

Ａｆ

Ａｄ

æ

è
ç

ö

ø
÷

ρ Ｌｆ

Ｌｄ

æ

è
ç

ö

ø
÷

βρ－１

(３)

为考察 δ１ 的变化所引起的内外资工资差距的变化ꎬ通过简单求导可得到:

∂ｗ
∂δ１
＝
－ργＫρ(α－δ１)

ｆ ｌｎＫ ｆ

τρ
１Ｋαρ

ｄ

Ａｆ

Ａｄ

æ

è
ç

ö

ø
÷

ρ Ｌｆ

Ｌｄ

æ

è
ç

ö

ø
÷

βρ－１

(４)

根据(４)式可知ꎬ其中各变量都是正值ꎬ由此可以得到∂ｗ / ∂δ１ <０ꎬ即外资部门对内资部

门水平溢出程度的增加ꎬ能够缩小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ꎬ这与已有文献(周云波等ꎬ２０１５)的
定性分析是基本一致的ꎬ也基本符合现实情况ꎮ 由此得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可通过影响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方式影响企业工资ꎬ进
而缩小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ꎮ

根据本文的假设条件ꎬ很容易得到假说 １ꎬ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分析中的两个重要假设:
外资部门 Ａｆ 是不变的以及只有外资部门对内资部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ꎮ 在现实经济生活

中ꎬ外资企业 Ａｆ 的大小是不一样的ꎬ即外资企业间也存在着技术水平的差异ꎬ这种差异对解

释企业间工资差距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 一方面ꎬ当外资企业 Ａｆ 的水平较低时ꎬ(４)式的绝

对值会变小ꎬ即技术水平较低的 ＦＤＩ水平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较小ꎻ另一

方面ꎬ由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异的存在ꎬ低技术水平外资企业必然也会受到高技术水平外

资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的影响ꎬ这种影响同样会提升低技术水平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ꎮ 也

就是说在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下ꎬ内资企业和低技术水平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都会受到影响ꎬ
工资增长的快慢则取决于两者技术水平的高低和受影响程度的大小ꎬ这直接弱化了水平溢出

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ꎬ甚至可能改变影响方向ꎮ 由此可以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 １:水平溢出效应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外资企业技术水平的高低ꎻ

低技术水平外资企业也会受到水平溢出效应的影响ꎬ这可能弱化水平溢出对工资差距的影

响程度ꎬ甚至改变影响方向ꎮ
(三)垂直溢出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

接下来ꎬ考察 ＦＤＩ的垂直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ꎬ为此在最终产品部

门模型中引入中间品部门ꎬ即最终产品部门处于产业链的下游ꎬ而中间品部门处于产业链的

上游ꎮ 中间品也是由内资和外资两个生产部门进行生产ꎬ所生产的中间品规模报酬不变ꎬ市
场结构为完全竞争ꎮ 上下游企业进行着中间品的交换ꎬ进而相互间会受到垂直溢出效应的

影响ꎮ 垂直溢出效应分为两类:下游内资企业会受到上游外资企业前向关联效应的影响ꎬ而
上游内资企业会受到下游外资企业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ꎮ 首先分析前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

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机制ꎮ
假定最终产品部门除劳动、资本等要素的投入外ꎬ生产过程中还需要中间品部门提供的

中间品ꎬ因此ꎬ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函数表示为 Ｙｎ ＝ＡｎＫα
ｎＬβ

ｎＸ１
－α－β

ｎ ꎬ其中中间品 Ｘ 由内外资部门

共同提供ꎬ参照 Ｈａｌｐｅｒｎ等(２０１５)ꎬ其数量总和可表示为:
９７



陈　 岑　 张彩云　 沈扬扬:ＦＤＩ技术溢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检验研究

Ｘ＝[(ＢＸｍｆ)
η－１
η ＋Ｘ

η－１
η
ｍｄ ]

η
η－１ (５)

(５)式中:Ｘｍｆ和 Ｘｍｄ分别表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提供的中间品ꎮ η>１ 表示替代弹性ꎬη 的

值越大ꎬ两种中间品的区别越小ꎮ 因外资部门中间品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高于内资部门

中间品ꎬ效率参数 Ｂ>１ꎮ 由于受到来自上游中间品外资部门前向关联效应的影响ꎬ此时最终

产品内资部门的技术水平可表示为 τ２ＡｄＸδ２
ｄｆ ꎮ 其中ꎬＸｄｆ表示下游内资部门所使用的来自上游

外资部门的产品ꎻτ２ 表示上游外资部门对下游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系数ꎬ为常量ꎻδ２ 则表示

下游企业受到上游外资部门垂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ꎬ即前向关联效应系数ꎬδ２ 是关于 Ｘｄｆ

的增函数ꎬ即∂δ２ / ∂Ｘｄｆ>０ꎮ
最大化下游内外资部门的利润可求得两部门的工资ꎬ下游部门间的工资差距可以表示为:

ｗ＝
Ｗｆ

Ｗｄ
＝ γ
τρ
２Ｘρδ２

ｄｆ

Ｌｆ

Ｌｄ

æ

è
ç

ö

ø
÷

βρ－１ ＡｆＫα
ｆ Ｘ１

－α－β
ｆ

ＡｄＫα
ｄＸ１

－α－β
ｄ

æ

è
ç

ö

ø
÷

ρ

(６)

为考察 δ２ 的变化所引起的工资差距的变化ꎬ对工资溢价求 δ２ 的导数ꎬ得到:

∂ｗ
∂δ２
＝
－γρｌｎＸｄｆ

τρ
２Ｘρδ２

ｄｆ

Ｌｆ

Ｌｄ

æ

è
ç

ö

ø
÷

βρ－１ ＡｆＫα
ｆ Ｘ１

－α－β
ｆ

ＡｄＫα
ｄＸ１

－α－β
ｄ

æ

è
ç

ö

ø
÷

ρ

(７)

根据求导结果可以发现∂ｗ / ∂δ２<０ꎬ即下游内资部门受到上游外资部门前向关联效应程

度的增加ꎬ能够缩小下游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ꎮ
接下来ꎬ进一步分析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受后向关联效应影响的机制ꎮ 假定中间品

部门只需要投入劳动、资本等要素ꎬ中间品的生产服从 Ｃ－Ｄ 生产函数ꎬ即 Ｘｍｎ ＝ ＡｍｎＫα
ｍｎＬβ

ｍｎꎮ
Ｐｍｆ和 Ｐｍｄ分别表示外资中间品和内资中间品的价格ꎬ最大化(５)式ꎬ可得到:

Ｐｍｆ

Ｐｍｄ
＝Ｂ

Ｘｍｄ

Ｘｍｆ

æ

è
ç

ö

ø
÷

１
η

(８)

通过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品ꎬ内资企业会受到来自下游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影响ꎬ技术

水平可表示为 τ３ＡｍｄＸδ３
ｍｄｆꎮ 其中ꎬＸｍｄｆ表示上游内资企业提供给下游外资企业的中间品集ꎻτ３

表示下游外资企业对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系数ꎬ是常量ꎻδ３ 则表示上游内资企业受到

下游外资企业垂直溢出的影响程度ꎬ即后向关联效应系数ꎬδ３ 是关于 Ｘｍｄｆ 的增函数ꎬ即
∂δ３ / ∂Ｘｍｄｆ>０ꎮ

最大化上游部门的利润ꎬ求得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的工资溢价:

ｗｍ ＝
Ｗｍｆ

Ｗｍｄ
＝Ｂ (τ３Ｘδ３

ｍｄｆ)
１－η
η

Ｌｍｆ

Ｌｍｄ

æ

è
ç

ö

ø
÷

β(η－１)
η －１ ＡｍｆＫα

ｍｆ

ＡｍｄＫα
ｍｄ

æ

è
ç

ö

ø
÷

η－１
η

(９)

同样为考察 δ３ 的变化所引起的工资差距的变化ꎬ对工资溢价求 δ３ 的导数ꎬ得到:

∂ｗｍ

∂δ３
＝ Ｂ
(１ － η)ｌｎＸｍｄｆ

η
(τ３Ｘδ３

ｍｄｆ)
１－η
η

Ｌｍｆ

Ｌｍｄ

æ

è
ç

ö

ø
÷

β(η－１)
η －１ ＡｍｆＫα

ｍｆ

ＡｍｄＫα
ｍｄ

æ

è
ç

ö

ø
÷

η－１
η

(１０)

由于 η>１ꎬ求导结果可以发现∂ｗｍ / ∂δ３<０ꎬ即上游内资部门受到下游外资部门后向关联

效应程度的增加ꎬ能够缩小上游两部门间的工资差距ꎮ
由以上推导可得到如下假说:
假说 ２:ＦＤＩ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可通过影响上下游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的

方式影响企业工资ꎬ进而缩小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ꎮ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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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ꎬ以上关于垂直溢出效应的假设均基于上下游的外资企业之间不存在垂直溢出效

应ꎬ但考虑到外资企业之间存在的技术水平差异以及低技术水平外资企业必然也会受到来

自高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垂直溢出效应的影响ꎬ因此可以进一步放松假设ꎮ 假定下游最终

产品部门的外资企业在使用中间品时ꎬ也会受到来自上游外资企业前向关联效应的影响ꎬ受
到影响后的技术水平可表示为 τ２ＡｆＸδ２

ｆｆ ꎮ 其中ꎬＸ ｆｆ表示下游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上游外资企业

的产品ꎮ 同时ꎬ上游的外资企业通过向下游企业提供中间品会受到来自下游外资企业的技

术溢出影响ꎬ受影响后的技术水平可表示为 τ３ＡｍｆＸδ３
ｍｆｆꎮ 其中ꎬＸｍｆｆ表示上游外资企业提供给

下游外资企业的中间品集ꎮ τ２、δ２、τ３ 和 δ３ 含义与上文一致ꎮ
此时ꎬ上下游两部门的生产函数可分别表示为:

Ｙｄ ＝τ２ＡｄＸδ２
ｄｆＫα

ｄＬβ
ｄＸ１

－α－β
ｄ

Ｙｆ ＝τ２ＡｆＸδ２
ｆｆ Ｋα

ｆ Ｌβ
ｆ Ｘ１

－α－β
ｆ

Ｘｍｄ ＝τ３ＡｍｄＸδ３
ｍｄｆＫα

ｍｄＬβ
ｍｄ

Ｘｍｆ ＝τ３ＡｍｆＸδ３
ｍｆｆＫα

ｍｆＬβ
ｍｆ

(１１)

对工资溢价分别求 δ２ 和 δ３ 的导数ꎬ得到:

∂ｗ
∂δ２

＝ γρｌｎ
Ｘ ｆｆ

Ｘｄｆ

æ

è
ç

ö

ø
÷

Ｘ ｆｆ

Ｘｄｆ

æ

è
ç

ö

ø
÷

ρδ２ ＡｆＫα
ｆ Ｌβ－１

ｆ
Ｘ１－α－βｆ

ＡｄＫα
ｄＬβ－１

ｄ Ｘ１－α－βｄ

æ

è
çç

ö

ø
÷÷

ρ

　 　 　 　 　 　 　 　 　 　 (１２)

∂ｗｍ

∂δ３
＝ Ｂ η － １( )

η
ｌｎ

Ｘｍｆｆ

Ｘｍｄｆ

æ

è
ç

ö

ø
÷

Ｘｍｆｆ

Ｘδ３
ｍｄｆ

æ

è
ç

ö

ø
÷

δ３(
η－１
η ) Ｌｍｆ

Ｌｍｄ

æ

è
ç

ö

ø
÷

β(η－１)
η －１ ＡｍｆＫα

ｍｆ

ＡｍｄＫα
ｍｄ

æ

è
ç

ö

ø
÷

η－１
η

(１３)

根据求导结果可以发现∂ｗ / ∂δ２ 的符号取决于 ｌｎ(Ｘ ｆｆ / Ｘｄｆ) ꎬ当 Ｘ ｆｆ >Ｘｄｆ时ꎬ∂ｗ / ∂δ２ >０ꎬ当
Ｘ ｆｆ<Ｘｄｆ时ꎬ∂ｗ / ∂δ２<０ꎬ即当下游外资企业所使用的上游外资企业中间品数量超过下游内资企

业所使用的外资中间品数量时ꎬ前向关联效应扩大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ꎬ进而扩大两者

之间的工资差距ꎻ反之亦然ꎮ ∂ｗｍ / ∂δ３ 的符号主要取决于 ｌｎ(Ｘｍｆｆ / Ｘｍｄｆ) ꎬ当 Ｘｍｆｆ >Ｘｍｄｆ 时ꎬ
∂ｗｍ / ∂δ３>０ꎬ当 Ｘｍｆｆ<Ｘｍｄｆ时ꎬ∂ｗｍ / ∂δ３<０ꎬ即当上游外资企业提供给下游外资企业的中间品数

量超过上游内资企业提供给外资企业的中间品数量时ꎬ中间品交易带来的后向关联效应会

扩大上游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ꎻ反之亦然ꎮ 由此可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 ２:低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也会受到来自上游或下游垂直溢出效应的影响ꎬ这有可

能导致垂直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减弱ꎬ甚至改变影响方向ꎮ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与指标选择

根据上文的理论模型ꎬ构建包含 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工资决定方程:
ｌｎＷｉｊｔ ＝ α ＋ β１ｔＨ ｊｔ ＋ β２ｔＢ ｊｔ ＋ β３ｔＦ ｊｔ ＋ βｉｔＸ ｉｊｔ ＋ εｉｊｔ (１４)

(１４)式中:被解释变量 Ｗｉｊｔ为 ｊ 行业中 ｉ 企业在 ｔ 年的平均工资ꎬ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

业的工资总额(应付工资和应付福利费总额)除以企业的从业人数计算得到ꎮ Ｈ ｊｔ、Ｂ ｊｔ和 Ｆ ｊｔ表

示 ＦＤＩ的三种技术溢出效应ꎬ参照 Ｊａｖｏｒｃｉｋ(２００４)构造ꎬ其中:
Ｈ ｊｔ是衡量企业 ｉ 所处 ｊ 行业的外资参与度指标ꎬ用以表示行业 ｊ 的 ＦＤＩ水平溢出效应ꎬ构

造公式为: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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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ｊｔ ＝ (∑
ｉ∈ｊ

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ｈａｒｅｉｔ × Ｙｉｔ) /∑
ｉ∈ｊ

Ｙｉｔ (１５)

(１５)式中: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ｈａｒｅｉｔ 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年的 ＦＤＩ占实收资本的比重ꎬＹｉｔ表示企业 ｉ 第 ｔ 年的产

值ꎮ
Ｂ ｊｔ是企业 ｉ 所处行业 ｊ 受到后向关联效应影响的指标ꎬ表示该企业受到下游外资企业的

垂直溢出效应的影响程度ꎬ计算公式为:

Ｂ ｊｔ ＝∑
ｋ≠ｊ

α ｊｋ × Ｈｋｔ (１６)

(１６)式中:α ｊｋ是投入系数ꎬ当行业 ｊ 位于上游行业时ꎬ用行业 ｊ 向下游行业 ｋ 提供的中间品占

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表示ꎮ 本文使用«中国 ２００２ 年投入产出表»计算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年的 α ｊｋꎬ
使用«中国 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计算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的 α ｊｋꎮ Ｈｋｔ是下游行业 ｋ 的外资参与度ꎬ
需要注意的是ꎬ由于 Ｈ ｊｔ已包含行业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ꎬ所以在计算垂直溢出效应时同一

行业企业间中间品的投入应被剔除ꎮ
Ｆ ｊｔ是企业 ｉ 所处行业 ｊ 受到前向关联效应影响的指标ꎬ表示下游企业所受到的上游外资

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ꎮ 上游外资企业通过向下游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中间品ꎬ进而影响

下游企业的生产工艺水平ꎮ 其计算公式表示为:

Ｆ ｊｔ ＝∑
ｍ≠ｊ

θ ｊｍ ∑
ｉ∈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ｈａｒｅｉｔ × (Ｙｉｔ － Ｅ ｉｔ)[ ] ∑
ｉ∈ｍ
(Ｙｉｔ － Ｅ ｉｔ)[ ]{ } (１７)

当行业 ｊ 位于下游行业时ꎬ(１７)式中 θ ｊｍ表示行业 ｊ 从上游行业 ｍ 获取的中间品占行业

总投入的比重ꎬ同样使用«中国 ２００２ 年投入产出表»和«中国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来计算ꎮ
Ｅ ｉｔ表示 ｍ 行业的企业 ｉ 在时间 ｔ 的出口值ꎬＪａｖｏｒｃｉｋ(２００４)认为上游企业的出口部分与下游

内资企业之间没有产品流联系ꎬ也就不会产生溢出效应ꎬ因此在计算前向关联时有必要从上

游行业的总产出中剔除出口部分ꎮ 同时ꎬ与计算后向关联效应时一样ꎬ同一行业内部中间品

的投入应被剔除ꎮ
其他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控制变量 Ｘｉｊｔ包括:Ｅｘｐｏｒｔ 为衡量企业出口规模的指标ꎬ用企业出

口交货值占工业销售值的比重来表示ꎬ用来衡量该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ꎻＣＬＲ 为企业的

资本劳动比(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 Ｒａｔｉｏ)ꎬ是企业的资产总额(总资产)与从业者人数的比值(单位为千

元每人)ꎬ该指标用以反映企业的资本密集度ꎻＰＣＰ 为企业的人均利润(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Ｐｒｏｆｉｔ)ꎬ用企

业的年度净利润总额与从业者人数之比表示(单位为千元每人)ꎬ该指标可用来考察企业的经

济效益ꎻＭＯＮ 为垄断虚拟变量ꎬ主要用于表示企业是否属于垄断行业ꎬ当企业所属行业为非垄

断性时ꎬ用 ０表示①ꎬ否则为 １ꎻＡｇｅ 为企业的成立年限ꎬ用观测年度与企业成立时间的差来表

示ꎬ可反映企业的经营经验ꎻＳｉｚｅ 为企业规模ꎬ用企业的固定资产总额表示(单位为千元ꎬ取对

数)ꎻＮＰＲ 为企业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Ｎｅｗ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Ｒａｔｉｏ)ꎬ用来反映企业的创

新能力ꎻＴＦＰ 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ꎬ本文选择 ＯＰ 方法对企业的生

产率进行测算ꎬ根据效率工资理论ꎬ企业的生产率越高ꎬ越有能力支付给员工较高的工资ꎮ
(二)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ꎮ 该数据库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以及

２８

①参照周云波等(２０１５)ꎬ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ꎬ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

加工业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ꎬ烟草制品业ꎬ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ꎬ燃气生产和供应业ꎬ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归为垄断性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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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ꎬ制造业企业占样本全部企业的 ９０％以上ꎮ 由于我国自 ２００３ 年开

始使用新的行业分类代码ꎬ本文对新旧行业代码一一对照ꎬ通过合并或删除进行了标准化处

理ꎮ 根据本文研究目的ꎬ并参照聂辉华等(２０１２)和 Ｂｒａｎｄｔ 等(２０１２)等的做法进一步对数据

进行了清洗ꎮ 剔除了企业的应付工资、产值、实收资本、销售额等重要变量有缺失的企业样

本ꎻ删除员工数少于 ８ 个人的企业样本ꎻ删除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当年折旧大于累计折旧、
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净值、销售额低于 ５００ 万元、利润率低于 ０.１％或高于 ９９％、企业识别代

码缺失的企业样本ꎮ 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ꎬ以 １９９９ 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各行

业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等指标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平减ꎮ 由于

２００７年后数据库有很多关键指标缺失ꎬ本文选择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ꎮ
表 １提供了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①ꎬ均值差异的 Ｔ 检验结果

显示ꎬ两种类型的企业间存在着明显的变量特征差异ꎬ从均值来看ꎬ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明

显高于内资企业ꎬ且外资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人均利润、资本劳动比、企业规模、出口比

重以及创新能力ꎮ

　 　 表 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异 Ｔ 值

ｌｎＷ ４９７ ８７７ ９.３０８４ ０.６４３３ １４０ ８７１ ９.６７６２ ０.６５７８ －０.３６８ －１８８.５３３∗∗∗
ＴＦＰ ４９７ ２５９ ５.９１７６ １.０４７４ １４０ ８０３ ６.２５８２ ０.９１６４ －０.３４１ －１１０.６０５∗∗∗
ＰＣＰ ４９７ ８９６ ０.６０４２ １０.７１２８ １４０ ８７２ １.４７３１ ２４.６２２８ －０.８６９ －１９.２７４∗∗∗
ＣＬＲ ４９７ ８９５ ５.７１０１ １.８７９８ １４０ ８７２ ６.０３４２ ２.０４６９ －０.３２４ －５５.９９３∗∗∗
Ｓｉｚｅ ４９７ ６７１ １５.６０５６ １.７２５９ １４０ ８３１ １６.０９５１ １.６８７０ －０.４９ －９４.４３５∗∗∗
Ａｇｅ ４９７ ８９２ １３.２９１２ ４８.４０８６ １４０ ８７１ ８.１６２０ ３５.９４２９ ５.５５１ ５０.１２０∗∗∗
ＭＯＮ ４９７ ８９６ ０.１９８６ ０.３９８９ １４０ ８７２ ０.１０９４ ０.３１２１ ０.０８９ ７７.４６４∗∗∗
Ｅｘｐｏｒｔ ４９７ ６６０ ０.０９８２ ０.２６１２ １４０ ８４５ ０.４３８４ ０.４３５５ －０.３４ －３６５.６９４∗∗∗
ＮＰＲ ４９７ ７９７ ０.０３４２ ０.１４３７ １４０ ８４９ ０.０３６３ ０.１５８１ －０.００２ －４.７５２∗∗∗

　 　 注:∗∗∗表示 １％的显著性水平ꎮ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理论分析已经明晰了一个问题:技术溢出效应会对内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产生影响ꎬ并
必然导致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变化ꎮ 由于工资水平的变动是工资差距发生变动的前提和直接

原因ꎬ本文基准回归将对三类溢出效应与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初判ꎮ
外资企业异质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是理论模型中提到的技术水平的不同ꎮ 已有文献一致

认为ꎬ中国大陆引入的 ＦＤＩ 中ꎬ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企业在寻求本地配套、所处行业特征等方

面与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相比存在很大差异ꎬ总体技术水平相对较低(Ｂｕｃｋｌｅ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７ꎻ罗伟、葛顺奇ꎬ２０１５)ꎬ笔者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ꎬ也得出相似的结论ꎮ 虽然有研究认为

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外资企业由于与大陆的文化差异和技术差异较小ꎬ并且模仿壁垒更低ꎬ因
此技术溢出效应会更明显(钟昌标等ꎬ２０１５)ꎮ 但绝大部分研究显示ꎬ相对于来自港澳台地区

的 ＦＤＩꎬ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在研发能力、技术所有权、组织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更

３８
①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划分内外资企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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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优势ꎬ技术外溢的空间和机会也就更大ꎬ因而技术溢出效应更加明显(毛日昇、魏浩ꎬ
２００７)ꎮ 因此ꎬ为检验理论模型的推论中所提到的不同技术水平的 ＦＤＩ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

差距的影响ꎬ本文遵循已有研究将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按照来源地的不同进行划分:
Ｈｇａｔ、Ｂｇａｔ和 Ｆｇａｔ分别表示港澳台地区外资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关联效应和前向关联效

应ꎬＨｎｏ－ｇａｔ、Ｂｎｏ－ｇａｔ和 Ｆｎｏ－ｇａｔ分别表示非港澳台地区外资企业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关联效应和

前向关联效应ꎮ
基于公式(１４)进行计量回归后ꎬ表 ２ 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ꎮ 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如第

(１)列所示ꎬ水平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应对工资的影响显著为正ꎬ而后向关联效应对工资

有显著负向的影响ꎮ 根据外资来源地对溢出效应进行异质性区分后ꎬ可以看出几种溢出效

应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系数和显著性均有了明显变化ꎬ说明企业工资水平对不同来源地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程度非常敏感ꎬ按来源地对 ＦＤＩ 进行划分非常有必要ꎮ 基准回归结果主要有如

下几点发现:
(１)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对所有类型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为正且显著性水平

很高ꎬ说明行业内技术水平更高的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增加会显著提升行业的整体工资水平ꎮ
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仅对外资企业工资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ꎬ对全样本和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

无显著影响ꎮ
(２)两种类型外资企业的后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企业工资的影响多显著为负ꎬ只有非港

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后向关联效应对外资企业工资水平有正向显著影响ꎮ 根据 Ｍｅｙｅｒ(２００４)的
研究结论ꎬ跨国公司一般会对上游中间品供货商的供货质量和效率提出更高要求ꎬ甚至还会

帮助供货商进行人员管理和技术培训ꎬ提升其技术水平ꎬ而技术水平更高的外资企业供货商

更容易被苛刻的跨国公司选中ꎬ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只有技术水平更高的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效应会明显提升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ꎮ

(３)两种类型前向关联效应对所有企业工资水平均有正向影响ꎬ只有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对外资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不显著ꎮ 上游行业生产的中间品被下游行业购入后ꎬ直接构成

了下游产品的一部分ꎬ技术溢出的途径更直接、溢出空间更大ꎬ高技术水平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

优势会体现得更明显ꎮ 但对于技术水平本就较高的外资企业而言ꎬ行业整体使用中间品质

量的提升ꎬ可能会削弱其原本的技术优势ꎬ因而不会带来额外的工资溢价ꎮ
根据基准回归结果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技术溢出对企业的工资水平有显著影响ꎬ且各种

类型的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工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各异ꎬ总体来看ꎬ只有技术水平更高

的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技术溢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企业工资有显著的提升作用ꎮ 下一步将通

过量化影响因素的贡献度来阐释影响机制ꎬ测算技术溢出效应在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变

化中所起的作用ꎬ其结果不仅可从机理上验证假说ꎬ也可为经验结果分析提供深层次的依据ꎮ
此外ꎬ考察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ꎬ无论是对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而言ꎬ

与已有文献结论一致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人均利润、资本劳动比、新产品比重和出口占比

越高ꎬ企业的工资水平也越高ꎻ企业规模对工资的影响为负ꎬ本文的企业规模衡量指标为固

定资产ꎬ一般来讲ꎬ企业的生产成本是一定的ꎬ若不变成本较高则可能会压低可变成本ꎬ作为

不变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ꎬ可能会挤占劳动力成本ꎬ这将会压低

工资ꎻ企业成立的时间越长对企业工资的影响为负ꎬ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正处于成长期ꎬ为
迅速发展壮大ꎬ可能更愿意使用高水平的工资以吸引有经验的人才ꎻ处于垄断行业企业的平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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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工资水平要高于非垄断行业企业ꎮ

　 　 表 ２ 　 　 工资决定方程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Ｈ ０.２８８４∗∗∗ ０.２０５２∗∗∗ ０.０９６０∗∗∗
(０.０１４５)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２９７)

Ｈｇａｔ
０.０３９９ －０.０１６９ －０.２１１９∗∗∗

(０.０２６７)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５０７)
Ｈｎｏ－ｇａｔ

０.４１１６∗∗∗ ０.３２４１∗∗∗ ０.２５４５∗∗∗
(０.０１９４)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３７２)

Ｂ －０.１３８９∗∗∗ －０.１８２１∗∗∗ －０.０９１０∗∗∗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１８８) (０.０２９３)

Ｂｇａｔ
－０.３１０８∗∗∗ －０.１２２４∗∗ －０.７０１０∗∗∗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８７１)

Ｂｎｏ－ｇａｔ
０.０３２９∗∗ －０.１３５２∗∗∗ ０.２９２６∗∗∗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５１２)

Ｆ ０.１１０９∗∗∗ ０.２０９９∗∗∗ ０.０１７３
(０.０３２２) (０.０３６５) (０.０６３７)

Ｆｇａｔ
０.４２５８∗∗∗ ０.５２０４∗∗∗ ０.３３４４∗∗∗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５５６) (０.１０１９)

Ｆｎｏ－ｇａｔ
０.１６８６∗∗∗ ０.２７１２∗∗∗ ０.０５３８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６４０)

ＴＦＰ ０.１６３４∗∗∗ ０.１６２３∗∗∗ ０.１５８７∗∗∗ ０.１５７２∗∗∗ ０.１５８９∗∗∗ ０.１５８６∗∗∗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８)

ＰＣ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ＣＬＲ ０.２５６０∗∗∗ ０.２５３５∗∗∗ ０.２２１５∗∗∗ ０.２１８２∗∗∗ ０.２７９１∗∗∗ ０.２７９７∗∗∗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２７)

Ｓｉｚｅ －０.０４３６∗∗∗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８)

Ａｇｅ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ＭＯＮ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１４９５∗∗∗ ０.１４９３∗∗∗ ０.１１９１∗∗∗ ０.１１７４∗∗∗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１)

ＮＰＲ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４４０∗∗∗ ０.１８６９∗∗∗ ０.１８３１∗∗∗ ０.１１２１∗∗∗ ０.１０６０∗∗∗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１３８)

常数项 ７.５４３６∗∗∗ ７.５５７６∗∗∗ ７.６９８２∗∗∗ ７.７１７５∗∗∗ ７.９５７６∗∗∗ ７.９５１０∗∗∗
(０.０１２４)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５３２) (０.０５３０)

年份、地区、行业固
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５９４ ８３０ ６３７ ４４１ ４６０ ０８２ ４９６ ７３１ １３４ ７４８ １４０ ７１０
ａｄｊ. Ｒ２ ０.３５５ ０.３６１ ０.３３３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０ ０.３５４
　 　 注:括号内数值为经企业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ꎻ∗∗∗、∗∗和∗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

性水平ꎮ 下表同ꎮ

(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ꎬ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研究结果的提

炼造成了极大干扰ꎮ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行业层面的技术溢出指标ꎬ被解释变量则是企

业层面的工资水平ꎮ 行业层面的解释变量能够影响到企业层面的被解释变量ꎬ但单个企业

层面的被解释变量很难反过来影响行业层面的解释变量ꎬ因而两者存在较弱的反向因果关

系ꎮ 但考虑到因遗漏变量或样本选择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使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可

能存在的内生性:一是将核心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ꎬ从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系数的正负号均

５８



陈　 岑　 张彩云　 沈扬扬:ＦＤＩ技术溢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检验研究

没有变化ꎬ只有个别变量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提高ꎬ说明结果稳健ꎻ二是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法

(ＰＳＭ)基于反事实的逻辑ꎬ把外资企业作为处理组ꎬ以特征相同或相近为基本原则为处理组

中的样本匹配对照组(内资企业)ꎬ以消除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ꎬ并对匹配后的样

本进行回归ꎬ从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对工资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改变ꎬ说明

结果稳健(表略ꎬ备索)ꎮ
(三)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结果

本部分的主要工作是测度分类型技术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ꎬ
笔者选用常见的基于回归方程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工资分解方法ꎮ 其基本思想是将内外资企

业的工资差距分解为特征差异和系数差异:特征差异是指由企业的特征禀赋差异造成的工

资差距ꎬ是工资差距的可解释部分ꎻ系数差异或者称为禀赋的回报差异是指由除企业特征以

外的不可测因素导致的工资差距的不可解释部分ꎮ 表 ３ 报告了分三个时期的 Ｏａｘａｃａ －
Ｂｌｉｎｄｅｒ分解结果ꎮ 总体来说ꎬ１９９９—２００７ 年内外资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在 ０.２８５９ ~ ０.５６６４ 的

区间浮动ꎬ说明内外资企业间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工资差距ꎬ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内资

企业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ꎬ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ꎮ 六种溢出指标特征差异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非常小ꎬ但系数差异比例都非常大ꎬ系数差异意味着工资回报率的不同ꎬ这就说明溢出效应

指标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工资影响程度和方向均不相同ꎬ进而对工资差距产生影响ꎮ
考察期初期三种效应对工资差距贡献的总比例和均为正数ꎬ即都拉大了工资差距ꎬ而期末总

比例和或下降或变为负值ꎬ说明溢出效应对工资差距的贡献度在下降或起到缩小工资差距

的作用ꎮ 水平溢出效应总比例和的绝对值一直是三种效应中最大的ꎬ即从总比例来看ꎬ水平

溢出效应是三种效应中影响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最大变量ꎮ
细分来看ꎬ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贡献度为负且

绝对值不断增大ꎬ根据分时期工资回归结果(表略ꎬ备索)ꎬ后期其对外资企业工资影响为负

而对内资企业影响为正ꎬ这就缩小了工资差距ꎻ而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工资

差距的贡献度为正且期末出现小幅上升ꎬ即其对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影响均为正但对外资

的影响更大ꎮ 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在引资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 ＦＤＩ 的质量ꎬ非港澳台地区外

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都要优于港澳台地区外资企业ꎬ且进入的行业也大多为技术密

集型行业ꎬ技术水平相近的外资企业间溢出的效率和空间更大ꎬ因此对外资企业工资提升作

用更明显ꎮ 综合两种类型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对企业间工资差距的总贡献值ꎬ由 １０.８４％降至

－６.１４％ꎬ对工资差距的作用由扩大转为缩小ꎬ与假说 １结论一致ꎮ
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后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总贡献度由正转负ꎬ说明

其对工资差距的作用由扩大变为缩小ꎬ根据分时期回归结果ꎬ后期其对内外资企业的工资水

平影响均为负ꎻ与此相反ꎬ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后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贡

献度由负转正ꎬ根据回归结果ꎬ后期其对内外资企业工资的影响均为正ꎬ但对内资企业的影

响不显著ꎬ对外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提升明显ꎬ对工资差距的作用由缩小变为扩大ꎮ 由于港澳

台地区 ＦＤＩ的后向关联效应对工资差距的贡献度下降的幅度更大ꎬ综合两种类型 ＦＤＩ 后向

关联效应的贡献值ꎬ总比例从期初的 ３.０９％下降到期末的 １.９４％ꎬ说明考察期内由 ＦＤＩ 后向

关联效应引起的工资差距在不断下降ꎮ
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前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贡献度由期初的 ２.９％大

幅增长到期末的 ２９.２８％ꎬ根据分时期回归结果ꎬ其对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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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ꎻ与此同时ꎬ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前向关联效应的贡献度由 ０.５％降至－３１.４６％ꎬ根据分时期

回归结果ꎬ后期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前向关联效应对外资企业工资影响显著为负ꎬ但对内资企

业工资有大幅提升作用ꎬ这就导致了工资差距的缩小ꎮ 综合两种类型 ＦＤＩ 前向关联效应对

工资差距的贡献值ꎬ总比例由正转负ꎬ即期末 ＦＤＩ后向关联效应对工资差距有缩小的作用ꎮ
综合两种垂直溢出效应对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的影响ꎬ虽然考察期末后向关联效应对

工资差距的贡献依旧为正ꎬ但贡献度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ꎬ工资差距分解检验的结论与假说

２的结论基本一致ꎮ

　 　 表 ３ 　 　 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的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结果

变量

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

差异值 总比例
特征差
异比例

系数差
异比例

差异值 总比例
特征差
异比例

系数差
异比例

差异值 总比例
特征差
异比例

系数差
异比例

Ｈｇａｔ －０.０２９５ －０.７８ －５.２０ ４.４２ －０.０１１３ －１１.４６ －２.８６ －８.５９ －０.０１５２ －１８.６ －５.３３ －１３.２２
Ｈｎｏ－ｇａｔ －０.０１８８ １１.６２ －３.３２ １４.９４ －０.０１１０ ２.０１ －２.８０ ４.８０ ０.００２０ １２.４６ ０.７０ １１.７６
Ｂｇａｔ －０.０４４９ １４.７９ －７.９３ ２２.７１ －０.００３８ －８.８２ －０.９６ －７.８６ －０.００３６ －４.１４ －１.２６ －２.８８
Ｂｎｏ－ｇａｔ ０.０５２１ －１１.７０ ９.２０ －２０.９０ ０.０１３０ ６.５３ ３.３０ ３.２４ ０.００６４ ６.０８ ２.２３ ３.８４
Ｆｇａｔ ０.００７０ ２.９０ １.２４ １.６５ ０.０１３４ ３０.３１ ３.４１ ２６.８９ ０.００６５ ２９.２８ ２.２７ ２７.０１
Ｆｎｏ－ｇａｔ ０.００２９ ０.５０ ０.５２ －０.０２ ０.０１８５ －３９.４ ４.７０ －４４.０９ ０.０１５７ －３１.４６ ５.５１ －３６.９７
ＴＦＰ ０.１０４５ ２９.２２ １８.４４ １０.７７ ０.０６５７ ２８.２２ １６.７３ １１.４８ ０.０２７４ ３８.２６ ９.５９ ２８.６７
ＰＣＰ ０.００３５ ０.１３ ０.６２ －０.４９ ０.０００７ ０.３１ ０.１８ ０.１３ ０.０００５ ０.４３ ０.１９ ０.２４
ＣＬＲ ０.１２２６ ３１８.４ ２１.６５ ２９６.７ ０.１０３８ ８７.２９ ２６.４３ ６０.８６ ０.０４５０ １７３.８ １５.７５ １５８.１
Ｓｉｚｅ －０.００４２ －１０７.９ －０.７５ －１０７.２ －０.０２０４ －６２.６ －５.２０ －５７.４１ －０.０１６６ －７５.６ －５.７９ －６９.７９
Ａｇｅ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０００３ １.４８ ０.０８ １.４０ －０.００９１ ９.５５ －３.１７ １２.７３
ＭＯＮ －０.００４９ －５.９０ －０.８６ －５.０４ －０.００８３ －９.８０ －２.１０ －７.７０ －０.０１１４ －５.７１ －３.９９ －１.７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７６ －０.２７ １.３４ －１.６１ ０.０３２０ －７.０５ ８.１６ －１５.２１ ０.０１８８ －２.３２ ６.５９ －８.９１
ＮＰＲ ０.００１４ －０.８２ ０.２４ －１.０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２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９０ ０.２０ －１.１０
常数项 －０.８５０４ －１５０.１ ０.００ －１５０.１ ０.３２７１ ８３.２６ ０.００ ８３.２６ －０.０８９３ －３１.２ ０.００ －３１.２２
总计 ０.５６６４ １００.０ ３５.３９ ６４.６１ ０.３９２８ １００.０ ４９.０５ ５０.９５ ０.２８５９ １００.０ ２３.４８ ７６.５２
　 　 注:总比例、特征差异比例和系数差异比例均指百分比ꎮ

(四)工资差距分位数回归结果

不同于传统的 ＯＬＳ只对条件均值进行估计ꎬ分位数回归则是通过利用被解释变量的条

件分位数来建模ꎬ能够更精确地描述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变化范围及条件分布形状的

影响ꎮ 该部分内容拟从工资分布的角度研究不同类型技术溢出效应对工资差距的影响ꎬ也
可看作是对上文分解结果的一种稳健性检验ꎮ 为分析技术溢出对工资差距的影响ꎬ在公式

(１４)的基础上引入虚拟变量 Ｆｏｅꎬ当企业是外资企业时用 １表示ꎬ否则为 ０ꎬ同时引入六种类

型溢出效应与 Ｆｏｅ 的交互项ꎬ以分析溢出效应对工资差距的影响ꎮ
表 ４报告了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的分位数回归结果ꎬ各个分位数上内资企业的工资水

平均小于外资企业且工资差距的系数差别不大ꎮ 与上文 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分解的结果基本一

致ꎬ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各个分位数上的工资差距均有显著的缩小作用ꎬ而非

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则在各个分位数上扩大了工资差距ꎬ并且随着工资水平分

布分位数越高系数绝对值越大ꎬ即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在工资分布的高分位区间更易受

到水平溢出效应的影响ꎮ 根据工资决定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略ꎬ备索)ꎬ水平溢出效应

对内资企业各个分位数上的工资均有显著正向影响ꎮ
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后向关联效应对工资分布低分位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

用ꎬ对位于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无明显影响ꎬ据工资决定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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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ꎬ其对高分位的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负ꎮ 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效

应拉大了工资分布低分位区间企业间的工资差距ꎬ对高分位区间企业间的工资差距影响则

显著为负ꎬ低分位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受到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不显著ꎬ
而低分位外资企业工资水平所受的影响则显著为正ꎬ且随着分位数的增加系数值逐渐变小ꎮ

前向关联效应对工资分布各个分位数上的企业间工资差距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ꎬ即缩

小了工资差距ꎮ 从工资决定方程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ꎬ前向关联效应对内外资企业各个

分位数上的工资水平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ꎬ并且内资企业工资受影响的程度更大ꎮ
总的来看ꎬ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ꎬ除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工资差距的贡

献显著为正以外ꎬ其他五种细分类型技术溢出效应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均缩小了工资差距ꎮ

　 　 表 ４ 　 　 内外资企业工资差距的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Ｑ１０ Ｑ２５ Ｑ５０ Ｑ７５ Ｑ９０

Ｆｏｅ ０.２６８７∗∗∗ ０.２７０２∗∗∗ ０.２８２７∗∗∗ ０.２９６０∗∗∗ ０.２８２１∗∗∗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７５)

Ｈｇａｔ×Ｆｏｅ －０.２２６４∗∗∗ －０.２８１５∗∗∗ －０.３６３３∗∗∗ －０.４３７０∗∗∗ －０.３６６９∗∗∗
(０.０４５８)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４５２)

Ｈｎｏ－ｇａｔ× Ｆｏｅ ０.０８８３∗∗ ０.１６４７∗∗∗ ０.３２０８∗∗∗ ０.５６６９∗∗∗ ０.７７３１∗∗∗
(０.０３８０) (０.０２５１) (０.０２１０)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３７６)

Ｂｇａｔ× Ｆｏｅ －０.８６７９∗∗∗ －０.６１５５∗∗∗ －０.１５２７∗ ０.０４７１ ０.１１７４
(０.１５１９) (０.１００４) (０.０８３９) (０.１００９) (０.１５０１)

Ｂｎｏ－ｇａｔ× Ｆｏｅ ０.２２２４∗∗∗ ０.１２３３∗∗ －０.０８６８∗ －０.１８７３∗∗∗ －０.３３７４∗∗∗
(０.０８１６) (０.０５３９) (０.０４５０)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８０６)

Ｆｇａｔ× Ｆｏｅ －０.８２５７∗∗∗ －０.７８３８∗∗∗ －０.８３４４∗∗∗ －０.８８９８∗∗∗ －１.０４５２∗∗∗
(０.１０５６) (０.０６９８) (０.０５８３) (０.０７０２) (０.１０４４)

Ｆｎｏ－ｇａｔ× Ｆｏｅ －１.０７８９∗∗∗ －０.９６７１∗∗∗ －０.８３２６∗∗∗ －０.８８４６∗∗∗ －０.９６２６∗∗∗
(０.０６６２)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４４０) (０.０６５４)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Ｙ Ｙ
地区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行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Ｙ Ｙ
Ｎ ６３７ ４４１ ６３７ ４４１ ６３７ ４４１ ６３７ ４４１ ６３７ ４４１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１９６７ ０.１８９１ ０.１８６９ ０.２０７０ ０.２３４９

五、扩展性分析:基于异质性的视角

技术溢出本身与产业有关ꎬ这也是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来源ꎮ 技术溢出本质上是基于生

产链的纵向或横向分工差异进而分为横向的水平溢出效应和纵向的垂直溢出效应ꎮ ＦＤＩ 的
垂直溢出效应中ꎬ上游企业可能主要受到后向关联效应的影响ꎬ同时ꎬ下游企业可能受到前

向关联效应的影响较大ꎮ 此外ꎬ下游生产环节相对拥有更高的技术密集度ꎬ产业链末端行业

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均高于产业链前端的行业ꎬ水平溢出效应的发挥空间也必不相同ꎮ
可见ꎬ当行业处于产业链的不同位置时ꎬ技术溢出效应必然会对工资水平造成不同的影响ꎬ
为得到更稳健的分析结果ꎬ有必要根据企业在产业链的不同位置进行分类ꎮ

判断行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需用到的指标是上游水平值(Ｕｐｓｔｒｅａｍｎｅｓｓ)ꎬ该指标是由

Ａｎｔｒ􀅣ｓ等(２０１２)基于投入产出的视角提出ꎬ通过计算行业与最终需求之间的距离来确定该

行业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相对位置ꎮ 令 ｄｚｊ表示投入产出表中的投入系数ꎬ即行业 ｊ 的单位产

出中所直接消耗的行业 ｚ 的产品ꎬＹｚ 和 Ｙ ｊ 分别表示行业 ｚ 和行业 ｊ 的总产值ꎬｄｚｊＹ ｊ / Ｙｚ 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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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ｊ 所消耗的行业 ｚ 的产品占行业 ｚ 总产值比重ꎮ 使用矩阵代数法ꎬ在不考虑对外贸易的

情况下ꎬ行业 ｚ 的上游度水平值 Ｕｚ 可表示为:Ｕｚ ＝[ Ｉ－ｄｚｊＹ ｊ / Ｙｚ]
－１􀅰１ꎬ１是单位列向量ꎬ很明显

Ｕｚ≥１ꎮ 当考虑进出口贸易时ꎬ需要对投入系数进行调整ꎬｄ′ｚｊ ＝ｄｚｊ[Ｙｚ / (Ｙｚ－Ｘｚ＋Ｍｚ)]ꎬ从行业 ｚ
的总产出中去掉出口 Ｘｚ 加上进口部分 Ｍｚꎮ 本文使用«中国 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ꎬ计算出我国

１３５个三位数行业的上游水平值ꎬ该指标的最小值为 １ꎬ越是接近产业链末端的行业其上游水平

值越接近 １ꎻ行业越是接近产业链前端ꎬ距离最终消费品的距离越远ꎬ则该指标值越大ꎮ
由于本文使用的工业企业数据库绝大多数行业均属于制造业ꎬ较靠近产业链的末端ꎬ参

照陈钊和杨红丽(２０１５)的划分方法ꎬ将样本的上游水平值位于 ９０％以上的行业划分为产业

链前端ꎬ上游水平值位于 ２５％以下的行业归为产业链的末端ꎬ其他位于 ２５％ ~９０％的行业归

为产业链的中端ꎮ
表 ５显示了根据产业链位置分组后 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对工资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ꎬ

同时为分析工资差距变动的原因ꎬ对基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工资决定方程进行了回归(表
略ꎬ备索)ꎮ 从结果来看:

(１)位于产业链前端的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相对较小ꎮ 笔者将生产率按产业链分组

后发现ꎬ位于产业链前端的内外资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相近(外资企业生产率水平稍高)ꎬ且相

比其他位置的企业具有更低水平的生产率ꎮ 根据工资决定方程ꎬ六种溢出效应对位于产业

链前端外资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均不显著ꎮ
(２)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对位于产业链中末端的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有显

著的缩小作用ꎬ而对产业链前端的企业间工资差距无明显影响ꎮ 而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水平

溢出效应对位于产业链前端和末端的企业间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扩大作用ꎬ因为非港澳台地

区外资企业本就具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ꎬ当其在行业中的占比增加时工资差距会显著扩大ꎮ
(３)由于后向关联效应对产业链末端的企业而言溢出空间较小、路径较短ꎬ重点分析其

对产业链中前端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ꎮ 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产生的后向关联效应对位于产业

链中前端的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缩小作用ꎬ与之正好相反的是ꎬ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后向关联效应对产业链中前端的企业间工资差距则有显著的扩大作用ꎮ 据工资决定

方程ꎬ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后向关联效应对前端和中端的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要么为

负要么无影响ꎬ这可能是由于港澳台地区的外资企业需要的是大量同质且技术含量较低的

中间品ꎬ同质化的竞争会迫使生产中间品的内外资企业压缩生产(劳动)成本ꎮ 非港澳台地

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效应对产业链前端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影响均不显著ꎬ对中端内资企业工

资水平的影响为负ꎬ但对中端外资企业的工资有正向影响ꎮ 笔者认为本文的考察期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ꎬ期间外资进驻的主要目的是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ꎬ使用我国廉价的生产资料

和劳动力ꎬ有技术含量或者规格要求较高的中间品依旧选择进口或本土技术水平较高的外

资企业ꎬ对上游和中游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影响十分有限ꎮ
(４)同样重点分析前向关联效应对产业链中端和末端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ꎮ 两种类

型的前向关联效应对位于产业链中端的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均具有显著的缩小作用ꎬ港
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前向关联效应对位于产业链末端的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缩小作用ꎬ与之相

反ꎬ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前向关联效应扩大了产业链末端的工资差距ꎮ 据工资决定方程ꎬ中
端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不受前向关联效应的影响ꎬ因而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缩小的效果

比较显著ꎮ 比较意外的是生产率水平较低的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前向关联效应对中末端内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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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资的正向影响均超过生产率水平更高的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ꎬ这可能是由于若上游港

澳台地区外资进入的越多ꎬ意味着对本行业市场份额的挤占越多ꎬ同质性竞争引发中间品价

格下降ꎬ进而降低了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ꎮ
综合来看ꎬ来自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效应对产业链中下游内外资

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用ꎬ同时该类型 ＦＤＩ 的后向关联效应对产业链中上游企

业间工资差距也有显著的缩小作用ꎮ 而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按产业链位置

分组后的工资差距影响并无明显规律ꎮ

　 　 表 ５ 　 　 按产业链位置分组后技术溢出对工资差距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链前端 产业链中端 产业链末端

(１) (２) (３)
Ｆｏｅ ０.０６３７∗∗ ０.３２３７∗∗∗ ０.３１５８∗∗∗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８６)
Ｈｇａｔ× Ｆｏｅ ０.６７５３ －０.４３４９∗∗∗ －０.３５７８∗∗∗

(０.６９７５) (０.０３９３) (０.０４４８)
Ｈｎｏ－ｇａｔ× Ｆｏｅ １.２１９６∗∗∗ －０.０１８２ ０.１０７９∗∗

(０.３０７３) (０.０２６０) (０.０４７５)
Ｂｇａｔ× Ｆｏｅ －３.６５０３∗∗∗ －０.４４５３∗∗∗ １.６６８３∗∗∗

(０.８４５８) (０.０９５９) (０.４５０９)
Ｂｎｏ－ｇａｔ× Ｆｏｅ ２.４５４７∗∗∗ ０.１０２７∗∗ －１.３５０４∗∗∗

(０.６２８４) (０.０４８３) (０.２４２６)
Ｆｇａｔ× Ｆｏｅ ６.２３５７∗∗ －０.５４９５∗∗∗ －２.４０６８∗∗∗

(２.４６５９) (０.０６６７) (０.２２６９)
Ｆｎｏ－ｇａｔ× Ｆｏｅ －２.８９１８∗∗∗ －０.４９０７∗∗∗ ０.６２６３∗∗∗

(１.０９２３) (０.０４１７) (０.１４８９)
控制变量 Ｙ Ｙ Ｙ
年份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地区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行业固定效应 Ｙ Ｙ Ｙ
Ｎ ７８ ０９４ ４０７ ８９４ １５１ ３３６
ａｄｊ. Ｒ２ ０.３９８ ０.３７３ ０.３７７

六、进一步研究:机制分析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技术溢出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有着显著的影响ꎬ根据理论分析

结果可知这一现象的背后原因是技术溢出通过改变生产率进而影响了工资水平ꎮ 上文实证

检验的结果表明生产率对企业的工资均有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ꎬ为进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ꎬ
在公式(１４)的基础上加入技术溢出和企业生产率的交互项以对技术溢出、生产率与企业工

资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ꎮ
ｌｎＷｉｊｔ ＝α＋β１ｔＨ ｊｔ＋β２ｔＢ ｊｔ＋β３ｔＦ ｊｔ＋β４ｔＴＦＰ ｉｊｔ＋γ１Ｈ ｊｔ×ＴＦＰ ｉｊｔ＋γ２Ｂ ｊｔ×ＴＦＰ ｉｊｔ＋γ３Ｆ ｊｔ×ＴＦＰ ｉｊｔ＋ωＸ ｉｊｔ＋μｉｊｔ

(１８)
表 ６报告了机制检验结果ꎬ从结果来看绝大多数技术溢出效应与企业生产率交互项的

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技术溢出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ꎬ技术

溢出有助于强化生产率对企业工资的提升作用ꎮ 只有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效应与内

资企业生产率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ꎬ即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率水

平并进而提高内资企业工资水平的机制路径并不成立ꎮ 究其原因ꎬ本文的考察期是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ꎬ期间外资企业尤其是技术水平较高的非港澳台地区企业本土采购率依然维持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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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水平ꎬ主要是因为:一是跨国公司出于防止技术扩散的考虑ꎬ往往更多从公司内部或者

母国进口中间品ꎻ二是国内中间品生产部门缺乏适当的激励机制及融资渠道ꎬ导致中间品规

格和质量不稳定ꎻ三是当时实施的加工贸易政策偏向鼓励贸易中间品进口(廖涵ꎬ２００３)ꎮ 较

低的本土采购率阻碍了外资企业通过购买中间品对本土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ꎮ 根据分组

回归后的系数值大小来看ꎬ相比外资企业ꎬ技术溢出对内资企业生产率提升工资具有更强的

强化作用ꎮ 表 ６的第(５)列是经由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得到的经验 Ｐ 值ꎬ绝大多数在 ５％的水平上显

著ꎬ说明分组系数差异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ꎬ分组后的系数具有可比性ꎮ

　 　 表 ６ 　 　 技术溢出影响企业工资的机制检验

变量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经验 Ｐ 值

(１) (２) (３) (４) (５)

Ｈ×ＴＦＰ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７７４∗∗∗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２０∗∗

Ｈｇａｔ×ＴＦＰ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０∗∗∗

Ｈｎｏ－ｇａｔ×ＴＦＰ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９２１∗∗∗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７) ０.１４２

Ｂ×ＴＦＰ ０.０５４５∗∗∗ ０.０３４０∗∗∗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Ｂｇａｔ×ＴＦＰ ０.１８２０∗∗∗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００∗∗∗

Ｂｎｏ－ｇａｔ×ＴＦＰ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６５３∗∗∗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

Ｆ×ＴＦＰ ０.２５５９∗∗∗ ０.１３７０∗∗∗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０∗∗∗

Ｆｇａｔ×ＴＦＰ ０.４３９６∗∗∗ ０.３０３９∗∗∗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００∗∗∗

Ｆｎｏ－ｇａｔ×ＴＦＰ ０.２５０６∗∗∗ ０.１３０６∗∗∗
(０.００６３)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

Ｎ ４５９ ９６６ ４９６ ６１５ １３４ ７４７ １４０ ７０９
ａｄｊ. Ｒ２ ０.３００ ０.３１３ ０.３１４ ０.３２９

七、结论

新发展理念下的对外开放要求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ꎬ依
托我国大市场优势ꎬ促进国际合作ꎬ实现互利共赢ꎬ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在更加开

放的条件下进行ꎮ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ꎬ外资会源源不断的涌入ꎬ充分利用外资在

技术方面的优势ꎬ从微观市场主体层面缩小收入差距ꎬ将会从源头上防止收入差距扩大ꎬ对
于构建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ꎬ稳步推进并扎实巩固共同富裕的成果而言ꎬ大大节省了人力、
财力和物力ꎬ有助于营造出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大环境ꎮ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一

直在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ꎬ这在当时是与国家发展和人民需要相适应的ꎬ而外资也的

确增加了就业岗位ꎬ有助于解决最大的民生问题ꎮ 随着引进外资步伐加快、规模扩大、领域

增多、合作层次变深ꎬ关于引进外资的标准也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变化ꎬ中国近年来对外

资的技术水平、技术溢出程度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步展开细致考察和深入探索ꎬ以此为出

发点ꎬ本文的研究主题是ꎬＦＤＩ 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否以及如何改善企业间收入分配的格局ꎬ
从而缩小收入差距ꎮ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１)理论模型的推导结果表明ꎬ若是基于外资企业之间无技术

溢出的假设ꎬＦＤＩ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垂直溢出效应均可缩小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ꎻ若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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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资企业间也存在技术溢出的假设ꎬ技术溢出效应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程度可能会减弱ꎬ甚
至改变影响方向ꎮ (２)Ｏａｘａｃａ－Ｂｌｉｎｄｅｒ 的分解结果表明ꎬ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和前向关联效

应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均由扩大变成缩小ꎬ后向关联效应虽然对工资差距的贡献依旧为正ꎬ但
贡献度已大幅下降ꎮ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ꎬ除了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对工资

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ꎬ其他五种类型技术溢出效应在绝大多数分位数上均缩小了工资差距ꎮ
(３)当企业位于不同产业链位置时ꎬ来自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的水平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效应对

产业链中下游内外资企业间的工资差距有明显的缩小作用ꎬ同时该类型 ＦＤＩ 的后向关联效

应对产业链中上游企业间工资差距也有显著的缩小作用ꎮ (４)机制分析表明ꎬ技术溢出有助

于强化生产率对企业工资的提升作用ꎬ但来自非港澳台地区 ＦＤＩ 后向关联效应通过影响企

业生产率水平并进而提高内资工资水平的机制路径并不成立ꎮ
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引资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第一ꎬ未来的引资工作中应更重视高质量外资的引进工作ꎬ一般来说引资项目的技术含

量越高ꎬ其技术溢出效应可能越大ꎬ对内资的带动力量也越充足ꎬ对于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

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作用也越大ꎮ 要结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经济发展需要以及国家

战略布局来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ꎬ鼓励和支持具备先进技术的外资项目的进入ꎬ并
搭建相关平台激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间展开交流合作ꎬ学习其先进技术ꎬ从而提高经营效

率、增加员工工资ꎬ缩小内外资企业间工资差距ꎮ
第二ꎬ外资不同类型的技术溢出效应对缩小收入差距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ꎬ水平溢出效

应和前向关联效应对缩小企业间工资差距的贡献较大ꎮ 对单个企业而言ꎬ内资企业要多与

高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展开横向技术合作ꎬ学习其先进的生产技术ꎬ提高生产效率ꎬ进而增

加员工工资ꎮ 从整个产业链来看ꎬ企业自身要创造与上下游产业间产品互通的机会ꎬ强化内

外资企业间的产业关联ꎬ内外资企业间的产业关联越密切ꎬ越有利于垂直溢出效应的发挥ꎮ
相关部门可采取措施来优化本土企业的生产配套服务、鼓励上下游内外资企业间的研发合

作、鼓励外资的本土化采购等等ꎮ 此外ꎬ对于国内产业链上游传统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行

业ꎬ应适当提高这些行业外资进入的技术门槛ꎬ以提高其技术溢出效应ꎮ
第三ꎬ未来应更注重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来提高本土企业的生产率ꎮ 企业工资水

平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率的不断提升ꎬ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展开交流合作、学习外资企业先

进技术时ꎬ要有的放矢ꎬ根据自身发展阶段ꎬ针对性学习外资先进技术ꎬ抓住机会提高生产

率ꎮ 这些技术包含范围比较广泛ꎬ有节能技术、管理技术、运输技术等等ꎬ在开展技术合作和

技术学习活动时ꎬ要做好技术甄别、技术效果评估工作ꎬ以做到在节省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同

时ꎬ消化、吸收好这些技术ꎬ提高生产率、减少内外资之间工资差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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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脱贫成果的

政治经济学解析与多维动态评估
———基于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的抽样调查

贺立龙　 朱方明　 张承文∗

　 　 摘要: 本文基于脱贫层次与稳定性、实效与真实性、动能与人本性、能力与多

维性、结构与协调性五个涵义向度构建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动态评估框架ꎬ将静态

的绝对贫困标准转换为动态的巩固脱贫标准ꎬ形成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

指数ꎬ考察多维贫困指数变化以评估巩固脱贫成果成效ꎮ 对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

地区的研究表明:两地多维贫困指数降幅超过 ８０％ꎬ但收入脱贫层次与稳定性有待

提升ꎻ在职中和高中入学、有效技能培训、老年人照料、因房负债及脱贫动能等维度

(指标)上存在不足ꎻ居住在山地的家庭、文化技能欠缺家庭、临界脱贫家庭以及半

劳动力家庭更易出现返贫风险ꎻ劳动力富集区家庭成员进城务工、特色资源富集区

家庭开展农业经营有助于巩固脱贫成果ꎮ 这一研究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分析的多

维探索ꎬ也是多维贫困方法在巩固脱贫成果评估领域的应用与拓展ꎬ为做好巩固脱

贫成果后评估、推动脱贫地区全面振兴提供方法论参考ꎮ
关键词: 巩固脱贫成果ꎻ多维动态评估ꎻ多维贫困指数ꎻ秦巴山区ꎻ大小凉山地区

中图分类号: Ｆ３２３.８ꎻＦ１２４.７

一、引言

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ꎬ但脱贫摘帽不是终点ꎬ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仍然任重而道远ꎮ 新的发展阶段ꎬ贫困治理的战略重心转向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ꎬ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ꎮ 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前提ꎬ为此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ꎬ做到早发现、
早干预、早帮扶ꎬ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ꎬ促进内生可持续发展ꎮ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ꎬ党中央决定ꎬ适时组织开展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工作ꎬ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责任ꎬ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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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立龙ꎬ四川大学经济学院ꎬ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ꎬ
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５ꎬ电子信箱:ｈｅｌｉｌｏｎｇ２００２＠ １６３.ｃｏｍꎻ朱方明ꎬ四川大学经济学院ꎬ邮政编码:６１００６５ꎬ电子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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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２１ＢＪＬ０６０)的阶段性成果ꎬ并受到四川省社科“十四五规划”课题“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结构转换与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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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治理方略的转变要求贫困度量范式的拓展:一是治贫目标由按现行标准全面脱贫

迈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ꎬ重在防止规模性返贫ꎬ从而推动脱贫达标考核转向巩固脱贫成

果评估ꎻ二是治贫主线从解决整体贫困转为缩小区域差距ꎬ强调脱贫政策落实和短板补齐ꎬ
因此巩固脱贫成果评估更重视对脱贫“协调性、平衡性”的考察ꎮ 如何理解巩固脱贫成果的

涵义与要求? 能否找到一种“区域可比”的巩固脱贫成果评估方法? 这是本文要研究的问

题ꎮ
相关文献主要聚焦对脱贫质量或脱贫稳定性的界定与测度ꎮ 一是基于脱贫需求的满足

层次界定脱贫质量ꎬ提出了收入脱贫质量标准(左停等ꎬ２０２１)、多维脱贫质量指数(郑长德ꎬ
２０１８)、村户脱贫质量评价体系(王汉杰等ꎬ２０２０ꎻ郭军等ꎬ２０２１)ꎮ 二是运用脆弱性理论以及

抗逆力、韧性概念阐释脱贫持续性ꎬ即在非贫困状态“待下去”或保持不返贫的能力ꎬ并设计

了多维贫困脆弱性指标(张栋浩等ꎬ２０２０)、脱贫韧性指标(李志平、吴凡夫ꎬ２０２０)ꎮ 三是关

注综合脱贫成效ꎬ构建了由脱贫真实性(由“错退率”或“漏评率”刻画)与脱贫可持续性(涵
盖资本、制度、产业结构、人的发展)指标组成的脱贫质量测度框架ꎬ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

个维度构建区域扶贫质量指数(斯丽娟、王超群ꎬ２０２０)ꎮ
上述文献从收入与可行能力、脆弱性与抗逆力、脱贫精准性与真实性、农户生计与区域

发展等不同视角界定和测度脱贫成效ꎬ为脱贫效果量化评估提供了研究参考ꎬ但也存在一定

局限性:第一ꎬ未能严格区分脱贫达标与脱贫成效ꎬ提出一个涵盖脱贫层次(深度)、维度(广
度)、结构、动能的综合度量框架ꎬ难以用于巩固脱贫成果的系统评估ꎻ第二ꎬ尽管引入多维架

构ꎬ但较少运用多维贫困指数(ＭＰＩ)等国际通用的方法及指数进行贫困的精准识别与综合

测算ꎬ从指标选择到阈值设定都缺乏相对严谨的公理化论证ꎬ有些指数甚至将宏观指标与微

观指标混用ꎬ降低了多维贫困指数运用的系统性和科学性ꎻ第三ꎬ评估测算所用数据库信息

和田野调查数据大都停留于脱贫攻坚中后期ꎬ不能及时反映全面脱贫之后的最新情况ꎮ
本文立足新发展阶段ꎬ进行巩固脱贫成果涵义的政治经济学解析ꎬ构建巩固脱贫成果的

多维动态评估框架ꎬ用于不同区域的脱贫成果评估比较ꎬ为做好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推进

脱贫地区全面振兴提供一种分析框架与度量方法ꎮ

二、巩固脱贫成果的解析与评估:对多维贫困范式的借鉴与超越

在度量和评估巩固脱贫成果之前ꎬ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巩固脱贫成果的涵义和要求ꎮ 从

脱贫的程度、稳定性、持续性等“成效”内涵看ꎬ巩固脱贫效果的量化基准是什么? 作为一个

综合范畴ꎬ地区(农户群体)脱贫成果巩固的实现程度、价值取向如何诠释? 内部结构因素对

总体脱贫成果有何影响? 传统的贫困陷阱、可行能力理论难以回答上述问题ꎮ
(一)巩固脱贫成果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从概念的内涵看ꎬ巩固脱贫成果重在“巩固”ꎮ 脱贫是“摆脱绝对贫困”ꎬ巩固脱贫成果

则是“更高质量、更加稳固、更可持续地”摆脱绝对贫困ꎮ 巩固脱贫成果是巩固收入脱贫与多

维脱贫的统一ꎬ是客观标准与主观评价的结合ꎬ是政策实效与主体能力的耦合ꎬ最终指向农

户家庭(人口)脱贫获得感与幸福感的提升ꎬ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的扎实推进ꎮ
从概念的外延看ꎬ巩固脱贫成果涵盖人口脱贫的稳定与脱贫产业的内生可持续ꎬ既反

映为个体层面的“单位农户”的脱贫质量ꎬ也体现为区域层面的“农户集合体”的脱贫成

５９



贺立龙　 朱方明　 张承文:巩固脱贫成果的政治经济学解析与多维动态评估

效ꎮ 本文研究“人”的脱贫成果巩固ꎬ即以个体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脱贫成果巩固为基本

分析单元ꎬ通过贫困识别与综合测度ꎬ进行区域人口即“农户集合体”的脱贫成果巩固状

况分析与评估ꎮ
据此ꎬ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可解析为ꎬ基于帮扶政策有效落实和受扶对象能力培育ꎬ

脱贫地区农户(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等各个维度的脱贫效果持续巩固ꎬ以及脱贫发展

平衡性、协调性的不断提升ꎮ 具体可将巩固脱贫成果诠释为五个涵义向度:
一是脱贫的层次与稳定性ꎮ 巩固脱贫成果的本质是巩固(提升)脱贫需求的满足成效

(层次)ꎬ对这种成效或层次的评估要依托于一定的脱贫衡量基准ꎮ 从收入标准看ꎬＨａｖｅｍａｎ
等(２０１５)基于贫困线上下一定比例区分了浅层贫困(５０％ ~ １００％)和临界脱贫(１００％ ~
１５０％)ꎬ巩固脱贫成果意义上的脱贫标准应高于临界脱贫上限(即贫困线的 １５０％)ꎻ«国务

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开发〔２０２０〕６ 号)
提出ꎬ监测范围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１.５ 倍左右的家庭ꎬ据此可将贫困标

准(贫困线)的 １.５ 倍设为巩固脱贫标准下的收入指标阈值ꎮ 从能力标准看ꎬ“两不愁三保

障”、住房、用水等指标阈值应由绝对贫困标准升级为巩固脱贫标准ꎮ 巩固脱贫成果还要求

保持脱贫的稳定和可持续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ꎬ脱贫既要看数量ꎬ更要看质量ꎬ不能到时候

都说完成了脱贫任务ꎬ过一两年又大规模返贫ꎮ①

二是脱贫的实效与真实性ꎮ 脱贫实效与真实性是指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
保障”的政策落实成效与覆盖广度ꎬ体现为帮扶政策对农户的直达性、惠及程度及范围ꎮ 一

些“三保障”政策可能存在落实不足或执行偏差情况ꎬ如儿童因病失学、不能及时就医等ꎮ 一

些保障政策对“弱势群体”产生隐性排斥ꎬ形成留守儿童、家庭老年成员等一些隐性贫困群

体ꎮ
三是脱贫的动能与人本性ꎮ 人的发展动力和活力决定脱贫的内生性与可持续性ꎮ 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ꎬ激发脱贫内生动力ꎬ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贫困ꎮ② 脱贫动能可用劳动力生

产积极性(健康家庭成员是否“穷懒”)衡量ꎮ 此外ꎬ随着绝对贫困解决ꎬ主观感受的贫困成

为政策关注重点(陈志钢等ꎬ２０１９ꎻ李小云等ꎬ２０１９)ꎬ巩固脱贫成果最终反映在人的脱贫获得

感的提升ꎮ
四是脱贫的能力与多维性ꎮ 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ꎬ工人生活改善不等于经济

和社会地位的提升(王峰明ꎬ２０１６)ꎮ 脱贫必须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ꎬ“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③ꎮ Ｓｅｎ(１９９９)将脱贫能力获得的内容从

收入增长拓展到教育、健康和生活质量改进ꎮ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ＵＮＤＰ)与牛津大学贫困

和人类发展研究中心(ＯＰＨＩ)开发了多维贫困指数ꎬ将健康、教育和生活质量等维度纳入其

中ꎮ
五是脱贫的结构与协调性ꎮ 整体贫困解决后ꎬ脱贫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巩固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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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ꎬ２０２１:«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ꎬ«人民日报»２月 ２６日ꎮ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ꎬ１９７２:«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ꎬ人民出版

社ꎬ第 ２１７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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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成果的结构性制约因素ꎮ 研究区域脱贫成果巩固ꎬ必然涉及对脱贫人口的结构性分析ꎬ特
别是对边缘易致贫与脆弱易返贫群体的考察ꎮ 只有厘清区域(群体)各类型贫困脆弱人口的

结构分布ꎬ才能精准施策ꎬ提升各类群体脱贫的成效、稳定性和持续性(贺立龙等ꎬ２０２０)ꎮ
脱贫层次与稳定性反映巩固脱贫的“程度”ꎬ要求指标与阈值体现脱贫层次与持续性ꎻ脱

贫能力与多维性反映巩固脱贫的“广度”ꎬ要求评估范式多维化ꎻ脱贫实效与真实性反映巩固

脱贫的“有效实现”ꎬ要求评估对象精准化ꎻ脱贫动能与人本性反映巩固脱贫的“价值取向”ꎬ
要求纳入主观指标ꎻ脱贫结构与协调性反映巩固脱贫的“结构属性”ꎬ要求综合指数可分解ꎮ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巩固脱贫成果的五个涵义向度构成ꎬ见图 １所示ꎮ

图 １　 巩固脱贫成果的五个涵义向度

(二)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动态评估框架:对多维贫困方法的借鉴与超越

巩固脱贫成果的政治经济学解析和五个涵义向度的诠释ꎬ为巩固脱贫成果评估提供了

学理依据ꎬ也推动新阶段的巩固脱贫成果度量与评估思路出现如下转变:
第一ꎬ评估基准从脱贫攻坚时期的“脱贫达标”升级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时期的

“巩固脱贫”ꎬ这要求评估指标及阈值的设置需反映脱贫层次与稳定性ꎮ 以超过贫困线一定

比例的“巩固脱贫”基准取代绝对贫困线等最低达标基准ꎬ将年度静态标准扩展为连续 Ｎ年

(如 ２－３年)动态标准ꎬ可以更好地度量脱贫层次与稳定性ꎮ 如ꎬ伍艳(２０２０)借鉴 Ｆｏｓｔｅｒ
(２００７)的跨期贫困度量方法构建了农户稳定脱贫指数ꎮ

第二ꎬ评估靶点从“帮扶政策完备性”落实为“受扶个体的脱贫实效”ꎮ 在“四不摘”背景

下①ꎬ重点评估政策指向的精准性和政策落实的效果ꎬ即农户及家庭成员的脱贫实效ꎮ 特别

是在“三保障”方面ꎬ着重识别因政策执行偏差所致的隐性贫困或事实贫困ꎬ可选择因病失

学、上学便利性、因房负债等实效性指标ꎮ 如ꎬ张全红和周强(２０１５)在显性脱贫指标之外ꎬ提
出了儿童和青少年生活条件ꎬ就业、医疗服务可及性等隐性指标ꎮ

第三ꎬ评估取向从物质脱贫拓展为物质与精神脱贫的耦合ꎬ维度(指标)设置要涵盖脱贫

内生动能与脱贫获得感、满意度评价ꎮ 贫困也是一种主观感受ꎬ多维贫困测度若忽视内在价

值维度则不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目标的实现(阿尔基尔ꎬ２００７)ꎮ 增加反映脱贫动能大小、脱贫

获得感和满意度的维度(指标)ꎬ有助于全面评估农户的脱贫发展质量ꎮ 如罗玉辉和侯亚景

(２０１９)将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和信心纳入贫困测度框架ꎬ评估了中国农村减贫质量ꎮ

７９

①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６日ꎬ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ꎬ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ꎬ过渡

期内ꎬ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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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评估维度从收入脱贫延伸到能力脱贫ꎮ ＡＦ方法①以及 ＵＮＤＰ－ＭＰＩ 等多维贫困指

数的提出与运用(Ａｌｋ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ꎬ２０１１ꎻＵＮＤＰꎬ２０１０ꎻ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２０１６②)为脱贫成果的多

维评估提供了基础范式ꎮ 一些学者运用涵盖“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维度的 ＭＰＩ 指数ꎬ开
展中国贫困的多维度量(杨龙、汪三贵ꎬ２０１５)ꎮ 中国脱贫攻坚贯彻多维赋能理念ꎬ形成“两不

愁三保障”的全面脱贫体系ꎬ以此为主线可构建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评估框架ꎮ
第五ꎬ评估视角从基本面的脱贫指标统计深入到不同区域、群体的脱贫成果比较ꎮ 对区

域巩固脱贫成果进行多维评估ꎬ应形成基于不稳定脱贫户识别而构建的区域综合指数ꎮ 对

这一综合指数进行细分维度、地区和群体的分解ꎬ可以发现脱贫不稳定的脆弱区域或人口ꎬ
识别脱贫工作短板和返贫致贫风险隐患ꎮ 如李博等(２０１８)、沈扬扬等(２０１８ａꎬ２０１８ｂ)通过对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结构化度量发现ꎬ脱贫短板存在于深度贫困人口ꎬ弱项是健康与教育ꎮ
基于上述思路转变ꎬ本文构建中国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动态评估框架:首先构造基于巩

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ꎬ进而利用村户抽样数据计算特定区域(群体)的 ＭＰＩ 值ꎬ观察 ＭＰＩ 值及

内部结构(不同维度或人口子群)的变化ꎬ获得区域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动态评估结果ꎮ
之所以借鉴多维贫困方法构建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评估框架ꎬ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精准

扶贫行动构成了多维减贫的成功实践(黄承伟ꎬ２０１８)ꎻ另一方面ꎬＡＦ 方法及 ＵＮＤＰ－ＭＰＩ 范
式为巩固脱贫成果的多维评估、结构考察与区域比较提供了量化标准和分析框架ꎮ 借鉴 ＡＦ
方法及 ＵＮＤＰ－ＭＰＩ框架ꎬ将静态的绝对贫困标准转换为动态的巩固脱贫标准ꎬ就可构建起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体系ꎮ③ 但是ꎬ上述多维评估框架并非多维贫困方法的简单应用ꎬ
而是基于政治经济学涵义解析的巩固脱贫成果评估方法创新:其一ꎬ该框架突破 ＵＮＤＰ－ＭＰＩ
范式下的“教育、健康、生活水平”三维度限制ꎬ以“两不愁三保障”为主线ꎬ建构反映中国巩

固脱贫成果要求的多维评估框架ꎮ 其二ꎬ传统的 ＭＰＩ指数衡量的是静态的多维贫困ꎬ而基于

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值变化衡量了动态的多维脱贫成效ꎮ 其三ꎬ相比 ＵＮＤＰ－ＭＰＩ 多维贫困

度量体系ꎬ本文构建的多维评估框架具有中国巩固脱贫成果语境下的区域适用性和可比

性ꎮ④本文的研究拓展与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ꎬ以往脱贫度量大多基于“脱贫达标”选择维度指标及阈值ꎬ如收入达标、“三保障”

政策实施即完成脱贫ꎬ而针对脱贫层次、稳定性、政策实效则缺乏精准测度ꎮ 本文聚焦“巩固

脱贫”进行指标与阈值设计ꎬ构建一个可进行区域比较的巩固脱贫成果多维动态评估框架ꎮ
第二ꎬ以往贫困测度的实证研究大都选用全国性农户数据库ꎬ难以覆盖脱贫攻坚全周

期ꎬ且专门用于脱贫效果测度的指标较少ꎮ 本文数据来自作者对大小凉山地区与秦巴山区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ＡＦ方法是 Ａｌｋｉｒｅ和 Ｆ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１)提出的多维贫困测度方法ꎬ成为ＭＰＩ等多维贫困指数构建的方法依

据ꎮ
具体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ｐｈｉ. ｏｒｇ. ｕｋ / ｗｏｒｌｄ － ｂａｎｋ －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 ｐｏｖｅｒｔｙ －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ｏｐｈｉ.ｏｒｇ.ｕｋ / ｏｐ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ｖｅｒｔｙ－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ｒｅｐｏｒｔ－ ｌａｕｎｃｈ－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ｄ－ｂｙ－ｈｏｎｅｓｔｙ / ꎮ

将 ＵＮＤＰ－ＭＰＩ等多维贫困指数进行适度调整ꎬ运用于多维贫困度量ꎬ在学界已有先例ꎬ如王小林和

冯贺霞(２０２０)选择收入、就业、教育、健康和生活水平五个维度ꎬ构建了相对贫困的多维测度指数ꎮ
本文将这一评估框架用于大小凉山地区和秦巴山区两类脱贫区域的巩固脱贫效果评估ꎬ是为验证这

一框架的区域适用性与可比性ꎬ而非用于推出普遍性脱贫评估结论ꎬ因此不苛求区域评估结果的“外推

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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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照抽样调研ꎬ除能追踪到全面脱贫之后的最新情况ꎬ还围绕收入、“两不愁三保障”与饮

水安全进行问卷设计ꎬ得到反映脱贫层次和稳定性、政策实效、满意度等方面的指标信息ꎮ
第三ꎬ已有脱贫评估以全国农村面上评估为主ꎬ较少有反映脱贫平衡性的结构化考察ꎬ

本文区分深度贫困退出地区和一般贫困退出地区ꎬ进行巩固脱贫成果的评估比较ꎬ为推动脱

贫地区全面振兴提供参考ꎮ 一些多维贫困度量文献(沈扬扬等ꎬ２０１８ａ)基于城乡区域及家庭

类型进行 ＭＰＩ值的子群分解ꎬ本文按照地理分布、劳动力结构、生计方式考察 ＭＰＩ 值的子群

贡献ꎬ重点评估脆弱性强的脱贫村户ꎬ以及老年人等潜在的隐性贫困者的脱贫稳定性ꎮ

三、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构造与数据来源

一般认为ꎬ多维贫困指数(如 ＵＮＤＰ－ＭＰＩ)取值变化可反映减贫或脱贫效果ꎬ如一些学

者计算 ＭＰＩ值的跨期变化ꎬ评估农村多维减贫成效、农民工多维返贫状况(侯亚景ꎬ２０１７ꎻ蒋
南平、郑万军ꎬ２０１７)ꎮ 本文将静态的绝对贫困标准转换为动态的巩固脱贫标准ꎬ进行巩固脱

贫导向的维度、指标遴选与剥夺阈值设计ꎬ从而建构起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指数

(ＭＰＩ)ꎻ进而通过观察 ＭＰＩ值变化ꎬ对巩固脱贫成果进行多维动态评估ꎮ 后文将利用秦巴山

区和大小凉山地区的抽样农户调查数据ꎬ进行巩固脱贫成果的区域评估与比较ꎮ
(一)巩固脱贫成果评估的多维方法借鉴:ＭＰＩ 的引入

国际上有 ＦＧＴ(Ｆｏｓｔ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１９８４)、 ＭＰＩ(Ａｌｋｉｒｅ ａｎｄ Ｆｏｓｔｅｒꎬ２０１４)等多种贫困指数ꎮ 考

虑指标的直观性和政策指向性ꎬ本文参照 ＡＦ－ＭＰＩꎬ构建巩固脱贫成果评估的多维动态框架ꎮ
多维贫困识别依托两个临界值:一是 ｚ 值ꎬ令ｇｉｊ为个体 ｉ 在指标 ｊ 上的剥夺状态ꎬ若ｇｉｊ低

于ｚ ｊꎬ则判定被剥夺即ｇｉｊ ＝ １ꎬ反之为 ０ꎮ 二是 ｋ 值ꎬ将个体 ｉ 在 ｄ 个指标上的“加权剥夺得分”
ｃｉ与 ｋ 对比ꎬ若ｃｉ≥ｋꎬ判定 ｉ 处于多维贫困ꎬｃｉ ｋ( ) ＝ ｃｉꎻ若ｃｉ <ｋ 时ꎬ判定 ｉ 未处于多维贫困ꎬ
ｃｉ(ｋ)＝ ０ꎮ

据此可合成多维贫困指数(ＭＰＩ):

ＭＰＩ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ｃｉ ｋ( ) (１)

ＭＰＩ 可分解为贫困广度与贫困深度:

ＭＰＩ ＝ ｑ
ｎ

× １
ｑ∑

ｎ

ｉ ＝ １
ｃｉ ｋ( ) ＝ Ｈ × Ａ (２)

(２)式中:ｎ、ｑ 分别为全部人口、识别为多维贫困的人口数量ꎻＨ 为多维贫困发生率ꎬ反映贫

困广度ꎻＡ 为多维贫困人口的平均被剥夺程度ꎬ反映贫困深度ꎮ
ＭＰＩ 具有子群(ｓｕｂｇｒｏｕｐ)可分解性ꎬ若将全部人口分解为 ｇ 个子群 ｌ( ｌ＝ １ꎬ􀆺ꎬｇ)ꎬｌ 的人

口规模为ｎｌꎬ在全部人口 ｎ 中占比为
ｎｌ

ｎ
ꎬ则 ＭＰＩ 可分解为:

ＭＰＩ ＝∑
ｇ

ｌ ＝ １

ｎｌ

ｎ
ＭＰＩ ｎｌ( ) (３)

ＭＰＩ 也可从维度或指标上分解ꎬ以考察各个指标的剥夺发生率或致贫贡献ꎬ某一指标在

全部人口上的剥夺发生率表示为:

ｈ ｊ ＝
∑

ｉ
ｇｉｊ

ｎ
× １００％ (４)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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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构造:维度、指标及剥夺阈值

按四个原则构造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１)可比性ꎬ借鉴 ＡＦ及 ＵＮＤＰ－ＭＰＩ框架ꎬ构
造具有区域适用性和可比性的 ＭＰＩꎻ(２)实践性ꎬ基于中国巩固脱贫的现实语境ꎬ以收入、“两
不愁三保障”为核心维度构造 ＭＰＩꎻ(３)巩固脱贫成果导向ꎬ从巩固脱贫成果涵义向度出发ꎬ
设计维度指标及剥夺阈值ꎻ(４)数据可及ꎬ维度与指标遴选考虑数据可得性(郭建宇、吴国

宝ꎬ２０１２)ꎮ 具体维度、指标及剥夺阈值设计如下:
１.在维度选择上ꎬ突出脱贫的能力与多维性ꎬ确立收入、“吃穿”、教育、健康、住房、用水

等基本维度ꎻ考虑脱贫动能与人本性ꎬ设置脱贫动能、脱贫认可度与满意度等主观维度ꎻ参照

ＵＮＤＰ－ＭＰＩ 范式包含的生活水平维度———资产、电力、燃料ꎬ着眼于中国农户脱贫生计可持

续所需的物质条件与公共服务保障ꎬ纳入家庭资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维度ꎮ
２.在指标与剥夺阈值设定上ꎬ强调对脱贫层次与稳定性、脱贫政策实效与脱贫真实性

的度量ꎬ设计反映脱贫层次、稳定性、真实性和实效性的指标ꎬ一旦达不到质量基准ꎬ或无

法获得政策惠及ꎬ认定为剥夺ꎮ 为突出巩固脱贫这一衡量标准ꎬ各指标的剥夺阈值设置如

下:
收入指标、“吃穿”指标的剥夺阈值分别设定为ꎬ未实现“人均收入连续两年稳居当年贫

困线的 １.５倍之上”①、未实现“每天可吃肉ꎬ一般衣服都买得起”ꎮ 由于义务教育普及中仍

存在儿童因病失学或厌学等隐性失学现象ꎬ加之教育条件存在区域和家庭差异ꎬ本文选择儿

童因病失学辍学、上学便利性及条件、家庭学习环境指标测度教育保障实效ꎮ 考虑到义务教

育完成后的职(高)中教育、技能培训对提升扶智扶志成效与生计能力的作用ꎬ本文也将职

(高)中入学机会、有效技能培训作为巩固教育脱贫成果的指标ꎮ
为测度儿童和老年人两类脆弱群体(潜在或隐性贫困成员)的健康保障实效ꎬ选择是否

病残、家庭关爱(心)、精神风貌三个主客观指标ꎬ考虑两类群体的健康隐患ꎬ分别增加营养状

况、个体事实贫困(与子女感情淡漠、缺乏赡养)两个指标ꎻ选择病(伤)后获得医治的及时性

与条件、医疗负担及压力两个指标ꎬ测度“基本医疗有保障”的个体实效ꎮ
聚焦“住房安全有保障”的真实性和实效性ꎬ设置住房是否宽裕、有无独立厨房、是否

有较重的因房负债三个指标ꎮ 参照«农村饮水安全评价准则»②ꎬ考虑到合格自来水饮用

成为全面保障脱贫户饮水安全的标准ꎬ本文将是否用上合格的自来水作为饮水安全的衡

量标准ꎮ
在资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维度上ꎬ一方面选用 ＡＦ－ＭＰＩ 范式常见的生活水平度

量指标ꎬ如大件资产、电力保障、炊事燃料ꎬ并考虑中国农村家庭脱贫发展现实情形ꎬ设
定巩固脱贫标准的剥夺阈值———即“没有机动车或彩电冰箱类的大件资产” ꎬ“有时出

现停电情况” ꎬ“日常炊事烧柴或使用劣质煤” ꎻ另一方面增加旱厕还是水厕、经营资金

可得性、农用地、网络稳定性、交通便利性等反映中国农户生活水平高低的敏感性指标ꎬ

００１

①

②

原国务院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将人均收入低于扶贫标准 １.５倍的家庭列为易返贫监测对象ꎬ
本文着眼于动态可持续性考量ꎬ将连续 Ｎ年(考虑数据可及ꎬ设为 ２年)人均收入不低于扶贫标准 １.５倍ꎬ视
为稳定脱贫的指标阈值ꎮ

参见«水利部 国务院扶贫办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坚决打赢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战的通知»
(水农[２０１８]１８８号)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ａｃ.ｇｏｖ.ｃｎ / ｘｗ / ｂｚｈｄｔ / ２０１８０８ / ｔ２０１８０８０９＿３４２８２４.ｈｔ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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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剥夺阈值ꎮ
在脱贫动能、脱贫满意度与认可度等维度上ꎬ用健康劳动力生产就业积极性测度脱

贫动能ꎬ检验是否存在“福利陷阱” ꎬ①一旦家中存在闲置劳动力(有成年健康劳动力长

期无缘由不参与生产就业) ꎬ即认定脱贫动能不足ꎻ用“贫困自评” (自评未脱贫或相对

贫困)测度脱贫认可度ꎻ用农户脱贫获得感及其对所在区域脱贫状况评价来测度脱贫满

意度ꎮ
(三)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构造:指标权重与识别临界值

在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构造中ꎬ从多维贫困农户识别ꎬ到 ＭＰＩ 的加权生成ꎬ都需设

置合理权重ꎮ 涉及 ＭＰＩ 构建ꎬ学界大都采用维度间、指标间“等权重”赋权方法(ＵＮＤＰꎬ
２０１０ꎻ郭建宇、吴国宝ꎬ２０１２ꎻ郭熙保、周强ꎬ２０１６ꎻ沈扬扬等ꎬ２０１８ａ)ꎮ 尽管有研究认为福利指

标间可能是非线性关系ꎬ等权重法有局限性(Ｎａｒｄｏ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８ꎻ王汉杰等ꎬ２０２０)ꎬ但考虑到

聚类－粗糙集法(王汉杰等ꎬ２０２０)等一些较新的赋权方法在 ＭＰＩ 构建中未广泛运用ꎬ而主成

分分析(Ｒａｍꎬ１９８２)、多分格主成分分析(Ｌａｒｏｃｈｅｌｌｅ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４)等更具稳健性的统计方法对

数据及贫困类型划分的要求更严苛ꎬ因此本文仍采用等权重方法ꎬ并考虑巩固脱贫重(难)点
所在ꎬ对等权重法做一些调整ꎮ 具体而言ꎬ将前述选定的维度归为收入与“吃穿”ꎬ教育ꎬ健
康ꎬ住房与用水ꎬ家庭资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ꎬ脱贫动能、脱贫认可度与满意度六类ꎬ分别

做等量赋权 １ / ６ꎻ再进行指标均分赋权ꎮ 针对职(高)中入学机会、有效技能培训、饮水安全

等关键指标ꎬ将权重设定为同维度其他指标的 ２倍ꎮ② ＭＰＩ的构造见表 １ꎮ
在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农户识别上ꎬ以家庭为识别单元ꎬ样本家庭某一指标被

剥夺ꎬ赋值为 １ꎻ将所有指标赋值加权求和ꎬ看是否达到多维贫困识别临界值ꎮ 本文借鉴国内

外研究惯常标准③ꎬ将识别临界值定为 Ｋ ＝ １ / ３ꎬ即:若加权剥夺得分 ｃｉ≥１ / ３ꎬ则将该农户识

别为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家庭ꎬ或未达到巩固脱贫成果的标准ꎮ 如ꎬ一个家庭在教

育、健康各项指标上被剥夺ꎬ得分为 １ / ６×１＋１ / ６×１ ＝ １ / ３ꎬ则被判定未达到巩固脱贫成果标

准ꎮ 尽管识别单元为家庭ꎬ但在指标剥夺测算上要考察儿童、老年人等所有成员ꎮ 如ꎬ家庭

任何一个成员未能实现“每天可吃肉ꎬ一般衣服都买得起”ꎬ吃穿指标就判为被剥夺ꎮ
基于权重和临界值设定ꎬ构造出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ꎮ 为检验指数的区域适用性ꎬ

运用其对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两个典型区域进行巩固脱贫成果的动态评估ꎬ即计算两

地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与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两时段的 ＭＰＩ 值ꎬ观察其下降态势以得到两地巩固脱

贫成果的多维动态评估结果ꎬ并进行细分指标、子群的结构性考察ꎮ

１０１

①

②

③

“福利陷阱”形容贫困户不愿意脱贫、不愿意摘帽的现象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５ 日)指出ꎬ脱贫帮扶要量力而行ꎬ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ꎬ防

止产生贫困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的“悬崖效应” ꎬ留下后遗症ꎮ
对于同维度内指标赋权ꎬ学界未有统一标准ꎮ 本文基于三个核心指标重要性ꎬ对其 ２ 倍赋权处理ꎮ

考虑到等权重法稳健性有所不足ꎬ加之对核心指标 ２倍赋权存在主观性ꎬ我们分别采用调整权重法(如增加

收入与“吃穿”、“三保障”等核心维度权重)、缩减维度和指标法(如去掉贡献大的维度“教育”和贡献小的

维度“脱贫动能、认可度与满意度”ꎻ或去掉非核心指标ꎬ缩减为 ６个维度 １３个指标)ꎬ运用样本数据进行稳

健性检验ꎬ结果显示ꎬＭＰＩ、Ａ、Ｈ 变动的态势和相对幅度未发生根本变化ꎬ说明本文所构造的 ＭＰＩ 及多维评

估方法是稳健可靠的ꎬ但限于篇幅ꎬ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呈现ꎬ如有需要可与作者联系ꎮ
ｋ 值选取ꎬ本文与多数学者一样(如沈扬扬等ꎬ２０１８ａ)ꎬ参照全球多维贫困指数(ＧＭＰＩ)等国际标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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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构造:维度、指标、剥夺阈值与权重
维度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指标选择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剥夺阈值设定 权重

收入与 “吃
穿”

收入脱贫的层次与稳定性
家庭年人均收入未实现“连续两年稳居当年收入贫困线
１.５倍以上” (２０１９ 年、２０２０ 年贫困线分别为 ３ ２１８ 元、
４ ０００元)①

１ / １２

“吃穿”的层次与稳定性 未实现“每天可吃肉ꎬ一般衣服都买得起” １ / １２

教育

义务教育
保障实效

因病失学辍学 因病残或家庭原因而无法入学、得不到必要教育 １ / ４２
上学便利性及条件 上学不方便ꎬ学校条件或教学质量不佳 １ / ４２
家庭学习环境 基本无家庭辅导ꎬ家庭学习环境不佳 １ / ４２

义务教育之后的职中、高中
入学 受限于家庭或自身条件而未能接受职中、高中教育 １ / ２１

有效的技能培训 家庭户主或支柱成员得不到有效的技能培训 １ / ２１

健康

儿童身
心健康

是否病残 有儿童患有残疾或重病、慢性病 １ / ６０
营养状况 有儿童过度瘦弱或肥胖 １ / ６０
家庭关爱 有儿童留守ꎬ父母很少打电话关心或给予关爱 １ / ６０
精神风貌 儿童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精神状态不佳 １ / ６０

老年人
身心健
康或隐
性贫困

是否病残 有老年人患有残疾或重病、慢性病 １ / ６０
家庭关心 有老年人处于空巢状态ꎬ或非空巢但与子女感情淡漠 １ / ６０
精神风貌 有老年人衣着打扮、言行举止、精神状态不佳 １ / ６０
老年家庭成员的事
实贫困 有老年家庭成员在居住或医疗保障上存在事实不足 １ / ６０

病(伤) 获医治的及时性与
条件 生病或受伤不能及时入院ꎬ或得不到有效治疗 １ / ６０

医疗负担及压力 存在较重的医疗负担ꎬ或因病负债ꎬ或医疗报销困难 １ / ６０

住房与用水

住房是否宽裕 住房过小ꎬ居住拥挤ꎬ不宽裕 １ / ３０
有无独立厨房 无独立的、条件较好的厨房 １ / ３０
是否有较重的因房负债 因新(改)建安全住房而产生较重的债务负担 １ / ３０
饮水安全 未用上合格的自来水 １ / １５

家庭 资 产、
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

大件资产 没有机动车或彩电冰箱类的大件资产 １ / ４８
经营资金可得性 难以得到可用于生产经营的信贷资金 １ / ４８
农用地 人均可使用或流转的农用地极少 １ / ４８
电力保障 有时会出现停电情况 １ / ４８
炊事燃料 日常炊事仍然烧柴或使用劣质煤ꎬ未用气 １ / ４８
旱厕还是水厕 家中使用旱厕而未使用水冲厕所 １ / ４８
网络稳定性 日常没有稳定网络ꎬ信息不灵通 １ / ４８
交通便利性 交通出行不便 １ / ４８

脱贫 动 能、
脱贫认可度
与满意度

健康劳动力生产就业情况 存在成年健康劳动力长期无故不参与生产就业的情况 １ / １８
脱贫认可度(家庭贫困自评) 自评未脱贫或相对贫困 １ / １８
脱贫满意度 脱贫获得感不强ꎬ对自身及所在区域脱贫状况不满意 １ / １８

　 　 注:(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国开发〔２０２０〕６
号)要求监测“脱贫不稳定户ꎬ收入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边缘户”ꎬ主要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国家扶
贫标准 １.５倍左右的家庭”ꎮ 据此ꎬ本文将扶贫标准 １.５倍作为收入脱贫质量的剥夺标准ꎬ突出对脱贫不稳
定户和边缘户的度量ꎻ(２)儿童和老年人等家庭成员指标存在适用性局限问题ꎬ如有些家庭没有学龄儿童
或老年人ꎮ 按照全球多维贫困指数(ＧＭＰＩ)的通用做法ꎬ对该家庭此类指标进行统一未受剥夺赋值处理ꎮ

(四)数据的获取:来自大小凉山地区与秦巴山区的村户抽样调查

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ꎬ经历了全国性精准扶贫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两个阶段ꎮ
在中国进行巩固脱贫成果的全面评估ꎬ要考虑区域差异ꎬ对象应涵盖一般贫困退出地区与深

度贫困退出地区ꎬ本文选择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作为两类区域的典型代表ꎮ

２０１
①贫困标准见国家统计局网站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 ｔｊｚｓ / ｃｊｗｔｊｄ / ２０１３０８ / ｔ２０１３０８２９＿７４３２５.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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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巴山区作为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ꎬ包括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甘肃六

省市的 ８０个县(市、区)①ꎬ过去是精准扶贫主战场ꎮ 秦巴山区所代表的一般贫困退出区域ꎬ
过去致贫主因是资源禀赋差、产业层次低、生产就业机会有限ꎮ 以四川秦巴山区 １５ 县为例ꎬ
该区域缺乏资本与技术ꎬ产业“低位循环”ꎬ农户分散种植药材、核桃等作物ꎬ附加值低、增收

有限ꎮ② 秦巴山区脱贫退出之后ꎬ农户务工收入增加ꎬ交通、医疗、教育短板补强ꎬ但当前巩

固脱贫成果面临脱贫户“等靠要”、扶贫项目依赖“财政输血”等内生动能不足问题ꎮ③
大小凉山地区作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退出区域的典型代表ꎬ覆盖四川凉山州 １７ 县

(市)及其他省市 ６县ꎮ 过去该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存在巨大缺口ꎬ乡镇规模小、居住分

散ꎬ农户生计能力弱ꎮ 以四川凉山州为例ꎬ通过实施精准扶贫ꎬ７.４４ 万户 ３５.３２ 万人搬离贫

瘠之地ꎬ彝家新寨建设让 １２.４２ 万户 ６２.２ 万人改善了居住ꎻ通过发展特色种养业ꎬ人均纯收

入从 ２０１５年 ２ ２９１元提高到 ２０２０年 ８ ８８４元ꎻ普及“一村一幼”ꎬ解决了儿童厌学辍学问题ꎻ
建设乡镇卫生院使群众告别“小病靠拖、大病靠扛”状态ꎻ推进移风易俗ꎬ打破厚葬薄养、高额

彩礼等陈规陋习ꎮ 当前农户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种养业ꎬ每户有五六亩地ꎬ种植土豆、
花椒等ꎬ养少量牲畜ꎻ二是务工ꎬ年收入 ２万元左右ꎬ村里安排护林员、保洁员等公益岗ꎻ三是

政策兜底ꎬ老人领取养老金和高龄补贴ꎬ残疾人有专项补贴ꎬ加上退耕还林补助ꎬ能达到脱贫

最低标准ꎮ④ 当前大小凉山地区巩固脱贫成果也面临一些新问题ꎬ如ꎬ搬迁群众农耕生产的

交通组织问题ꎬ一些帮扶政策引致的“福利效应”和“悬崖效应”ꎮ
比较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两类区域贫困特征与脱贫情况:⑤(１)在致贫成因上ꎬ秦

巴山区是“生存发展条件有限”、“基础设施差”和“老弱病残人口多”ꎬ大小凉山地区是“文化

知识水平低ꎬ就业能力差”、“生存发展条件有限”和“基础设施差”ꎻ(２)两地收入大都来自种

植、务工和养殖ꎬ但大小凉山地区相比秦巴山区务工收入的比重稍低ꎬ生计更依赖“低保、社
保”ꎻ(３)大小凉山地区相比秦巴山区人均住房面积偏小ꎬ彩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拥有率更

低ꎻ(４)秦巴山区交通基建、医疗文化设施比大小凉山地区完善ꎬ但幼儿园、小学建设存在劣

势ꎻ(５)两地都以扶贫开发为主要脱贫路径ꎬ其次是完善社保ꎬ对“老弱病残”人口进行兜底

帮扶ꎮ
两地在一般贫困退出地区和深度贫困退出地区脱贫和巩固脱贫成果的实践进展上具有

代表性ꎮ 作者团队于 ２０１９年 ９月对两地实施第一次抽样调查ꎮ 调查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和入户问卷调查方式ꎬ选择可涵盖各种典型的脱贫县和脱贫户ꎬ采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和 ２０１９年两个时段的村户特征及脱贫质效信息ꎮ 按抽样要求ꎬ样本村户应在县城近郊圈层

乡村和偏远圈层乡村呈随机分布ꎬ应有一定数量的未建档立卡户即非贫困户的随机存在ꎮ
抽样过程如下:第一步ꎬ在大小凉山地区选取了大凉山的 Ｘ县和小凉山的 Ｍ县ꎬ二者过去均

为国家贫困县ꎬ实施精准扶贫后从基础设施到群众生活质量均实现跨越式提升ꎬ是大小凉山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ꎮ
郭晓鸣、高杰ꎬ２０１７:«秦巴山区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ꎬ«中国西部»第 ３期ꎮ
康虎生ꎬ２０２０:«建立长效机制 巩固脱贫成果———贫困县摘帽后稳脱贫防返贫面临的难题及对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ｏｍ / ｃ / ２０２０ / ０７１３ / １７４５７８５.ｓｈｔｍｌꎮ
彭清华ꎬ２０２１:«凉山脱贫攻坚回访调查»ꎬ«学习时报»２月 ２６日第 ２版ꎮ
四川省社情民意调查中心ꎬ２０１６:«四川省扶贫攻坚摸底专项调查报告»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 ｇｏｖ. ｃｎ /

１０４６２ / １０７７１ / １０７９５ / １２４０１ / ２０１６ / ９ / ５ / １０３９５１５９.ｓ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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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脱贫的生动缩影ꎻ考虑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的均衡性ꎬ抽样确定了 ３ 个城镇近郊贫困村

和 ３个偏远贫困村ꎮ 在秦巴山区选取国家贫困县 Ｙ和 Ｇ县ꎬ抽样确定了 ３ 个近郊贫困村和

２个偏远贫困村ꎮ 第二步ꎬ在抽样选取的 １１个样本村中ꎬ考虑居住分布和建档立卡均衡性ꎬ
抽样选取调查对象 ９１０户ꎮ 其中ꎬ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在 ２０１９年实现脱贫退出ꎮ

调研团队于 ２０１９年 ９月前往 １１个抽样村的 ９１０个样本户进行访谈ꎬ对象为户主(家庭

支柱)或配偶ꎬ两个调查员一组ꎬ一人访问ꎬ一人录问卷 ＡＰＰꎬ设核查员对信息进行数值和逻

辑检验ꎬ得到涵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９年两个时段信息的有效样本 ８４６份ꎬ举行县、乡、村三

级干部座谈访谈会ꎬ得到 １１０份座谈及访谈记录ꎬ形成混合型调查研究的基础信息ꎮ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之后ꎬ作者团队于 ２０２１年 ３月－４月前往样本县(村、户)进行

第二轮跟踪调研ꎬ补充了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的指标信息ꎬ以满足脱贫稳定性指标赋值需求ꎻ并查

阅了样本农户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建档立卡资料及平台信息ꎬ作为问卷调查的佐证和补充ꎮ

四、巩固脱贫成果的综合评估与指标分解

本部分给出基于巩固脱贫标准 ＭＰＩ的区域测算值及其跨期变动结果ꎬ并进行多维脱贫

与收入脱贫比较ꎬ进而考虑 ＭＰＩ作为综合指数的“黑箱”属性ꎬ①进行细分指标的剥夺发生率

分析ꎬ以厘清各指标贡献ꎬ识别可能的脱贫工作短板或易返贫风险隐患ꎮ
(一)巩固脱贫成果综合评估: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测算及其跨期变动

基于调研数据ꎬ对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村户的多维贫困剥夺值进行指标赋值与计

算ꎬ根据公式(１)、(２)计算两个区域 ＭＰＩ 值、平均剥夺值(Ａ)以及多维贫困发生率(Ｈ)ꎬ结果

见表 ２所示ꎮ ＭＰＩ 值的跨期变动反映出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总体的多维脱贫效果:秦
巴山区降幅达到 ８１.４５％ꎬ大小凉山地区达到 ８３.６２％ꎬＭＰＩ 值均降至 ０.１ 之下ꎬ全面脱贫取得

显著成效ꎮ 大小凉山地区 ＭＰＩ 值高于秦巴山区ꎬ但 ＭＰＩ 降幅更大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基于巩

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值高于基于绝对贫困标准的 ＭＰＩ 值ꎮ 一些学者(沈扬扬等ꎬ２０１８ｂ)以“两
不愁三保障”达标为中心构建多维贫困指数ꎬ测算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国农村地区、西部地区以

及贫困县的 ＭＰＩ 值ꎬ结果为 ０.０２８、０.０３４、０.０３５ꎬ低于本文测算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巩固脱贫

ＭＰＩ 值(０.２~０.６之间)ꎬ甚至低于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巩固脱贫 ＭＰＩ 值(０.０５ ~ ０.０９ 之间)ꎮ 这表

明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成果还有较大提升空间ꎬ尤其是在大小凉山地区等“三区三州”地区更

为突出ꎮ 采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ꎬ通过 ＳＰＳＳ 软件模拟有放回重复抽样ꎬ参考沈扬扬等(２０１８ｂ)
的做法ꎬ设定抽样次数为 １ ０００次ꎬ估算所有结果在 ９５％置信水平的置信区间ꎬ结果稳健ꎬ表
明 ＭＰＩ测算在统计上显著ꎮ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发生率(Ｈ)对 ＭＰＩ 值下降起主导作用:秦巴山区 Ｈ 值下降

７７.９７％ꎬ大小凉山地区 Ｈ 值下降 ７８.８６％ꎮ 平均剥夺(Ａ)降幅较小ꎬ对 ＭＰＩ 值下降贡献小ꎮ 巩

固脱贫成果的成效更多归因于脱贫“广度”而非“深度”ꎬ即更多农户的脱贫状态得到巩固ꎮ
(二)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收入贫困发生率与 ＭＰＩ 发生率动态比较

表 ２给出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交叠变动情况ꎮ② 收入贫困

４０１

①

②

综合性指数的构建存在一定隐患ꎬ有时它像一个黑箱ꎬ通过诸多子指标的加总而形成一个综合指数ꎬ
很难明确测算结果反映哪些具体内容ꎬ其包含的维度指标越多ꎬ一些核心内容越可能被淡化ꎮ

此处的收入贫困发生率ꎬ用“收入脱贫的层次与稳定性”这一指标的剥夺发生率来衡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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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维贫困交叉发生率显著下降ꎬ两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分别有 １４.１４％、６１.２０％的村户同时处

于收入和多维贫困ꎬ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降到 ２.０２％和 １８.０３％ꎬ降幅 ８５.７１％和 ７０.５４％ꎬ这与收入

贫困降幅低于多维贫困有关ꎮ 多维贫困户中的收入贫困户占比不降反升ꎬ在大小凉山地区

由 ６４％升到 ８９.１９％ꎬ反映收入脱贫与多维脱贫进展不同步ꎬ收入脱贫成效低于多维脱贫ꎮ
大小凉山地区收入脱贫成果和多维脱贫成果的巩固成效均低于秦巴山区ꎬ特别是在收

入脱贫方面差距较大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ꎬ大小凉山地区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收入贫困发生率ꎬ
以及多维贫困户中的收入贫困户占比分别为 ３４.９７％、８９.１９％ꎬ远高于秦巴山区的 ８.０８％、
２３.７３％ꎮ 收入脱贫层次较低、稳定性不足成为大小凉山地区等“三区三州”地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的主要制约因素ꎮ

　 　 表 ２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多维贫困(ＭＰＩ、Ｈ、Ａ)、收入贫困的测算结果及其跨期变动

地区 指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指标值 ９５％下界 ９５％上界 指标值 ９５％下界 ９５％上界
跨期

变动率

秦巴山区
(一般贫困
退出地区)

ＭＰＩ ０.２８０８ ０.２３４２ ０.３２３３ ０.０５２１ ０.０２３５ ０.０７７２ －８１.４５％
平均剥夺(Ａ) ０.４７１３ ０.４４５７ ０.４９８３ ０.３９６９ ０.３６０４ ０.４３２３ －１５.７９％
多维贫困发生率(Ｈ) ５９.５９％ ０.４９３２ ６８.０１％ １３.１３％ ５.６２％ ２１.０３％ －７７.９７％
收入贫困发生率 １７.１７％ １０.０１％ ２５.７０％ ８.０８％ ３.２１％ １５.３３％ －５２.９４％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交
叉发生率

１４.１４％ ７.９８％ ２０.０１％ ２.０２％ ０.００％ ５.２１％ －８５.７１％

多维贫困户中收入贫困
户占比

２３.７３％ ２３.７３％ ０.００％

收入贫困户中多维贫困
户占比

８２.３５％ ２５.００％ －６９.６４％

大小凉山地
区(深度贫
困 退 出 地
区)

ＭＰＩ ０.５３６５ ０.５１４５ ０.５６０８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６５８ ０.１１７１ －８３.６２％
平均剥夺(Ａ) ０.５６１１ ０.５４３２ ０.５８０７ ０.４３５１ ０.４１０６ ０.４６２１ －２２.４６％
多维贫困发生率(Ｈ) ９５.６３％ ９２.２１％ ９８.１１％ ２０.２２％ １４.００％ ２６.０１％ －７８.８６％
收入贫困发生率 ６２.３０％ ５４.３３％ ６９.２７％ ３４.９７％ ２８.３７％ ４２.３１％ －４３.８７％
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交
叉发生率

６１.２０％ ５４.１２％ ６８.０１％ １８.０３％ １３.１１％ ２５.７１％ －７０.５４％

多维贫困户中收入贫困
户占比

６４.００％ ８９.１９％ ３９.３６％

收入贫困户中多维贫困
户占比

９８.２５％ ５１.５６％ －４７.５２％

　 　 说明:收入贫困发生率是指ꎬ未实现收入稳定脱贫的农户量与总样本量的比值ꎻ多维贫困户中收入贫困
户占比是指ꎬ识别为(基于巩固脱贫标准)多维贫困的样本农户中ꎬ同时识别为收入贫困户所占比例ꎻ收入
贫困户中多维贫困户占比是指ꎬ识别为收入贫困样本农户中ꎬ同时识别为多维贫困户的比例ꎮ

数据来源:作者对秦巴山区与大小凉山地区农户抽样调查所得ꎬ其中ꎬ秦巴山区样本 ２９７ 份ꎬ大小凉山
地区 ５４９份ꎬ合计 ８４６份ꎮ 下同ꎮ

(三)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指标分解:贡献与隐患

如表 ３所示ꎬ进行细分维度指标的剥夺发生率分析ꎬ识别各指标上的脱贫贡献或隐患ꎮ
两地收入脱贫层次与稳定性的指标剥夺均有较大缓解:秦巴山区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 １７.１７％
下降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 ８. ０８％ꎬ降幅达到 ５２. ９４％ꎬ大小凉山地区则从 ６２. ３０％下降到

３４.９７％ꎬ降幅达到 ４３.８６％ꎮ 相比秦巴山区ꎬ大小凉山地区的收入脱贫层次较低ꎬ跨期改进幅

度也较小ꎮ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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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３ 　 　 细分维度、指标的剥夺发生率及其跨期变动
维度 指标 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跨期变动率

收入与 “吃
穿”

收入脱贫的层次与稳定性

“吃穿”的层次与稳定性

秦巴山区 １７.１７％ ８.０８％ －５２.９４％
大小凉山地区 ６２.３０％ ３４.９７％ －４３.８６％

秦巴山区 ５５.５６％ ３４.３４％ －３８.１８％
大小凉山地区 ７６.５０％ ２５.１４％ －６７.１４％

教育

义务教育
保障实效

因病失学辍学

上学便利性及条件

家庭学习环境

义务教育之后的职中、高中入
学

有效的技能培训

秦巴山区 ５.０５％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大小凉山地区 １０.３８％ １.０９％ －８９.４７％

秦巴山区 ３８.３８％ １０.１０％ －７３.６８％
大小凉山地区 １４.７５％ ３.２８％ －７７.７８％

秦巴山区 ３３.３３％ ２４.２４％ －２７.２７％
大小凉山地区 ４８.０９％ ４８.６３％ １.１４％

秦巴山区 ２８.２８％ ３１.３１％ １０.７１％
大小凉山地区 ６１.７５％ ５３.５５％ －１３.２７％

秦巴山区 ３０.３０％ ４６.４６％ ５３.３３％
大小凉山地区 ７３.２２％ ３９.３４％ －４６.２７％

健康

儿童身
心健康

是否病残

营养状况

家庭关爱

精神风貌

老年人
身心健
康或隐
性贫困

是否病残

家庭关心

精神风貌

老年家庭成员的事实
贫困

病(伤) 获医治的及
时性与条件

医疗负担及压力

秦巴山区 １.０１％ ２.０２％ １００.００％
大小凉山地区 ２.１９％ １.６４％ －２５.００％

秦巴山区 ２.０２％ １.０１％ －５０.００％
大小凉山地区 ２.７３％ ３.２８％ ２０.００％

秦巴山区 ６.０６％ ５.０５％ －１６.６７％
大小凉山地区 ６.０１％ １.０９％ －８１.８２％

秦巴山区 ３.０３％ ２.０２％ －３３.３３％
大小凉山地区 ２.１９％ １.０９％ －５０.００％

秦巴山区 ５２.５３％ ６０.６１％ １５.３８％
大小凉山地区 ３５.５２％ ３７.７０％ ６.１５％

秦巴山区 ７２.７３％ ７０.７１％ －２.７８％
大小凉山地区 ３４.４３％ ３２.７９％ －４.７６％

秦巴山区 ８.０８％ ４.０４％ －５０.００％
大小凉山地区 １.６４％ ２.１９％ ３３.３３％

秦巴山区 ３８.３８％ ３６.３６％ －５.２６％
大小凉山地区 ４６.９９％ ２２.９５％ －５１.１６％

秦巴山区 １１.１１％ ６.０６％ －４５.４５％
大小凉山地区 ６３.９３％ １０.３８％ －８３.７６％

秦巴山区 ２６.２６％ ６.０６％ －７６.９２％
大小凉山地区 ５７.３８％ １９.６７％ －６５.７１％

住房与用水

有无独立厨房

是否有较重的因房负债

住房是否宽裕

饮水安全

秦巴山区 ８２.８３％ ２９.２９％ －６４.６３％
大小凉山地区 ４６.９９％ ３.８３％ －９１.８６％

秦巴山区 ２２.２２％ １２.１２％ －４５.４５％
大小凉山地区 ４.３７％ ９.８４％ １２５.００％

秦巴山区 ３８.３８％ １０.１％ －７３.６８％
大小凉山地区 ５８.４７％ ９.２９％ －８４.１１％

秦巴山区 ７３.７４％ １９.１９％ －７３.９７％
大小凉山地区 ６３.３９％ １３.６６％ －７８.４５％

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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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３ 　 　 细分维度、指标的剥夺发生率及其跨期变动
维度 指标 地区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跨期变动率

家庭 资 产、
基础设施与
公共服务

大件资产

经营资金可得性

农用地

电力保障

炊事燃料

旱厕还是水厕

网络稳定性

交通便利性

秦巴山区 / ８９.９０％ /
大小凉山地区 / ９８.９１％ /

秦巴山区 / ８７.８８％ /
大小凉山地区 / ９０.１６％ /

秦巴山区 / ４１.４１％ /
大小凉山地区 / ４６.４５％ /

秦巴山区 ２１.２１％ １.０１％ －９５.２４％
大小凉山地区 ４３.７２％ ４.３７％ －９０.００％

秦巴山区 ７４.７５％ ６０.６１％ －１８.９２％
大小凉山地区 ９２.９０％ ４７.５４％ －４８.８２％

秦巴山区 ６７.６８％ １９.１９％ －７１.６４％
大小凉山地区 ８５.７９％ ２８.９６％ －６６.２４％

秦巴山区 ６３.６４％ ３１.３１％ －５０.７９％
大小凉山地区 ９７.２７％ ２０.２２％ －７９.２１％

秦巴山区 ５８.５９％ １５.１５％ －７４.１４％
大小凉山地区 ７９.７８％ １３.１１％ －８３.５６％

脱贫 动 能、
脱贫认可度
与满意度

健康劳动力生产就业情况

脱贫认可度(家庭贫困自评)

脱贫满意度

秦巴山区 ３２.３２％ ３２.３２％ ０.００％
大小凉山地区 ３６.０７％ ４２.０８％ １６.６７％

秦巴山区 ４１.４１％ １４.１４％ －６５.８５％
大小凉山地区 ４８.６３％ ４.９２％ －８９.８９％

秦巴山区 / １４.１４％ /
大小凉山地区 / ７.６５％ /

　 　 注:脱贫满意度指标只涉及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脱贫满意度评价ꎻ家庭资产指标受限于受访者回忆困难ꎬ只
用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数据ꎮ

在“吃穿”的层次与稳定性这一指标上的剥夺也有显著缓解:秦巴山区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的 ５５.５６％下降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的 ３４.３４％ꎬ降幅为 ３８.１８％ꎬ大小凉山地区从 ７６.５０％下降到

２５.１４％ꎬ降幅达 ６７.１４％ꎮ 大小凉山地区在“吃穿”层次上提升更快ꎮ
从收入和“吃穿”(“两不愁”)脱贫效果的区域比较看ꎬ秦巴山区收入脱贫层次高(剥夺

发生率降到 ８.０８％)ꎬ但“吃穿”层次较低(剥夺发生率高居 ３４.３４％)ꎻ大小凉山地区尽管“吃
穿”层次有较快提升ꎬ但收入脱贫层次较低(剥夺发生率仍居 ３４.９７％)ꎮ

从教育保障看ꎬ两地因病失学辍学、上学便利性及条件两个指标的剥夺较轻ꎬ但家庭学习

环境的剥夺发生率较高(秦巴山区 ２４.２４％ꎬ大小凉山地区 ４８.６３％)ꎬ其中ꎬ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

家庭教育和课后辅导ꎮ 两地在职中、高中教育与有效技能培训两个指标上存在较严重的剥夺ꎬ
“扶智”成效有待提升ꎬ特别是秦巴山区剥夺发生率不降反升ꎬ而大小凉山地区两个指标的初始

剥夺率高(分别为 ６１.７５％和 ７３.２２％)ꎬ脱贫后有所缓解(分别下降到 ５３.５５％和３９.３４％)ꎮ
从健康与医疗保障看ꎬ两地儿童在是否病残、营养状况、精神风貌、家庭关爱上的剥夺发

生率较低ꎬ特别是大小凉山地区儿童精神风貌和家庭关爱剥夺进一步缓解ꎻ老年人身心健康

或隐性贫困指标的剥夺程度较高ꎬ秦巴山区老年成员在是否病残、所受家庭关心上的剥夺发

生率超过了 ６０％和 ７０％ꎬ存在家庭老年成员隐性贫困(居住或医疗保障存在不足ꎬ难以从子

女处得到照料)ꎬ秦巴山区该指标剥夺率维持在 ３６％以上ꎮ 这与一些学者(周绍杰等ꎬ２０１９)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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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相印证ꎬ农村老年人正成为 ２０２０年之后巩固脱贫的重点帮扶对象ꎮ 两地在病(伤)之
后获医治及时性与条件、医疗负担及压力上的剥夺总体有所缓解ꎬ但是ꎬ大小凉山地区医疗

保障基础薄弱ꎬ两个指标反映的医疗保障实效仍有提升空间ꎮ
两地在住房是否宽裕、有无独立厨房ꎬ以及饮水安全与质量指标上ꎬ剥夺发生率均有显

著下降ꎬ特别是大小凉山地区降幅尤为明显ꎻ但是ꎬ在因房负债指标上ꎬ秦巴山区剥夺发生率

较高ꎬ大小凉山地区剥夺发生率不降反升ꎬ因此应关注潜在的“因房负债、因债返贫”风险ꎮ
从家庭资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保障看ꎬ两地在大件资产、经营资金可得性以及农用

地资源上存在较严重剥夺ꎬ生计资产不足制约了脱贫质量可持续提升ꎻ电力保障、炊事燃料、
厕所条件、网络稳定性以及交通便利性的指标剥夺发生率均显著下降ꎬ作为脱贫攻坚“普惠”
成果ꎬ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提升了贫困人口福利水平(孙久文、夏添ꎬ２０１９)ꎮ 秦巴山区

炊事燃料、网络稳定性指标的剥夺发生率仍然较高ꎬ大小凉山地区在厕所条件上存在不足ꎬ
这表明ꎬ能源减贫、数字脱贫、厕所革命将是新阶段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的重要议题ꎮ

在劳动力参与生产的动能指标上ꎬ两地剥夺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秦巴山区 ３２.３２％ꎬ大
小凉山地区 ４２.０８％)ꎬ大小凉山地区剥夺值不降反升(３６.０７％上升到 ４２.０８％)ꎬ“扶贫扶志”
成效有待提升ꎬ可能存在一定“福利效应”ꎮ 在脱贫认可度指标上ꎬ两地剥夺发生率显著下

降ꎬ大小凉山地区脱贫满意度和认可度相对更高ꎮ
综上所述ꎬ“三保障”维度下的儿童入学、病(伤)医治的及时性及条件、医疗负担、住房

与安全用水ꎬ基建维度下的交通便利性以及脱贫认可度的剥夺发生率降幅大ꎬ对巩固脱贫成

果做出了关键贡献ꎮ 但是ꎬ两地职(高)中入学机会、有效技能培训、老年人家庭照料、因房负

债等“三保障”实效指标ꎬ以及脱贫动力指标的剥夺发生率处于较高水平ꎻ此外ꎬ生计资产不

足制约两地村户脱贫发展能力ꎮ 大小凉山地区“吃穿”层次稳步提升ꎬ但收入脱贫的层次与

稳定性存在不足ꎬ秦巴山区与之相反ꎻ秦巴山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老年人照料等隐性指标

存在持续剥夺ꎬ老年成员隐性贫困现象值得关注ꎮ 这表明ꎬ巩固脱贫成果评估结果并非只是

指标的加总值ꎬ而是不同维度指标的有机体ꎬ应关注 ＭＰＩ的结构内涵及核心指标贡献ꎮ

五、不同子群的巩固脱贫成果评估

本部分基于区位、家庭、生计、建档立卡认定、致贫成因与贫困(脱贫)程度ꎬ进行基于巩

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值的子群分解ꎬ识别与评估边缘贫困户、临界脱贫户以及潜在的“隐性贫

困”群体的脱贫隐患和返贫风险ꎮ
(一)基于地理与家庭特征的子群分解

表 ４按照距县城远近、居住地的地理地质类型、劳动力结构及规模、生计方式等标准ꎬ对
两地村户进行子群分组ꎬ比较各组 ＭＰＩ值的跨期变动ꎮ

秦巴山区县城近郊村户两个时段 ＭＰＩ 值为 ０.３０６ 和 ０.０５４ꎬ均高于偏远乡村 ＭＰＩ 值
(０.２６４和 ０.０４９)ꎻ大小凉山地区近郊村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时段 ＭＰＩ 值为 ０.５５９ꎬ高于偏远乡村

ＭＰＩ值(０.５１９)ꎬ但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时段 ＭＰＩ值降到 ０.０６４ꎬ低于偏远乡村 ＭＰＩ 值(０.１０７)ꎮ 巩

固脱贫成果存在空间不平衡性ꎬ秦巴山区近郊乡村“灯下黑”①和大小凉山地区偏远乡村“边角

穷”现象值得关注ꎮ

８０１
①“灯下黑”通常形容ꎬ越是条件好的乡村ꎬ如靠近县城的地方ꎬ脱贫成效水平反而越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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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４ 　 　 基于地理与家庭特征进行的子群分解
分类 秦巴山区(原一般贫困地区) 大小凉山地区(原深度贫困地区)

多维测度
指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统计时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统计时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统计时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统计时段

ＭＰＩ Ｈ Ａ ＭＰＩ Ｈ Ａ ＭＰＩ Ｈ Ａ ＭＰＩ Ｈ Ａ
基于距离县城远近的子群分组

远 ０.２６４ ０.５６６ ０.４６６ ０.０４９ ０.１３２ ０.３７３ ０.５１９ ０.９２２ ０.５６３ ０.１０７ ０.２４５ ０.４３７
近 ０.３０６ ０.６２２ ０.４９２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３ ０.４０７ ０.５５９ １.０００ ０.５５９ ０.０６４ ０.１５０ ０.４２６

基于地理地质类型的子群分组

山地 ０.３０９ ０.６４９ ０.４７７ 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４０１ ０.５１９ ０.９５３ ０.５４５ ０.０９５ ０.２３２ ０.４１０
平坝 ０.２０５ ０.４１７ ０.４９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９５ ０.３７４ ０.５７６ ０.９６４ ０.５９７ ０.０８５ ０.１９７ ０.４３１

基于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子群分组

无劳动力 ０.３６０ ０.７７８ ０.４６３ ０.０５９ ０.１１１ ０.５３３ ０.５６５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５ ０.１１９ ０.２７３ ０.４３５
半劳动力 ０.３１５ ０.６４９ ０.４８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７５ ０.３７４ ０.５１７ ０.９１５ ０.５６４ ０.０９８ ０.２２５ ０.４３７
全劳动力 ０.２００ ０.４３８ ０.４５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３ ０.３７０ ０.５４８ ０.９８０ ０.５５９ ０.０７７ ０.１８０ ０.４２９
基于家庭成员规模的子群分组

成员数≤３ ０.２６８ ０.５９６ ０.４５１ ０.０６４ ０.１６２ ０.３９５ ０.５０７ ０.９２５ ０.５４８ ０.０６６ ０.１７５ ０.３７５
成员数>３ ０.２８９ ０.５９０ ０.４８９ ０.０４４ ０.１１５ ０.３８３ ０.５４５ ０.９６５ ０.５６５ ０.０９４ ０.２１８ ０.４３１
基于主要生计方式的子群分组

政策兜底 ０.３９５ ０.５７１ ０.６９２ ０.０８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２０ ０.６３３ ０.９７７ ０.６４８ ０.１１１ ０.２６２ ０.４２４
乡村经营 ０.３３３ ０.６５１ ０.５１２ ０.０９１ ０.２１６ ０.４２１ ０.６１２ １.０００ ０.６１２ ０.０８３ ０.１７６ ０.４７２
进城务工 ０.３７２ ０.５６１ ０.６６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６３ ０.４１３ ０.４３１ ０.９５１ ０.４５３ ０.１１２ ０.２１０ ０.５３３

山地或高海拔地区村户脱贫成果有待巩固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秦巴山区山地村户 ＭＰＩ 值
为 ０.１００ꎬ高于平坝村户ＭＰＩ值(０.０３５)ꎻ大小凉山地区山地村户ＭＰＩ值为 ０.０９５ꎬ也高于平坝

ＭＰＩ值(０.０８５)ꎮ 海拔高、地理条件差的山地村户应成为巩固脱贫成果的重点关注群体ꎮ
家庭劳动力越匮乏ꎬ脱贫稳定性越差ꎮ 从全劳动力家庭到半劳动力家庭ꎬ再到无劳动力

家庭ꎬ①ＭＰＩ值依次变大ꎮ 半劳动力家庭 ＭＰＩ 值下降“势能”最弱:秦巴山区半劳动力家庭

ＭＰＩ值由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的 ０.３１５ 下降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０６６ꎬ仍高于全劳动力家庭的

ＭＰＩ值(０.０２３)和无劳动力家庭的 ＭＰＩ 值(０.０５９)ꎻ大小凉山地区半劳动力家庭 ＭＰＩ 值由

０.５１７(三组家庭中最低ꎬ与民族地区福利政策有关)下降到 ０.０９８ꎬ超过全劳动力家庭 ＭＰＩ 值
(０.０７７)ꎮ 半劳动力家庭人口负担重ꎬ一旦帮扶政策退出ꎬ可能成为最易返贫的农户群体ꎮ

家庭成员多的农户 ＭＰＩ 值较高ꎬ这可能与这类家庭人口抚养负担重有关ꎮ 从 ＭＰＩ 值的

跨期变动看ꎬ在秦巴山区样本村户中ꎬ成员超过 ３人的家庭反而有较为稳定的脱贫效果ꎬＭＰＩ
值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 ０.２８９下降到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的 ０.０４４ꎬ相比成员在 ３ 人及以下的家庭

(ＭＰＩ值从 ０.２６８降到 ０.０６４)降幅更大ꎮ 结合在秦巴山区村户走访发现ꎬ实施精准扶贫以来ꎬ
家庭成员超过 ３人的农户有更多劳动力外出务工ꎬ脱贫的内生动能更强ꎬ脱贫效果更为稳定ꎮ

秦巴山区和大小凉山地区村户在乡村经营和进城务工上有不同的脱贫效果:秦巴山区

以乡村经营为生计的样本组初始 ＭＰＩ值为 ０.３３３ꎬ低于政策兜底和进城务工样本组ꎬ全面脱

贫后的 ＭＰＩ值为 ０.０９１ꎬ高于政策兜底和进城务工样本组ꎬ从事乡村经营的脱贫效果低于预

９０１

①原国务院扶贫办(现国家乡村振兴局)将贫困家庭的劳动力区分为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和弱劳动力ꎬ
参考这一分类ꎬ本文将不存在“老弱病残”成员的家庭界定为全劳动力家庭ꎬ将存在一些“老弱病残”成员、
但家庭户主或支柱成员健康的家庭界定为半劳动力家庭ꎬ将没有健康劳动力的家庭界定为无劳动力家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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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ꎻ大小凉山地区以乡村经营为生计的样本组初始 ＭＰＩ值为 ０.６１２ꎬ高于进城务工样本组ꎬ但
全面脱贫后的 ＭＰＩ 值为 ０. ０８３ꎬ低于进城务工样本组ꎬ而进城务工样本组初始 ＭＰＩ 值为

０.４３１ꎬ在三组中最低ꎬ全面脱贫后变为 ０.１１２ꎬ成为三组最高ꎮ 上述结果表明ꎬ在大小凉山地

区等特色农产品资源丰富地区ꎬ农户开展特色产业经营融入乡村产业振兴有助于巩固脱贫

成果ꎻ而在秦巴山区等劳动力丰富地区ꎬ进城务工表现出巩固脱贫成果的显著效应ꎬ但产业

脱贫的稳定性有待市场检验ꎮ
(二)基于贫困类型与贫困(脱贫)层次的子群分解

表 ５按照是否建档立卡、致贫成因、初始贫困深度、收入脱贫层次ꎬ对两地的样本村户进

行分组ꎬ比较各组 ＭＰＩ值的跨期变动情况ꎮ

　 　 表 ５ 　 　 基于贫困异质性进行的子群分解
分类 秦巴山区(原一般贫困地区) 大小凉山地区(原深度贫困地区)

多维测度
指数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统计时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统计时段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
统计时段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统计时段

ＭＰＩ Ｈ Ａ ＭＰＩ Ｈ Ａ ＭＰＩ Ｈ Ａ ＭＰＩ Ｈ Ａ
是否建档立卡

非建档立卡 ０.２７４ ０.５７５ ０.４７７ ０.０４６ ０.１１５ ０.４００ ０.５２６ ０.９５２ ０.５５２ ０.０９３ ０.２１４ ０.４３３
建档立卡 ０.３３５ ０.７２７ ０.４６０ ０.０９２ ０.２７３ ０.３３９ ０.６６３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７１ ０.４２１
致贫成因

“老弱病残” ０.０３２ ０.６２７ ０.０５１ ０.０６１ ０.１６４ ０.３７１ ０.５４３ ０.９４１ ０.５７７ ０.１１３ ０.２６５ ０.４２５
缺文化、技能 ０.３２８ ０.６６７ ０.４９２ ０.０６５ ０.１５２ ０.４２７ ０.５５８ ０.９６８ ０.５７６ ０.１７３ ０.３８１ ０.４５４
缺资金、机会 ０.２９７ ０.６１１ ０.４８６ ０.０２１ ０.０５６ ０.３８３ ０.５５３ ０.９７１ ０.５６９ ０.０９３ ０.２１４ ０.４３３
初始贫困深度(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的收入 /贫困线ꎬ均值)
<０.５
(深度贫困) ０.５３０ ０.９３９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５ ０.６３０ ０.９７２ ０.６４８ ０.１２９ ０.２７８ ０.４６５

≥０.５
(浅层贫困) ０.２３１ ０.５５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３１ ０.００４ ０.５１４ ０.９５２ ０.５４０ ０.０７８ ０.１８５ ０.４２１

收入脱贫层次(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的收入 /贫困线ꎬ均值)
<１.５
(较低层次) ０.３０９ ０.６８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４ ０.２５０ ０.００３ ０.５９０ １.０００ ０.５９０ ０.２２５ ０.５７８ ０.００４

≥１.５
(较高层次) ０.２５２ ０.５４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２.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０.４９９ ０.９１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４ ３.３６０ ０.００４

第一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非建档立卡户与建档立卡户 ＭＰＩ值差异不大ꎬ非建档立卡户(未建

档立卡的边缘贫困村户)ＭＰＩ值略低于建档立卡户ꎮ 经过精准扶贫ꎬ两类村户 ＭＰＩ变动出现

分化:秦巴山区非建档立卡户 ＭＰＩ值由 ０.２７４降到 ０.０４６ꎬ降幅大于建档立卡户ꎻ大小凉山地

区非建档立卡户 ＭＰＩ 值由 ０.５２６ 降到 ０.０９３ꎬ降幅小于建档立卡户ꎬ以至于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的

ＭＰＩ值(０.０９３)超过建档立卡户(０.０３０)ꎬ此类边缘贫困村户脱贫基础不够稳固ꎬ甚至相对贫困

程度在加深ꎬ这可能与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的“悬崖效应”有关①ꎬ亟需强化监测和帮扶ꎮ
第二ꎬ在致贫成因不同的各组村户中:因缺少资金与市场机会而致贫的村户ꎬ多维脱贫效

果更为显著ꎻ因缺少文化与技能而致贫的村户ꎬ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两个时段 ＭＰＩ
值均为最大ꎬ降幅最小ꎮ 人力资本贫困仍是制约脱贫效果的顽疾ꎬ智力扶贫的成效有待提升ꎮ

０１１

①«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８年 ６月 １５日)强调ꎬ防止产生贫困

村和非贫困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待遇的“悬崖效应”ꎬ留下后遗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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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按初始收入贫困程度进行分组ꎬ样本村户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时段的收入 /贫困线均

值<０.５ꎬ则属于收入深度贫困ꎬ收入 /贫困线≥０.５ 则属于收入浅层贫困ꎮ 表 ５ 结果表明ꎬ在
大小凉山地区ꎬ初始收入贫困较深的村户的多维脱贫的成效与稳定性相对不足ꎮ

第四ꎬ按收入脱贫层次进行分组ꎬ收入临界脱贫村户缺乏多维意义上的脱贫稳定性ꎬ这
在大小凉山地区的样本村户中更为显著ꎮ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建构了一个可进行区域比较的巩固脱贫成果多维动态评估框架ꎬ通过考察基于巩

固脱贫标准 ＭＰＩ值的跨期变动ꎬ评估以秦巴山区与大小凉山地区为代表的两类区域巩固脱

贫成果状况:两地 ＭＰＩ值降幅均超过 ８０％ꎬ大小凉山地区 ＭＰＩ 降幅更大ꎬ但收入脱贫层次、
稳定性和持续性较低ꎬＭＰＩ值下降的主因在于多维减贫规模(Ｈ)而非平均剥夺(Ａ)ꎮ 两类地

区尤其是大小凉山地区在职(高)中入学、有效技能培训、老年人家庭照料、因房负债等“三
保障”实效以及脱贫内生动力指标上ꎬ存在多维脱贫方面的短板与隐患ꎮ 山地村户相比平坝

村户脱贫稳定性较差ꎬ半劳动力主导的家庭具有更大的返贫致贫风险ꎻ在秦巴山区等劳动力

丰富区域ꎬ进城务工群体的脱贫生计基础更为稳固ꎬ在大小凉山等特色农业资源富集区域ꎬ
农户参与乡村产业振兴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脱贫效果ꎻ家庭成员缺乏文化技能的农户、初始收

入贫困程度高的农户ꎬ以及临界脱贫农户亟需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ꎬ提升多维脱贫的稳定性

和持续性ꎮ
通过巩固脱贫成果多维动态评估的框架构建及区域应用ꎬ本文得到如下启示与建议:
第一ꎬ积极拓展以巩固脱贫成果为导向的中国特色多维治贫理论与方法ꎬ引领全球高质

量、可持续减贫的研究探索ꎮ 基于巩固脱贫标准的 ＭＰＩ 动态评估框架反映了脱贫层次与稳

定性、实效与真实性、动能与人本性、能力与多维性、结构与协调性五个涵义向度ꎬ是中国巩

固脱贫成果评估的多维探索ꎬ也是全球多维贫困范式在巩固脱贫成果问题上的研究拓展ꎮ
第二ꎬ因地制宜运用巩固脱贫 ＭＰＩ动态评估框架ꎬ科学、高效地推动巩固脱贫成果后评估ꎮ

正确认识和把握巩固脱贫成果的涵义与要求ꎬ强化脱贫稳定性、真实性和可持续性监测评估ꎬ
识别不同类型区域、人口的返贫致贫风险ꎬ关注脱贫户参与乡村产业经营的成效和潜在风险ꎮ

第三ꎬ探索人的全面发展的多维评估方法ꎬ引导脱贫人口基于可持续生计内生融入乡村

振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经济循环ꎬ确保人的现代化随中国式现代化而取得实质性进展ꎮ
第四ꎬ将巩固脱贫成果评估与区域发展质量评估相结合ꎬ补齐脱贫短板、夯实发展弱项ꎬ

缓解区域相对贫困ꎬ推动脱贫地区全面振兴ꎬ扎实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与共同富裕ꎮ
第五ꎬ因地制宜引导不同类型脱贫农户优化生计策略ꎬ激发其脱贫增收内生动力活力ꎬ

保证收入脱贫的稳定性ꎮ 在毗邻都市圈或城镇化基础较好的地区ꎬ提升脱贫劳动力进城务

工的质量层次ꎻ在特色资源丰富地区构建贯通县乡村的电子商务体系和物流配送体系ꎬ强化技

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完善病虫害防治体系ꎬ为脱贫农户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提供环境赋能

和风险应对保障ꎮ 有序普及职中、高中教育ꎬ强化扶志扶智成效ꎬ减少帮扶依赖和福利陷阱ꎮ
第六ꎬ有效甄别脱贫基础不稳固的易致贫返贫村户ꎬ识别“隐性贫困”人口ꎬ健全监测预

警与应急兜底“一体化识贫治贫”机制ꎮ 运用低保、特困供养、社区帮扶手段ꎬ完善“失依”老
人(儿童)综合保障体系ꎮ 加强资产与生计赋能ꎬ缓解半(弱)劳动力家庭、临界脱贫家庭的

脆弱性ꎮ 完善气象灾害与疫情常态化防控体系ꎬ防止规模性因疫因灾致贫返贫ꎮ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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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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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ｃ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 ｆｏｒｍ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ꎬ ａｎｄ ｉｎｓｐ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Ｑｉｎ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ＰＩ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ｌａｃｅｓ ｈａｓ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８０％ꎬ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ꎻ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ꎬ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ꎬ ｄｅｂｔ ｄｕｅ ｔｏ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ｏｒ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ꎻ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ꎬ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ｗｈｏ ｌａｃｋ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ꎬ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ａｎｄ ｈａｌｆ －
ｌａｂｏｒ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ｖｅｒｔｙꎻ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ｌａｂｏｒ － ｒｉｃｈ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ｏ
ｗｏｒｋｅｄ ｉｎ 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 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ｒｉｃｈ ａｒｅａ ｗｈ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ｌｐ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ｓ ａ ｍｕｌｔｉ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ｏｓｔ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ｏｎꎬ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ＭＰＩꎬＱｉｎｂ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ꎬＬｉａｎｇ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３２ꎬ Ｏ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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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及其

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的影响动态

赵修仪　 邓　 创∗

　 　 摘要: 基于“市场活性”和“谐振强度”两个方面ꎬ本文提出系统性金融风险指

数 ＳＦＲＩ构建方法ꎮ 在考察 １９９８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９年 ９月我国金融风险变动态势的基

础上ꎬ运用非线性动态计量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金融风险变动对金融周期、经济周

期的影响机理ꎮ 研究发现:(１)本文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不仅反映了我国金

融风险“快积聚、慢消融”的非对称性特征ꎬ而且与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存在密切的

关联动态ꎮ (２)金融风险变动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影响存在明显差

异ꎬ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周期的负向影响强于金融风险下降对金融周期的正向影

响ꎻ而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相对较弱且存在时变性ꎮ (３)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经
济周期的影响存在区制效应ꎬ在高金融风险区制内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周期、经济

周期的负向影响显著强于低金融风险区制ꎬ而在所有区制下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

的负向影响均显著强于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ꎮ 上述结论为建立金融风险防范预警

体系、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和有益的政策启示ꎮ
关键词: 系统性金融风险ꎻ市场活性ꎻ谐振强度ꎻ经济周期ꎻ金融周期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２４.０

一、引言

自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ꎬ学界和决策部门普遍意识到以维持价格稳定为核心

的传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兼顾金融体系的稳定ꎬ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目标的宏观审慎

监管逐渐成为各主要经济体政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目前ꎬ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转型期和攻关期ꎬ与此同时ꎬ金融体系中的各类风险

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也表现出快速聚集和集中暴露的演变态势ꎮ 在此背景下ꎬ我国明确提出了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一目标ꎮ 然而ꎬ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蕴藏于金融体

系运转的多个层面ꎬ其内生性决定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无法从根源上被消除(张晓朴ꎬ２０１０)ꎮ 因

此ꎬ正确识别和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ꎬ不仅是深入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机制和扩散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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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基础ꎬ更是全面监测和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科学制定金融监管措施和宏观经济调控

政策的关键前提ꎬ因而是近年来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ꎮ
本文将在厘清系统性金融风险内涵的基础上ꎬ首先提出一种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

方法ꎬ从时域和频域两个维度全面考察金融体系内各指标之间的交互作用和谐振关系ꎬ突出

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破坏性和传染性两个方面的考虑ꎬ以期在进一步丰富现有系统性金融风

险测度方法的基础上ꎬ合理评估我国金融体系的风险状态ꎻ其次ꎬ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

(ＴＶＰ－ＶＡＲ)模型、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ＬＳＴＶＡＲ)模型等系列经济计量模型ꎬ多角度地深

入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的影响动态和作用机理ꎬ刻画出系统性金融风

险对经济金融体系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非对称性和门限效应等系列非线性特征ꎬ以期在进

一步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顺周期特性的基础上ꎬ得到有关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与经济金

融协调稳定发展的政策启示ꎮ

二、文献综述

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ꎬ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定义ꎮ 早期研究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

融市场中影响所有资产且不能通过投资组合进行消除的风险ꎬ即不可分散风险ꎮ 后续文献

从不同视角对系统性风险的内涵进行了拓展或重新界定ꎬ例如 Ｍｉｎｓｋｙ(１９９２)从影响结果的

角度阐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引发金融市场信息中断并可能导致金融功能丧失ꎻＤｅ Ｂａｎｄｔ
和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２０００)认为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导致部分金融体系信心崩溃的基础上ꎬ加剧经济

不确定性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危害ꎻＢｅｒｎａｎｋｅ(２００９)从危害范围的角度强调了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爆发将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构成威胁ꎬ而非仅仅对部分金融机构稳定产

生影响ꎻ以 Ｋａｕｆｍａｎ(１９９４)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从风险传染的角度指出ꎬ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主要特点是其冲击将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ꎬ迅速扩散至一连串的金融机构和市场ꎮ 由此可

见ꎬ尽管已有大量学者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展开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ꎬ但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内涵界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分歧ꎮ
由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概念的界定不同ꎬ现有研究中有关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方法

也存在明显差异ꎮ 文献中常见的测度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类:第一类方法基于 Ａｄｒｉａｎ 和

Ｂｒｕｎｎｅｒｍｅｉｅｒ(２０１６)提出的条件在险价值(ＣｏＶａＲ)ꎬ即整个金融部门在某一机构处于特定状

态下的在险价值(ＶａＲ)ꎬ并以其在困境时期和正常时期整个系统的在险价值差(ΔＣｏＶａＲ)定
义金融系统因单一机构所处状态不同而引起的风险水平变化ꎮ 他们还进一步将 ΔＣｏＶａＲ 条

件倒置ꎬ定义风险敞口(Ｅｘｐｏｓｕｒｅ－ΔＣｏＶａＲ)以评估系统遭遇危机时某一机构面临威胁的强

度ꎮ 基于这一方法ꎬ陈守东和王妍(２０１４)以极端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的 ＣｏＶａＲ 模型对 ３３
家上市金融机构进行了分析ꎬ研究表明银行业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最重要的来源ꎬ且股票

市场波动越剧烈ꎬ金融机构面临的损失越大ꎻ李政等(２０１９)同时以 ΔＣｏＶａＲ 和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ΔＣｏＶａＲ方法考察国内 ３３家上市金融机构的系统重要性和脆弱性ꎬ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和保

险公司的系统重要性高于证券公司ꎬ而证券公司的脆弱性则相对更高ꎮ 此类方法具有计算

复杂度低而适用范围广的优势ꎬ但不具备可加性ꎬ可能难以准确反映整个金融体系的全局风

险ꎬ并且随着研究的推进ꎬ已有学者对 ΔＣｏＶａＲ方法的可靠性提出了质疑(杨子晖等ꎬ２０１８)ꎮ
另一类研究则根据 Ａｃｈａｒｙａ等(２０１７)提出的系统期望缺口(ＳＥＳ)ꎬ其定义为整个金融体

系资本短缺时单一机构的资本缺口水平ꎬ但由于 ＳＥＳ 数值基于事后观测ꎬ需要通过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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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处于尾部时单个机构的边际期望损失(ＭＥＳ)和当期杠杆率对 ＳＥＳ 的回归关系测算

ＳＥＳ 期望值以指示风险ꎬ同时此方法还忽略了金融机构规模这一重要因素ꎮ Ｂｒｏｗｎｌｅｅｓ 和
Ｅｎｇｌｅ(２０１１)对此作出改进ꎬ构造包含机构规模、杠杆水平和长期边际期望缺口的函数ꎬ用来

反映金融市场长期下行时金融机构的预期资本缺口ꎬ以此作为系统性风险指数(ＳＲＩＳＫ)的测

度依据ꎮ 该方法不仅可以衡量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水平ꎬ同时也可以测算单个金融

机构的系统性风险ꎬ通过评估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ꎬ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

差异化监管ꎮ 梁琪等(２０１３)借助 ＳＲＩＳＫ方法测算中国 ３４家上市金融机构风险值ꎬ给出了金融

机构系统重要性的判断标准ꎬ并指出影响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首要因素是规模ꎻ陈湘鹏等

(２０１９)对常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进行了比较分析ꎬ认为只有 ＳＲＩＳＫ 综合反映了规模、杠杆

率和关联紧密性三个层面的信息ꎬ更适合中国金融体系ꎬ且整体 ＳＲＩＳＫ 值能够有效预测中国宏

观经济活动ꎬ而整体 ＭＥＳ 值、整体 ＳＥＳ 值则不能ꎮ 尽管 ＳＲＩＳＫ 可以反映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

险ꎬ但其测度结果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目标金融机构的选择ꎬ且存在计算复杂度较高

的问题ꎬ因而近年来部分学者尝试探索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以克服上述局限性ꎮ
此外ꎬ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入手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展开了测度ꎮ 如 Ｌｅｈａｒ(２００５)以资产

收益正态分布原假设下的联合违约概率度量系统性金融风险ꎻＢｉｌｌｉｏ 等(２０１２)通过格兰杰因

果检验分析金融市场内部和部分市场间关联程度ꎬ以此反映金融风险ꎻＤｉｅｂｏｌｄ 和 Ｙｉｌｍａｚ
(２０１４)基于股票收益率模型对美国主要金融机构进行了定向波动连通性测度并以之作为金

融风险的指示ꎻ孙彦林和陈守东(２０１９)通过直接在金融景气指数中加入风险修正因素对系

统性金融风险进行测算ꎻ等等ꎮ 尽管这些研究丰富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方法ꎬ也得出了

一些有益结论ꎬ但总的来看ꎬ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框架ꎬ在指标体

系构建、测度方法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开拓空间ꎮ
除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问题以外ꎬ明确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也

是当前学界和监管部门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ꎬ更是深入理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有效制

定应对政策的关键所在ꎮ 事实上ꎬ金融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９３３)的债务－通缩理论ꎬ然而传统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坚持认为宏观经济波动并不受金融

因素的影响ꎬ直到 Ｂｅｒｎａｎｋｅ和 Ｇｅｒｔｌｅｒ(１９８９)提出金融加速器理论后ꎬ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

波动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ꎮ 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

球并引发多国实体经济衰退后ꎬ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影响开始成为新

的研究热点ꎮ 例如ꎬＢｕｌｌａｒｄ等(２００９)研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将在作用于金融体系后进一

步危及到实体经济领域ꎬ给经济稳定带来严重的冲击影响ꎻ陈雨露和马勇(２０１３)构建金融失

衡指数用于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ꎬ并检验发现其先行于产业和价格的变动ꎬ同样证实了金融

层面的失衡要先于宏观经济失衡的发生ꎻＡｌｌｅｎ等(２０１２)发现银行体系内较高的系统性风险

水平将通过信贷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ꎻＪｉｎ和 Ｚｅｎｇ(２０１４)指出银行风险的变动会导致整

体宏观经济活动的波动ꎬ且通过建立金融安全网和提高风险分担可以部分缓解银行风险冲

击的不利影响ꎻＣｈｉｕ等(２０１５)指出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债权债务关联影响实体企业ꎬ因而金

融机构风险在冲击整个金融体系的同时也会危及到实体经济部门ꎻ等等ꎮ 尽管学界已普遍

认同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将对经济金融体系产生负向影响ꎬ但多数文献仍停留在定性分析

层面ꎬ对于这一负向影响的定量刻画ꎬ特别是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体系影响的非

线性特征分析相对较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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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ꎬ尽管国内外学者针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及其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展

开了大量研究ꎬ并且得到了许多有益的结论和政策启示ꎬ但目前学者们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

的界定和研究视角存在较大差异ꎬ并且就已有相关文献来看ꎬ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面仍

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首先ꎬ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测度过程中ꎬ考虑金融体系内部共生关系

甚至与宏观经济之间交互反馈机制的研究较为少见ꎻ其次ꎬ在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

上ꎬ进一步深入讨论其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并不多见ꎮ
通过梳理现有文献ꎬ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可以大致描述为单个冲击事件直接或间接

威胁金融市场中的多个主体(Ｂｅｒｎａｎｋｅꎬ２００９)ꎬ使其同时遭受重大损失(Ｂｅｎｏｉ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ꎬ
并可能溢出到实体经济层面引起经济衰退(Ｄｅ Ｂ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ꎬ２０００)的现象ꎮ 系统性

金融风险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性:其一是具有内生性ꎬ金融体系结构特征、合约性质

以及基本制度等均可能蕴涵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本要素ꎬ这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无法

从根本上消除ꎻ其二是具有破坏性或负外部性ꎬ即系统性金融风险不仅会削弱金融机构功

能ꎬ而且其最后导致的社会财富损失将远大于金融机构的损失ꎻ其三是具有传染性ꎬ系统性

金融风险可通过金融业务往来、预期影响等途径在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体系内迅速传递

扩散ꎻ其四是具有顺周期性ꎬ即系统性金融风险可借由金融系统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ꎬ加速

并放大宏观经济波动ꎮ 鉴于上述特性ꎬ本文认为ꎬ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和测度应源自金融

体系内部各领域指标的系列变化ꎬ并突出考虑其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冲击强度和传染范围两

个方面ꎮ 为此ꎬ作为一项有益尝试ꎬ本文将运用频域溢出指数方法和小波方法ꎬ从时域和频

域两个维度综合考察风险冲击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影响范围ꎬ提出一种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指数合成方法ꎬ并在分析其变动特征的基础上ꎬ进一步深入探讨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

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动态与作用机理ꎬ以期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与金

融协调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ꎮ

三、基于“市场活性”与“谐振强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合成方法

鉴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破坏性和传染性等特性ꎬ识别和测度系统性金融风险至少应重

点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单个冲击事件发生的概率和冲击强度ꎻ二是冲击对金融体系影响

的广度和深度ꎮ 很显然ꎬ第一方面反映了金融体系中滋生冲击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强度ꎬ
金融市场越“活跃”ꎬ发生风险或异常事件的可能性越大ꎮ Ｂａｒｕｎｉｋ 和 Ｋｒｅｈｌｉｋ(２０１８)认为ꎬ金
融体系内部的交互影响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ꎬ例如存款利率的变动将引起实

际股票收益率期望的变化ꎬ从而对股票市场造成偏离趋势的永久性冲击ꎮ 然而在一个金融

体系中ꎬ不同来源的冲击可能引发不同频率的震荡从而在多个频段导致金融风险的累积ꎬ因
此ꎬ本文将借鉴 Ｂａｒｕｎｉｋ和 Ｋｒｅｈｌｉｋ(２０１８)的思路ꎬ将不同频域范围内金融体系内部的总溢出

效应定义为“市场活性”ꎬ以此对金融市场的活跃程度进行评估ꎮ
本文在 Ｂａｒｕｎｉｋ和 Ｋｒｅｈｌｉｋ(２０１８)研究基础上进行改进的原因有二:第一ꎬ从理论上ꎬ尽

管上述“市场活性”可以描述风险事件发生后对金融体系造成的总溢出影响ꎬ但金融体系各

领域之间的关联强度仍然可能对风险冲击的影响产生不容忽视的加速和放大效应ꎮ 因此ꎬ
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时还应考虑金融体系中风险的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ꎬ即单个冲击引发

整个金融体系振荡的可能性ꎮ Ｔｓｅ和 Ｔｓｕｉ(２００２)研究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Ｂａｅ 等(２００３)分
析不同地区股票市场时均观测到了市场间负回报高度一致的现象ꎬＦｏｒｂｅｓ和 Ｒｉｇｏｂｏｎ(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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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Ｄｉｅｂｏｌｄ和 Ｙｉｌｍａｚ(２０１２)认为这一现象源于金融市场内部密切的相互关联ꎬ而非简单的

传染ꎮ 目前ꎬ市场间关联与金融风险传导相关的观点已得到学界比较广泛的认可ꎬ并在大量

文献中作为衡量系统性金融风险或其他风险的依据之一(Ｂｅｎｏｉｔ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李政等ꎬ２０１９)ꎮ
虽然不同频域内的冲击影响渠道和传播特性可能不尽相同ꎬ但在金融体系内部关联更为紧

密时ꎬ单一事件冲击对整个金融体系无疑会产生更为迅速和广泛的影响ꎬ特别是在金融体系

内各频段的关联强度均普遍较高时ꎬ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ꎮ 第二ꎬ在
实际应用中ꎬＢａｒｕｎｉｋ和 Ｋｒｅｈｌｉｋ(２０１８)使用分频动态溢出指数法ꎬ以美国金融机构的超高频

数据测度美国系统性金融风险ꎬ得到的结果具有较好的风险指示能力ꎬ而此类超高频数据在

我国金融市场中难以获得ꎬ多数相关研究基于周数据或月数据展开ꎬ在测度精度上有所损

失ꎮ 因此ꎬ为了更为全面地考察金融体系内各类风险冲击事件带来的影响ꎬ本文参照物理学

中的概念ꎬ将系统内全频域的关联强度称为整个金融体系的“谐振强度”ꎬ以此评估风险冲击

的系统性影响ꎬ在理论层面使得本文测度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能够同时反映系统性金融

风险的破坏性和传染性ꎬ不仅与定义相符ꎬ而且在应用层面契合我国金融市场实际情况ꎬ对
研究中使用低频数据造成的精度损失进行补偿ꎮ

本文基于上述“市场活性”和“谐振强度”两个方面ꎬ提出如下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ＳＦＲＩ 构建方法:

ＳＦＲＩｔ ＝[ＦＤＣＭｔ×ＦＣＯＨｔ]
１
２ (１)

(１)式中:ＦＤＣＭｔ 表示第 ｔ 期金融体系内各子市场之间分频动态总溢出指数ꎬ用于反映市场

活性ꎻＦＣＯＨｔ 表示第 ｔ 期各金融子市场之间小波相关程度ꎬ用以反映金融体系全频域范围内

的谐振强度ꎮ 由于二者分别衡量金融体系中冲击事件的发生概率和冲击事件在金融子市场

间传递并最终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ꎬ基于统计学原理ꎬ可将二者简单相乘得到系统

性金融风险指数 ＳＦＲＩꎮ
(一)市场活性

本文中市场活性的评估方法为利用由各金融指标构成的广义向量自回归系统ꎬ计算出

该内生体系中各频域范围内的总动态溢出指数ꎬ即考察金融体系中单个冲击对各金融指标

所产生的影响强度ꎮ 考虑一个 ｓ 阶 Ｎ 变量 ＶＡＲ模型:
Φ(Ｌ)Ｙｔ ＝εｔ (２)

(２)式中:Ｙｔ 为包含 Ｎ 个内生变量的向量ꎬΦ(Ｌ)为产生稳定 ＶＡＲ 系统的滞后多项式ꎬεｔ ~
Ｎ(０ꎬΣ)为独立同分布的扰动向量ꎮ 在满足平稳性假设时ꎬ(２)式可表示为:

Ｙｔ ＝Ψ(Ｌ)εｔ (３)
(３)式中:多项式矩阵 Ψ(Ｌ)＝ Φ(Ｌ) －１ꎮ 预测误差方差分解度量了 ＶＡＲ 系统中一个变量的

预测误差方差受其他变量冲击影响部分所占比例ꎮ 在广义 ＶＡＲ框架中ꎬ变量 Ｙ ｊ 能够解释 Ｙｉ

的 Ｈ 步预测误差方差的比例 φｉｊ(Ｈ):

φｉｊ(Ｈ) ＝ σ ｊｊ
－１∑

Ｈ

ｈ ＝ ０
(ΨｈΣ) ２ｉｊ ∑

Ｈ－１

ｈ ＝ ０
(ΨｈΣΨ′ｈ) (４)

(４)式中:Σ为扰动项的 ε 的协方差矩阵ꎬσ ｊｊ为扰动项协方差矩阵的第 ｊ 个对角元素ꎮ 在广

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下ꎬ∑
Ｈ

ｊ ＝ １
φｉｊ(Ｈ) ≠ １时可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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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ｉｊ(Ｈ) ＝ φｉｊ(Ｈ) ∑
Ｈ

ｊ ＝ １
φｉｊ(Ｈ) (５)

系统的动态总溢出效应水平ꎬ即所有变量冲击对总体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平均贡献为:

ＤＣＭ(Ｈ) ＝ １００ ×
∑
Ｎ

ｉꎬｊ ＝ １ꎬｉ≠ｊ
φ ｉｊ(Ｈ)

∑
Ｎ

ｉꎬｊ ＝ １
φｉｊ(Ｈ)

＝ １００ × ∑
Ｎ

ｉꎬｊ ＝ １ꎬｉ≠ｊ
φ ｉｊ(Ｈ) / Ｎ (６)

在此基础上ꎬＢａｒｕｎｉｋ和 Ｋｒｅｈｌｉｋ(２０１８)以频率响应代替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脉冲响

应ꎬ得出了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的频谱表示ꎮ 通过对(３)式中系数进行傅立叶变换ꎬ频率

ω 下 Ｙｔ 的功率谱为:
ＳＹ(ω)＝ Ψ(ｅ

－ｉω０ｔ)ΣΨ′(ｅｉω０ｔ) (７)

(７)式中:频率响应函数 Ψ (ｅ －ｉω０ｔ) ＝∑
ｈ
Ψｈｅ

－ｉω０ｔ ꎮ 功率谱 ＳＹ(ω)描述了 Ｙｔ 的方差在频率 ω

上的分布情况ꎬ据此可得到频率 ω 上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为:

θｉｊ(Ｈ) ＝
σ ｊｊ

－１∑
¥

ｈ ＝ ０
(Ψ(ｅ －ｉｈω)Σ) ２ｉｊ

∑
¥

ｈ ＝ ０
(Ψ(ｅ －ｉｈω)Σ Ψ′(ｅｉｈω)) ２ｉｊ

(８)

进一步可将其标准化为如下形式:

θ ｉｊ(ω) ＝ θｉｊ(ω) ∑
Ｎ

ｊ ＝ １
θｉｊ(ω) (９)

由于单一频率点携带信息有限ꎬ在实际应用中通常将频率点积聚成频率带ꎬ测算不同频

段的分频溢出指数ꎬ从而考察某一变量冲击在短、中、长期的影响ꎮ 因此ꎬ在任一频率带 ｂ ＝
( ｌｏｗꎬｕｐ)①上的总溢出指数可以表示为:

ＦＤＣＭ(ｂ) ＝ θ ｉｊ(ｂ) ＝ ∫
ｕｐ

ｌｏｗ

θ ｉｊ(ω)ｄω (１０)

(二)谐振强度

考虑到各金融领域之间的重要性存在差异ꎬ本文对(１)式中的谐振强度 ＦＣＯＨｔ 采用以

下加权公式计算:

ＦＣＯＨｔ ＝ ∑
ｎ

ｉꎬｊ ＝ １ꎬｉ < ｊ
(ｗ ｉｊꎬｔ × ＣＯＨｉｊꎬｔ) (１１)

(１１)式中:ＣＯＨｉｊꎬｔ表示第 ｔ 期 ｎ 维指标体系中金融指标 ｉ 与金融指标 ｊ 之间的小波相关系数ꎬ对
应的权重值 ｗｉｊꎬｔ ＝(ｗｉꎬｔ＋ｗｊꎬｔ) / ２ꎬ其中单个金融指标 ｉ 的权重 ｗｉꎬｔ根据各金融指标与 ＣＰＩ 构成的

ＶＡＲ系统中指标 ｉ 的单位冲击对 ＣＰＩ所产生的累计影响(３０期脉冲响应累计值)来计算ꎮ
上述小波相关系数是将两个金融时间序列指标 ｉ 和 ｊ 分别经连续小波变换后所得序列

的相关系数ꎮ 一般地ꎬ小波变换是基于一个特定的母小波将时间序列数据分解为一系列波

形的叠加ꎬ从而将其映射到一个时频二维空间ꎬ以使得分解后的序列可以同时携带时域和频

９１１

①由于可获得的统计数据长度有限ꎬ为兼顾频域覆盖范围和频带划分的置信度ꎬ本文选择略低于样本

区间长度 ５０％的 １０年作为 ＦＤＣＭｔ 和 ＣＯＨｉｊꎬｔ最低频率ꎬ最高频率为一个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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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两方面的特征ꎮ 对于一个函数 Γ( ｔ)ꎬ若其傅立叶变换在全时域能量有限ꎬ则可称其为一

个母小波ꎬ而一个包含伸缩平移的母小波序列可表示为:

Γτꎬｓ( ｔ)＝
１
ｓ
Γ ｔ－τ

ｓ
æ

è
ç

ö

ø
÷ ꎻτꎬｓ∈Ｒꎻｓ≠０ (１２)

(１２)式中:ｓ 为小波伸缩尺度ꎬτ 为平移尺度ꎮ 基于此ꎬ可对任意函数 ｆ( ｔ)进行如下的连续小

波变换:

Ｗｆ(τꎬｓ) ＝ ‹ ｆ Γτꎬｓ›
１
ｓ
∫ ｆ( ｔ)Γ ｔ － τ

ｓ
æ

è
ç

ö

ø
÷ ｄｔ (１３)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 Γω０(ω)＝ π
－１ / ４ｅｉω０ｔｅ－ｔ２ / ２具有优异的数学性质ꎬ在应用时适用范围广ꎬ计算复杂

度低ꎬ并能够同时满足从时频两个维度分析时间序列的需求(Ｄａｕｂｅｃｈｉｅｓꎬ１９９２)ꎬ因而广泛应

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研究(苏治、陈杨龙ꎬ２０１２ꎻ邓创等ꎬ２０２１)ꎮ 本文选取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对各时

间序列指标进行连续小波变换①ꎬ并进一步基于一个在时域和频域都光滑的算子 Ｖ 计算出

小波相关系数(Ａｇｕｉａｒ－Ｃｏｎｒ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Ｓｏａｒｅｓꎬ２０１４):

ＣＯＨｉꎬｊ ＝
Ｖ(Ｗｉｊ)

Ｖ( Ｗｉ
２)Ｖ( Ｗ ｊ

２)
(１４)

(１４)式中:矩阵 Ｗｉ 和 Ｗ ｊ 描述的是参与相关性计算的两个小波ꎬＷｉｊ ＝ＷｉＷ∗ｊ ꎮ 综合上述(１０)
和(１１)式ꎬ我们得到全样本下市场活性和谐振强度的评估方式ꎬ在此基础上ꎬ进一步采用滚

动时窗方法即可计算出不同子样本期间的权重值 ｗ ｉｊꎬｔ、小波相关系数 ＣＯＨｉｊｔꎬ以及动态溢出

指数 ＦＤＣＭｔꎬ合成出(１)式中的时变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ꎮ 其中滚动时窗的窗口大小设定

为 ６年(７２期)ꎬ以兼顾对样本容量和时变特征的考虑ꎮ
与现有相关测度方法相比ꎬ本文提出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构建方法具有以下优势:首

先ꎬ得益于动态溢出指数测度方法的优点ꎬ进行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时结果不受变量排序的影

响(Ｄｉｅｂｏｌｄ ａｎｄ Ｙｉｌｍａｚꎬ２０１２)ꎬ因而本文的合成结果有助于合理揭示金融市场中错综复杂的

内部关系ꎻ其次ꎬ无论是溢出指数还是小波相关系数的计算ꎬ在样本容量较大的情况下ꎬ即可

利用滚动时窗方法便利地对市场活性和谐振强度进行动态评估ꎬ综合单一事件或风险的冲

击强度和扩散速度两个方面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时变特征ꎻ最后ꎬ相比 Ｂａｒｕｎｉｋ 和 Ｋｒｅｈｌｉｋ
(２０１８)等单纯利用分频动态溢出指数对金融风险进行刻画的方法而言ꎬ本文还将全频域范

围内小波相关性纳入考量ꎬ一方面综合考虑了风险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ꎬ另一方面在一定程

度上回避了分频动态溢出指数测度结果波动较大且对低频波动序列(如经济周期等宏观经

济指标)预警能力较弱的问题ꎬ因而可以有效降低测度结果的偏误ꎮ

四、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测度及其变动特征

本部分将根据上文所述原理ꎬ以中国金融市场数据指标合成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ꎮ
在选择金融子市场时ꎬ本文参照现有研究的做法(Ｇｏｏｄ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Ｈｏｆｍａｎｎꎬ２００１ꎻ邓创、徐曼ꎬ

０２１

①作为稳健性检验ꎬ本文研究过程中使用墨西哥帽小波和 ＤＢ４小波代替 Ｍｏｒｌｅｔ小波进行指数合成ꎬ得
到结果与 ＳＦＲＩ 数值上略有差异ꎬ但整体上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ꎬ指示出的高(低)风险极值时点以及各极

值点的相对水平也基本一致ꎬ同样与中国历史经济金融形势相符ꎮ 限于篇幅不在文中列出ꎬ如有兴趣可与

作者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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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ꎬ选用涵盖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货币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共六个金

融领域的代表性指标ꎬ分别为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各类债券发行总量、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银行间 ７天期同业拆借利率和国房景气指数ꎻ同时还选取 ＣＰＩ 和工业增

加值计算出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率ꎬ用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合理性进行检验ꎮ 以上

指标数据来源于 ＷＩＮＤ数据库ꎬ样本区间为 １９９８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９年 ９月①ꎮ
图 １描绘了本文合成得到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ＳＦＲＩ 的变动态势ꎮ 结合样本期间内

我国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情况来看ꎬ２００３年末不良资产剥离初步完成ꎬ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

明显下降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表现出下降趋势ꎮ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上半年ꎬ伴随着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ꎬ出现了内外发展不均衡的问题ꎬ一方面国内经济出现局部过热ꎬ另一方面对外贸

易依存度不断升高ꎬ特别是 ２００５ 年基于汇率法统计计算的中国对发达国家外贸依存度高达

６３.６％ꎬ为同期发展中国家最高值ꎬ加之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国际舆论和贸易纠纷不断涌现ꎬ系
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于 ２００５年 ３月起迅速攀升至同年 ６月的极值点ꎬ不少学者认为此时中国经

济已陷入外部失衡状态(李昕、徐滇庆ꎬ２０１３)ꎮ 随后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

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ꎬ取代了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的临时政策ꎬ人民币

汇率定价更趋合理ꎮ 同时ꎬ我国还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进行了又一次核销和剥离ꎮ
在一系列措施影响下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回落ꎬ可见汇率改革和银行体系风险治理有效化解

了由内外部发展不平衡、外贸依存度偏高、贸易壁垒强化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等诸多因素共同孕

育的系统性金融风险ꎮ 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后ꎬ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稳定ꎬ即便在 ２００８年国际金

融危机期间也未出现大幅贬值的情况ꎮ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也随着风险治理的深入

和国家注资逐步降至合理范围内ꎬ为现代商业银行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ꎮ
２００６年开始ꎬ我国股票市场不断升温ꎬ物价水平也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金融市场繁荣持续

攀升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自 ２００６年 ３月开始上升ꎬ并于 ２００７年初达到样本区间内的第二个

高点ꎮ 为防范经济金融过度繁荣带来的系统性风险ꎬ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双防”宏观调

控目标ꎬ中国人民银行先后 １６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ꎮ 在稳健型财政政策与紧缩型货币政策等

一系列调控措施的共同作用下ꎬ物价攀升得到遏制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也开始迅速下降ꎮ
２００８年下半年ꎬ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ꎬ世界经济陷入衰退ꎮ 此时我国刚刚经历了经济

周期和金融周期的上行阶段ꎬ巨大的外部金融风险向国内溢出导致我国股票市场泡沫迅速

破灭ꎬ金融市场形势急转直下ꎬ实体经济也遭受严重打击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从 ２００８年 １０
月起快速攀升至较高水平ꎮ 期间ꎬ我国出台了包括“四万亿”计划在内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ꎬ并积极治理地方债务风险ꎮ 尽管在一系列政

策的刺激下ꎬ经济增速在 ２００９年 １ 季度降至低点后迅速反弹ꎬ但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仍处于

高位ꎬ世界范围内金融危机的余波也尚未平息ꎮ 从图 １中可以看到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在

“高位”持续超过两年之久ꎬ足见此次危机对我国经济金融产生了持久性的冲击影响ꎮ 但即

便如此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一直未突破 ０.７ꎬ表明这一阶段我国宏观调控有效抵御和化解

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ꎮ

１２１

①文中各项指标均在 ＥＶｉｅｗｓ １０中利用 Ｘ１２法进行了季节调整ꎬ并经过 ＡＤＦ检验后对存在单位根的序

列进行了必要的对数差分处理ꎬ用于构建 ＶＡＲ模型的指标和 ＶＡＲ模型整体均通过平稳性检验ꎮ 为节约篇

幅ꎬ此处省略了对相关检验及数据处理过程的详细描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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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末ꎬ以场内和场外融资交易为代表的杠杆资金进入股票市场ꎬ引起股价迅速上

涨ꎬ其上涨之快、幅度之大均预示着崩盘风险的出现ꎮ ２０１５ 年下半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间ꎬ我国 Ａ
股市场先后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崩盘事件ꎬ股票价格暴跌ꎬ市值大幅蒸发ꎮ 此次“股灾”时
期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出现了两次大幅涨落ꎬ第一次在 ２０１５年 ６月监管部门宣布“清场”时
已高达 ０.７５５ꎬ“清场”行为及时地避免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继续积聚攀升ꎬ然而此后由国内 ２１
家券商组建的救市团队直接在二级市场的救市行动在遏制股市继续下跌、阻止股票市场危机

向整个金融体系蔓延的同时ꎬ也致使股票市场定价效率降低、股价同步性上升、交易成本提高ꎬ
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市场质量(李志生等ꎬ２０１９)ꎬ这可能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在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再度出现剧烈波动的原因ꎮ 此后直至样本末期ꎬ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指

数保持在较低水平ꎮ

图 １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 ＳＦＲＩ

进一步地ꎬ为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变动特征ꎬ本文借鉴经济周期波动分析中常用

的“谷－谷”划分方法ꎬ将样本期间内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的峰值(极大值点)和谷值(极小值

点)、以及对应的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的长度、坡度等特征加以整理ꎬ如表 １所示ꎮ

　 　 表 １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变化阶段划分及统计特性表

阶段
谷点
(谷值)

峰点
(峰值)

谷点
(谷值)

上升阶段长度
(坡度)

下降阶段长度
(坡度)

１ ２００５Ｍ０３
(０.４００)

２００５Ｍ０６
(０.６４６)

２００６Ｍ０３
(０.４４５)

３个月
(８.２０％)

９个月
(－２.２３％)

２ ２００６Ｍ０３
(０.４４５)

２００７Ｍ０１
(０.７８１)

２００８Ｍ０８
(０.５０３)

１２个月
(２.８０％)

７个月
(－３.９７％)

３ ２００８Ｍ０８
(０.５０３)

２０１０Ｍ０３
(０.６９９)

２０１２Ｍ０８
(０.５１３)

１９个月
(１.０３％)

２９个月
(－０.６４％)

４ ２０１２Ｍ０８
(０.５１３)

２０１３Ｍ０６
(０.５９５)

２０１４Ｍ１１
(０.４９６)

１０个月
(０.８２％)

１７个月
(－０.５８％)

５ ２０１４Ｍ１１
(０.４９６)

２０１５Ｍ０５
(０.７５５)

２０１７Ｍ０１
(０.４３０)

６个月
(４.３２％)

２０个月
(－１.６３％)

　 　 由表 １可见ꎬ样本期间内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特征ꎬ两次

峰值间隔约为两年ꎮ 从过去 ５轮周期性变化过程来看ꎬ除第 ２ 轮变化过程中上升阶段的长

度长于下降阶段的长度外ꎬ其余 ４ 轮中上升阶段均明显短于下降阶段ꎻ并且除第 ２ 轮外ꎬ其
余 ４轮变化中上升的坡度也均明显大于下降的坡度ꎮ 如果严格统计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相

比于上一期的变化情况ꎬ也可以发现整个样本期间ꎬ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上升阶段和下降阶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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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分别为 ９１个月(次)和 ９７个月(次)ꎬ所有上升阶段和下降阶段的平均坡度分别为 １.９７％
和－１.７５％ꎮ 由此可见ꎬ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从变化坡度来看ꎬ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整体上

都表现出“快积聚、慢消融”的非对称性统计特征ꎮ 这也强调了金融风险预警的紧迫性ꎮ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ꎬ尽管观测区间内历次金融风险成因各有差异ꎬ但本文构建的系统性

金融风险指数在风险趋势和时间节点上均与事实相符ꎮ 这表明该指数具备正确指示金融风

险的能力ꎬ且其准确性不受金融风险成因的影响ꎬ因而可以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预警和变动

态势分析的实用工具ꎮ

五、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影响的动态计量分析

探究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影响特征ꎬ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系统

性金融风险对经济、金融体系的影响动态和传导机制ꎬ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冲击、推动经济

金融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重要的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ꎮ 本部分基于上文构建的系统性金融风

险指数(ＳＦＲＩ)ꎬ并分别以金融形势指数(ＦＣＩ)和中国宏观景气一致指数(ＣＩ)刻画金融周期

和经济周期的波动态势①ꎬ借助 ＴＶＰ－ＶＡＲ、ＬＳＴＶＡＲ等模型ꎬ依次从时变特征、非对称性以及

门限效应等方面ꎬ考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影响特征ꎮ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影响的时变特征

为考察不同时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冲击影响的时变特征ꎬ本文首

先构建由 ＳＦＲＩ、ＦＣＩ、ＣＩ 组成的三变量时变向量自回归(ＴＶＰ－ＶＡＲ)模型ꎬ运用时变脉冲响应

函数模拟出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冲击动态ꎮ 模型参数估计和时变脉冲

响应函数的计算过程均在 ＭＡＴＬＡＢ Ｒ２０１７ａ中实现ꎬ为节省篇幅ꎬ本文省略对模型形式和估

计结果的相关描述ꎬ直接绘制出时变脉冲响应结果如图 ２和图 ３所示ꎮ

图 ２　 ＦＣＩ 对 ＳＦＲＩ 冲击的时变响应 图 ３　 ＣＩ 对 ＳＦＲＩ 冲击的时变响应

由图 ２可知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ꎬ在整个样本区间内ꎬＦＣＩ 均作

出了负向响应ꎮ 这一现象不难理解ꎬ金融风险的增加会使得部分极度厌恶风险的投资者率

先抛售金融资产ꎬ导致金融资产价格下降进而使得金融周期呈现下行势头ꎬ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开始对盈利预期持悲观态度并纷纷抛售金融资产ꎬ进一步拉低资产价格ꎬ从而引发资本投

资市场的羊群效应ꎬ金融资产价格不断被拉低ꎬ金融周期持续下行ꎮ 因此ꎬ金融风险的增加

会对金融周期产生负向影响ꎮ
由图 ３可知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ꎬ在短期内ꎬ大部分样本时点的

ＣＩ 均作出了负向响应ꎻ在中长期ꎬ部分样本时点的 ＣＩ 由负向响应转换为正向响应ꎮ 结合上

３２１

①金融形势指数 ＦＣＩ 利用邓创和徐曼(２０１８)的测算方法进行计算ꎬ宏观景气一致指数 ＣＩ 进行了减 １００再除

以 １００的处理ꎬ为节约篇幅并突出重点ꎬ本文省略了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测量方法和波动态势的描述与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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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ＳＦＲＩ 形势分析可知ꎬ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较高时段ꎬＣＩ 的负向响应强度相对更大ꎬ响应

持续期相对更长ꎬ而其余时段 ＣＩ 的负向响应强度相对较小ꎬ响应持续期相对较短ꎬ且累计响

应并非显著小于 ０ꎮ 这表明在金融风险较高时ꎬ风险继续积聚将会溢出并对实体经济造成负

向冲击ꎬ而在系统性金融风险较低时ꎬ风险积聚对实体经济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ꎮ
此外ꎬ对比图 ２和图 ３可知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ꎬＦＣＩ 的响应强

度明显大于 ＣＩ 的响应强度ꎮ 这表明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周期的影响相较经济周期更

为显著ꎮ 对比图 ２和图 ３还可发现ꎬ无论所处时点金融风险形势如何ꎬ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几

乎总对金融周期产生负向影响ꎻ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与所处时点风险值相关ꎬ
当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较高时ꎬ风险继续上升对经济周期产生负向影响ꎬ而当系统性金融风险

水平较低时ꎬ风险上升对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小ꎮ 在系统性金融风险水平较高时ꎬ风险

会向实体经济溢出的结论与现有文献结论相符(Ｄｅ Ｂ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ꎬ２０００)ꎬ其原因可能有

二:(１)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高金融风险引致金融周期快速下行

将对这些主体造成严重打击ꎻ(２)金融资产缩水造成社会财富流失ꎬ消费能力下降ꎬ引起经济周

期下行ꎮ 而在市场金融风险水平较低时ꎬ风险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的原因可能是ꎬ由于

国内企业持有金融资产配置主要基于“蓄水池”动机ꎬ即在市场环境宽松时购入金融资产ꎬ提升

未来的流动性ꎬ而在市场环境趋紧时适当出售资产换取资金以舒缓压力、维持企业运营ꎬ因此ꎬ
系统性金融风险在较低水平上升不足以对实体经济造成显著冲击(胡奕明等ꎬ２０１７)ꎮ

(二)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影响的非对称性特征

接下来ꎬ本文进一步考察在金融风险积聚阶段和消散阶段ꎬ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

周期的影响ꎮ 我们对序列 ＳＦＲＩ 进行差分得到序列 ＤＳＦＲＩꎬ根据 ＤＳＦＲＩ 取值的正负将序列划

分为 ＤＳＦＲＩ＋ｔ ＝ｍａｘ (ＤＳＦＲＩｔꎬ０)和 ＤＳＦＲＩ－ｔ ＝ ｍｉｎ(ＤＳＦＲＩｔꎬ０) ꎬ二者分别代表金融风险积聚

和金融风险消散ꎮ 本文以 ＤＳＦＲＩ＋ｔ 、ＤＳＦＲＩ
－
ｔ 、ＦＣＩ 和 ＣＩ 四变量构建 ＴＶＰ－ＶＡＲ模型ꎬ以模型的

脉冲响应函数模拟 ＤＳＦＲＩ＋ｔ 和 ＤＳＦＲＩ－ｔ 对 ＦＣＩ 和 ＣＩ 的冲击动态ꎮ 以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差

分构建 ＤＳＦＲＩ＋和 ＤＳＦＲＩ－的方法与邓创和徐曼(２０１４)的研究一致ꎬ旨在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

积聚和消散对经济金融周期双向影响的同时ꎬ也对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演化特征加以分析ꎮ
具体结果如图 ４和图 ５所示ꎬ二者分别代表在不同样本时点 ＦＣＩ 与 ＣＩ 在第 ２期的响应ꎮ

由图 ４可以看出ꎬ当分别对 ＤＳＦＲＩ＋ｔ 和 ＤＳＦＲＩ－ｔ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正向冲击时ꎬＦＣＩ 均作

出了负向响应ꎬ且响应强度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ꎬＦＣＩ 对 ＤＦＳＲＩ＋ｔ 冲击的响应强度在整个观

测区间均接近于 ＦＣＩ 对 ＤＳＦＲＩ－ｔ 冲击的响应强度的两倍ꎬ即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时期风险值

进一步增加对金融周期造成的负向影响明显强于风险下降时期的风险值进一步降低对金融

周期的正向影响ꎮ 这意味着即便未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ꎬ金融风险下降对金融周期的提升

效应也是相对较弱的ꎮ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ꎬ金融风险积聚造成的信贷紧缩和

不确定性增加ꎬ从而使得企业面临更强的流动性约束、更加动荡的市场经营环境ꎬ进而导致

企业的产出下降ꎮ 与此同时ꎬ家庭部门的金融资产价值缩水ꎬ收入水平下降ꎬ家庭部门在面

临更低的收入水平和更强的信贷约束时ꎬ消费能力也随之下降ꎮ 金融风险积聚对实体经济

造成的这些损失无法在风险消散后立刻回复到金融体系平稳运作时的水平ꎮ 另一方面ꎬ由
于市场参与者无法精准判断金融风险何时消散ꎬ因此ꎬ其对市场的信心不会在金融形势好转

时立刻回到高位ꎬ而是会在较长一段时间持观望态度ꎬ从而导致即使在金融风险消散之后ꎬ
实体经济的投资也难以回复到金融体系稳定时的水平ꎮ 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共同导致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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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水平下降对金融周期的提升效应相对较弱ꎮ

　 图 ４　 ＦＣＩ 对 ＤＳＦＲＩ 冲击的响应图 图 ５　 ＣＩ 对 ＤＳＦＲＩ 冲击的响应图

由图 ５可知ꎬ当分别对 ＤＳＦＲＩ＋ｔ 和 ＤＳＦＲＩ－ｔ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ꎬＣＩ 均作出

了负向响应ꎬ且响应强度同样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ꎬ具体表现为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月样本期间ꎬＣＩ 对 ＤＳＦＲＩ－ｔ 冲击的响应强于其对 ＤＳＦＲＩ＋ｔ 冲击的响应ꎬ其余样本期间则与此

相反ꎮ 这表明ꎬ２０１３年 ５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９月ꎬ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对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要

弱于风险消散对经济周期的正向影响ꎬ而在其余时间段ꎬ系统性金融风险积聚对经济周期的

负向影响要强于风险消散对经济周期的正向影响ꎮ 其原因可能是当时刺激性的宏观调控政

策缓和了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向国内溢出造成的金融风险ꎬ并促使经济周期迅速转入上行ꎬ从
而放大了金融风险消散对实体经济的正向影响ꎮ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经济周期影响的门限效应

最后ꎬ本文借助门限向量自回归(ＴＶＡＲ)模型和 ＬＳＴＶＡＲ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区制下系

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影响ꎮ 首先ꎬ本文以 ＳＦＲＩ 为门限变量构建关于

ＳＦＲＩ、ＦＣＩ 和 ＣＩ 三变量的 ＴＶＡＲ 模型ꎬ测算结果显示模型存在一个门限ꎬ且门限值为

０.５７５①ꎮ 然后ꎬ本文以 ＳＦＲＩ 作为迁移变量构建关于 ＳＦＲＩ、ＦＣＩ 和 ＣＩ 三变量的 ＬＳＴＶＡＲ②模

型ꎬ并以 ＴＶＡＲ计算出的门限值作为迁移门限值ꎬ分别计算高风险区制、低风险区制下 ＦＣＩ、
ＣＩ 对 ＳＦＲＩ 冲击的响应函数ꎬ以模拟不同风险区制下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影

响ꎬ结果如图 ６和图 ７所示:

图 ６　 不同风险区制下 ＳＦＲＩ 对 ＦＣＩ 的影响 图 ７　 不同风险区制下 ＳＦＲＩ 对 ＣＩ 的影响

５２１

①
②

ＴＶＡＲ模型门限数量及数值通过 Ｒ语言 ｔｓＤｙｎ工具包门限回归计算得出ꎮ
由于 ＬＳＴＶＡＲ模型假定样本到达区制边缘仍然停留一段时间ꎬ相比 ＴＶＡＲ模型更适合分析波动快幅

度大的金融时间序列ꎬ因此ꎬ本文选取 ＬＳＴＶＡＲ进行后续分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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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６可知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正向冲击时ꎬ在高风险区制模型中ꎬＦＣＩ 产生

了负向影响ꎻ而在低风险区制模型中ꎬＦＣＩ 最开始产生了正向响应ꎬ并在 １１ 期后转变为了负

向响应ꎮ 这表明当金融风险处于高区制时ꎬ风险上升会对金融周期产生较强的负向响应ꎻ而
当金融风险处于低区制时ꎬ在短期内ꎬ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周期产生正向影响ꎬ而在中长期ꎬ
金融风险上升则对金融周期产生负向影响ꎮ 当金融风险处于高区制时ꎬ金融风险上升对金

融周期的影响与上文所述情形相同ꎬ但其响应强度更大ꎬ响应持续期也更长ꎮ 由于金融风险

往往伴随着金融市场的过度繁荣ꎬ在风险水平相对较低时ꎬ投资者的盲目乐观情绪会进一步

哄抬金融资产价格ꎬ推动金融周期上升ꎬ最终导致杠杆率攀升至警戒水平ꎬ平衡杠杆率的资

产出售行为引起金融资产价格下降ꎬ从而对金融周期造成下行压力ꎮ
由图 ７可知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正向冲击时ꎬ在高风险区制模型中ꎬＣＩ 作出了

负向响应ꎻ在低风险区制模型中ꎬＣＩ 的响应则十分微弱ꎬ且接近于 ０ꎮ 这再次印证了上文“在
金融风险较高时ꎬ风险继续积聚将会溢出并对实体经济造成负向冲击ꎬ而在金融风险较低

时ꎬ风险积聚对实体经济的抑制效应相对较小”的结论ꎮ
另外ꎬ本文以 ＤＳＦＲＩ 为迁移变量构建包含 ＳＦＲＩ、ＦＣＩ 和 ＣＩ 的三变量 ＬＳＴＶＡＲ模型ꎬ以进

一步探究不同风险增速下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影响ꎮ 具体脉冲响应结果如图

８和图 ９所示ꎮ 其中图 ８表示 ＦＣＩ 对 ＳＦＲＩ 冲击的响应结果ꎬ图 ９ 表示 ＣＩ 对 ＳＦＲＩ 冲击的响

应结果ꎮ

图 ８　 不同风险增速区制下 ＳＦＲＩ对ＦＣＩ的影响 图 ９　 不同风险增速区制下 ＳＦＲＩ对ＣＩ的影响

由图 ８可知ꎬ无论是在高风险增速区制还是在低风险增速区制中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

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ꎬＦＣＩ 均作出了显著的负向响应ꎬ且在高风险增速区制中的响应强度

高于低风险增速区制ꎮ 由图 ９ 可知ꎬ当对 ＳＦＲＩ 施加一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时ꎬ在高风险

增速区制中ꎬＣＩ 作出了负向响应ꎬ但在低风险增速区制模型中ꎬＣＩ 的负向响应则十分微弱ꎮ
本文认为金融市场的非理性繁荣和繁荣情绪的社会传染是这一现象的成因ꎮ 考虑一个风险

快速积聚的过程:某一事件(如技术创新、政策变化或某一重大事件)导致金融市场大量微观

主体对盈利前景盲目乐观ꎬ增加投资头寸ꎬ短期内大量资金进入市场致使市场进入非理性繁

荣状态ꎬ金融泡沫形成ꎬ与此同时ꎬ认为资产价格将长期持续上涨的观点会在大众范围传播ꎬ
再次助长盲目的繁荣情绪ꎬ如此循环往复ꎬ即便金融市场在初始阶段处于风险较低水平ꎬ金
融杠杆率也可能迅速攀升ꎻ而当金融机构抛售资产以平衡杠杆率时ꎬ微观主体的情绪又容易转

向悲观ꎬ随之抛售资产导致价格下跌ꎮ 在过度繁荣时期ꎬ资产价格又通过风险偏好与信贷联

结ꎬ彼此交互增强影响ꎬ推动泡沫急速膨胀ꎮ 一旦资产价格泡沫破灭ꎬ 经济金融形势将立刻由

盛转衰ꎬ导致资产价格下降ꎬ信贷紧缩程度也进一步放大ꎬ从而致使经济、金融周期下行ꎮ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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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代表性定义的归纳总结ꎬ提出了新的包含时频联合特征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测度方法ꎬ以此考察我国金融风险的变动态势ꎮ 在此基础上ꎬ本文进一

步借助 ＴＶＰ－ＶＡＲ和 ＬＳＴＶＡＲ等模型从时变特征、非对称性以及区制效应等方面分析金融

风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动态影响ꎮ 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１)我国金融风险变动呈现

出“快积聚、慢消融”的非对称性特征ꎬ且近年来呈现出上升态势ꎮ (２)金融风险上升和下降

对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均存在非对称性影响ꎬ具体表现为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周期的负向

影响强于金融风险下降对金融周期的正向影响ꎻ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金融风险增加

对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要弱于金融风险减少对经济周期的正向影响ꎬ而在其余时间段ꎬ金融

风险增加对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要强于金融风险减少对经济周期的正向影响ꎮ (３)金融风

险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存在区制效应ꎬ在高金融风险区制内ꎬ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

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显著强于低金融风险区制的影响ꎻ当以金融风险增速划分高低

区制时ꎬ上述结论同样成立ꎮ 此外ꎬ在不同区制下ꎬ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的负向影响均显著

强于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ꎮ
依据上述结论ꎬ本文得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ꎬ政府部门应密切关注金融风险积聚水平ꎬ并对不同金融子市场实施分类、差异化

监管ꎬ从而在金融市场发生冲击事件时及时溯源ꎬ并通过科学合理的宏观政策予以控制ꎮ 因

此ꎬ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

防控体系ꎬ对于切实保障经济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有效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ꎮ 本文基于“市场活性”和“谐振强度”合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兼顾理论基础与我

国金融市场实践ꎬ是反映金融风险变动态势的合理指标之一ꎬ可为政府相关部门监测金融风

险动态、保障金融体系平稳运行提供参考依据ꎮ
第二ꎬ金融风险上升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强度明显大于金融风险下降对

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正向影响ꎬ且当金融风险水平或者增速较高时ꎬ金融风险对金融周期

和经济周期的负向影响也相对较强ꎬ由此可知ꎬ金融风险在攀升积聚阶段对金融体系和实体

经济的危害相对较大ꎬ并且即使在消散阶段ꎬ实体经济也需要相对较长的过程才能回复到正

常水平ꎮ 这意味着在宏观审慎政策实践中ꎬ风险防控策略要优于风险治理策略ꎬ因此ꎬ政府

应关注金融市场运行态势ꎬ通过法律法规完善经济金融体系并与时俱进深化改革ꎬ对金融风

险抬头态势保持警惕ꎬ着力防控金融风险于未然ꎬ以避免其攀升积聚进而影响金融体系和实

体经济的良性发展ꎮ
第三ꎬ本文研究表明ꎬ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强度要大于风险退去后实体经济的自

我恢复能力ꎮ 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实践表明ꎬ当金融市场冲击出现时ꎬ及早遏制可以有效避

免金融风险扩散并威胁实体经济ꎻ当金融冲击引致经济下行时ꎬ则需要适当提振经济避免陷

入衰退ꎮ 因此ꎬ应建立经济金融防火墙体系ꎬ早发现早处置ꎬ尽可能避免金融风险向实体经

济溢出ꎬ而当金融风险水平突破管控底线时ꎬ则可以通过行政干预与市场定向扶持相结合的

一系列举措ꎬ迅速抬升经济运行态势ꎬ提振市场参与者的投资信心ꎬ稳定市场预期ꎬ防止经济

陷入持续衰退ꎻ并在重建市场信心后适时调整宏观政策ꎬ尽快回复市场运行常态ꎬ避免经济

增长出现大起大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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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在不同区制下ꎬ金融风险变动对金融周期的负向影响均显著强于其对经济周期的影响ꎮ
这表明我国金融体系对金融风险有一定的吸收能力ꎬ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风险对实体经

济的冲击效应ꎬ金融体系能够相对较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ꎮ 因此ꎬ政府在完善金融市场体制的同

时还应继续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ꎬ以保障金融体系充分发挥“蓄水池”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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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ꎬ ａ ｎｅ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ꎬ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ｄｅｘ
(ＳＦＲＩ)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ꎬ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ꎬ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ｔ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１) Ｃｈｉｎａ’ 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ｇａｔｈｅｒｓ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ａｎｄ ｓｃａｔｔｅｒ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ｓｌｏｗｌｙꎬ ａｎｄ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ｙꎻ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ａ
ｎｏｎ－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ｗａｙ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ＦＲＩ ｄｒａｗ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ｙｃ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ｒａｗｎ ｂｙ ｉｔ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ꎬ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ａ ｍｕｃｈ ｗｅａｋ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ꎻ (３)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ｅｘｅｒｔｓ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ｅｇｉｍｅ ｉｓ ｆａｒ ｍｏｒ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ｌｏｗ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ｂｅｓｉｄｅｓꎬ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 ｉｎ ａｌｌ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ｌａｒｍ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ｃｒｏ－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ｉｓｋꎬ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Ｃｙｃｌｅ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ｙｃｌｅ
ＪＥ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３２ꎬ Ｅ３２ꎬ Ｇ２０

(责任编辑:陈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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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轨制”养老金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李晓飞　 臧旭恒∗

　 　 摘要: 我国“多轨制”养老金与消费不平等特征共存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多轨制”养老金对家庭消费相

对剥夺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显著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影响机制为: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进而

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这种影响在食品、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等消费

类型上更显著ꎮ 异质性分析表明ꎬ“多轨制”养老金对女性户主、养老金依赖度高、
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ꎮ 扩展分析结果显示ꎬ“多轨制”
养老金通过预期效应加剧了未退休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ꎬ养老金制度并轨改革通

过调节效应减弱了未退休家庭的预期效应ꎮ 因此ꎬ应加快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

乡、公平统一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ꎮ
关键词: “多轨制”养老金ꎻ养老金不平衡ꎻ消费不平等ꎻ消费相对剥夺

中图分类号: Ｆ８４０.６７ꎻ Ｆ０６３.２

一、引言

“十四五”规划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ꎬ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

距较大ꎬ民生保障存在短板ꎮ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障网络ꎬ实现了

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ꎬ但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严重ꎬ横向表现为制度性分割ꎬ纵向表现为

低统筹层次ꎮ 我国针对不同工作性质群体分别建立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为企职保)、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为

城居保)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以下简称为新农保)ꎬ城居保和新农保于 ２０１５ 年合

并为城乡居保ꎮ 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在筹资模式、财政补贴、计发办法和待遇调整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ꎬ最终导致依赖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家庭的养老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王亚柯

等ꎬ２０１３)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数据测算发现ꎬ
我国老年退休家庭养老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 ０.５１~０.５８之间ꎮ 并且ꎬ在 ２０２０年ꎬ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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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居民养老保险人均养老金的绝对差距达到了 ３８ １１０元①ꎮ 这些指标数据客观说明我国养

老金不平衡程度较高ꎬ对我国老年群体公平构成威胁ꎮ
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导致的养老金福利分配不均是养老金领取者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Ｌ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ꎬ而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Ｊａｐｐ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ａｆｅｒｒｉꎬ２０１０ꎻ
邹红等ꎬ２０１３)ꎮ 我国居民消费在群体、城乡和区域等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不平等特征ꎬ既不利

于居民幸福感和经济福利的提升ꎬ也不利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臧旭恒、李
晓飞ꎬ２０２１)ꎮ 消费相对剥夺(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是指ꎬ将个体与参照群中消费水平更高的

其他个体进行比较ꎬ所得到的相对消费地位或消费状况ꎮ 由于个体的相对剥夺程度能够直

接反映其与所在群体内其他个体之间的真实福利差异ꎬ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个体层面消费

不平等的衡量指标(Ｆｅｈｒ ａｎｄ Ｓｃｈｍｉｄｔꎬ１９９９)ꎮ 本文构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标来刻画个体

间的消费不平等ꎬ以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居民福祉水平和差异性表现ꎮ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ꎬ老年不平等问题受到决策层和学者们的深切关注ꎮ 对于退

休群体ꎬ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养老金收入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可能通过提高收入不平

等程度加剧老年群体消费相对剥夺ꎮ 现有文献大多单独分析我国养老金不平衡或基于总体

消费不平等的视角展开探讨ꎬ一是忽视了“多轨制”养老金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ꎬ二是无

法刻画个体在群体中的相对剥夺程度ꎮ 基于此ꎬ本文利用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 年

微观数据ꎬ对“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互动关系展开实证分析ꎮ 首先ꎬ
从微观角度利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 Ｋａｋｗａｎｉ 相对剥夺指数测度了我国“多轨制”养老金

不平衡和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水平及其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的演变趋势ꎮ 然后ꎬ利用双向固定

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多轨制”养老金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ꎬ从消费类型、家庭特征以

及区域差异等多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ꎬ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分样本回归方法进行影响机

制分析ꎮ 最后ꎬ扩展分析了未退休家庭对于“多轨制”养老金的预期效应以及养老金制度并

轨改革的调节效应ꎮ
相对已有研究ꎬ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ꎬ本文将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指数引入分析框架ꎬ从

微观视角揭示了“多轨制”养老金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作用和影响机制ꎮ 第二ꎬ本文

扩展分析发现“多轨制”养老金通过预期效应加剧了未退休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ꎬ养老金制

度并轨改革具有一定的调节效应ꎬ能够降低未退休家庭的预期效应ꎮ 本文研究结论为降低

养老金不平衡、减缓个体消费相对剥夺以及促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提供政策依据ꎬ有助

于社会公平和民生福祉的增进ꎮ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说

消费是居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ꎬ能够更好地反映社会福利状况ꎮ 在度量经济

不平等时ꎬ消费不平等相较于收入不平等具有更好的特质(Ｄｅ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ｘｓｏｎꎬ１９９４)ꎮ 消费

不平等分为群体消费不平等和个体消费不平等(任国强等ꎬ２０１４)ꎮ 目前ꎬ对于消费不平等的

１３１

①职工人均年度养老金收入＝城镇职工养老金年度支出总额 /年度离退休人数ꎬ居民人均年度养老金

收入＝城乡居保养老金年度支出总额 /领取养老金人数ꎮ 数据来源于 ２０２１年«中国统计年鉴»ꎬ由相关数据

整理计算获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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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度已经有了多种成熟的技术手段ꎮ 其中ꎬ对数方差、基尼系数(Ｇｉｎｉ Ｉｎｄｅｘ)和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 Ｉｎｄｅｘ)等可以从宏观整体层面测度消费不平等ꎮ 如周龙飞和张军(２０１９)利用相关指

标对我国总体消费不平等演变趋势进行探究ꎮ 而决策层、学者们以及个人ꎬ往往更关心的是

个体的消费剥夺情况ꎮ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和分配公平理论ꎬ群体中相对地位的差异会对消

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较大影响(Ｊａｃｏｂ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消费者会与参照群中消费水平更高的其

他个体进行比较ꎬ个体的消费相对剥夺水平能够更直接地反映现实中的福利差距ꎬ一定程度

上可作为个体层面不平等的衡量指标ꎮ 一些学者研究了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因素ꎬ主要集中

于以下方面:收入不确定性(Ｂｌｕｎｄｅｌ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ｏｎꎬ１９９８)、收入不平等(Ｊａｐｐ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ａｆｅｒｒｉꎬ
２０１０ꎻ邹红等ꎬ２０１３)、人口老龄化(Ｏｈ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ꎬ１９９８)、房价(刘靖、陈斌开ꎬ２０２１)以及养

老保险(周广肃等ꎬ２０２０)等ꎮ
我国各项养老保险制度针对不同群体分别先后建立ꎬ职工与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城市

内部不同就业人群之间在养老金方面形成待遇鸿沟ꎬ逐渐形成了养老保险“多轨制”格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课题组、朱玲ꎬ２０１３)ꎮ 一些学者对比分析了不同养老

保险的制度参数ꎬ评估了养老保险制度间的待遇差距ꎮ 一般认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

保障程度高于企职保ꎬ更是显著高于城居保和新农保ꎬ表现为养老保险制度间的非均衡发展

(王亚柯等ꎬ２０１３)ꎮ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模式更加强调收益与缴费的关联ꎬ使得具有人力资本

和家庭资本等优势的居民受益更多(Ｚｈｕ ａｎｄ Ｗａｌｋｅｒꎬ２０１８)ꎮ 贾晗睿等(２０２１)发现老年群体

的养老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待遇水平增速不统一ꎬ高收入人

群总体上增速更快ꎮ 养老保险“多轨制”使不同制度的参保居民拥有不同的养老金财富、面
临不同的养老收入不确定性及预防性储蓄ꎮ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是否加剧了家庭消费不平等? 鲜有文献从微观视角探究我国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家庭消费不平等的影响ꎬ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不同养老保险制度对

家庭消费具有差异性影响ꎮ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建立的城镇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构成了养老保险“双轨制”ꎮ 学者们研究发现ꎬ若将企职保的替

代率提升至公务员水平ꎬ企业职工的消费可有所提高(徐舒、赵绍阳ꎬ２０１３)ꎮ 养老保险“双轨

制”使得不同职业个体未来基于养老金的稳定收入明显不同ꎬ退休冲击对不同参保居民消费

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王增文、何冬梅ꎬ２０１６)ꎮ 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ꎬ“多轨制”养
老金的提法更符合实际情况ꎮ 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养老保险制度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胡宏

兵、高娜娜ꎬ２０１７)ꎬ与户籍相关的养老保险状况扩大了家户消费差异(曲玥等ꎬ２０１９)ꎮ 臧旭

恒和李晓飞(２０２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ꎬ养老保险“多轨制”显著引起了不同参保家庭间的消

费差距ꎮ 据此分析ꎬ本文提出假说 １ꎮ
假说 １:“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家庭消费不平等)ꎮ
在宏观总体层面ꎬ养老保险“多轨制”及其导致的养老金不平衡扩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ꎮ

首先ꎬ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引起的养老保险缴费不平衡扩大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李实等ꎬ
２０１９)ꎮ 其次ꎬ居民养老金和职工离退休金的差异扩大了家庭间的转移性收入差距ꎬ弱势群

体的转移性收入相对更低(杨天宇ꎬ２０１８)ꎮ 最后ꎬ养老保险制度差异导致的养老金福利分配

不均是养老金领取者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Ｌ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２０)ꎮ 而收入不平等是消费不平等

的重要影响因素(Ｊａｐｐ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Ｐｉｓｔａｆｅｒｒｉꎬ２０１０ꎻ邹红等ꎬ２０１３)ꎬ因此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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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通过扩大家庭收入不平等ꎬ进而扩大家庭消费不平等ꎮ
从相对剥夺的角度来看ꎬ退休金或养老金有利于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程度(杨晶、邓

悦ꎬ２０２０)ꎬ但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保障水平存在较大差距ꎬ导致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因此ꎬ“多轨制”养老金扩大了家庭收入不平等ꎮ 养

老金收入偏低的老年家庭缺乏充分参与社会所必需的商品或资源(Ａｄｊａｙｅ－Ｇｂｅｗｏｎｙｏ ａｎｄ
Ｋａｗａｃｈｉꎬ２０１２)ꎬ往往容易陷入贫困ꎬ位于收入分布的底端ꎮ 因此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

养老金禀赋处于劣势地位、生计能力缺失的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要更加强烈ꎬ加剧了家庭消

费相对剥夺ꎮ 据此分析ꎬ本文提出假说 ２ꎮ
假说 ２:“多轨制”养老金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进而加剧了家庭

消费相对剥夺ꎮ

三、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方法

为了缓解由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

模型作为基准回归模型ꎮ 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ＲＤ(ｃ) ｉｔ ＝α０＋β×ｐｅｎｉｎｅｑｉｔ＋γＺ ｉｔ＋μｉ＋λ ｔ＋εｉｔ (１)

(１)式中:ＲＤ( ｃ) ｉｔ 为被解释变量ꎬ代表第 ｉ 个家庭在第 ｔ 年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ꎮ
ｐｅｎｉｎｅｑｉｔ为主要解释变量ꎬ代表第 ｉ 个家庭在第 ｔ 年面临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ꎮ Ｚ ｉｔ为户

主及家庭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相关控制变量ꎮ μｉ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ꎬλ ｔ 为年份

固定效应ꎬ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ꎮ
在家庭消费支出方面ꎬ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ꎬ将 ＣＨＦＳ 中相关家庭消费支出归

为食品及在外就餐、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

类支出等八大类别ꎮ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ｃ)为这八大类别消费支出的总和除以家庭成员数

量ꎮ
１.被解释变量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ＲＤ(ｃ))ꎮ 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满足无量纲性和正规化特性ꎬ对其取均

值即为基尼系数(Ｋａｋｗａｎｉꎬ１９８４)ꎮ 因此ꎬ与已有研究从宏观整体层面测度消费不平等不同ꎬ
本文利用 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测度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ꎬ以此体现家庭个体层面的消费不平等ꎮ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ꎬ在特定组群内ꎬ家庭消费水平越高ꎬ则消费劣势越低ꎬ遭受的消费相

对剥夺越低ꎬ表现为家庭个体消费不平等程度越低ꎮ 在测算时ꎬ本文选取家庭所在省份样本

为参照群ꎬ每个家庭与参照群中比其消费支出高的其他家庭进行比较ꎬ从而得出该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程度ꎮ 参考任国强和尚金艳(２０１１)对个体相对剥夺的研究ꎬ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

度(Ｋａｋｗａｎｉ指数)的测度方法如下:令 Ｘ 代表一个组群ꎬ组群内家庭数量为 ｎꎬ将组群内家庭

按人均消费的升序排列ꎬ得到这个参照群的总体家庭消费分布 Ｘ ＝ ( ｃ１ꎬ ｃ２ꎬ􀆺ꎬ ｃｎ)ꎬ ｃ１≤
ｃ２≤􀆺≤ｃｎꎮ 根据定义ꎬ将每个家庭和其他参照家庭比较ꎬ该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可表示为:

ＲＤ(ｃｊꎬｃｉ)＝
ｃｊ－ｃｉꎬ若 ｃｊ>ｃｉ
０ꎬ 若 ｃｊ≤ｃｉ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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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式中:第 ｉ 个家庭的相对剥夺 ＲＤ(ｃｊꎬｃｉ)意味着 ｃｊ 对 ｃｉ 的相对剥夺ꎬ将 ＲＤ( ｃｊꎬｃｉ)对 ｊ 求
和ꎬ并除以组群内家庭消费的均值ꎬ经过分解、简化计算等步骤ꎬ得到第 ｉ 个家庭的平均相对

剥夺为:

ＲＤ(ｃｉ)＝
１

ｎμＸ
(ｎ＋ｃｉ×μ

＋
ｃｉ
－ｎ＋ｃｉ×ｃｉ)＝

１
μＸ

γ＋ｃｉ(μ
＋
ｃｉ
－ｃｉ) (３)

(３)式中:μＸ 是组群内所有家庭消费的均值ꎬｎ＋ｃｉ是样本组群 Ｘ 中消费水平超过 ｃｉ 的样本家庭

数ꎬμ＋ｃｉ是组群内家庭消费超过 ｃｉ 的样本家庭消费的平均值ꎬγ＋ｃｉ是样本组群 Ｘ 中消费水平超

过 ｃｉ 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的百分比ꎮ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ＲＤ(ｃｉ)满足如下性质:ＲＤ(ｃｉ)是家

庭消费的严格递减函数ꎻＲＤ(ｃｉ)的最大值为 １ꎬ最小值为 ０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ｐｅｎｉｎｅｑ)ꎮ 这里首先确定家庭参保类型ꎬ然后介绍测度方法ꎬ
最后阐述具体测算步骤ꎮ

家庭参保类型ꎮ 本文以家庭作为研究单位ꎬ由于家庭中不同成员的参保类型可能不同ꎬ
为确定家庭的参保类型ꎬ首先参考王小龙和唐龙(２０１３)的方法ꎬ以家庭中养老保障待遇最高

的家庭成员的参保类型作为家庭参保类型ꎮ 然后ꎬ按照家庭参保类型的差异ꎬ将家庭区分为

机关事业单位模式家庭、企职保模式家庭、城居保模式家庭以及新农保模式家庭四类ꎮ 另

外ꎬ由于户主工作性质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家庭养老保障差异ꎬ并且户主在家庭消费

决策中起重要作用ꎬ本文还以户主的参保类型作为家庭参保类型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ꎮ
在测度方法方面ꎬ本文主要采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测度不同参保类型家庭间的养

老金不平衡(组间差距)ꎮ 假设总体可以分为 Ｓｇ(ｇ ＝ １ꎬ􀆺ꎬ Ｇ)等 Ｇ 个分组ꎬ其中每个分组

的家庭数目为 ｎｇꎬ总数为∑
Ｇ

ｇ ＝ １
ｎｇ ＝ ｎ ꎬ用 ｙｉ 表示家庭 ｉ 的养老金收入占总养老金收入的比重ꎬ

用 Ｙｇ 表示第 ｇ 组的养老金收入占总养老金收入的比重ꎬＴｂ 和 Ｔｗ 分别为组间差距(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和组内差距(ｗｉｔｈｉｎ－ｓｅｔ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则泰尔指数的分解表达式为:

Ｔ ＝ Ｔｂ ＋ Ｔｗ ＝∑
Ｇ

ｇ ＝ １
Ｙｇ ｌｏｇ

Ｙｇ

ｎｇ / ｎ
＋∑

Ｇ

ｇ ＝ １
Ｙｇ ∑

ｉ∈Ｓｇ

ｙｉ

Ｙｇ
ｌｏｇ

ｙｉ / Ｙｇ

１ / ｎｇ

æ

è
ç

ö

ø
÷ (４)

在稳健性检验中ꎬ本文还利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Ｍｏｏｋｈｅｒｊｅｅ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ꎬ１９８２)
测算了家庭面临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ꎮ 基尼系数在多个组群之间的分解表达式为:

Ｇ ＝∑
ｋ

ｅ ＝ １
Ｍｅ ＰｅＧｅ ＋

１
μ∑

ｋ

ｅ ＝ １
∑

ｋ

ｆ ＝ ｅ＋１
ＭｅＭｆ μｅ － μｆ ＋∑

ｋ

ｅ ＝ １
∑

ｋ

ｆ ＝ ｅ＋１
εｅｆ (５)

(５)式中:等式右边第一项代表组内养老金不平衡程度ꎬ第二项代表组间养老金不平衡程

度ꎬ第三项代表各组家庭养老金分布的重叠项ꎮ 其中ꎬＭｅ 表示第 ｅ 个组群的人口百分比ꎬ
Ｐ ｅ 表示第 ｅ 个组群的养老金百分比ꎬＧ ｅ 表示第 ｅ 个组群的养老金不平衡程度ꎬ用该组群的

基尼系数表示ꎬＧ 表示总体的养老金不平衡程度ꎬμｅ 表示第 ｅ 个组群的平均养老金ꎬｋ 为组

群数ꎮ
具体测算时ꎬ考虑到我国养老金高龄倾斜政策以及低统筹层次的现实情况ꎬ首先利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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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段和省份分组ꎮ 第一步ꎬ将样本家庭按照户主年龄分为 ７０ 岁以下和 ７０ 岁及以上两个组

群ꎮ 第二步ꎬ在户主年龄小于 ７０岁的样本中ꎬ利用省份继续划分样本ꎬ可将户主年龄小于 ７０
岁的样本划分为 ２９个子组群①ꎮ 在户主年龄大于等于 ７０岁的样本中ꎬ同样利用省份划分样

本得到 ２９个子组群ꎮ 因此ꎬ利用年龄段和省份可将总样本划分为 ２×２９ ＝ ５８ 个子组群ꎮ 第

三步ꎬ在分组得到 ５８个子组群后ꎬ小组内为同一省份同一年龄段参加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

家庭ꎮ 进而ꎬ我们利用泰尔指数的分解方法将每个子组群的养老金不平衡分解为组内不平

等(同一年龄段同一区域同一制度下的养老金不平衡)和组间不平等(同一年龄段同一区域

不同制度间的养老金不平衡ꎬ此即本文要测算的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间的养老金不平衡)ꎮ 在

此基础上ꎬ以 ２０１３年为基准构建面板数据ꎬ则 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 年共计 １７４ 个样本小

组ꎬ最后与相应年份、年龄段和省份的家庭数据进行匹配ꎮ 本文直接利用家庭成员公布的养

老金数额测算家庭养老保障ꎬ若有家庭成员未公布自己的养老金收入ꎬ利用样本中同一省份

同一年龄段参加同一养老保险制度的居民人均养老金收入代替ꎮ
３.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张雅淋、姚玲珍ꎬ２０２０ꎻ周广肃等ꎬ２０２０)ꎬ本文加入了性别(男性为 １ꎬ女
性为 ０)、年龄、受教育程度(学历为大专及以上赋值为 １ꎬ其余为 ０)、健康状况(健康与一般

赋值为 １ꎬ其余为 ０)和婚姻状况(在婚赋值为 １ꎬ其余为 ０)等 ５个户主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ꎬ
以及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测度方法同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家庭人均净财富(家庭住房价值、
现金、存款、股票、债券、基金和其他理财产品与相应家庭负债之差)、老年抚养比(家庭中 ６５
岁以上人口数与 １６－６４岁劳动人口数之比)、少儿抚养比(０－１５岁人口数与 １６－６４岁劳动人

口数之比)、家庭规模(利用家庭成员人数衡量)、是否为农村家庭②(农村家庭为 １ꎬ城镇家

庭为 ０)等 ６个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ꎮ 共计 １１个影响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控制变量ꎮ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 ＣＨＦＳ (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７ 年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数据集ꎮ 本文

提取了家庭成员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样本ꎬ并以老年退休群体为研究对象ꎬ因此ꎬ只保留了户

主年龄大于 ５５岁且开始领取养老金的样本家庭ꎮ
为降低参保家庭由于职级、工龄导致的养老金差异对“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影响ꎬ本

文分别剔除四种养老保险参保家庭中养老金最高和最低 ３％的样本ꎮ 并且ꎬ为避免异常值的

影响ꎬ剔除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 １％的样本ꎮ 考虑到数据的完整

性ꎬ本文剔除了存在缺失值的样本ꎮ 最终以 ２０１３ 年为基准ꎬ取三期平衡面板得到 １０ ７２２ 个

样本ꎮ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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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利用 ＣＨＦＳ 数据进行实证研究ꎬＣＨＦＳ 中不包括西藏和新疆的数据ꎬ因此这里仅利用中国 ２９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数据ꎮ
本文按照户主的户口类型划分城镇家庭和农村家庭ꎬ若户主的户口类型为农业ꎬ则为农村家庭ꎻ若户

主的户口类型为非农业ꎬ则为城镇家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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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ＲＤ(ｃ)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１０ ７２２ ０.４８３ ０.２６８ ０ １
ＲＤ(ｙ)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１０ ７２２ ０.５０４ ０.２８３ ０ １
ｐｅｎｉｎｅｑ( ｔｈｅｉｌ)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泰尔指数) １０ ７２２ ０.４６４ ０.１８２ ０.３２９ ０.５６１
ｐｅｎｉｎｅｑ(ｇｉｎｉ)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基尼系数) １０ ７２２ ０.４３２ ０.１３２ ０.３２４ ０.５８３
ｇｅｎｄｅｒ 户主性别 １０ ７２２ ０.７８５ ０.４１１ ０ １
ａｇｅ 年龄(岁) １０ ７２２ ６６.４９７ ７.３８８ ５５ ９５
ｅｄｕ 受教育程度 １０ ７２２ ０.０８５ ０.２７９ ０ １
ｈｅａｌｔｈ 健康状况 １０ ７２２ ０.７５１ ０.４３２ ０ １
ｍａｒｒｉｅｄ 婚姻状况 １０ ７２２ ０.８５２ ０.３５５ ０ １
ｌｎａｙ 家庭人均收入对数 １０ ７２２ ９.３６４ １.２６１ ２.８０３ １３.０３２
ｌｎａｍ 家庭人均净财富对数 １０ ７２２ １０.９０４ ２.２１０ －１.６０９ １６.４０２
ｆｏ 老年抚养比 １０ ７２２ ０.３１８ ０.５１４ ０ ２
ｆｙ 少儿抚养比 １０ ７２２ ０.１６８ ０.３３１ ０ ４
ｒｕｒａｌ 城乡类别 １０ ７２２ ０.４００ ０.４９０ ０ １
ｈｏｌｄｓｉｚｅ 家庭规模(人) １０ ７２２ ３.１３０ １.８１１ １ ７

(三)退休家庭“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和消费相对剥夺的程度、趋势

１.“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基于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的分解)
我国养老金不平衡主要表现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职保、城居保和新农保不同制

度间ꎮ 若将参加同一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参保人划分为一组ꎬ可将同一制度下的养老金不平

等视为组内不平等ꎬ将不同制度间的养老金不平等视为组间不平等ꎮ 本文分别计算出 １７４
个样本小组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组间不平等)并求其均值ꎬ用以分析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间我国“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演变趋势ꎮ
表 ２基于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度的我国“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结果表

明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为总体养老金不平衡的主要部分ꎬ占 ６９％以上ꎮ 但随着我国养

老金制度并轨改革以及城乡居民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占总养老金

不平衡的比例略有下降ꎮ 在养老金绝对水平方面ꎬ由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可

得ꎬ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月人均养老金差距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８３４ 元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 ８７３元ꎮ 因此ꎬ２０１３—２０１７年间ꎬ表示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间养老保障差异的泰尔指数

和基尼系数均略有提高ꎮ

　 　 表 ２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
年份 泰尔指数 组间不平等占总不平等比例(％) 基尼系数 组间不平等占总不平等比例(％)
２０１３ ０.３９４ ７５.６４０ ０.４３５ ７９.２５８
２０１５ ０.３５３ ７３.７６２ ０.３９６ ７７.９４５
２０１７ ０.４００ ６９.４９３ ０.４３９ ７７.２８５

２.老年退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７年ꎬ全国层面退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４８３３ꎬ城镇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３６６９ꎬ而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的平均值达到了 ０.６５８０ꎮ①

本文还利用核密度图分析城镇和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概率分布(见图 １)ꎮ

６３１
①此段内容提及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的平均值均为作者测算得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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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由两部分图形构成ꎬ分别为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核密度图和城镇家庭消费相对

剥夺核密度图ꎮ 两部分图形的横坐标均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ꎬ范围均是从 ０ 到 １ꎻ纵坐

标为家庭处于某种消费相对剥夺程度的概率密度ꎮ 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波峰处于右

侧ꎬ大多分布在 ０.６ ~ ０.９ 之间ꎮ 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较低ꎬ同时家庭消费相对

剥夺是家庭消费的严格递减函数ꎬ因此ꎬ农村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较高ꎬ核密度图的波

峰偏右侧ꎮ 同理ꎬ城镇家庭的消费水平较高ꎬ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较低ꎬ大多分布在 ０ ~ ０.５ 之

间ꎬ城镇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波峰处于左侧ꎮ

图 １　 城乡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分布对比图

总体而言ꎬ农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大于城镇家庭ꎬ我国存在明显的家庭消费相对剥

夺及城乡二元结构现象ꎮ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ꎬ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显著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ꎬ假说 １ 得以验证ꎮ 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金高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ꎬ更显著高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居民的养老金ꎮ “多轨

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养老金禀赋处于劣势地位、生计能力缺失的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要更加

强烈ꎬ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在户主控制变量方面ꎬ随着年龄增长ꎬ考虑未来养老风险增加ꎬ家庭会增加预防性储蓄ꎬ

降低消费支出水平ꎬ因此户主年龄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为正ꎮ 相较于户主身体状况

较差的家庭ꎬ户主身体健康显著提高了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ꎮ 可能的解释为:户主身体状况较

差的家庭不得不承担较高的医疗保健支出ꎬ提高了家庭的总消费支出水平ꎬ使得其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呈现较低的假象ꎬ而户主身体健康的家庭与此相反ꎮ 在婚姻状况方面ꎬ相较于没有

配偶或者丧偶家庭ꎬ有配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在家庭控制变量方面ꎬ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影响因素ꎬ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显著正向影响了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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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家庭财富越高ꎬ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小ꎬ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相对

剥夺程度ꎮ 老年抚养比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显著为正ꎬ这与已有研究认为人口老龄

化是家庭消费不平等的重要影响因素的结论一致(Ｏｈ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ꎬ１９９８)ꎮ 农村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镇家庭ꎬ再次验证了我国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城乡二元结构ꎮ 家

庭人口规模越大ꎬ亲戚帮扶带来的转移性收入及物质支持越丰富ꎬ家庭平滑消费的能力越

强ꎬ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ꎮ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
０.２２１６∗∗∗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２１７) (０.０２０６) (０.０１４７)

年龄
０.０２８２∗∗∗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２)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２７０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２０３)

健康状况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４９)

婚姻状况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１８２∗∗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７５)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０.２１５６∗∗∗
(０.０１９８)

家庭人均净财富对数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０１４)

老年抚养比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６２)

少儿抚养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１１２)

城乡类别
０.０４６７∗∗∗
(０.０１２２)

家庭规模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０２０)

常数项
０.３７８４∗∗∗ ２.３０２７∗∗∗ ２.２１７９∗∗∗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５１３) (０.０６９０)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Ｒ２ ０.１２７０ ０.２０５１ ０.２７４６

　 　 注:∗∗∗、∗∗、∗分别表示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ꎻ括号中数值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误ꎮ 下同ꎮ

(二)异质性分析

１.家庭消费类型异质性分析

本文对七类分项消费支出进行分组回归ꎬ这有助于我们分析“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主

要在哪些消费类型上引起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表 ４回归结果显示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主要对退休家庭的食品及在外就餐、生活用

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等消费类型产生了显著影响ꎮ 随着食品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的极大丰

富ꎬ适用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商品及服务涌现ꎬ当家庭养老金收入充裕ꎬ居民会选择更高营养

价值、更安全卫生的食品ꎬ以及更智能方便的生活用品及服务ꎬ而养老金收入较低的家庭则

与此相反ꎮ 因此ꎬ养老金不平衡显著扩大了家庭在食品及在外就餐、生活用品及服务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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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相对剥夺ꎮ 老年退休群体对于医疗保健消费需求逐渐增多ꎬ医疗保健消费占家庭总消

费的比例逐渐提高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最大ꎮ

　 　 表 ４ 　 　 家庭消费类型异质性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食品及在
外就餐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

娱乐
医疗保健

养老金不平衡
０.０６１３∗∗∗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４０ ０.１６４２∗∗∗ －０.０２４２ ０.０４５１ ０.１８７２∗∗∗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２９４) (０.０２５４) (０.０２９５) (０.０３１６)

常数项
０.８３５４∗∗∗ ０.９２４１∗∗∗ ０.９６１４∗∗∗ ４.２４６７∗∗∗ １.５３４１∗∗∗ １.２１８４∗∗∗ ３.２１７８∗∗∗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８４３) (０.０８１７) (０.０７５９) (０.０８５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Ｒ２ ０.２１０６ ０.１１７０ ０.１８２６ ０.３５４２ ０.１５５６ ０.１６８２ ０.３０８５

　 　 注:为节约篇幅ꎬ表中的解释变量养老金不平衡指“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ꎬ下文同ꎮ

２.家庭特征异质性分析

(１)户主性别异质性ꎮ 由于年轻时期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和退休年龄等原因ꎬ女性养

老金收入水平和替代率一般低于男性ꎮ 并且ꎬ相较男性ꎬ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消费观念与习惯

趋于保守节约ꎮ 因此ꎬ表 ５户主性别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ꎬ相较男性户主家庭ꎬ“多轨制”养
老金不平衡对女性户主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更大更显著ꎮ

(２)家庭养老金依赖度异质性ꎮ 养老金收入占退休家庭总收入比重越大ꎬ家庭对养老金

的依赖度会越高ꎬ则家庭受“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影响就越大ꎮ 本文在国家统计局分类

标准的基础上ꎬ将家庭总收入定义为:家庭总收入＝养老金收入＋家庭内部转移性收入＋其他

社会转移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ꎮ 并定义家庭养老金依赖度 ＝养老金

收入 /家庭总收入ꎬ以此较为准确地反映养老金对退休家庭收入的重要性ꎮ 为了研究“多轨

制”养老金不平衡对不同养老金依赖度家庭的异质性影响ꎬ本文计算出所有样本家庭的养老

金依赖度的平均值ꎬ高于平均值的为养老金高依赖度家庭ꎬ低于平均值的为养老金低依赖度

家庭ꎮ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３年家庭养老金依赖度的平均值为 ０.４５７ꎮ 在所有样本家庭中ꎬ高依赖度家

庭为 ６ ９５７个ꎬ低依赖度家庭为 ３ ７６５个ꎮ

　 　 表 ５ 　 　 家庭特征异质性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男性户主家庭 女性户主家庭 养老金低依赖度家庭 养老金高依赖度家庭

养老金不平衡
０.０３７１∗∗ ０.０７２８∗∗∗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６２５∗∗∗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１２３)

常数项
１.４２５４∗∗∗ ２.７０６４∗∗∗ １.５３２６∗∗∗ １.１７２５∗∗∗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８４１)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６１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７ ０６８ ３ ６５４ ３ ７６５ ６ ９５７
Ｒ２ ０.２８７１ ０.２９２３ ０.２０４４ ０.２８５６

　 　 表 ５家庭养老金依赖度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显示ꎬ“多轨制”养老金对养老金高依赖度

９３１



李晓飞　 臧旭恒:“多轨制”养老金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作用更大ꎮ 家庭养老金依赖度高ꎬ说明家庭的非养老金收入偏低ꎬ
家庭收入来源构成较为简单ꎬ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弱ꎮ 通过丰富家庭收入来源和提高非

养老金收入占比ꎬ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ꎮ
３.区域异质性分析

(１)城乡异质性ꎮ 城镇家庭的参保类型主要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企职保和城居

保ꎬ养老保障程度相对较高ꎮ 并且ꎬ城镇家庭的收入和财富水平相对较高ꎬ平滑消费的能力

较强ꎮ 因此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城镇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见表 ６
列(１))ꎮ 农村家庭的主要参保类型为新农保ꎬ在“多轨制”养老保险体系中ꎬ新农保参保家

庭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ꎬ养老金收入水平较低ꎬ每月仅有 １００ 多元ꎬ家庭消费受到抑制ꎮ 并

且ꎬ农村居民的其他收入和财富水平相对较低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显著加剧了农村家庭

消费相对剥夺(见表 ６列(２))ꎮ
(２)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ꎮ 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法测得西部地区“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

程度在 ＣＨＦＳ ２０１７年为 ０.５５０７ꎬ中部地区为 ０.５３３７ꎬ东部地区为 ０.３５１５ꎮ 由此可见ꎬ东部地

区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程度较小ꎮ 同时ꎬ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好ꎬ吸引大量年轻劳动

力就业并缴纳养老保险ꎬ社保基金资金充裕ꎬ政府对城乡居民的养老金补贴较高ꎬ居民对养

老金不平衡的感受相对较弱ꎮ 并且ꎬ东部地区居民收入来源多元化ꎬ收入及财富水平相较中

西部地区更高ꎮ 因此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东部地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不显著

(见表 ６列(３))ꎮ 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养老金补贴等方面均弱于东部地区ꎬ居民

对养老金不平衡的感受较强烈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也较大

(见表 ６列(４)、(５))ꎮ

　 　 表 ６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城镇 农村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养老金不平衡
０.０２８４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４７１ ０.１２１９∗∗ ０.１４７２∗∗∗

(０.０３５７) (０.０３０１) (０.０３８４) (０.０４８４) (０.０３４６)

常数项
２.３３５９∗∗∗ ２.２４２２∗∗∗ ２.４３３１∗∗∗ ２.３２６７∗∗∗ ２.０８１６∗∗∗
(０.０８０６) (０.１２０８) (０.１５０７)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２５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６ ２１６ ４ ５０６ ４ ６７７ ３ ４９２ ２ ５５３
Ｒ２ ０.２１７８ ０.３０７０ ０.２９０８ ０.２３０５ ０.２４３１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从改变回归方法、替换变量和调整样本三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１.改变回归方法

(１)考虑到本文测算得到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指数的取值范围在 ０ ~ １ 之间ꎬ且原始数

据存在消费零值或左边删失数据ꎬ一些被解释变量被压缩在一个点上ꎬ属于受限被解释变量

的归并回归情形ꎬ因此ꎬ本文使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２)内生性处理ꎮ 考虑到“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可能会受到某些

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ꎬ从而使模型存在遗漏变量或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ꎮ 本文采用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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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法对上文实证结论进行内生性处理ꎬ利用与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支出①最为接近

的所属区域(东、中、西部地区)内三个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同一年龄段的“多轨制”养
老金不平衡均值ꎬ作为该家庭面临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工具变量(ＩＶ)ꎮ 三个其他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同一年龄段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均值可能与该家庭面临的利用本

省同一年龄段样本测度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正相关ꎬ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条件ꎮ 而其

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均值与该家庭层面的特征变量无关ꎬ满足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条件ꎮ
表 ７列(１)为使用 Ｔｏｂｉｔ 模型的检验结果ꎬ列(２)、(３)为利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ꎮ

在考虑受限被解释变量以及解释变量内生性的情况下ꎬ利用不同回归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和内生性处理的结果均表明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显著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ꎬ说明本

文结论不受回归方法干扰ꎮ

　 　 表 ７ 　 　 基于不同回归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
(１) (２) (３)

Ｔｏｂｉｔ模型 工具变量法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养老金不平衡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养老金不平衡
０.０８７６∗∗∗ ０.１０９４∗∗∗
(０.００７２) (０.００７１)

工具变量
０.３２７８∗∗∗
(０.０７１６)

常数项
１.１９４９∗∗∗ ０.９４３１∗∗∗ １.０６４１∗∗∗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８１７) (０.０４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Ｒ２ ０.２１８４ ０.４７６２

　 　 注:列(２)、(３)工具变量的结果显示ꎬ第一阶段的 Ｆ 值大于 １０ꎬ工具变量的系数显著异于 ０ꎬ表明本文
选取的工具变量较为有效ꎬ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ꎮ

２.替换变量

(１)本文利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算家庭面临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ꎬ并将其作为

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２)本文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每隔 ０.２ 划分一个等级ꎬ划分

为 ０－０.２、０.２－０.４、􀆺、０.８－１.０ 共 ５ 个消费剥夺等级ꎬ并使用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模型估计“多轨

制”养老金对家庭主观消费剥夺等级的影响ꎮ (３)相对剥夺指数还包括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 指数和

Ｐｏｄｄｅｒ指数ꎬ本文利用这两个指数测度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ꎬ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

稳健性检验ꎮ
３.调整样本数据

本文利用户主参保类型代表家庭参保类型ꎬ并利用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测算“多轨制”养
老金不平衡ꎬ同样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本文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ꎮ

表 ８列(１)为替换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ꎬ列(２)—(４)为替换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ꎬ列
(５)为调整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ꎮ 结果显示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均显著加剧了家庭消

１４１
①城镇职工人均养老金支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度支出总额 /年度城镇职工离退休人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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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相对剥夺ꎬ进一步证实本文结论是稳健可信的ꎮ

　 　 表 ８ 　 　 基于替换变量和调整样本数据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

模型
Ｙｉｔｚｈａｋｉ相对剥
夺指数 / １００００

Ｐｏｄｄｅｒ相对
剥夺指数

户主参保类型

基尼系数分解测
度的 “多 轨 制”
养老金不平衡

０.０８２５∗∗∗
(０.０１６９)

养老金不平衡
１.２８２１∗∗∗ ０.１５４７∗∗∗ ０.１０４９∗∗∗ ０.０６２７∗∗∗

(０.１０６４)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１０５)

常数项
１.９７３４∗∗∗ １.８７７２∗∗∗ １.９１０８∗∗∗ １.９４６１∗∗∗

(０.０３７２) (０.０４４１)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６５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Ｒ２ ０.３２４７ ０.２８７４ ０.３０２１ ０.２８６２

(四)影响机制分析

“多轨制”养老金降低不同参保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加剧了家庭消

费相对剥夺ꎮ 为了检验这一影响机制ꎬ本文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２０１４)的中介效应检验方

法ꎬ以及周广肃等(２０２０)的分样本回归方式进行影响机制检验ꎮ 具体思路为:(１)检验家庭

收入相对剥夺在养老金或退休金( ｌｎｐｅｎｓｉｏｎ)减小家庭消费相对剥夺中的中介效应ꎬ以此验

证养老金能够减小家庭收入相对剥夺ꎬ进而降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２)分别在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家庭分样本、企职保家庭分样本、城居保家庭分样本和新农保家庭分样本中ꎬ令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对家庭养老金或退休金收入回归ꎬ并对比各分样本的回归系数大小ꎬ以此

分析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差异ꎮ
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ꎬ检验养老金或退休金、家庭收入相对剥夺与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三者之间的关系ꎮ (６)式检验养老金或退休金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ꎬ(７)式检验养老

金或退休金对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ꎬ(８)式用来证实养老金或退休金、家庭收入相对剥

夺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ꎮ 如果检验系数 ｃ′显著ꎬ则为“部分”中介效应显著ꎮ 本文仍

然利用 Ｋａｋｗａｎｉ相对剥夺指数从个体层面测度家庭收入相对剥夺(ＲＤ(ｙ))ꎮ
ＲＤ(ｃ) ｉｔ ＝ θ１＋ｃ×ｌｎ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ｔ＋ηＸ ｉｔ＋μｉ＋γｔ＋ε１ 　 　 　 　 　 (６)
ＲＤ(ｙ) ｉｔ ＝ θ２＋ａ×ｌｎ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ｔ＋ηＸ ｉｔ＋μｉ＋γｔ＋ε２ (７)
ＲＤ(ｃ) ｉｔ ＝ θ３＋ｃ′×ｌｎ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ｔ＋ｂ×ＲＤ(ｙ) ｉｔ＋ηＸ ｉｔ＋μｉ＋γｔ＋ε３ (８)

表 ９列(１)—(３)的回归结果显示ꎬ中介效应模型的 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

上显著ꎬ中介效应占比达到 １７.５６％ꎮ 因此ꎬ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部分中介效应得以验证ꎬ养
老金或退休金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ꎬ进而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列(４)—(７)的分

样本回归结果显示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作用最大最显著ꎬ
其次为企职保ꎬ但城居保和新农保对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因此ꎬ不同养老保

险制度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提高了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ꎬ进而加剧

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假说 ２得以验证ꎮ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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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９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

家庭收入
相对剥夺

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

被解释变量: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家庭

企职保
家庭

城居保
家庭

新农保
家庭

养老金或退休金对数
－０.０４１７∗∗∗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３４４∗∗∗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３６)

家庭收入相对剥夺 ０.３１６４∗∗∗
(０.０２８１)

常数项 ２.５１８２∗∗∗ ２.５８５１∗∗∗ ２.０２９２∗∗∗ ３.０８２１∗∗∗ ３.３７６７∗∗∗ ２.６４４３∗∗∗ ２.２２３５∗∗∗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４１７) (０.１３４７) (０.０９０９) (０.０３６６) (０.２３３９) (０.０７７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０ ７２２ １ ６８３ ３ ４０５ ６７２ ４ ９６２
Ｒ２ ０.２７４２ ０.８１３７ ０.２７９６ ０.９１４１ ０.９４１１ ０.８７８１ ０.８３２０

ｓｏｂｅｌ检验 －０.００７３∗∗∗
(０.０００６)

中介效应占比 １７.５６％

五、扩展分析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未退休家庭”的预期效应

家庭养老保险参保状态和消费状况往往与其所处的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有关ꎮ 依据生命

周期中的劳动就业期(未退休阶段)和老年期(退休阶段)的划分逻辑ꎬ本文分析“多轨制”养
老金不平衡对未退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ꎬ并与退休家庭的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ꎮ
按照户主年龄将未退休家庭样本划分为:年龄<４５ 岁和 ４５ 岁≤年龄<５５ 岁两组分样本进行

回归分析ꎬ检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差异性影

响ꎮ 对于尚未退休的家庭ꎬ本文以该家庭所在省份退休家庭养老金数据测度的“多轨制”养
老金不平衡作为未退休家庭预期退休后面临的养老金不平衡ꎮ

表 １０回归结果显示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未退休家庭消费剥夺的影响显著为正ꎬ
本文认为影响机制为预期效应ꎮ 未退休家庭预期退休后会面临“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ꎬ不
同类型参保家庭会做出不同的消费反应ꎬ预期养老金收入较低家庭偏好更多储蓄以平滑退

休后的消费支出ꎬ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但未退休家庭的回归系数小于退休家庭ꎬ这主要

是由于退休家庭对于“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感受更为强烈ꎬ因此影响较大ꎮ

　 　 表 １０ 　 　 家庭生命周期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未退休家庭 退休家庭 年龄<４５ ４５≤年龄<５５

养老金不平衡 ０.０４３１∗∗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５２５∗∗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１４７)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２１８)

常数项 １.９８５５∗∗∗ ２.２１７９∗∗∗ １.７３２６∗∗∗ ２.０７２５∗∗∗
(０.０６３１) (０.０６９０) (０.０５４６) (０.０６１７)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量 ８ ６４０ １０ ７２２ ３ ９２１ ４ ７１９
Ｒ２ ０.２８３９ ０.２７４６ ０.２０４４ ０.２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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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段的提高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逐渐增强ꎮ 户

主年龄<４５岁的相对年轻家庭对于未来养老金收入的考虑较少ꎬ家庭主要考虑事业发展和

子女的教育投资等ꎬ养老金不平衡对年轻家庭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ꎮ 而户主年龄处于 ４５ 岁

至 ５５岁之间的家庭ꎬ逐渐接近退休年龄ꎬ不同工作性质的参保居民具有不同的养老金收入

预期和预防性储蓄ꎬ这进一步加大了家庭间的消费差距ꎮ
(二)养老金制度并轨改革的调节效应

为了降低不同参保群体间的养老保障差距ꎬ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改革和并轨ꎮ ２０１４
年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ꎬ与企业职工实行相同的养老金缴费模式和计发办法ꎮ
２０１５年ꎬ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ꎮ
由于养老金制度改革一般实行“老人老办法”ꎬ改革对退休家庭的养老保障待遇影响很小ꎮ
因此ꎬ本文从未退休家庭视角剖析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改革在“多轨制”养老金影响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中的调节效应ꎬ为进一步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与完善提供政策依据ꎮ

本文构建年份虚拟变量 ｒｅｆｏｒｍ ＝
０ꎬｉ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３
１ꎬｉｆ　 ｙｅａｒ＝ ２０１５ ｏｒ ２０１７{ 代表养老金制度改革变量ꎮ

然后以家庭所在省份退休家庭样本数据测度的“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作为未退休家庭预期

面临的养老金不平衡ꎬ并与改革变量形成交互项(ｐｅｎｉｎｅｑ×ｒｅｆｏｒｍ)作为调节变量ꎮ 最后分别

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及 Ｔｏｂｉｔ模型检验养老金制度并轨改革的调节效应ꎮ
表 １１列(１)、(２)和列(３)、(４)分别对应利用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分解测算得到的“多

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回归结果ꎮ

　 　 表 １１ 　 　 调节效应分析
被解释变量:家庭消费相对剥夺

(１) (２) (３) (４)
ＯＬＳ Ｔ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Ｔｏｂｉｔ

养老金不平衡(Ｔｈｅｉｌ) ０.０４７２∗∗ ０.０９４５∗∗∗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０７２)

调节效应(Ｔｈｅｉｌ) －０.０８８６∗∗∗ －０.１１７５∗∗∗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９)

养老金不平衡(Ｇｉｎｉ) ０.０９７２∗∗∗ ０.１１６７∗∗∗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１１３)

调节效应(Ｇｉｎｉ) －０.１０６４∗∗∗ －０.１２６３∗∗∗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０７７)

常数项 １.８３４８∗∗∗ １.２６８１∗∗∗ ２.０２５５∗∗∗ １.３８４８∗∗∗
(０.０５８２) (０.０２４９) (０.０５４９) (０.０２７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家户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样本量 ８ ６４０ ８ ６４０ ８ ６４０ ８ ６４０
Ｒ２ ０.２８４０ ０.２９８３

表 １１结果显示ꎬ调节效应显著为负ꎬ说明两次养老金制度改革降低了“多轨制”养老金

不平衡对未退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作用ꎮ 已有研究表明ꎬ一方面ꎬ机关事业单位养老

保险制度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ꎬ提高了企业职工的参保积极

性及制度并轨预期(白重恩等ꎬ２０１４)ꎮ 改革还降低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家庭消费水平(宁
光杰、范义航ꎬ２０２０)ꎮ 这有利于降低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间的养老保障差距和家庭消

４４１



　 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费差距ꎮ 另一方面ꎬ城居保与新农保合并为城乡居保ꎬ打破了养老保险城乡二元结构ꎬ提高

了农村居民的参保积极性和养老保障ꎮ 并且ꎬ城乡居保能够提高农村居民进行非农就业和

创业的概率ꎬ对农村居民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卢洪友等ꎬ２０１９)ꎮ 因此ꎬ城乡居保合并降低

了城乡居民间的养老金不平衡和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综上ꎬ养老金制度并轨改革有利于降低未退休家庭对于“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的预期

程度ꎬ释放养老金收入低预期家庭的消费水平ꎬ改革减弱了养老金不平衡对未退休家庭消费

相对剥夺的加剧作用ꎮ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个体相对剥夺的微观视角ꎬ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ＦＳ)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７年三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ꎮ
主要结论如下:(１)“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显著加剧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从改变回归方

法、替换变量和调整样本三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均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ꎮ 影

响机制分析表明ꎬ不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ꎬ进而加剧

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２)“多轨制”养老金和消费相对剥夺间的关系也会因消费类型、家
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不同而有所差异ꎮ 具体而言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主要在食品及在

外就餐、生活用品及服务以及医疗保健消费类型上提高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ꎮ “多轨制”养
老金对女性户主、养老金依赖度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扩大效应更显

著ꎮ (３)将研究对象扩展至未退休家庭的分析表明ꎬ“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通过预期效应

加剧了未退休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ꎻ养老保险制度并轨改革起到了调节作用ꎬ能够减弱未退

休家庭的预期效应ꎮ
(二)政策启示

为降低“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及其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ꎬ我国应加快健全覆盖

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的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障体系ꎮ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ꎬ应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ꎬ引导政府和相关机构加大对居民参保的政

策扶持与补贴ꎬ完善缴费标准与养老金补贴的正向激励机制ꎬ提高城乡居民养老金收入水

平ꎮ 降低居民与职工间的养老金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相对剥夺ꎬ不断增强城乡

居民的获得感、公平感、幸福感ꎮ
第二ꎬ目前ꎬ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已初步整合为“城镇职工(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ꎮ 未来应全面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ꎬ继续推进不同养老保险制

度并轨ꎬ可将目前针对就业人员和非就业人员的两类养老保险进一步整合成普惠制养老金

制度和职业养老金制度ꎮ 普惠制养老金制度面向全体公民ꎬ提供相当于社会平均工资一定

比例的养老金ꎬ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底线公平”)ꎮ 职业养老金制度面向就业人群ꎬ按
照个人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费用ꎬ多缴多得ꎬ长缴多得ꎮ 最终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一

体化ꎬ消除养老保险“多轨制”ꎮ
第三ꎬ针对本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ꎬ首先ꎬ应将医疗保险政策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

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ꎬ降低老年家庭医疗保健消费相对剥夺程度ꎮ 其次ꎬ应通过

维护女性合法权益、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逐步延长女性退休年龄等办法ꎬ合理提高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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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和居民的养老金收入水平ꎬ降低“多轨制”养老金不平衡对女性户主家庭的消费相对剥

夺ꎮ 再次ꎬ应促进退休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发展ꎬ提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收入

来源占比ꎬ降低家庭养老金依赖度ꎬ增强家庭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ꎮ 最后ꎬ应实现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ꎬ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ꎬ降低区域间养老金不平衡和消费不

平等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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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短贷长投

谢获宝　 黄大禹　 邹梦婷∗

　 　 摘要: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沪深两市 Ａ股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ꎬ研究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影响ꎮ 研究发现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

大ꎬ则会加剧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ꎬ上述核心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

不变ꎮ 渠道机制检验发现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会造成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融

资约束增强和融资成本提高ꎬ并迫使企业有着更强的脱实向虚偏好ꎬ进而带来显著

的财务不稳定ꎬ这些变化都会冲击企业的正常财务行为ꎬ带来短贷长投行为强度的

增大ꎮ 从企业和地区异质性来看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能够显著推升国有企业、高科

技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的短贷长投水平ꎮ 本文可以为明晰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偏好的影响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ꎬ为理解企业财务投融资行

为提供来自政府制度层面的相关启示ꎮ
关键词: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ꎻ短贷长投ꎻ融资行为ꎻ财务稳定

中图分类号: Ｆ０６２.９

一、引言

尽管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金融要素的市场化进程ꎬ但当前中国金

融体制机制不完善ꎬ利率期限结构错配、货币政策波动较大等制度缺陷仍难以从根本上得到

扭转ꎬ融资难、融资贵依旧是众多实体企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郑联盛ꎬ２０１９)ꎮ 特别是国

有大中型金融机构出于风险管理的需求ꎬ更偏好于提供短期贷款ꎬ导致融资渠道匮乏的实体

企业部门不得不更多地使用短期贷款来满足技术创新等长期经营决策所需(Ｃａｍｐ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从而形成短贷长投的期限结构错配现象ꎮ 现实而言ꎬ由于投资回收期远长于债务偿

还期ꎬ一旦借新还旧或债务展期行为受挫ꎬ相关企业极易陷入流动性风险(Ａｃｈａｒｙａ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这一风险可能通过产业链关联影响上下游企业和金融机构ꎬ甚至扰动金融系统的稳

定性ꎮ 特别是在近年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和国际政治经济不确定性陡增的“灰犀牛”
叠加新冠疫情“黑天鹅”的双重冲击下ꎬ“短贷长投”的风险敞口进一步暴露ꎬ微观层面投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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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期限错配行为越来越可能成为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之一(白云霞等ꎬ２０１６)ꎮ 因

此ꎬ对“短贷长投”的成因及影响进行深入剖析ꎬ有助于为推动中国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市场化

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佐证ꎮ
企业部门为何甘冒流动性风险借助短期贷款以实现长期投资? 部分研究认为ꎬ中国长

期的金融抑制是诱发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钟凯等ꎬ２０１６)ꎮ 具体而言ꎬ一
方面ꎬ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导致直接融资市场难以覆盖企业长期融资需求(Ｆｒａｎｋ ａｎｄ Ｇｏｙａｌꎬ
２０１４)ꎻ另一方面ꎬ由于作为信贷供给主体的银行部门出于风险考虑ꎬ长期信贷意愿较低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０)ꎬ往往通过短期信贷方式控制企业违约风险ꎮ 此外ꎬ企业管理层出于

降低贷款成本(短期借贷利率较低)、松释信贷约束(短期借贷更易获得)等目的ꎬ也更偏好

于短贷长投等激进融资策略(孙凤娥ꎬ２０１９)ꎬ特别是在母子公司信息偏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丁龙飞等ꎬ２０２０)ꎮ 毋庸置疑ꎬ上述分析为剖析“短贷长投”现象提供了良好的经济金融学

理基础ꎬ但这类研究和分析大多集中在市场影响因素层面ꎬ尚未对政府层面的影响展开分

析ꎬ特别是尚未真正将中国新兴加转型的现实制度背景纳入考量ꎬ使得基于短贷长投领域的

研究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ꎮ
地方政府会对微观企业投融资决策进行调控ꎬ因此ꎬ剖析当前中国企业部门中普遍存在

的“短贷长投”现象ꎬ将地方政府行为因素纳入考量是必要的ꎮ 本文创新性地引入地方经济

考核压力这一指标ꎬ用以度量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影响ꎬ构建“地方经济考核压力

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研究框架ꎬ对企业短贷长投的成因进行深入剖析ꎮ
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ꎬ第一ꎬ厘清了政府制度激励对中国企业金融期限错配的影响

与作用机理ꎮ 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市场因素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的层面上ꎬ本文将政府经济

考核压力纳入企业短贷长投动因的分析框架ꎬ就二者的具体机制(资源边界约束、财务风险

稳定等)展开识别检验ꎬ并发现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会促进企业短贷长投的经验证据ꎬ从
而丰富了企业投融资领域的研究文献ꎮ 第二ꎬ识别了政府经济考核压力影响微观结构主体

投融资行为的结构性特征ꎬ从“企业属性－地区差异”层面识别出了驱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制

度性因素所产生的差异化影响ꎮ 第三ꎬ为政府部门促进经济增长制度设计提供了启示ꎮ 为

推动经济增长ꎬ政府通过制度激励的设计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ꎬ却带来了微观结构主体的投

融资扭曲问题ꎬ本文为调整政府激励结构导向提供了相应建议ꎮ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理论而言ꎬ企业短贷长投是一种期限错配的投融资决策和行为ꎬ与债务期限匹配理论

(Ｍｏｒｒｉｓꎬ１９７６)中的合意决策并不一致ꎮ 对此ꎬ后续研究认为ꎬ企业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ꎬ
主动选择成本更低的短期借款ꎬ符合融资优序理论(Ｍｙｅｒｓꎬ１９８４)的同时也传递出企业流动

性稳定的信息ꎬ并通过短期贷款的监督和约束ꎬ降低了股东和管理层间的第一类委托代理成

本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具有正面作用ꎮ 然而ꎬ企业若因外部约束或刺激而被动采取短贷

长投的策略ꎬ则会在增加其经营风险、降低投资效率、加剧财务困境的同时刺激管理层进行

盈余管理的动机(罗宏等ꎬ２０１８)ꎬ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ꎮ 由此可见ꎬ对于短贷长投

行为的治理ꎬ关键在于破解干预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环境或制度因素ꎬ驱动企业根据市场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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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合理优化自身的投资结构和期限配置ꎮ
有鉴于此ꎬ大量国内外文献聚焦于引起企业短贷长投的外部因素的研究与治理ꎮ 其中

基于经典市场理论分析的早期国外研究一般认为市场机制将能有效激励企业保持其投融资

期限匹配(白云霞等ꎬ２０１６)ꎬ但这却无法充分解释中国近二十年来普遍存在的短贷长投现

象ꎮ 得益于对中国市场微观主体的长期关注ꎬ国内大量研究指出ꎬ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

长期滞后于其他市场是诱发微观企业更偏好于短贷长投的重要体制性原因(钟凯等ꎬ２０１６)ꎻ
同时社会信用评估与备案体系构建尚不完善ꎬ企业投融资风险难以充分体现于其存贷款利

率中也是短贷长投现象难以消除的市场环境因素ꎮ 而部分文献则指出ꎬ近年中国高风险偏

好的市场氛围激励往往会诱发管理层在投融资决策上的投机行为ꎬ从而引致短贷长投(王东

清、刘华南ꎬ２０２０)ꎻ此外ꎬ在这一市场环境的培育下ꎬ管理层普遍存在过度自信ꎬ这也会加剧

企业在投融资方面的激进程度ꎬ短贷长投水平上升就不难理解了(孙凤娥ꎬ２０１９)ꎮ 然而ꎬ在
中国当前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ꎬ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ꎬ上述研究忽略了转型

经济特征浓厚的市场机制特征ꎬ特别是忽略了(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投融资决策的重要影

响ꎮ 因此ꎬ以微观企业的期限匹配为切入点ꎬ厘清(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投融资决策的干预机

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ꎮ
由于地方政府会通过调节企业部门的外部环境ꎬ直接影响其投融资结构和期限结构ꎬ改

变其投融资决策ꎬ从而扭曲企业自身投资的期限配置行为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在经济考核压力

下ꎬ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其在“晋升锦标赛”中胜出的概率会增加基建等方面的支出ꎬ以直接促

进地区产出规模扩张ꎬ这不可避免地对企业部门的金融资源产生了极大挤出ꎮ 特别是在当

前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金融体系中ꎬ银行部门为了平抑风险ꎬ更偏好于将长期贷款配置于有地

方政府背景的项目中(苟琴等ꎬ２０１４)ꎬ从而进一步压缩了企业部门长期借款的容量ꎬ使得短

贷长投成为符合企业工具理性的次优选择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第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说:
假说 １: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企业短贷长投的强度越高ꎮ
从资金供给端来看ꎬ由于长期以来利率市场化体制机制的不完善ꎬ使得信贷风险与期限

结构之间出现了显著错配ꎬ以至于长短期信贷之间的利差出现失调ꎬ市场中长期借贷供给难

以达到合意水平ꎮ 政府职能部门会引导现有的金融资源直接注入到那些“短平快”的生产项

目中去ꎬ这类项目大多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ꎬ投入规模巨大且持续期较长ꎬ会吸纳金

融市场中的大量长期资金ꎬ从而使得那些本应获得融资的企业被政府部门“挤出” (随洪光

等ꎬ２０２２)ꎮ 这会弱化中国(金融)要素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ꎬ扭曲长期信贷供给的配置方向ꎬ
增大供需间的缺口(即形成了显著的挤出效应)ꎬ抬升“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治理成本ꎬ使
得企业面临着更突出的资源边界约束ꎮ 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在生产决策中也往往会向政府部

门偏好的方向进行“转型”(如配合政府部门将生产集中在短期经济绩效明显的项目上)ꎬ希
冀能够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吴非等ꎬ２０２１)ꎬ从而过多地消耗自身存量资源ꎬ加剧融资约束ꎮ
由此实体企业不得不更多地借助于短期借贷以满足长期经营和投资需求ꎬ即提升了其短贷

长投的强度和水平ꎮ 基于此ꎬ本文提出有待实证检验的机制性假说:
假说 ２: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则会造成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贵ꎬ进而迫使企业提升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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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长投的强度ꎮ
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大的情境下ꎬ地方政府在支持项目的选择上更偏好于不确定性低

且短周期可见显著产值的生产性投资(郭月梅等ꎬ２０１９)ꎮ 一方面ꎬ银行部门调整贷款流向和

期限ꎬ从总量上“加杠杆”以实现生产规模扩张ꎬ从结构上迫使企业“加短期杠杆” (倪志良

等ꎬ２０１９)ꎬ满足地方政府对于区域 ＧＤＰ 增加的需求ꎻ另一方面ꎬ企业往往还会主动寻求在金

融市场中进行“空转”的方式来摄取足够的金融资源ꎬ由此增强了自身的“脱实向虚”偏好ꎮ
不难推论ꎬ“脱实向虚”和“加杠杆”的双重叠加影响ꎬ会给企业造成愈发沉重的财务费用负

担(白雪莲等ꎬ２０２１)ꎬ对其财务稳定性带来较大冲击ꎬ迫使企业进一步提升短贷长投强度ꎬ以
保证经营和投资的流动性充足ꎮ 这一正反馈过程不断自我循环ꎬ使得在地方经济考核压力

下企业会不断通过增加金融杠杆、降低财务稳定性以提高短贷长投的水平ꎮ 因此ꎬ本文提出

以下假说:
假说 ３: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则会驱动企业加杠杆并降低财务稳定ꎬ进而迫使企业提

升短贷长投的强度ꎮ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核心数据来源自 ＣＳＭＡＲ数据库ꎬ选取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沪深 Ａ股上市企业数据集ꎬ
宏观数据源自各省份统计年鉴ꎮ 本文对原始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第一ꎬ删除金融

类企业样本ꎻ第二ꎬ删除 ＳＴ、∗ＳＴ 类等财务状况存在异常、数据缺失较大的企业样本ꎻ第三ꎬ
对所有微观层面的非比值型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ꎬ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上下 １％的缩尾处

理ꎬ以降低异常值的干扰ꎻ第四ꎬ将上市企业同宏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ꎬ由此得到本文的完

整数据集ꎮ
(二)变量设定

１.被解释变量

企业短贷长投(ＳＦＬＩ)ꎮ 参考丁龙飞等(２０２０)ꎬ在测度短贷长投强度时ꎬ采用固定资产

等投资活动现金支出－(长期借款本期增加额＋本期权益增加额＋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处置

固定资产等收回的现金净额)来测度ꎬ最后再以总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ꎮ 该变量设计的一个

核心原则在于ꎬ基于固定资产等具有长期性的投资活动现金需求ꎬ同短期内企业内部净增

(可获)的长期现金流的“缺口”来反映企业债务与资产之间存在的期限结构错配问题(钟凯

等ꎬ２０１６)ꎮ
２.核心解释变量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ＧＤＰ＿ｐｒｅｓｓ)ꎮ 长期以来ꎬ以 ＧＤＰ 增长作为地方政府部门的考核标

杆最为普遍ꎮ 因此ꎬ如若特定地区 ＧＤＰ 增长状况较之于其他地区而言更差ꎬ则多意味着该

地政府部门面临着较大的竞争考核压力ꎬ无法向上级政府部门传递积极信号ꎬ政府官员在考

核中更容易处于劣势地位ꎮ 鉴于上述特征ꎬ本文将特定省份所处地区板块(东中西部地区)
ＧＤＰ 平均增速与特定省份 ＧＤＰ 增速之差作为地方经济考核压力的代理变量ꎮ 显然ꎬ该值的

大小与考核压力形成正相关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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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ＳＡ)ꎮ 市场中企业往往面临着外源性融资约束ꎬ这成为决定其投融资决策与

行为的重要因素ꎮ 特别是在考核压力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时ꎬ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利用

其对金融机构的影响ꎬ配置地方信贷资源(吴非等ꎬ２０２１)ꎬ从而加剧实体企业的融资约束ꎬ基
于此ꎬ本文将融资约束列为可能传递地方政府考核压力的中介变量之一ꎮ 在具体指标测算

上ꎬ本文借鉴 Ｈａｄｌｏｃｋ和 Ｐｉｅｒｃｅ(２０１０)测度上市企业在样本期内的融资约束水平(ＳＡ)ꎬ其具

体计算公式为:
ＳＡ＝ －０.７３７×Ｓｉｚｅ＋０.０４３×Ｓｉｚｅ２－０.０４Ａｇｅ (１)

(１)式中:Ｓｉｚｅ 通过企业规模对数化而得ꎬＡｇｅ 为企业年龄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
(２０１０)通过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模型系数进行了估计ꎬ而本文则直接采用 Ｈａｄｌｏｃｋ 和

Ｐｉｅｒｃｅ(２０１０)的系数计算结果作为表示微观结构主体融资约束的代理指标ꎬ这一指标与融资

约束程度呈正相关ꎮ
融资成本(Ｆ＿Ｃｏｓｔ)ꎮ 与融资约束逻辑一致ꎬ地方政府应对考核压力而配置信贷资源

的特征事实同样也影响了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ꎮ 如果说融资约束反映了企业“融资难”
困境ꎬ“融资成本”则更多地体现了“融资贵”难题ꎬ在这一成本约束的传导作用下ꎬ地方经

济考核压力可能形成对企业资源边界的有效影响ꎮ 本文为更好地刻画这一路径ꎬ借鉴阮

坚等(２０２０)的算法ꎬ将利息支出总额与企业负债总额的比值作为衡量融资成本的参考指

标ꎮ
金融负债杠杆(ＦＩＮ＿Ｌｅｖ)ꎮ 本文借鉴吴非等(２０２１)ꎬ采用年末净金融负债与净资产的比

值作为衡量该企业当年金融负债杠杆的指标ꎮ
财务风险稳定(Ｚ＿Ｓｃｏｒｅ)ꎮ 在现实中ꎬ无论是地方政府的外部过度干预ꎬ还是企业自身

的偏离合意范畴的投融资行为ꎬ都会引起或反映到其财务指标上ꎬ因此ꎬ本文引入财务稳定

(风险)这一中介因素ꎬ以更好地刻画经济考核压力影响企业的机制路径ꎮ 在指标选取上ꎬ本
文借助了 Ａｌｔｍａｎ(１９６８)的 Ｚ 值法刻画企业的财务稳定状况ꎬ这一指标值越大ꎬ说明该企业

当年的财务状况越稳定ꎬ其具体计算公式为:
Ｚ＝ ０.０１２Ｘ１＋０.０１４Ｘ２＋０.０３３Ｘ３＋０.００６Ｘ４＋０.９９９Ｘ５ (２)

(２)式中:Ｘ１—Ｘ５ 分别为运营资本、留存收益、息税前收益、权益市值和销售收入与总资产的

比值ꎮ
４.控制变量

为了最大限度提升回归的有效性ꎬ本文进一步纳入了一系列控制变量ꎮ 具体来看ꎬ控制

变量包括了企业年龄(Ａｇｅ)及其平方项(Ａｇｅ２)、基本每股收益(ＥＰＳꎬ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

期净利润除以当期发行并流通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总资产( ｌｎａｓｓｅｔꎬ年度期末总资产

的对数值)、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Ｃ＿Ｄ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净利润增长率(Ｐｒｏｆｉｔꎬ净
利润增长额与上年净利润之比)、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Ｍｅｇａꎬ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兼

任取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和审计意见(Ａｕｄｉｔꎬ年报审计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为 ０ꎬ否则为 １)ꎮ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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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ＳＦＬＩ １５ ５８５ －０.１１１５ ０.１９０２ －１.１２７２ ０.２６４９
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１８ ８４４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３２１ －０.１０４２ ０.３００６
ＳＡ １８ ８４４ ０.４７４３ ０.３１５３ ０.０４５１ １.６２５２
Ｆ＿Ｃｏｓｔ １７ １０５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１５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６７９
ＦＩＮ＿Ｌｅｖ １８ ８４４ ０.４４００ ０.２５４９ ０ ０.９１３４
Ｚ＿Ｓｃｏｒｅ １８ ８３２ １.７０４６ ０.７４９７ ０.３８５２ ４.００６１
ｌｎＡｇｅ １８ ８４４ ２.７００５ ０.３８４１ １.３８６３ ３.３６７２
ＥＰＳ １８ ８３４ ０.３４２２ ０.４０７３ －０.６７５１ ２.０４０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１８ ８４４ ２２.１５３０ １.２４７９ １９.８４００ ２５.９３８２
Ｃ＿Ｄ １８ ８４４ ０.３５１９ ０.１５０１ ０.０３４０ ０.８９９８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８ ８４４ ０.０９１４ ３.１４００ －１８.７２８４ １２.９１７８
Ｍｅｇａ １８ ５６０ ０.２２０３ ０.４１４５ ０ １
Ａｕｄｉｔ １８ ８４４ ０.０１５７ ０.１２４５ ０ １

(三)模型设定

本文构造了模型(３)以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短贷长投行为的影响:

ＳＦＬＩｉｔ ＝ α ＋ β１ＧＤＰ＿ｐｒｅｓｓｉｔ －１ ＋∑βｉＣＶｓ ＋∑β ｊＹｅａｒ ＋∑βｋＩｎｄ ＋ εｉｔ (３)

(３)式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的短贷长投(ＳＦＬＩ)ꎬ核心解释变量为地方政府经济考核压力

(ＧＤＰ＿ｐｒｅｓｓ)ꎬＣＶｓ 为前述控制变量集合ꎮ 特别地ꎬ本文考虑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好要影响至

辖区内的微观经济主体往往存在一定的时滞ꎬ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ꎬ以
使回归模型更加契合现实特征ꎮ 当然ꎬ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ꎮ
为了更好地吸收固定效应ꎬ本文还控制了年度虚拟变量(Ｙｅａｒ)和行业虚拟变量( Ｉｎｄ)ꎮ εｉｔ为

模型随机误差项ꎮ
本文借助了温忠麟等(２００４)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渠道识别检验(模型(４)—模型(６))ꎮ

ＳＦＬＩｉｔ＋１ ＝α＋β１ＧＤＰ＿ｐｒｅｓｓｉｔ－１＋∑β
ｉ
ＣＶｓ ＋∑β ｊＹｅａｒ ＋∑βｋＩｎｄ ＋εｉｔ (４)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 ＝α′＋ϑ１ＧＤＰ＿ｐｒｅｓｓｉｔ－１＋∑ϑ
ｉ
ＣＶｓ ＋∑ϑ ｊＹｅａｒ ＋∑ϑｋＩｎｄ ＋εｉｔ (５)

ＳＦＬＩｉｔ＋１ ＝α＋δ１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ｉｔ＋δ２ＧＤＰ＿ｐｒｅｓｓｉｔ－１＋∑δ
ｉ
ＣＶｓ ＋∑δ ｊＹｅａｒ ＋∑δｋＩｎｄ ＋εｉｔ (６)

在中介变量(Ｍｅｄｉａｔｏｒ)的选取上ꎬ顺延前文的理论逻辑分析ꎬ将融资约束(ＳＡ)、融资成

本(Ｆ＿Ｃｏｓｔ)、金融负债杠杆(ＦＩＮ＿Ｌｅｖ)、财务稳定状况(Ｚ＿Ｓｃｏｒｅ)作为中介机制变量进行识别

检验ꎬ其余指标和模型设定皆同模型(３)ꎮ 特别地ꎬ依循前述模型设定的原则ꎬ即变量间的传

递效应存在时滞ꎬ为了体现出在每个环节变动过程中所需要的耗时ꎬ本文对于短贷长投变量

进行前置 １期处理ꎬ对于中介变量组保持了当期的数据结构ꎬ对于地方经济考核压力指标进

行滞后 １期处理ꎮ 同样ꎬ该项处理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互为因果的干扰ꎮ

四、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

(一)基准回归

表 ２ 的实证结果是基于“经济考核压力－企业短贷长投”的基本关系进行的回归检

验ꎮ 在回归(１)、(２)中ꎬ本文采取了递进式的处理方法进行验证ꎮ 结果发现ꎬ无论是否纳

入相关控制变量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指标(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都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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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的统计显著性检验ꎬ这为本文的假说 １ 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ꎮ 在回归(３)中ꎬ纳入了

经济考核压力指标的平方项以检验其中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ꎬ但相关的交互项系数并

不显著ꎬ意味着二者之间是单向的正向关系ꎮ 在回归(４)、(５)中ꎬ基于地方经济考核压力

强度进行了分组检验(以中位数为界)ꎬ以判定在不同强度的经济考核压力下ꎬ原有的基

本结论是否会发生变化ꎮ 在压力较大组别中ꎬ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６６５ 且通过了

５％的统计显著性检验ꎬ而在压力较小组别中ꎬ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则并不显著( ｔ 值仅为

１.３６)ꎬ这意味着ꎬ只有较强的地方经济考核压力方能强化企业短贷长投行为ꎬ这也与前述

实证逻辑保持高度一致ꎮ

　 　 表 ２ 　 　 基准回归检验:经济考核压力与企业短贷长投
(１) (２) (３) (４) (５)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基准检验 非线性关系
经济考核
压力较大

经济考核
压力较小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０２８０∗∗∗ ０.１７６９∗∗∗ ０.３２３３∗∗∗ ０.１６６５∗∗ ０.１５３２
(３.３９) (２.９４) (３.８６) (２.３５) (１.３６)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１.４００７
(０.６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０３９ ０.１０１１ ０.１１５６
(１.６３) (１.５８) (１.２３) (１.３２)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０７
(－０.７４) (－０.６９) (－０.５８) (－０.６３)

ＥＰＳ
－０.１２９８∗∗∗ －０.１２９９∗∗∗ －０.１２７７∗∗∗ －０.１３２４∗∗∗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４) (－１３.７０) (－１６.５６)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４６∗∗∗ ０.０９３５∗∗∗

(３１.８３) (３１.８７) (２４.１２) (３１.０３)

Ｃ＿Ｄ
－０.０８８６∗∗∗ －０.０８８８∗∗∗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８８７∗∗∗

(－１１.５１) (－１１.５３) (－９.４４) (－１０.３７)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３０５６ ０.３４１２ －０.３０５３ ０.６５４６
(０.４７) (０.５３) (－０.３２) (０.８２)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１９) (－０.２０) (－０.９３) (０.６２)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９０８∗∗∗ ０.０９０７∗∗∗ ０.１１３５∗∗∗ ０.０８４５∗∗∗

(４.４６) (４.４４) (３.９３) (３.６４)

＿ｃｏｎｓ
０.３６９６∗∗∗ －３.６０６７ －４.０００７ ０.６６７６ －６.３０２０
(６.２４) (－０.８０) (－０.８８) (０.１０) (－１.１３)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５ ２６３ １４ ９５６ １４ ９５６ ６ ０００ ８ ９５６
Ｒ２ ０.１４９１ ０.４６３３ ０.４６４０ ０.４６５３ ０.４７２０

　 　 注:(１)∗∗∗、∗∗、∗分别代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ꎻ(２)括号中是经过聚类(企业个体层面)稳
健标准误调整的 ｔ 值ꎮ 下文同ꎮ

(二)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了进一步强化核心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ꎬ本文采用了三种方式进行检验ꎮ 第一ꎬ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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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样本ꎬ将部分具有特殊性的样本进行剔除并再次检验ꎻ第二ꎬ延长预测窗口ꎬ通过增加

核心解释变量的滞后期数来考察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在较长时间序列中的表现ꎻ第三ꎬ变更核

心解释变量的口径ꎬ采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来刻画地方政府面临的经济考核压力ꎮ 详细结

果可参见表 ３—表 ５ꎮ
在表 ３的稳健性检验中ꎬ主要从剔除特殊样本的角度出发进行检验ꎮ 本部分考量的是ꎬ

一方面ꎬ无论是地方政府的经济考核压力抑或是企业的投融资行为ꎬ都会受到“国际－国内”
重大外部金融冲击的影响ꎮ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期中ꎬ存在两个重大的金融不利事件冲击ꎬ一
是国际金融危机(２００８年)ꎬ二是中国股灾(２０１５ 年)ꎮ 另一方面ꎬ考虑到直辖市在经济考核

上可能与其他地区存在差异ꎬ本文剔除了这类样本ꎮ 研究结果发现ꎬ无论是从时间序列上剔

除了相关样本(回归(１)、(２))ꎬ抑或是从地域上剔除了相关样本(回归(３))ꎬ原有核心结论

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ꎮ

　 　 表 ３ 　 　 稳健性检验:剔除部分样本
(１) (２) (３)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剔除国际金融危机 剔除国际金融危机＋中国股灾 剔除直辖市

Ｌ. 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１３５９∗∗ ０.５４４２∗∗∗ ０.２３７５∗∗

(２.１４) (４.６６) (２.１５)

ｌｎＡｇｅ
０.１３８３∗ ０.１２３９ ０.０３２３
(１.９１) (１.３２) (０.２６)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０３４
(－１.０７) (－０.６３) (０.１４)

ＥＰＳ
－０.１３８８∗∗∗ －０.１３９９∗∗∗ －０.１３７７∗∗∗

(－１８.４７) (－１７.０２) (－１５.７１)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９４６∗∗∗ ０.０９１１∗∗∗ ０.０９６２∗∗∗

(３４.０７) (２９.０８) (２７.３０)

Ｃ＿Ｄ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９３２∗∗∗ －０.０８１３∗∗∗

(－１１.８０) (－１０.３７) (－８.６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４２７ １.９０４２∗∗ －０.１２６０
(０.２０) (２.２０) (－０.１６)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７
(０.６３) (０.４２) (１.２６)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８６３∗∗∗ ０.１０５４∗∗∗ ０.０８５９∗∗∗

(４.０６) (３.９８) (３.２６)

＿ｃｏｎｓ
－２.６３５１ －１５.０４３８∗∗ －０.６６８１
(－０.５２) (－２.４７) (－０.１２)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１ ８５９ ５ ７２７ ８ ９８８
Ｒ２ ０.４９２５ ０.４８８９ ０.４６２９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是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 原有的不利冲击是

否会延续较长的时间ꎬ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ꎮ 表 ４ 侧重从考虑地方经济增长考核压力长

期影响的角度进行回归检验识别ꎮ 具体来看ꎬ本文将原有的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变量(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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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分别进行滞后 ２、３、４ 期处理以生成新的变量并以此检验长期影响ꎮ 研究结果发现ꎬ四
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均呈现出高度显著的状态ꎮ 这表明地方经济考核压力的负面作用具

有显著的可叠加效果ꎬ在长期中能够持续对企业投融资决策形成不利影响ꎬ这不单验证了前

述核心结论的稳健性ꎬ也进一步表明变革考核激励制度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ꎮ

　 　 表 ４ 　 　 稳健性检验:考虑长期影响
(１) (２) (３) (４)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Ｌ２.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４０９２∗∗∗ ０.１３７９∗

(４.５５) (１.７０)

Ｌ３. 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４１４３∗∗∗ ０.２８６３∗∗∗

(４.２５) (４.３０)

Ｌ４. 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３８８８∗∗∗ ０.１９０８∗∗

(３.８７) (２.５６)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９７２ ０.１０３１ ０.０８６１ ０.０７４８
(１.１３) (０.９３) (０.６２) (０.５４)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８２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４５
(－０.４９) (－０.４５) (－０.２６) (－０.１８)

ＥＰＳ
－０.１３０７∗∗∗ －０.１３１７∗∗∗ －０.１３２９∗∗∗ －０.１３２９∗∗∗

(－１７.５７) (－１６.９０) (－１６.０４) (－１５.９９)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９２∗∗∗

(３１.３７) (３０.６５) (２９.５７) (２９.６７)

Ｃ＿Ｄ
－０.０８５８∗∗∗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７８２∗∗∗ －０.０７７７∗∗∗

(－１０.９１) (－１０.１１) (－９.２９) (－９.２４)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１５８９ －０.２２３３ －０.３４３１ －０.２８７１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４５) (－０.３８)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０８６
(０.４６) (０.９７) (１.３０) (１.２６)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９６２∗∗∗ ０.０９２７∗∗∗ ０.０９２０∗∗∗ ０.０９２８∗∗∗

(４.４７) (４.２５) (３.９５) (３.９８)

＿ｃｏｎｓ
－２.５６７３ ０.１０４６ ０.９７２１ ０.６０５９
(－０.５５) (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１１)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３ １５２ １１ ３３０ ９ ５２０ ９ ５２０
Ｒ２ ０.４６０８ ０.４６０３ ０.４５７９ ０.４５９３

在任晓怡等(２０２０)的研究中ꎬ采用地方政府层面发布的经济增长目标来刻画地方政府

在经济发展上的动机和压力ꎬ其逻辑在于: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较高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来

向上级部门传递积极的信息ꎬ从而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发展压力ꎮ 在本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

拟借鉴上述方法来重新建构地方经济考核压力指标ꎮ 具体地ꎬ首先以地方省级政府年度工

作报告中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Ｅｃｏ＿ｔａｒｇｅｔ)来刻画地方经济考核压力ꎮ 其次在上述指标

的基础上细化了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考察ꎮ 第一ꎬ用某省经济增长目标与同一地区板块(东中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均值之差ꎬ来刻画特定地区“超越”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的

程度(Ｅ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１)ꎻ第二ꎬ通过本省份本年度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同上年度的经济增长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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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差ꎬ来刻画当地政府对自身的“层层加码”行为(Ｅ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ꎮ 不难发现ꎬ这类指标越大ꎬ
则多意味着当地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上有着更大的压力ꎮ 表 ５ 研究结果表明ꎬ三个口径的

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且高度显著ꎬ这意味着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设定越高ꎬ往
往会影响到微观企业的投融资行为ꎬ进一步加剧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ꎬ上述发现同样为已有

的回归结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ꎮ

　 　 表 ５ 　 　 稳健性检验:变更核心解释变量口径
(１) (２) (３)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Ｌ.Ｅｃｏ＿ｔａｒｇｅｔ
０.０１２７∗∗∗

(６.０６)

Ｌ.Ｅ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１
０.０１６２∗∗∗

(３.２４)

Ｌ. Ｅ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
０.００４６∗∗

(２.０３)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９０１ ０.１０９５∗ ０.１１３９∗

(１.３７) (１.６６) (１.７２)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１１１
(－０.５２) (－０.７９) (－０.８４)

ＥＰＳ
－０.１２８５∗∗∗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２９５∗∗∗

(－１７.９４) (－１８.２０) (－１８.１９)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９６∗∗∗ ０.０８９４∗∗∗ ０.０８９２∗∗∗

(３２.４２) (３１.９１) (３１.７１)

Ｃ＿Ｄ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８８９∗∗∗ －０.０８９０∗∗∗

(－１１.８４) (－１１.５６) (－１１.５６)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３６３３ ０.３０６８ ０.２８６２
(０.５６) (０.４８) (０.４４)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１４) (－０.１４)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９０５∗∗∗

(４.３１) (４.５０) (４.４４)

＿ｃｏｎｓ
－４.１２６４ －３.６３０６ －３.４８３８
(－０.９１) (－０.８０) (－０.７７)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４ ８０３ １４ ９５６ １４ ９５６
Ｒ２ ０.４６８８ ０.４６４２ ０.４６２７

进一步地ꎬ为了减弱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ꎬ本文采用“地形起伏度(城市海拔标准

差)”作为工具变量展开检验ꎮ 这是因为ꎬ地形起伏度越大ꎬ往往意味着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

难度较大ꎬ经济发展空间较为狭窄ꎬ这会显著影响当地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决策导向ꎬ满足工

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ꎮ 此外ꎬ地形起伏度作为一个典型的地理因素ꎬ其与上市企业投融资决

策(包括但不限于短贷长投)并无明显关联ꎬ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ꎮ 表 ６ 的实证结果

显示ꎬ在基于工具变量法减弱了内生性干扰后ꎬ原有的核心结论依旧保持稳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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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６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法
(１) (２)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９０４５∗∗∗ １.１０９５∗∗∗
(５.１８) (７.６４)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７４６
(１.００)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４２
(－０.３１)

ＥＰＳ －０.１３４９∗∗∗
(－３１.８５)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９６∗∗∗
(６３.９５)

Ｃ＿Ｄ －０.０７５６∗∗∗
(－１８.２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２４１３
(－０.３８)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７０∗
(１.８３)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９２３∗∗∗
(６.２５)

＿ｃｏｎｓ ０.４５８７∗∗∗ ０.１１２２
(２７.０２) (０.０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２１.２９８∗∗∗ ６２.８２４∗∗∗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Ｗｅａｋ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４６.０１５∗∗∗ ５５.１６３∗∗∗

Ｈａｎｓｅｎ Ｊ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Ｏｖ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０.３９９２ ０.１４５７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９ ６４４ ９ ５２０
Ｒ２ ０.１５９２ ０.４５１２

五、渠道机制识别检验

在前部分的实证研究中ꎬ本文分析了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短贷长投的影响ꎬ但尚未

深入识别检验二者之间的渠道机制ꎮ 有鉴于此ꎬ本部分将进行渠道识别检验ꎮ
首先本文从“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的视角进行检验ꎬ结果见表 ７ꎮ 研究发现ꎬ地方经济

考核压力显著恶化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回归系数为 ０.４２０９ 且通过 １％的统计显著性检

验)ꎬ而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ꎬ为了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ꎬ企业不得不通过强化短贷

长投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性(ＳＡ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且通过了 ５％的统计显著性检验)ꎮ 进一

步地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的提升ꎬ带来了企业融资成本的增加(回归系数为０.０１７２且 ｔ 值为

３.０５)ꎮ 这是因为ꎬ一方面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地方政府往往会积极引导辖区内可用的

金融资源投入到相关的经济建设项目中来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可用资源形成挤出ꎬ企
业在金融市场中的融资难度和成本会进一步加大ꎬ造成了融资成本的提升ꎻ另一方面ꎬ地方

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这种经济责任也会由地方政府转移到企业层面ꎬ企业为了契合政府部门

的经济增长目标ꎬ往往会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ꎮ 企业与企业之间对金融资源的竞争行为也

会得以强化ꎬ企业甚至愿意接受较高费用支出的信贷合约ꎬ这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的融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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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ꎮ 这种融资成本的提升ꎬ会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企业的可用资源ꎬ企业为了确保资源供给能

够满足生产需求ꎬ往往会通过短贷长投的方式来进行“补缺”ꎮ 在回归(５)中ꎬＦ＿Ｃｏｓｔ 的回归

系数为正值且高度显著便是明证ꎮ 从中介效应的占比强度差异来看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

融资成本的影响ꎬ相较于融资约束有着更为明显的作用效应(占比 ６.０％>１.７％)ꎮ

　 　 表 ７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的机制识别:融资约束与融资成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Ｆ. ＳＦＬＩ ＳＡ Ｆ. ＳＦＬＩ Ｆ＿Ｃｏｓｔ Ｆ. ＳＦＬＩ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４７４６∗∗∗ ０.４２０９∗∗∗ ０.４６６２∗∗∗ ０.０１７２∗∗∗ ０.４８３９∗∗∗
(７.７９) (６.３４) (７.６４) (３.０５) (７.５９)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９０３∗∗ －１.００６５∗∗∗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７７５∗
(２.３１) (－２３.４４) (１.８２) (０.９７) (１.９５)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８８ ０.２６５４∗∗∗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２
(－１.１４) (３１.７８) (－０.５０) (－０.０２) (－０.９２)

ＥＰＳ －０.１２８５∗∗∗ －０.０３８２∗∗∗ －０.１２９４∗∗∗ －０.０１００∗∗∗ －０.１０６５∗∗∗
(－３３.６６) (－９.２９) (－３３.７５) (－２８.９４) (－２６.２１)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５３∗∗∗ ０.１３９９∗∗∗ ０.０８７９∗∗∗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８０４∗∗∗
(６５.３３) (１００.２１) (５２.０５) (１１.６９) (６０.４１)

Ｃ＿Ｄ －０.０８３４∗∗∗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８３９∗∗∗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７８６∗∗∗
(－２２.６７) (－６.５９) (－２２.７７) (３.３６) (－２０.６２)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８８５７∗∗∗ －１.９１５３∗∗∗ １.８６７５∗∗∗ ０.１０３８∗∗ １.３８６７∗∗
(３.３５) (－３.１５) (３.３１) (２.０４) (２.４０)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４３８∗∗∗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７
(－０.７２) (－１１.６７) (－０.９４) (０.３６) (－０.７１)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９０６∗∗∗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７５３∗∗∗
(７.１７) (２.４３) (７.２２) (３.９２) (５.９４)

ＳＡ ０.０１９４∗∗
(２.４４)

Ｆ＿Ｃｏｓｔ １.７３４０∗∗∗
(１８.１２)

＿ｃｏｎｓ －１４.７３１１∗∗∗ １２.０４００∗∗∗ －１４.６３６５∗∗∗ －０.７３７８∗∗ －１１.０４４８∗∗∗
(－３.７１) (２.８１) (－３.６９) (－２.０６) (－２.７２)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２.２７７∗∗
正向传导路径有效

３.００８∗∗∗
正向传导路径有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１.７％ ６.０％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１ ３２８ １４ ９５６ １１ ３２８ １３ ６５６ １０ ２２１
Ｒ２ ０.４４３０ ０.６５１６ ０.４４３３ ０.１５４７ ０.４５２３

在表 ８的研究中ꎬ本文将研究的视角转向“金融杠杆与财务稳定”的渠道机制检验中ꎮ
研究发现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增大时ꎬ企业的金融杠杆行为也有所强化(回归系数为 ０.０２８８
且通过了 １％的统计显著性检验)ꎮ 这说明借助于金融杠杆手段实现企业金融资源的迅速集

聚成为政府回应增长压力的主要路径之一ꎮ 然而这种金融杠杆行为使得企业内部的生产资

源出现了错配ꎬ更多的生产资源导向了金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ꎬ为了维系基本的生产经营发

展ꎬ企业只能采用更为激进的方式来获取融资ꎬ由此加剧了短贷长投行为(回归系数为正值

且高度显著)ꎮ 从前述的实证结论来看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的增大ꎬ会冲击企业的财务状况ꎬ
甚至带来一定的脱实向虚偏向ꎬ这种变化必然会对企业自身的财务稳定造成影响ꎮ 在回归

(４)中ꎬ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ꎬ意味着这种经济偏好的强化会加剧企业内

部的财务不稳定ꎬ扰乱企业正常的财务决策ꎬ使得企业不得不通过多重渠道来融取资金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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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系财务资源的可持续性ꎮ 其逻辑结果是ꎬ企业被迫通过短贷长投的方式筹措资金确保财

务和生产活动的推进ꎮ 从中介效应的占比强度差异来看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通过财务稳定

对短贷长投行为有着相对较大的影响(占比 ５２.６％>１.１％)ꎮ

　 　 表 ８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影响企业短贷长投的机制识别:金融杠杆与财务稳定
(１) (２) (３) (４) (５)
Ｆ. ＳＦＬＩ ＦＩＮ＿Ｌｅｖ Ｆ. ＳＦＬＩ Ｚ＿Ｓｃｏｒｅ Ｆ. ＳＦＬＩ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４７４６∗∗∗ ０.０２８８∗∗ ０.４７０６∗∗∗ －１.０９８１∗∗∗ ０.１８２８∗∗∗
(７.７９) (２.３６) (８.０６) (－５.８１) (３.９１)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９０３∗∗ ０.０９８１∗ ０.０６７８∗ －０.１４３０ ０.０６５９∗∗
(２.３１) (１.８９) (１.８１) (－１.１７) (２.２０)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１２１ －０.００５８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１２∗
(－１.１４) (－１.２０) (－０.７８) (－０.３６) (－１.８９)

ＥＰＳ －０.１２８５∗∗∗ －０.１６７４∗∗∗ －０.０９６２∗∗∗ ０.５８０１∗∗∗ －０.０２０６∗∗∗
(－３３.６６) (－３３.６７) (－２５.３２) (４９.５６) (－６.５２)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７３９∗∗∗ －０.３６５９∗∗∗ ０.０２２４∗∗∗
(６５.３３) (３６.４２) (５６.７２) (－９２.０６) (１８.３４)

Ｃ＿Ｄ －０.０８３４∗∗∗ ０.１１９４∗∗∗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７１１∗∗∗
(－２２.６７) (２５.５２) (－２９.２８) (７.１４) (－２５.１９)

Ｐｒｏｆｉｔ １.８８５７∗∗∗ ３.２５８２∗∗∗ １.２８２３∗∗ ０.２５１９ １.６８８１∗∗∗
(３.３５) (４.４２) (２.３７) (０.１５) (３.９１)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３４ ０.０３４３∗∗∗ ０.００４８∗
(－０.７２) (２.０３) (－０.９９) (３.２０) (１.７５)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１４３ ０.０８４６∗∗∗ －０.１１０８∗∗∗ ０.０６２６∗∗∗
(７.１７) (０.９６) (７.０３) (－３.１６) (６.５１)

ＦＩＮ＿Ｌｅｖ ０.１８９６∗∗∗
(３１.５８)

Ｚ＿Ｓｃｏｒｅ －０.１８４７∗∗∗
(－８８.９５)

＿ｃｏｎｓ －１４.７３１１∗∗∗ －２４.１７６６∗∗∗ －１０.１３９１∗∗∗ ８.０４７１ －１１.５６５１∗∗∗
(－３.７１) (－４.６６) (－２.６６) (０.６６) (－３.８０)

Ｓｏｂｅｌ ｔｅｓｔ ２.３５９∗∗
正向传导路径有效

５.７９７∗∗∗
正向传导路径有效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１.１％ ５２.６％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１ ３２８ １４ ９５６ １１ ３２８ １４ ９４６ １１ ３２０
Ｒ２ ０.４４３０ ０.２５４８ ０.４８８２ ０.５１５２ ０.６７２６

六、进一步研究:异质性检验

前述实证研究从全样本视角进行了识别检验ꎬ但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经济大国ꎬ企业特

征与要素禀赋差异会对政府经济决策形成一定的非对称影响ꎮ 有鉴于此ꎬ基于异质性视角

下的考察ꎬ有助于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ꎬ在表 ９、表 １０的回归检验中ꎬ本文分别从企

业和地区层面进行差异化检验ꎮ
在表 ９的异质性检验中ꎬ本文首先针对“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进行了分组检验ꎮ 研究

发现ꎬ在国有企业组别中ꎬ地方经济考核指标的回归系数为 ０.１９２８ 且通过了 ５％的统计显著

性检验ꎬ而在非国有企业中ꎬ相关系数的回归结果 ｔ 值偏小(仅为 １.５７)ꎬ并不具有统计显著

意义上的影响ꎮ 本文认为ꎬ国有企业能够凭借自身的“制度优势”ꎬ在金融市场领域乃至政府

部门中获得较大强度的金融、财政资源支持ꎬ使得这类企业在不存在政府干预的情形下ꎬ的
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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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具有较为宽裕的金融资源边界①ꎮ 从这个角度来看ꎬ国有企业的短贷长投期限错配行为是

相对较低的ꎮ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ꎬ国有企业尽管历经了多轮市场化改革ꎬ但仍需承载相对

较多的社会职能ꎮ 当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考核压力时ꎬ这一压力更容易转嫁到辖区内国

有企业上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所设计的制度激励ꎬ对于驱动国有企业扩大生

产规模的幅度往往会超越自身所具有的资源边界ꎬ因此国有企业具有较强的动机通过短贷长

投的方式来维系金融资源ꎮ 相比之下ꎬ非国有企业受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影响较小ꎮ

　 　 表 ９ 　 　 企业异质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高科技企业 非高科技企业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１９２８∗∗ ０.１３４６ ０.２０５８∗∗ －０.１６７２
(２.３７) (１.５７) (２.３９) (－１.００)

ｌｎＡｇｅ ０.３７９８∗∗∗ －０.０６０１ ０.０４９１ ０.１７８４∗
(３.６７) (－０.７８) (０.５７) (１.７５)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５８１∗∗∗ 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２２８
(－２.８４) (１.１８) (－０.０８) (－１.１２)

ＥＰＳ －０.１１０１∗∗∗ －０.１６１５∗∗∗ －０.１２９５∗∗∗ －０.１２７７∗∗∗
(－１１.６３) (－１６.３１) (－１４.２５) (－１１.５０)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７７１∗∗∗ ０.１１０１∗∗∗ ０.０９６６∗∗∗ ０.０８０２∗∗∗
(２０.８８) (２６.６９) (２４.２８) (１９.６９)

Ｃ＿Ｄ －０.０５７５∗∗∗ －０.１１０３∗∗∗ －０.１１５３∗∗∗ －０.０６６７∗∗∗
(－５.０３) (－１１.４２) (－１０.１８) (－６.１４)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８０８２ １.４８８５ ０.０７３２ ０.５２９２
(－０.９９) (１.５５) (０.０８) (０.５６)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８１) (－０.２１) (０.３６)

Ａｕｄｉｔ ０.０８７２∗∗∗ ０.１１２５∗∗∗ ０.１１７３∗∗∗ ０.０５５９∗
(２.８１) (４.２４) (４.７４) (１.７０)

＿ｃｏｎｓ ３.８２１７ －１２.１７８１∗ －２.１２７６ －５.２５４０
(０.６６) (－１.８０) (－０.３５) (－０.７９)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７ ６７４ ７ ２８２ ８ ０２２ ６ ９３４
Ｒ２ ０.３９８６ ０.４８１８ ０.４４９０ ０.４３７５

其次本文将视角转移到“高科技企业－非高科技企业”②的差异化检验中来ꎮ 研究发现ꎬ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则会显著驱动高科技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回归系数为 ０.２０５８ 且 ｔ
值为 ２.３９)ꎬ而对非高科技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ꎮ 本文认为ꎬ高科技企业的主营业务活动围

绕产品、服务的创新展开ꎬ呈现长期性、高风险、高投入特征ꎬ就回报周期层面而言ꎬ与地方政

府偏好的短期产出需求存在时间维度的不适配问题(杨贤宏等ꎬ２０２１)ꎮ 当地方政府面临着

较强的经济增长压力时ꎬ往往会引导高科技企业的生产发展向“短平快”的领域集中ꎮ 为了

１６１

①

②

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结构来看ꎬ国有企业长期信贷占比比非国有企业大(０.１１１>０.０６１)ꎬ
短期信贷占比也是如此(０.３８５>０.３２１)ꎬ可见ꎬ国有企业不单能拿到更多的长期贷款ꎬ也能拿到更多的短期

贷款(丁龙飞等ꎬ２０２０)ꎮ
在高科技企业的划分中ꎬ本文借鉴彭红星和毛新述(２０１７)的方法ꎬ将上市高科技企业分为 ３个门类和

１９个大类ꎬ三个门类为制造业 (Ｃ)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Ｉ)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Ｍ)ꎻ１９
个大类包括 Ｃ２５、Ｃ２６、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Ｃ３１、Ｃ３２、Ｃ３４、Ｃ３５、Ｃ３６、Ｃ３７、Ｃ３８、Ｃ３９、Ｃ４０、Ｃ４１、Ｉ６３、Ｉ６４、Ｉ６５和 Ｍ７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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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地方政府的短期经济发展导向ꎬ高科技企业大多只能将有限的生产资料配置到短期生

产项目上ꎬ而同样在资源边界的约束下(高科技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趋紧)ꎬ高科技企业不单

需要维系自身的技术创新项目ꎬ还要兼顾当地政府所支持、鼓励、引导的短期生产项目ꎮ 由

此ꎬ这类企业往往只能通过短贷长投的方式来维系自身发展所需的资源ꎮ
在表 １０的实证检验中ꎬ本文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ꎮ 研究发现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东

部和中部地区企业的短贷长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１３１４ 和 ０.２１０９ 且均通

过了 １％的统计显著性检验)ꎬ而对西部地区企业而言并没有显著影响ꎮ 之所以呈现出上述

差异化现象ꎬ本文认为ꎬ不同地区之间的要素禀赋存在显著差异ꎬ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偏

好、考核的要求等也存在不同ꎬ这决定了地方经济考核压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ꎮ 其中东中部

地区企业面临着较大竞争ꎬ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大的份额ꎬ往往会加大资源的投入

力度ꎮ 若当地政府的经济考核压力传导至企业则必然对企业造成影响ꎬ迫使企业采用更加

激进的方式来获取资源ꎬ强化了其对短贷长投行为的偏好ꎮ 在西部地区ꎬ地方政府的经济考

核压力并不会过多地影响到辖区内微观经济主体正常的投融资决策ꎬ因此对企业短贷长投

的影响并不明显ꎮ

　 　 表 １０ 　 　 地区异质性检验
(１) (２) (３)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ＳＦＬＩ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Ｌ.ＧＤＰ＿ｐｒｅｓｓ ０.１３１４∗∗∗ ０.２１０９∗∗∗ ０.２４２６
(２.９６) (３.９７) (－０.６６)

ｌｎＡｇｅ ０.０８２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３２３７
(１.１４) (－０.００) (１.４０)

ｌｎＡｇｅ２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５２２
(－０.４７) (０.４９) (－１.１７)

ＥＰＳ －０.１１９５∗∗∗ －０.１４９６∗∗∗ －０.１４７１∗∗∗
(－１４.５５) (－８.２８) (－７.２５)

ｌｎａｓｓｅｔ ０.０８８０∗∗∗ ０.０９１８∗∗∗ ０.０９４４∗∗∗
(２６.２２) (１２.６８) (１３.７５)

Ｃ＿Ｄ －０.１０４３∗∗∗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７７４∗∗∗
(－１１.４０) (－３.７２) (－４.３３)

Ｐｒｏｆｉｔ ０.６４６５ ０.０４９２ ０.３６７５
(０.７６) (０.０４) (０.２４)

Ｍｅｇａ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８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５９)

Ａｕｄｉｔ ０.１１２５∗∗∗ ０.０１８４ ０.０７１８∗∗
(４.０７) (０.５０) (２.３５)

＿ｃｏｎｓ －５.９１９３ －１.９８０１ －４.４９０５
(－０.９９) (－０.２３) (－０.４２)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Ｎ １０ ２４６ ２ ６６５ ２ ０４５
Ｒ２ ０.４７９９ ０.４９７９ ０.４６０７

七、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激励是否会影响到辖区内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融资行为? 本文借助沪

深两市 Ａ股上市企业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年的数据ꎬ实证检验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企业短贷长投的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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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及异质性特征ꎮ 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ꎬ地方政府激励会显著影响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行为ꎮ 地方经济考核压力越大ꎬ则会

驱使企业提升自身的短贷长投水平ꎬ上述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ꎮ 第二ꎬ地
方经济考核压力一方面导致企业融资约束收紧和融资成本提高ꎻ另一方面会驱动企业提高

其金融负债杠杆并影响自身财务稳定ꎬ这些都会造成企业短贷长投水平提升ꎮ 第三ꎬ地方经

济考核压力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差异化特征ꎮ 具体而言ꎬ从企业异质性来看ꎬ地方

经济考核压力对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冲击最为明显ꎬ能够显著提升这两类企业的短贷

长投水平ꎻ从地区异质性来看ꎬ地方经济考核压力对东中部地区企业的短贷长投行为具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ꎬ从而展现出了显著的异质性特征ꎮ
基于前述讨论ꎬ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ꎮ 一方面ꎬ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地方政府考核体

系ꎮ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ꎬ“唯 ＧＤＰ”增长模式的弊端愈发凸显ꎮ 尤其是其带来的

区域间经济考核压力进一步恶化了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环境ꎮ 因此ꎬ亟需从顶层设计出发ꎬ
破除“唯 ＧＤＰ”的考核观念ꎬ将除经济增长以外的环境、民生、卫生、教育等多方面和多层次的

社会发展指标纳入考量ꎬ构建更为科学和综合性的考核体系ꎮ 以此为契机ꎬ引导地方政府的竞

争重心从经济增长向综合社会经济发展等多方面转变ꎮ 尤其是要强化考核体系的稳定性ꎬ防
止由于考核体系的波动给辖区内企业带来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ꎬ从而刺激其扭曲贷款期限结

构ꎮ 另一方面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ꎮ 中国金融体系和要素市场的深化改革离不开政府职能

转变ꎬ建设服务型政府ꎬ各级地方政府做市场经济秩序的守护者ꎬ稳步释缓经济考核压力带来

的要素配置扭曲ꎬ让市场机制在企业决策框架中起决定性作用ꎬ使得资源与要素在不同区域的

不同企业中自由高效运转起来ꎮ 在具体施政措施上ꎬ应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ꎬ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ꎬ简化行政审批程序ꎬ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流向中起到基础性作用ꎮ 同时加强对企业行

为的事中事后监管和提供更为全面的公共服务ꎬ优化企业营商和投融资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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